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探讨了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国家机构和治理创新与变革在推动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新冠疫情及其后续影响可能会进一步阻碍2030 年议程

的进展，并使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中短期内更加难以实现。然而，新冠疫情也引发了政府机构和公共行政

领域的快速创新，对于这些创新，我们可以加以利用。另外，公共机构的内部运作以及它们与外部的互动

方式都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例如，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实现与其他机构和更广泛的社会面的交流。在此背

景下，本报告重点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 各国政府应如何重塑与人民和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以提高自身

可信度并促进更可持续、更稳定的社会所需的变革？政府应如何评估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并解决2020 

年以来出现的政策权衡难题？政府可以调动哪些资源、通过哪些创新来实现公共部门转型并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本报告包含由众多专家撰写的一系列颇有深度的文论（共23 篇），每篇前面有一个简短的概

述。这些专家文论分析了以上三个主要问题，回顾了在不同的背景、部门和政策进程中所观察到的体制

变革，并探讨了那些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积极影响的变革在后疫情时代继续保持的可能性。总体

而言，本报告旨在提示公共部门重视制度变革，因为按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度变革是实现社会

转型的关键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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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公共机构和公共管理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关于和平、正义和机制的专门目标（可

持续发展目标 16）进一步强调了有效治理对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性。

新冠疫情（COVID-19）的出现影响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

这种长期趋势和风险逐渐被凸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加剧

了。舆论两极分化、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增加、不平等现象加

剧、数字鸿沟加深以及参与机会减少等后果正在不断涌现。政

府在政策权衡、风险预估、危机应对以及与公众沟通等关键职

能方面的疲软再难掩饰，民众在获得教育、卫生和司法等基本

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也暴露无遗。正如联合国秘书长的

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所反映的那样，应对这些挑战现已成

为国际优先事项。

 李军华

联合国副秘书长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与此同时，在疫情期间，公共机构在运营方面和与人们的互动方面都出现了必要的新方式。一

些部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既带来了积极影响，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各国政府通过与非国家

行为体的合作，探索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方式，并且想方设法维持或扩大政府关键行动的透明度和问

责制度。这些创新的成功与失败为未来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要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要求的转型，扩大成功创新的规模和范围至关重要。我们

必须识别那些能使公共机构更具有效性、抗冲击性、参与性、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创新，以及能引领

社会变革、更加公开透明并能够对自己负责的创新，这也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16.6 和 16.7 中。

在此背景下，2023 年《世界公共部门报告》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利用这些创新推动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我期待这里详细的案例和建议能够激励各国政府利用制度创新来推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距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仅剩七年，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使公共政策和公共机构达到可持续

发展议程所提到的转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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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APC Association for Progressive Communications 
 进步通信协会

A4R accountability for reasonableness
 合理问责制

BEPS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project)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

BW4SD Be Wis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itiative) 
 智慧地看待可持续发展倡议

CCT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有条件现金转移

CEPA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

CIDE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Docencia Económicas 
 经济研究与教学中心

CIEP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Económica y Presupuestaria 
 经济预算研究中心

CIMULACT Citizen and Multi-Actor Consultation on Horizon 2020 (project) / 
 公民和多方行动者关于“地平线2020”计划的咨询

CMP change-maker project 
 变革者项目

CMU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卡内基梅隆大学

CoG centres of government
 政府中心

COP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

COVID-19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2019新型冠状病毒

CSO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民间社会组织

DHIS2 District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 
 地区卫生信息系统

DPIDG Division of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Digital Government 
 公共机构和数字政府司

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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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OC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Vin Electronic Vaccine Intelligence Network 
 电子疫苗情报网络

FMIS financi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财务管理信息系统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GIFT Global Initiative for Fiscal Transparency
 财政透明全球倡议

GIRL Gender Inequality Research Lab
 性别不平等研究实验室

G20 Group of 20
 二十国集团

HGG Hawai'i Green Growth 
 夏威夷绿色发展

HISP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 Programme 
 卫生信息系统计划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LPF 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HNWIs high-net-worth individuals 
 高净值个人

IAP2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国际公众参与协会

IATT 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Task Team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r the SDGs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科学、技术和创新跨机构工作队 

ICEFI Instituto Centroamericano de Estudios Fiscales 
 中美洲财政研究学会

ICMR Indian Council of Medical Research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 

ICNL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Not-for-Profit Law 
 国际非营利法律中心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信息和通信技术

IIR Income Inclusion Rule 
 收入纳入规则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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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F Integrated National Financing Framework 
 综合国家融资框架

INTOSAI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

KU Leuven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鲁汶大学

K-12 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 
 幼儿园到十二年级一贯制

LGBT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

LGBTQI+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and intersex  
 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酷儿和间性者

MGG Academy Managing Global Governance Academy 
 全球治理管理学院

MNE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跨国企业

NASEM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 

NHA National Health Assembly 
 国家卫生大会

NH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国家卫生服务

NWT net wealth taxes 
 净财富税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HCHR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OPSI (OECD) Observatory of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
 公共部门创新观察站

OTC over-the-counter
 场外交易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聚合酶链式反应

PFM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公共财政管理

PIC/S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operation Scheme 
 药品检查合作计划 

PPI Policy Priority Inference (research programme)
 政策优先级推断（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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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4SD Public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nk tank) 
 可持续发展公共战略（智库）

RBAP (UNDP) Regional Bureau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局

RIS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

SADP Sistema de Alta Dirección Pública 
 高级公共管理系统 

SAIs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 
 最高审计机关

SARS-CoV2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可持续发展目标

SEI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

SEPIS System of Records of the State Sanitary Inspection 
 国家卫生检查记录系统

SIGMA Support for Improvement in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programme) 
 支持改善治理管理（计划）

SORMAS Surveillance Outbreak Response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System 
 监测爆发响应管理和分析系统

SPI science-policy interface 
 科学—政策界面

SSEC Smithsonian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史密森科学教育中心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I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科学、技术和创新

STRIP Systematic Testing using Robotics and Innovation during Pandemics (platform) /
 疫情期间使用机器人和创新的系统测试（平台）

TCU Tribunal de Contas da União 
 联邦会计法庭

T20 Think 20 (process) 
 智20

UCLG 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会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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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AF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ramework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 DESA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GP UN Global Pulse 
 联合国全球脉动

UN-Habitat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联合国人类住区计划

UNICE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PSA United Nations Public Service Awards 
 联合国公共服务奖

UTPR Undertaxed Payment Rule 
 低税支付规则

V-Dem Varieties of Democracy (project) 
 民主多样性（项目）

VLR voluntary local review 
 自愿地方评估

VNR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 
 自愿国别评估

VSR voluntary subnational review 
 自愿次国家审查

VSS Voluntary Sustainable Standards 
 自愿可持续标准

VUR voluntary universit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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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检视了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国家层面出现的制度创新和治理创

新在剩下 7 年的议程实施中扮演的角色。

期限过半，目前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施进程停滞不前，甚至在某些案例中出现了走回

头路的情况。过去 3 年，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和气候灾害加剧了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使可持续

发展目标在短期、中期内更难实现。有鉴于此，识别出改进的机会至关重要。

尽管疫情暴露了社会契约的脆弱性，新冠的出现也激发了政府机构和公共管理的快速创新。我

们观察到了积极的改变：公共机构的内部运作，机构之间、机构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方式，还有公共

服务与人们的互动都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疫情期间出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创新，加以利用，可以使公共机构效率更高、面对冲击更

有韧性，使其更具参与性、包容性和前瞻性，使其更能领导社会变革、更加透明且负责，从而更加

有力地推动《2030 年议程》所呼吁的变革。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检视了不同情境、不同部门和不同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制度革新，

并探讨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了积极作用的成功创新。上述创新应在后疫情时代沿用。报告解决

了如下三个问题：

•	 政府应该如何强化公众信任度及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政府如何评估优先级，解决自2020年出现的艰难政策权衡？

•	 政府可以调动什么样的资产和创新产品来改造公共部门，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本报告包含了与上述 3 个问题有关的章节综述和来自全球 38 位专家的 23 篇文论。专家们提供

的建议可以为各国政府就如何利用 2020 年来出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实践提供灵感。

政府应该如何强化公众信任度及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近年来，公民和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全球范围内，公民空间遭到侵蚀，其性质也发

生了改变。社会内部出现了高度两级分化，不平等现象加剧。人们普遍质疑信息的准确性。政府快

速数字化也重塑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现阶段，恢复人民对公共机

构的信任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进展的重要前提和关键目标。

第 1 章检视了治理、民主价值观、传统、制度和信息完整性领域的趋势与机遇。

新冠大流行期间，各国政府向公民空间施加了诸多限制，并授予它们自己更多权力。这些权力

受到了更少制衡，对公民的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表达自由影响较大。一些政府为各项紧急措施设

限，确保其必要性、成比例、合法性和具有非歧视性影响，同时确保监管机构参与审查上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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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邀请公众对疫情相关的挑战和政策提供意见和反馈，同时邀请民间社会代表加入政策制定

委员会、参与议会辩论，从而更加广泛地应对危机。在一些国家，保卫和平集会的自由和捍卫隐私

权是重要考量。民间社会在以下领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监测和提升对侵犯权力行为的认知，

形成网状联系和联盟，倡导取消刑事制裁，支持妇女、土著人民、青年、老年人、残疾人和其他弱

势社会群体的权利和福祉，以及通过战略性诉讼挑战紧急措施。疫情期间产生的积极案例可以指导

政府在未来保护和拓展公民空间。

青年人过多地受到了多次危机的影响。青年人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任程度已经下降，他们觉

得政策制定过程中无视了他们的声音。让年轻人投身参与式治理，创建和保护包容性结构、过程和

空间——诸如青年组织、激进主义、社区调研和理事会——将会帮助制定更有效和可持续的公共政

策。

全球的证据表明，公共行政中保持性别平等可以润滑政府运作、提高服务提供的响应能力和有

效性以及公民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然而大多数国家在决策层离实现平等所差甚多。政府为了确保疫

情期间正常运作，为公务人员制定了新的工作场所政策，其中一些政策对实现性别平等有积极影响。

适应“新常态”并重新关注全球公共行政中的性别平等，我们需要在如下 3 个方面同时努力 ：牢记

疫情前的经验教训，并重新采用在数据和透明度、培训和带教以及目标和定额等领域的良好做法；

巩固在新冠疫情期间取得的积极变化，并在未来公共行政中实现性别平等中保持这些做法；大胆行

动，重夺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5 和目标 16 的势头。

新冠疫情为各国政府在危机期间与社会各界进行有效沟通提供了重要经验教训。驱动人们信任

政府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反应高度意向性的沟通。一些政府通过与诸如民间社会的力量形成有效合作，

控制住了疫情传播，取得了早期成功。影响沟通策略成败的重要因素包含以下：对循证信息和明智

的科学建议的依赖程度，发言人的可信度，可信、简洁信息的发展程度和多种传播渠道的使用度。

在关键利益相关人中保证消息一致尤为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在危机沟通策略中使用新媒体工具。考

虑到上述因素，各国政府应采取透明的、植根于当地环境的且协调一致的公共传播方法。展望未来，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危机开始之前就要做好沟通准备工作的重要性。

新冠大流行期间，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不断发酵，导致公众不信任卫生部门，也破坏了公共卫

生应对措施的实施，从而产生各种危险行为。总体而言，打击虚假和错误信息的方法极端复杂。各

国政府应当支持危机期间信息的自由流动，定期通过宣传活动和主动披露传播准确的信息，并建立

系统方便公众从中获取信息。打击不准确信息也应包含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平台揭穿虚假信息并更

正。政府不应仅仅依靠限制言论自由的惩罚性立法，他们也应专注于提高媒体素养（包括提高学生

的媒体素养），通过与本地媒体和私人组织合作，或采取其他相关行动，拓宽人们获得准确信息的

渠道。

法律框架和监管改革并没有跟上数字技术的发展步伐。在疫情期间，各国政府在解决危机和提

供一系列公共服务中普遍使用了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面临的主要挑战

包括数字鸿沟、限制在线言论自由、数字监控，侵犯隐私和侵犯数据保护，这突出了在线人权保护

和离线人权保护之间的脱节。国家和国际层面需要在努力利用数字技术的同时，做到维护人权。

有效、透明和负责任的争端解决机制是政府—公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封城暴露了司法系统

的脆弱，因为其严重依赖纸质文件、亲自申请及出庭，且其缺乏互操作性。因此，封城也为迅速转

向电子司法系统创造了必要条件。随着公共机构从临时的、一时兴起的小修小补模式转向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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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模式，一个“以权利为中心、聚焦法治”的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机会窗口已经出现。为了利用

这一窗口，以下几点尤为重要：围绕人们的冲突经历或不公正经历组织改革工作；让法官和人权维

护者参与设计数字解决方案；采用支持尽早、非正式解决争端的法律程序。

新冠疫情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负面且长期的，当今大多数国家面临财政空间缩小的问题，人

们开始就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和社会不同阶层对公共财政资源贡献的责任大小展开辩论。许多人认

为，对跨国集团和高净值个人征税不仅是一种在紧张的经济环境中增加收入的方式，也是一种减少

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提高税收公平性和增强人民对政府信任的途径。有专家指出，这场辩论必须超

越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从而涵盖整个税收体系。税务管理部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税务管理部门

应该获得更多资源，以提高税务合规性，并改善其对纳税人的服务。围绕国际税收制度改革的讨论

正在进行，研讨了上述问题和与之相关问题。2022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在联合国

促进包容、有效的国际税务合作的决议。随后，在 2023 年 8 月联合国秘书长就同一主题作了报告。

综上，所有趋势表明我们需要采取全面的方法来重建并加强社会契约，这也是 2021 年出版的

联合国秘书长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关注的重点。这一需求的解决将使社会关系更加牢固、社会

凝聚力大大增强，从而提高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最终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重塑其与其他

社会各界的关系过程中，政府无法孤军奋战。但首先，它们应该走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即为增强

关系创造有利的环境。比如，它们可以增加透明度、尊重人权、促进公众参与献言献策。批判地讲，

政府在寻求更多信任的同时，也可以更加信任其他行为者。

政府如何评估优先级，解决自2020年出现的艰难政策权衡？

《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缓慢且不均衡，新冠疫情紧随其后的各类危机危机还加

剧了挑战。更有甚者，自 2015 年以来取得的进展出现了倒退现象。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仍未上轨道；

即使有些目标已经接近成功，完成临门一脚也颇费力。可持续发展各子目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

受到了危机的影响，在调动资源、综合实施各目标方面，产生了新的权衡和挑战。疫情和随后危机

使政府各事项优先级、预算分配和公共支出发生变化。高度不确定、预算紧缩和信任不断销蚀，使

得各机构在实施一以贯之和相辅相成的政策与行动时面临挑战。

第 2 章强调了各国政府在实施《2030 年议程》的中途，需要更有效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

同增效作用。各国政府必须优先实施提供协同效益的行动，同时有效管控各类权衡，从而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互动需要考量现实语境，且具有动态性，本章强调了理解上述性

质的重要性。政府需要充当复杂系统的组织者，领导融合而连贯的政策行为，从而触发长效改革。

各目标和相关目标之间存在复杂性和标准冲突的特质，制度整合与政策一致对于解决上述问题至关

重要。

大量研究已经分析了可持续发展各个目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然而，现阶段使用的方法效力

不足，主要体现在不能有效评估这种互动的动态性和语境性、互动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及

互动对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往往缺乏实操性，与决策过程的实际需要之间产生了鸿沟。鉴于此，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互联系理解的加强并不总是能转化为各国政府更具协同效益的实际行动。

在资源有限和发展需求多样化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根据优先程度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关目

标进行排列。为了确定优先级，各国政府必须明确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并评估其各项政策对可持

续发展各目标的影响。不同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优先标准。一种实用的方法是：根据每个国家的具



体权衡和想要达到的协同增效，进行政策优先级排序和资源分配。用于优先级排列的标准、流程和

工具需要对公众透明，这对促进公众认同、增强政府决策的合法性至关重要。

制度安排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融合实施至关重要。连贯且负责任的制度能将许多利益相关者聚

集在一起，发挥协同增效作用，并解决权衡问题。也有必要加强协调机制，校准发展战略和预算，

并在跨领域的过程和制度安排中考虑风险管理。评估影响工具、监管影响分析和绩效审计有助于保

持政策连贯，并加强问责制。

关于制度融合和政策连贯在不同国家背景下如何发挥作用的证据有限，自愿国别评估（VNRs）
报告也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多费笔墨。不过总的来说，各国政府在政策连贯性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分析能力不足、数据限制和利益相关者的有限参与阻碍了政策和规划过程。制度碎片化、公共机构

的内部程序复杂化和政治意愿有限化等障碍仍然存在。

科学界通过综合证据、化知识为政策选项、支持预警和风险评估系统以及促进参与进程，有力

支持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为了更好地满足决策者的需求，包容性替代品和能力的共建至关重

要。诸如对问题的共同理解、问题的合作框架、指导实施的权力以及信息的战略使用等程序要素也

至关重要。投资公职人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能力建设和培训，可以促进知识共享，加强科学方法

和科学工具的应用，并提供进行评估、分析协同增效和权衡以及促进政策一体化所需的技能。

诸如战略展望法和情境故事法等各种基于科学的方法和工具，可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

一致性和一体化。战略展望法使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促进机构合作，并帮助决策者评估风险，找

到政策替代方案。虽然各国政府机构已开始将战略展望法纳入其施政过程，但在使用上述工具为政

策设计和执行提供信息方面尚有改进的空间。

科学政策接口（science-policy interfaces）使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整合行动成为可能。它们使决策

者和科学界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促进知识的交流和共创，使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有根据地实施。

它们可以促进政策一致，增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不同类型的科学政策接口已经正式化，让实现能

够支持包容性能力发展的合作成为可能。有必要确定最能支撑政策一致性和一体化的科学政策接口

的制度形式和制度过程。虽然全球科学政策接口产生了关键性知识，但它们的激增可能会导致碎片

化。

资源有限和财政不可持续为政策一致性设置了挑战，并影响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支持。

在疫情期间，各国政府修改了预算分配和公共支出。教育等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获得的资金较少。

尽管许多国家增加了在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以应对紧急情况，但全世界中低收入国家中的

半数削减了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加剧了不平等状况。医疗卫生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之间的权衡往

往很激烈，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竞争也刺激了政策创新。联合国在国家综合融资框架（INFFs）
方面开展的工作为决策者进行权衡并做出有根据的决策提供了实用的指导。

加强公共财政管理体系建设对于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和公平性、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合实

施至关重要。这包括密切关注预算执行的效率，并确保各国政府根据其核定预算进行支出。透明的

预算信息使公民社会能够监督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倡导变革、并追究政府的责任。监督机构可

以利用预算信息来审计预算的执行情况，核算预算执行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的贡献。

了解公共支出与可持续发展成果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掌握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至关重要。将

预算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国家监测框架联系起来，可以提高政策的一致性和可问责性。通过将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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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挂钩，政府可以更好地解决预算分配之间的冲突或重叠，并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

计算模型可以帮助分析额外公共支出的影响；并确定由于结构性瓶颈，即使进行进一步投资可能影

响也有限的领域。将公共财政管理决策与社会中不同群体（同时应考虑到公平和代际）的发展成果

联系起来非常重要。

政府可以调动什么样的资产和创新产品来改造公共部门，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家和有效、负责、反应迅速、包容各方的公共机构在识别危机和制定应对危机的创新解决方

案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新冠疫情使上述作用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了保持公众信任并加快实施《2030
年议程》，各国必须继续创新，做好准备，积极应对未来的冲击。政府可以利用疫情期间的创新来

满足社会需求；然而为了确保创新惠及所有人，有必要采取包容性措施。

第 3 章侧重于公共行政部门如何将疫情期间出现的成功创新纳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长期战

略。这涉及在以下两个方面采取创新办法 ：公共行政部门内部的行政、组织和系统的变革；以及各

国政府与利益攸关方之间互动的改革，特别是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改革。本章着重描写了有助于

促进公共行政部门变革的关键要素。它将公共问责制、各级政府之间的一致性、公务员能力和专业

精神的增强以及数字化转型确定为鼓励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疫情严重扰乱了公共部门的运作，迫使公共机构尝试替代方案，从而加速了创新。在某些案例

中下，它们找到了效率更高、更有效的方式来提供公共服务。这可能会带来永久性的改变。然而我

们尚不清楚危机后创新的势头能否持续。曾经，危机带来的临时创新可能不足以支撑长期转型，也

不足以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加快实施。创新应该被嵌入决策和公共行政的核心，并被制度化为公

共部门的新运作模式。政府在创造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各组织和部门之间的合作方面发挥着关键

作用。

透明度和问责制对公共机构的有效性至关重要。由于疫情期间迫切需要尽快扩大服务提供和社

会保障，这在不同程度上干扰了公共监督，所以疫情给透明度和问责制改革带来了挑战。话虽如此，

一些国家还是采用了创新方法来促进信息获取、提升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印度、巴西、菲律宾和

哥伦比亚的案例研究突出展示了参与式监督改革的成功和韧性，也展示了混合协作治理模式的有

效性。

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对危机管理和应对至关重要。疫情暴露了碎片化的挑战，并强调了

通过合作促进多层次治理的必要性。在这个方面，几个国家在疫情的迫使下进行了不同的实验。在

思考如何提高政府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的纵向一致性过程中，这些经验教训应该能提供借鉴，

它们包括多级别对话、协调、协作和资金统筹。

公职人员的能力和表现在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疫情展示了公务员的可塑性：确保不间

断地提供公共服务；对拥抱创新和与其他行为者合作持有开放态度。因为各机构恢复到疫情前的工

作方式，可能不会鼓励创新或促进变革，所以在后疫情时代保持这种心态可能是一个挑战。利用数

据和工具创新，这需要一定的心态、能力还有技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公共行政的能力建设是必

要的。

数字化转型在疫情期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公共部门能够继续运营并提供服务。数字技

术改变了核心系统和功能，并研发了更高效的流程，比如在线面试。它们还在数据分析方面颇有建



树，可以为决策提供根据，并让疫情期间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福利送达人民手中。然而，我们必须

谨慎行事，以确保有道德地使用数据并防止歧视，同时必须承认考虑现实语境的必要性。

政府与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互动也需要进行变革，从而提高政府政策的合法性、有效性，提高

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覆盖率。人们需要具有包容性的和负担得起的公共服务，各国政府在这方面有着

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们在医疗保健、教育、水和卫生、营养和社会保障等领域面

临的困难。本章在这一背景下探讨了如下潜在机制：参与、共同生产、共同创造和增强服务提供。

疫情期间，创新的参与机制被用来提供新的服务或改进的服务。共同生产——服务提供商和用

户二者在规划、设计、实施和评估公共政策和服务方面的合作——在疫情之前和期间流行于各个部

门。疫情加速了包括医疗保健、运输和教育在内的几个部门的共同生产。疫情还突显了公私伙伴关

系的成功，我们可以从新冠肺炎检测、治疗和疫苗快速研发中看出这一点。除了确保私营部门和公

共部门之间适当分担风险和分配利益，推广共同生产发还需要采用合适的立法框架、提供激励措施、

提高透明度和建立问责制机制。

疫情加快了医疗服务提供方面的创新，比如出现了远程医疗（telemedicine）、无人机药品运输

和机器人执行医疗任务。教育方面，许多国家实施了一些举措，通过提供笔记本电脑、网络连接和

数字扫盲培训，增加学生的学习机会，弥合数字鸿沟。疫情期间，数字技术在改革服务提供方式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远程健康（telehealth）、在线教育、电子治理和公共服务数字门户。一些国家

在疫情期间加快了向电子政务的转变。然而，数字化运营和数字化服务的转型也凸显了解决数字鸿

沟的必要性，确保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有接触数字化的能力。为了确保数字化转型走向公正和包容，

各国政府需要提供在线、离线相结合的混合服务模式。如果要保护用户权利和确保安全与公平，那

么对数字服务的监管就至关重要。

总之，疫情为公共机构走向创新和变革提供了机会。各国政府应在学习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应对

未来的挑战，同时通过创新和转型的新方法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公共机构必须有充足的资金、具

备问责制、公开透明且具有包容性，才能达成上述目标。通过拥抱创新、接触利益攸关方，各国政

府可以在疫情后的“新常态”中创建一个更有韧性且更有效的公共部门，从而实现《2030 年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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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23 年是《2030 年议程》实施的中点。2015 年至

2019 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进

展。公共机构和公共行政管理的变革是所有可持续发

展目标取得进展的重要手段，它们的作用得到了广泛

认可。同时，这也要归功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16“和平、

正义和强大机构”的存在。

2020 年初，新冠肺炎大流行突然冲击了所有国家

和整个国际社会。即便在疫情之前，包括可持续发展目

标 16 在内的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没有走上到 2030 年

必定实现的轨道。新冠爆发造成的重大破坏对许多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进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后，旷日持久的

疫情也让《2030 年议程》遭受重大挫折。这造成了很

多长期影响，包括许多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人民

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任不断销蚀，不平等和鸿沟的显

著增长，这一切都对几乎全部国家的特定人群产生了负

面影响。疫情危及了在扩大妇女权利和增加妇女机遇领

域已取得的进展，甚至出现了不进反退的情况。此外，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和平与安全”等在世

界许多地方受到不利影响。

2022 年初，世界正在谨慎地期待着疫情限制的逐

步解除。然而，乌克兰战争等事件导致了全球能源和食

品价格大幅上涨，全球出现通货膨胀。此后的各类地缘

政治事件对世界许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

（和平与安全等）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影响有可能进

一步破坏《2030 年议程》的实施，使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短、中期内更难实现。1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定不能

失去迄今已取得的成就，同时应当识别出取得进展的

机遇。

疫情从多方面暴露了影响人民与他们的政府关系的

长期趋势与风险，这包括公众舆论两极分化、错误信息

和虚假信息泛滥、不平等加剧、数字鸿沟的消极影响以

及公众参与机会的减少。它还揭示了影响各部门政策连

贯性和各级政府间合作的制度弱点，并进一步指出了人

们在获得教育、医疗和司法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平

等。正如联合国秘书长 2021 年发表的里程碑式报告《我

们的共同议程》所言，2 疫情使其中一些趋势和风险在

国际政策议程上更加显眼和突出。疫情还暴露了政府关

键职能的薄弱环节，这包括风险管理和危机准备、与公

众的沟通能力、科学政策接口、透明度和问责制。3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公共机构不得不在疫情期间

进行试验和创新。我们在公共机构的内部运作，公共

机构彼此之间、公共机构与更广泛的社会之间互动的方

式，以及在它们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与人们的互动中都观

察到了创新。一些部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例如转向在

线教学，这些变化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它们也找

到了通过与非国家行为者合作提供关键公共服务的新方

法。行为者们使用各种工具，以维持或扩大政府关键行

动（其中包括公共资金的使用和影响人权、公民空间的

政策变化）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因为没有两个国家在

同一时间面临完全相同的挑战，也没有两个国家拥有完

全相同的一套制度，所以我们观察到的制度创新广泛而

多样。有趣的是，在某些部门和某些类型的机构，有人

一直在努力记录自 2020 年以来出现的变革。4 然而在大

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记录这些变革。

如果公共机构准备实现《2030 年议程》，那么它们

就需要变革，而利用疫情期间成功的制度创新可能会有

力地推动这样的变革——正如可持续发展目标 16.6 和

16.7 所要求的那样，使其面对冲击时更有效、更具韧性、

更具参与性和包容性、更具前瞻性、更能引导社会变革、

更透明和更有可问责性。

从这一前提出发，《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致

力于研究在不同背景、不同部门和政策过程中观察到的

制度变化，并探索保持并利用成功创新的可能性。这些

成功的创新可以对后疫情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

正面影响。该报告探寻的关键问题是：在国家层面，制

度和治理创新可以在未来几年推动《2030 年议程》的

实施中发挥什么作用？

该报告具有前瞻性。它的重点放在从现在到 2030

年，人们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放到政策议程的中心的机

会，以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进展的机会 ；而不是关

注自 2020 年以来已已有详细记载的旧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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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和范围

该报告从三个角度审视了国家层面的制度改革，及

其在后疫情时代的潜能：

• 各国政府如何重塑与其他行为者（包括其服务的

人民）的关系，从而增进信任，促使产生更可持

续与更和平的社会所必需的行为变化？

• 政府如何评估优先级，解决自 2020 年出现的且

未来也有可能继续出现的艰难政策权衡？

• 政府可以调动什么样的资产和创新产品来改造公

共部门，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三个问题囊括了过去几期《世界公共部门报告》

的重点领域。2018 年版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

的机构整合。2019 年版审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包含

的 6 项关键制度原则，以及这些制度原则在《2030 年

议程》和特定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的实践情况。2021

年版包含了总结疫情推动的制度变革的一章。读者可参

考这些报告以获得更深入的信息。当然，本报告只关注

了众多潜在利益中的三个方面。例如，公共服务资金是

公共行政学者和从业者长期讨论的主题，在疫情期间受

到了相当大的关注，在疫情之后得到了更大的关注，但

本书不包含上述主题。

研究方法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的规划和编制由联合

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公共机构和数字政

府司（DPIDG）牵头。

以往版本是由公共机构和数字政府司工作人员综合

编写，本报告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编写模式。为了反映

各种各样的观点并更深入地探讨选定的主题，报告小组

选择向全球专家征求简短的个人稿件（约 1800 字），请

他们根据各章主题审查特定领域的制度发展情况。报告

收录了这些个人稿件，也收录了联合国经社部工作人员

撰写的概述，总结了每一章的主题并介绍了突出问题。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贸易和环境报告（2013）》

也使用了这一模式。5

在就报告的模式达成一致后，编写小组于 2022 年

8 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一次专家组会议，以支持

制定报告。6 会议成员为来自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十

名专家和本报告编制小组。会议讨论了各章节概述部分

应解决的关键问题。会议还产生了每一章下的初步子主

题清单，有资质的专家可能会对这些子主题进行有针对

性的深入研究并撰写稿件。

会议结束后，小组缩小并完善了子主题列表。每一

章的主要作者都邀请专家（包括一些专家组会议与会

者）讨论这些主题。每篇稿件都包含了简短的受委托权

限（terms of reference）。稿件的大体方向是这样的：稿

件作者需要写明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公共机构是否

以及如何实施变革，从而成功应对或缓解与实施可持续

发展目标相关的多重交叉挑战。不同的稿件提出了子主

题，解释了其相关性（新的或疫情后重新开始的），并

强重点阐述了其在后疫情时代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

做出贡献的潜力。根据具体的子主题，稿件侧重于创新

做法、工具、制度进程或组织变革，并使用不同国家的

例子来说明主要论点。每篇稿件都包含关键信息、政策

建议或行动要点，可以用来激励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向前迈进。本报告包含了 38 位专家的

23 篇文论（见下文）。

在阅读本报告时，请记住三个主要章节的概述部分

并不是专家稿件的摘要。总的来说，概述的范围更广，

包括专家稿件中没有涉及的主题。后者旨在通过深入分

析选定的子主题和提出政策建议来对前者内容进行补

充。

报告内容

除引言外，报告还包括三个实质性章节和一个结论。

第 1 章 ：政府如何提高公信力并加强政社关系？
近年来，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公民空间正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侵蚀，其性质也发生了变

化。社会内部两极分化加剧，人们对腐败的认识更加深

刻。不平等现象加剧，许多人没有机会诉诸司法。人们

普遍质疑信息的准确性。传统媒体式微，而社交网络

媒体在塑造、推动和操纵舆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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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 20 年前相比，“进言”和“退出”的传统渠道和

其权衡折衷的运作方式似乎有所不同。向数字政府的快

速转变正在重塑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趋势已然

很明显，但在疫情期间，许多趋势变得更加突出。现在

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变

成了恢复人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互信。

在此背景下，本章概述部分重申了政府机构与社

会其他行为者之间建立积极关系对实现《2030 年议程》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并强调了衡量和评估这些

关系的一些方法。然后，它审查了三个关键领域的治理

赤字和其中蕴含的机遇：提供快速响应且包容性强的服

务；政府履行它们承诺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以及数字政

府的扩张。然后，本节回顾了疫情后各国政府通过支持

民主价值观、传统和制度，保护和扩大公民空间，打击

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来扭转不良趋势的一些机会。

本章的专家文论讨论了如下主题：

• 迈向公平的财政契约？私营部门和高净值个人对

社会有何“亏欠”?

• 公共行政管理中的性别平等：疫情三年政府新常态

• 与社会行动者携手共传疫情信息：对未来危机的

启示

• 规范数字技术在公共行政中的应用以保护和促进

人权 

• 电子司法意愿有望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巩

固权利保护成果

• 公民空间与新冠肺炎疫情

• 青年之声与可持续的公共政策：重振城市民主

• 整治错误信息迫在眉睫：非洲视角

第 2 章 ：政府如何评估优先级，解决自 2020 年出
现的艰难政策权衡？

新冠肺炎大流行凸显了可持续发展各目标之间相互

依存关系的密切度和重要性。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倒退

可能会影响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各目标之间的

相互联系模型随之改变。未来在财政困难和公共债务增

加的总背景下，可以预料政策权衡会出现在各个层面，

这从长远来看限制了政策空间。政府如何权衡，如何与

公民合作以确定前进的道路并为其政策提供支持，上述

可能取决于政府内部和政府外组织对现有及潜在政策权

衡的分析能力，以及将分析转化为决策的政治意愿和可

用机制的多寡。

本章概述部分提供了一些制度变迁的例子，这些改

革帮助政府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做出政策权衡。概述

也强调了政府和公共机构如何使用预算、风险管理、科

学政策接口、建模和情境等工具来分析权衡，为公众制

定相应的政策选择，最后做出决策。它探讨了为加强政

策连贯性、跨部门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国家与非国

家行为者的接触而进行的创新，也探讨了为提高冲击前

准备和冲击后复原而进行的变革。本章强调了上述领域

的局限和未来的机遇。

本章的专家文论包含以下主题：

• 随着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进展和事项优先级确定

的紧迫性日益增强，如何从国家层面和地方各级

层面管理政策权衡和协同增效

• 以平等和经济复苏为目的推动协同效应：斯里兰

卡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

• 强化科学政策接口，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 利用战略展望法，更好地支撑各国政府在后疫情

时代背景下管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权衡和协同增

效

• 跨国网状联系和专家交流在支撑综合实施可持续

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

• 疫情后的风险管理：其在改进相互关联评估和增

强协同增效作用中扮演的角色及该角色如何支撑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

• 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使用资源的循证优先级排序

• 政府支出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优先级：“政策优先

级推理”（Policy Priority Inference）研究项目中的

经验教训

• 通过建设开放、透明和包容的政府，为艰难政策

选择和权衡确立合法性

第 3 章 ：政府可以调动哪些资产和创新来改革公共
部门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疫情期间出现了一波创新浪潮，这些创新行之有

效，旨在改善问责制、透明度、公众参与、公共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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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和实现包容性的方法。除了法律框架、监管框架和政

策中出现变革外，创新还出现在公共行政部门内的制

度、行为者和程序中，“前线”/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

接口也出现了创新。疫情结束，虽然有些创新也许很难

维系，但仍有许多创新可能会在未来沿用。

本章的概述部分考察了公共行政和公共机构创新的

背景，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相关内容。它概述了监督、

透明度、问责制以及多层级治理方面的创新，并强调了

公务人员在试验、创新并将其成果制度化中发挥的作

用。概述还讨论了数字技术扮演了创新工具的角色，及

其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事实。之后，本章简要

探讨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动接口中出现的创新的四个

维度：创造性的和弹性的参与机制；共同生产和服务提

供的变化；提供包容性服务；技术驱动的服务提供。

这一章的专家文论包含了以下主题：

• 政务改革与公共服务交付：制度韧性与国家和社

会协同

• 通过共同创造推动创新：实现从本地到全球的跨

越式发展

• 疫情期间医疗服务交付的创新

•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所开展的多层次创新治理与

准备工作

• 医疗高等教育中的混合式教学：疫情催生的新模

式及其对南非一所公立大学创新和绩效的影响

• 关于后疫情时代公共部门运营模式的思考

在每一个实质性章节的末尾，都有一个表格收录了

专家提出的、未经报告小组筛选过滤的具体建议。其目

的是为各国政府、国家一级的非国家行为者和国际社会

内的各种行为者提供多样化的建议。

第 4 章 ：结论
最后一章较简短，它重申了报告的主要发现，并超

越了单个章节之间的疏离，强调了三个主要章节中提到

的关键行动领域。结论简短且有前瞻性，它概述了一些

本质问题。上述本质问题应当可以为通过机构转型以实

现《2030 年议程》提供信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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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注

1  参见联合国“Progress toward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owards a rescue plan for people and plane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special edition)”，advance unedited version（2023年5

月）。

2  联合国《我们的共同议程——秘书长的报告》（Sales No. E.21.I.8），

请参见如下网址：https://www.un.org/en/content/common-agenda-

report/assets/pdf/Common_Agenda_Report_English.pdf.

3  参看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机制

安排：五年回顾总结——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1）》(Sales No. 

E.21.II.H.1)，请参见如下网址：https://www.un.org/en/desa/world-

public-sector-report.

4  包含以下例子：《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1）》指出，已经对疫

情开始后创建的数据库进行审查。这些数据库用于记录知情法及

该法应用案例的变革；《世界电子议会报告（2022）：大流行

后的议会》考虑了议会在疫情期间加快使用数字工具的情况及

其对未来的影响；第25届联合国/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研讨会

（2021年）的报告盘点了世界各地的最高审计机构对疫情的应对

措施，重点关注了它们的工作方法和战略优先事项。

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与发展评论（2013）——未雨绸

缪：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现在就让农业真正可持续以确保粮食安

全》(UNCTAD/DITC/TED/2012/3)（日内瓦，2013）请参见：https://

unctad.org/webflyer/trade-and-environment-review-2013.

6  更多信息请参见：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Inception meeting 

for the World Public Sector Report 2023”。该报告内容来自2022

年8月9、10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Public Institutions and 

Digital Government”专家小组会议。该会议由DESA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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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政府如何提高公信力
并加强政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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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1.1.1	 构建积极的政社关系对打造高效、负责、
透明、包容的政府机构和落实《2030年议程》
而言有何意义？

公共行政管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向民众提供基本公

共服务、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活动。即使政府换届发生

人事调整，公共行政管理仍然具备一定的延续性，因

专栏 1.1.  主要社会行动者及其角色要素 

政府本身便是社会行动者，其义务来源于国家法律、宪法规定和国际承诺。民众普遍希望政府维护国家
安全、依法治国、尊重并保障人权，希望政府准确地公开政务数据和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此外，政府
有责任提供质量过硬、包容并蓄的公共服务 -- 例如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 -- 这些服务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促进人的发展。追求公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政府应树立公平观，坚持正义导向，通过各种方式激发
个人潜能，实现共同繁荣。

虽然从立法机关到最高审计机关，一切公共机构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本文重点关注的是行政机关，也
就是为资助人、资助企业和其他社会资助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单位。征税是实现政社互动的重要途径。直接
税收收入和间接税收收入应惠及全体社会行动者。包含其他社会行动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要遵纪守法，尽到彼
此照顾的义务，要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事务，比如担任社区志愿者、参加投票评选活动、监督各级政府工作、
在政府履职不力时申请问责等。

民间社会组织多种多样，包括非政府组织、合作组织、社区团体、工会以及学术科研机构。它们在各领
域发光发热，对政府工作起到补短板、填空白、转方式的作用。它们会采取不同方法达成目标，譬如参加宣
传游说活动维护权益或限制权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善民生等等。各项政府工作，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执
法行为，都面临着民间组织的监督和审视，他们经常监查和督导政府兑现政策、落实举措。不少民间社会组
织致力于知识生产、专技开发以及开拓创新。它们还会为公众提供商品和服务，供应对象包含社会边缘个体
及群体；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发生冲突、需要人道主义介入的时候，民间社会组织会承担起政府无法履行
的关键职能。

私营部门是就业增长、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商品服务、创新成果和公益项目资金
的重要来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关于私营部门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特别是企业应该为政府和社会做
些什么以换取基础设施和其他资产使用权的问题油然而生 (a)。 

另一个关键的社会行动者是媒体，媒体应向公众传达信息，引发关注与讨论，并通过舆论监督和透明报
道帮助追究政府（以及其他权力机构）责任。关键的社会行动者还包括捐助人及政府间组织，它们或能在政
策与技术方面提供指导与工具，或能提供资金支持，或能制定标准规范并监督执行。

社会行动者所承担的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都具备发展力和创新力。

资料来源:  (a) 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启动大会呈文”, 摘自2022年8月9日至10日纽约专家组会议。 

此它在实现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能源供应、清洁水供

应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 16 项目标第 6

条指出 “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透明的机构”，进一

步体现了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性。

虽然设立政府公共机构的目的是为社会公众服务，

但公共机构的履职和发展离不开政府以外的社会行动者

（见专栏 1.1）。政府和社会是相辅相成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等危机凸显了政社关系的重要性，危机能改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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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关系，而政社关系又反作用于危机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爆发后，各国政府与民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主

体携手合作，共同推进疫苗研发、查验及分配工作，还

在封控期间齐心协力派发物资、提供服务，成为抗击疫

情的中流砥柱。与此同时，受到虚假信息传播、不平等

现象加剧等问题的影响，许多国家不得不面对全新的或

者更为严重的政治分歧和社会分歧，并因此错失消弭危

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良机。加强政社关系需要大家团

结一致，但政府应当奠定合作基础，努力赢得公众的信

任。

1.1.2	 政社关系评估

对政府与不同社会行动者之间关系质量的评估本来

便是主观的、不准确的。用来衡量政社关系的指标有政

府公信力水平、民主程度、包括群众参与度在内的政社

互动程度等（见专栏 1.2）。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机会也是

政社关系评估的标准。本章将围绕政社关系的影响因素

展开论述。

公信力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人们普遍将公信力

视为评价政府职责履行、民意回应以及政民互动水平的

重要尺度，但实现有效治理同样必然离不开了公信力；

事实上，它既是善治的要素又是善治的结果。除了当届

政府及现任领导的工作实绩外，民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

程度还取决于更为宽泛的社会热点、经济热点和政治热

点，比如全球能源价格的变动或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 1。

政府公信力在公共危机状态下显得尤为关键，因为落实

举措化解公共安全风险需要民众配合。新冠疫情流行初

期，先前的研究成果得以证实，即群众对勤洗手、保持

社交距离等健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遵守度随着政府公信

力的攀升而提高。同样地，政府公信力越高，疫苗接种

率就越高，病毒感染率也就越低 2。许多研究谈到政府

的社会公信力问题，但要想加强政社关系，政府对公民

和其他社会行动者的信任度也很重要。

2022 年发表的一篇报告分析了世界各国中央或联

邦政府的信任度调查数据，结果表明，民主国家的政

府公信力在 1995 年，特别是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与

经济危机后出现整体滑落现象，近年来又开始回升 3。

2020 至 2022 年间，人们对民主政府的平均信任与信心

度上升数个百分点，基本维持在 42% 到 43% 左右，略

高于 2015 年水平。该报告认为，由于政府是贯彻执行

病毒防控有效措施的唯一主体，此次疫情直接促成政府

公信力的增长。旷日持久的“聚旗效应”或许已经应运

而生，也就是说，在重大公共挑战面前公共机构或政治

领袖的支持率出现上涨。尽管支持率上涨，但民主国家

的政府公信力仍比 1995 年水平低将近 10 个百分点。这

说明重建信任用时不短，即使取得阶段性成果，也有可

能相当脆弱 4。

政社关系与社会契约的基本理念息息相关。联合国

秘书长将其描述为“社会内部人们对于如何处理公共问

题、管控风险、集中资源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公共机构和

群体规范如何运作的看法 5”。社会契约涉及公共管理者

等一切社会行动者的目标或义务（无论是不成文的还是

被写入一份乃至多份文件中的）。2021 年，联合国秘书

长指出“民政服务机构与群众脱节且脱节程度日益严重，

很多人感觉自己被抛下，不再相信这些机构是在为他们

服务了 6”。缺乏公信力会动摇政民团结的根基，削弱政

民凝聚力—这种情况在危难之时尤为显著。随着疫情的

蔓延，恐慌、迷茫和骚乱之中人们对彼此责任、社会责

任和自然责任的质疑进一步加剧。气候灾害、俄乌冲突

等其他危机也来雪上加霜。然而，危机时刻最能体现社

会契约的关键性。因此，各国社会要想应对当下的复杂

局面、做好准备迎接未来挑战并坚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

标，就得打造新的社会契约，公信力建设为重中之重。

各国政府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承诺

要与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1.1.3	 政社关系背后的社会经济格局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已有不少热点问题使得政府与

其他社会行动者心生嫌隙。有些热点问题受疫情影响进

一步恶化或倍受重视。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新冠疫情叫停了 25 年来扎实前

行的减贫脚步 7。2020 年，四年多来取得的减贫成果被

付之一炬，自此以后减贫事业几近停滞。气候变化、地

区冲突、经济冲击等因素本就威胁着饥饿与粮食安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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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2. 政社关系评估工具(a) 

评估政社关系时可以运用各种工具实现单因素、多因素以及决定性因素分析，这些工具能大致反映出政
社关系的特点与强度。以下罗列的几种工具是用来衡量政府公信力、民主程度、治理能力和福利水平的。它
们也能进一步揭示细节（和差距），比如公共服务满意度、公共空间可用性、法律法规适用性以及腐败状况（包
括实际腐和腐败感知）。这些工具类型丰富，既有认知调查，又有指标聚合。

诸如非洲晴雨表、阿拉伯晴雨表、亚洲晴雨表、中亚晴雨表、拉丁晴雨表、欧洲晴雨表等地区性民意调
查涵盖了公信力方面的内容。虽然设计的问题略有不同，但这些调查都要求受访者反馈自己对政府的信任度
或信心度（评分范围通常是 0-3 分）(b)。世界价值观调查和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也会涉及政府公信力问题 (c) 。
而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则每年衡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及政府、媒体、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发可信度 (d)。

2021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一项有关政府和公共机构建立信任加强民主的调查，向
22 个成员国征集结果 (e)。经合组织还制定了美好生活指数，这是一个交互式综合幸福指数，其中设有公民参
与政治治理指标 (f) ；该指数覆盖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及 4 个伙伴国。

钱德勒良好政府指数用以评价政府能力和效能。2022 年该指数采集了 104 个国家数据 (g)。国家和地方各
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也有相应的评估标准。菲律宾推出公民满意度指数系统以便衡量选民对地方政府服务和
公共部门总体绩效的满意度 (h)。

世界正义工程制定了 WJP 法治指数，在 2022 年间对全球 140 个国家及司法管辖区进行评估 (i)。该指数
拥有八大级指标，包括政府权力制约，政府及其公职人员权力受法律制约，人权保障，非政府组织监督公共
权力等。

透明国际创建了清廉印象指数，根据人们对公共部门腐败感知程度为 180 个国家及地区排名 (j)。
经济学人智库编制的民主指数反映了 165 个独立国家和 2 个地区的民主状况 (k)。其测量指标丰富多样，

分别是选举程序与多样性、政府运作、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和公民自由。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使用全
球民主状况指数测评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的民主趋势 (l)。全球民主状况指数采集 173 个国家的信息，拥有
116 项指数。民主多样性项目（V-Dem）和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全球自由度报告》亦能量化
民主程度 (m)。

在公民领域也不乏测评工具。全球公民参与联盟 （CIVICUS）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20 多个合作伙伴组织联
合开发了CIVICUS Monitor，旨在衡量对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水平 (n)。目前，
CIVICUS Monitor 的数据和信息来源涵盖 197 个国家和地区。

资料来源: (a) 作者Jessie Kalepa, 初级专业人员, 公共机构和数字政府司,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b) 更多细节参加以下网址：非洲

晴雨表(https://www.afrobarometer.org/), 阿拉伯晴雨表 (https://www.arabbarometer.org/), 亚洲晴雨表 (https://www.asianbarometer.org/),  
中亚晴雨表 (https://www.ca-barometer.org/en),拉丁晴雨表 (https://www.latinobarometro.org/lat.jsp)以及欧洲晴雨表 (https://europa.eu/
eurobarometer/screen/home); (c)参见世界价值观调查 (https://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 和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 (https://www.
gallup.com/home.aspx); (d) 参见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 (https://www.edelman.com/trust/trust-barometer); (e)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建立信任

加强民主：2021年经合组织关于公共机构公信力驱动因素的调查发现, 《构建公共机构公信力》(巴黎, 经合组织出版社, 2022年), 参见 
https://doi.org/10.1787/b407f99c-en; (f)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美好生活指数, 参见 https://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 (g) 钱德勒治理研

究所, 《2022年钱德勒良好政府指数》(新加披, 2022年), 参见 https://chandlergovernmentindex.com/wp-content/uploads/CGGI-2022-Report.
pdf; (h) 菲律宾, 公民满意度指数系统, 参见 https://csis.dilg.gov.ph/; (i) 世界正义工程, WJP 法治指数, 参见https://worldjusticeproject.org/
rule-of-law-index/; (j) 透明国际, 清廉印象指数, 参见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pi/2022; (k) 经济学人智库, “2022年民主指数：前

线民主与乌克兰战争”, 参见 https://www.eiu.com/n/campaigns/democracy-index-2022/; (l) 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 2022年全球民

主状况：在不满时代缔造社会契约,《民主倡议全球形势》, 参见https://idea.int/democracytracker/gsod-report-2022; (m)民主多样性项目 
(V-Dem), 参见 https://v-dem.net/; 自由之家,《全球自由度报告》,参见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 (n) 全球公民参与联

盟CIVICUS Monitor, 参见 https://monitor.civic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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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疫情爆发后，此类问题更加突出。不平等现象根深

蒂固，并且在许多地方可能已经愈演愈烈 8。儿童与青

少年之间存在教育鸿沟，这对低收入家庭而言特别不

利，代际流动或将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一旦民众认为自

己的境遇无法改善或者他们的孩子不会获得更多机会，

那么他们对政府的信心就会减弱。

尽管新冠疫情给低收入国家造成的损失更大，但经

济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和饥饿问题也同样给富裕国家

带来负面影响。可是，富裕国家更有能力扩大和完善现

有的社会保障计划，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2020 年，

全球仅有 46.9% 的人口能够顺利领取至少一份社会保障

金 9。社会保障的缺位和不足还有不断拉大的福利差距

可能会让很多人，尤其是最弱势群体觉得政府扶持力度

不够，故而疏远政府。于此同时，新冠疫情引发了一场

“史无前例但不均衡的全球社保行动 10”，反映了各国政

府实现变革的规模和速度，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的。

疫情之下，社会保障的重大意义得以彰显，但诸多

国家却转而采取紧缩政策。疫情防控耗费成本、动摇社

会经济，税收收入减少，多重危机叠加（例如粮食危机

和燃料危机）产生影响，各国政府面对的赤字问题和债

务问题日益严峻 2022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政府支出

加以预测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政府自 2021 年起

便着手削减公共支出，到 2025 年收紧开支的政府越来

越多—平均削减幅度可能高于先前水平 11。到 2023 年，

紧缩性政策将波及 67 亿人口。很多处于酝酿期或实施

期的举措—包括那些希望实现短期内收入增长的举措，

比如提高公共服务收费标准—进一步恶化了弱势群体的

处境。

政府还能通过其他渠道拓展财政空间，比如打击非

法资金流动、秉持公平原则推动税制改革等等。哥斯达

黎加把所得税最高税率上调 10 个百分点，阿根廷和玻

利维尔向富人征收财富税与团结税 12。西班牙计划对高

收入人群及雇主加税，用于建设更公平、可持续的养老

金制度 13。Jeffrey Owens 与 Ruth Wamuyu 将在后文深

入探讨税收公平问题，视角涵盖国际层面。

基于上述背景，本章剩余部分将谈及政府治理、信

息准确性、民主价值观、民主传统、民主制度等系列热

点与机遇。在简要描述热点问题的同时，本章节还会对

卓有成效、前景广阔的制度和政策变化加以研究，借此

探求热点问题解决方案。这些变化由疫情催生，能够帮

助公共行政部门更灵活、更负责地处理多元利益诉求，

旨在构建政府公信力、加强政社关系—从而向可持续发

展目标再出发，加快奋进步伐。

1.2 治理赤字与治理机遇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各国政府或多或少都取得了一

定成就，但它们也在其它方面遭遇滑铁卢。治理能力参

差不齐阻碍政策落地生效一直是大多数政府不得不面对

的顽瘴痼疾——一场疫情更是让这种通病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让风险跟着“水涨船高”。疫情时期人们陷入

紧急状态，处境极其艰难，社会根基是以动摇，然而也

正是这段时期孕育了各种创新成果，公共行政管理创新

由此诞生。 

1.2.1	 提供及时服务与包容服务

新冠疫情扰乱政府运作，妨碍其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正是公共机构与个人及其他利

益攸关者进行互动的主要方式，所以它是改善政社关系

的关键切入点（见第 3 章）14。对于任何政府来说，向

所有人提供便利可及、价格合适、质量可靠、包容普惠、

及时回应的公共服务都是一个持久挑战，然而，在近期

爆发的新冠肺炎公共卫生危机中，各大机构不得不迅速

适应新环境并抓紧制定新措施以便满足公众不断变化的

需求。

在公共行政当中，比如进行伙伴关系管理的时候，

灵活性是不可或缺的品质。爱尔兰“社会包容和社区激

活计划”的本意是通过吸引地方民众参与、建立弱势群

体与社区组织、公共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来扶贫帮困、

化解社会排斥 15。疫情爆发后，“社会包容和社区激活

计划”的实施者 , 即各类地方企业表现灵活，想方设法

援助社区、增强社区韧性。这项计划转而关注粮食安全、

精神卫生挑战以及数字鸿沟。不同企业各司其职，以便

满足当地居民的不同需求；比方说，有些企业会向困

难家庭和老年群体发放物资、供应餐饭以便确保粮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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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另一些企业则会为当地粮食生产和新鲜农产品销售

提供帮助。

公共机构的代表性是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的另一大因

素。只有听民声、察民情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这一点

对决策层而言尤为紧要 16。虽然平均 46% 的公职人员

都是女性，但在高层领导和高级管理人员当中，女性仅

占比 31% 和 30%17。尽管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女性员工

人数更多，但决策层女性比例依然偏低。越到高层女性

越少，这一现象在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疫情期间，特别

是初期阶段，公共行政部门的反应与各行各业都有着相

似之处。在很多情况下，要想留住女性职员，就得做出

改变，例如将工作模式调整为远程办公或混合办公，平

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等等。种种变化引发了人们内心关

于推动男女平等和性别包容的新思考，这可能是挖掘女

性在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潜力，从而使公共服务更具

包容性、回应性和强韧性的关键所在。Müge Finkel 与

Melanie Hughes 将在本章“专家文论”小节中详细阐述

这个话题。

1.2.2	 信息公开与责任追究

信息公开与责任追究机制为公共机构公信力奠定基

石——危机期间正是这两条原则最难坚守。做好疫情防

控管理工作，就要让公众知道政府能干什么、在干什么，

要让公众了解真实信息，包括病毒情况、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处置政策以及抗疫决策背后的设想和依据 18。

可持续发展面临多重危机、多方威胁，各国政府理应抓

住机会提高信息透明度、强化政民互动交流。

《2021 年世界公共部门报告》重点提及疫情初期各

国政府采用的沟通策略与机制 19，例如在国家门户网站

和移动应用程序上发布疫情消息，利用社交媒体平台、

官方简报和社区干部外展活动传递资讯等。不少信息渠

道是由多利益攸关方合作开发的。一些政府着力保护信

息权，还有很多政府全力推进协调工作，帮助弱势群体

提高信息获取能力。譬如，墨西哥政府就为残疾人印发

了无障碍通信指南 20。Torsha Dasgupta、Mirza Shada 和

Kaushik Bose 撰文分享了风险沟通的案例及其对政社关

系加强的意义。

追究责任同样离不开信息公开。非国家行动者相信

政府能够诚信施政、恪守承诺，这就要求所有利益攸关

方都有能力监督政府行为、评估政府表现并向政府追责

问责。疫情给责任追究体系带来方方面面的压力，然而

许多国家的追责部门，诸如最高审计机关、信息获取和

隐私监管机构等，却能坚持履职，把监督抗疫政策法规

落实情况、传播相关新闻的使命贯彻到底。立法机关和

审计机关对政府的抗议表现加以评估并形成报告，为提

高政府韧性、强化应急准备提供了宝贵经验。各国政府

理应听取报告意见，而后付诸行动 21。 

贪污腐败会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应急状态下其破

坏力达到最强。贪污腐败除了加重纳税人负担外，还

会削弱机构职能，消减机构韧性。抗疫期间，腐败机会

随着公共支出的急剧增长而增加。抗疫法令与政令的普

及、对现金措施的过度依赖、紧急状态下国家反腐败机

构作用有限且参与不足、信息缺乏透明度以及非国家行

动者不够作为，种种因素导致腐败风险进一步加剧 22。 

各国政府都经历过艰难抉择，它们在推行大规模应急处

置措施的同时还得努力维护善治原则——危机形势错综

复杂，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应对这种动态

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23。即使面对重重挑战，有些国家还

是成功抵制腐败风险了。某些国家的民间社会组织加入

了疫情救济措施监督委员会。马尔代夫的反腐败委员会

在疫情期间印发了廉洁自律准则和欺诈腐败风险防控准

则，开展了执行情况检查工作。为加强防疫经费监管，

贝宁和巴基斯坦搭建了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补体系统 24。

这些举措能够支持善治，提高政府声望，也有可能促动

利益攸关方的参与，进而达成合作。

新冠疫情爆发前，由于各个政府未能尊重和保护国

家法和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人权，公信力下降的苗头已然

显露，特别是法律改革和监管改革既无法跟上数字技术

发展的脚步，又难以反映数字技术对人权的影响。数字

技术通常由企业开发，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几乎所有社

会行动者都会用到，它们的使用频率可谓与日俱增，用

途也变得越来越广泛。这些数字技术可以在很多方面—

譬如认证合法身份和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推动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帮助人们行使权利。但与此同时，有证据

表明，各种社会行动者应用数字技术，或有心或无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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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隐私权、知情权、言论自由权、不受歧视权等权利置

于危险境地。比如，一再发生的数据泄露事件曝光个人

隐私，数据集中存在着错误和偏见，还有在公共行政管

理中利用人工智能传播讯息或者做出重大决策时可能产

生歧视。有的国家清查假借社会保障和福利援助体系内

诈骗（这个问题有时受到过度关注，其严重程度往往会

被夸大）25 等名义， 或者出于不正当的镇压异见、审查

信息等政治目的 26，利用数字技术监视打压个人与群体。

在政府与科技型企业关系突飞猛进、日益复杂的背景

下，这些扰乱私人生活、侵犯权利的做法会拉低政府公

信力，破坏政府与选民、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良好关系。

正如下文讨论的那样，新冠疫情大大加快了治理数

字化进程，治理效率是提高了，但侵犯人权的事实和

风险也增加了。为了尽快控制新冠病毒传播，各国政府

广泛运用密接追踪程序等技术手段收集人员位置信息和

身份信息。各国政府还增设了社保项目，有些项目要求

参保人使用数字工具并授权共享个人信息。信息安全亟

需合规监管与恰当保护—在公共行政这个深刻影响群众

生活的领域更是如此。已经有政府开始着手制定乃至加

强相应的制度与措施了，有些政府把工作重心放在推进

数据权益保护上。截至 2020 年 4 月中旬，包括加拿大、

法国以及斯洛伐克在内的 12 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

其隐私执法机构为数据控制者与数据处理者印发了疫情

时期关于数据隐私保护法的指导意见 27。在全球层面，

联合国《全球数字契约》正处于酝酿状态，其中一个目

标是“向个人提供控制数据使用方式的选项 [ 以及 ] 保

护网络人权的选择”28。Valeria Betancourt 将在“专家

文论”小节中进一步探讨数字监管问题。 

1.2.3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在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的几个月里，公共部门出台

了众多数字化创新举措，用以打造数字化政策体系和伙

伴关系，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助推活动开展，增强医疗

卫生（譬如远程医疗、密接追踪以及病毒溯源）、社会

援助、公众参与、商业、教育（包括居家办公和居家学

习）等方面的服务能力 29。为了解决疫情期间的贫困问

题，多哥政府建立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凭借移动数

据和卫星图像中的人工智能技术灵活高效地发放社会保

障金，60 万市民只需手机收款 30。 虽然把政务信息和

政务服务迁移到线上隐藏着前文提到的潜在风险，但此

举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加强了责任追究力度，给不少企

业、团体及个人带去更多便利、更多信息和更多服务，

还大大节省了他们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时间。在保证服务

连续性、促进交流互动方面，这种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可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存在加大差

距。尽管社会弱势群体受益于数字化转型，但数字鸿沟

依旧突出，还有可能加剧其他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目

前仍有 27 亿人—约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无法上网，

大部分是妇女、穷人、老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和边缘群

体 31。具体而言，使用互联网的男性占比 69%，而使用

互联网的女性仅占比 63%，青少年（15 到 24 岁）人群

中网络用户的比重达到 75%，而其他群体内该比重仅为

65%32。 生活在哪里也很重要；国家收入档次越高，互

联网普及率就越高，低收入国家中只有 26% 的人口能

上网，高收入国家则有 92%，而且城乡差距依然明显，

问题十分顽固。

有的行业快速转型线上，其中以教育业为代表，某

种程度上还包括医疗行业（见第 3 章）。很多地方的司

法部门同样经历了数字化转型过程，这对强化政社关系

来说意义非凡。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约有 15 亿

人口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刑事、民事或者行政执法问

题 33。 根据可持续发展第 16 项目标（SDG 16），利用

数字技术提供法律服务既能加快实现“人人平等诉诸

司法”又能提高司法机构的有效性与包容性。与此同

时，司法数字化转型也面临着风险挑战。有些政府已

经开始采取行动应对电子司法系统建设挑战，比方说

将有效性与包容性障碍因素诊断纳入设计范畴。Sarah 

McCoubrey 将在本章“专家文论”小节中介绍疫情爆发

以来电子司法系统的发展情况。

1.3 后疫情时代逆境中的转机
1.3.1	 巩固民主价值观、民主传统和民主制度	

各国政府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设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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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主、善治、法治以及国内国际有利环境对可持

续发展至关重要”的世界 34。这些理想特质是相辅相成

的。公民对政府倾听民声、成全民意充满信心，公民参

与度与信任度便能得到加强，这有助于形成包容性、回

应性和责任性治理格局 35。 

大家一致认为，近年来世界民主正在衰退 36。民主

倒退比民主进步来得更快 37。就连民主信仰也在崩塌，

对独裁者的好感反而有增无已。给予反对党的容忍度、

选举过程的公正性、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诸如此类的

规范与标准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 38。反对党的安

全空间受到挤压，资源日趋紧张，精英俘获现象根深

蒂固。 

2015 年以来，民主指数总体下行，且下行速度受

新冠疫情影响明显加快 39。疫情之所以削弱民主，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制定了抑制病毒传播的紧急

措施。诸如保持社交距离等一系列防疫限制措施不仅侵

犯了公民权利，特别是公民集会权，还妨碍行政监督机

构的正常运作 40。 到了 2022 年，虽然有很多政府解除

了防疫限制措施，但暴力冲突、两极分化等问题愈演愈

烈，抵消了恢复自由之后取得的民主成果 41。一直以来，

不少国家的民主体系都遭到了社会极化和政治极化的侵

蚀，应对危机和挑战的能力被不断削弱。这会带来可怕

的后果，因为政治极化越严重，新冠病毒致死率就越

高 42。失信行为加重了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又助长了

失信风气 43。在经济焦虑、政府差评、阶级分化、虚假

信息以及不确定性的驱使下，两极分化变本加厉 44。民

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与两级分化、排斥行为一脉相连，并

且在很多情况下破坏了权力制衡、削弱了少数群体保护

力度，从而导致民主衰退 45。可是在疫情刚开始肆虐的

一年半里，民粹主义的全球支持率似乎有所下降，大多

数民主国家的政治级化程度也似有减轻 46。 

有的国家借助民主政治成功挽回损失，其中一部分

原因是取消了防疫举措。2022 年，智利在加强民主方

面取得进展，这与政治极化程度降低有关 47。该国总统

希望通过宪法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新宪法草案增设了多

项权利，但选民并不买账。为了壮大政治联盟，总统彻

底改组内阁，大力推动第二次修宪活动，并改走更为温

和的路线 48。2023 年智利重启修宪程序，而与往年不同

的是，本次修宪新增了 12 条原则，组建了负责新宪法

起草与审查的新机构。总体而言，去极化之路充满挑战，

改变社会契约需要长期努力。

 

1.3.2	 保护和拓展公民空间

公众参与度和政府公信力是相辅相成的 49。作为民

主政治的一个基本要素，公民空间是让个人和团体参与

事务、行使自由的环境，也是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50。

提升公民空间的关键在于允许公民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

道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包括获取信息、参与对话

以及分享观点 51。政府根据当前的目标任务调整公民空

间的开放度或封闭度，制定并执行有关民间社会组织的

规章制度 52。在世界范围内，公民空间不断缩小，官民

鸿沟日益凸显。这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因为

民间社会也是重要推动力量 53。 

新冠肺炎疫情是公民空间背景演变和风险变化的契

机。疫情爆发后，许多国家发布了紧急声明，出台的

举措损害了言论、集会和隐私权 54。 虽然好些举措是

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紧要抓手，但它们也对民间力量疏

于支持，甚至有人借防疫之名，行镇压异见、限制自由

之实。很多国家实行的疫情防控限制措施不准民间社会

组织提供基本服务，管制民众获取疫情信息，禁止集会

（哪怕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下进行和平抗议也不被允

许），还会把权力移交给各级政府从而动摇制衡机制 55。

CIVICUS Monitor 追踪调查了世界各国民众结社、和平

集会以及言论自由状况。结果发现，2019 至 2021 年间，

在列为“封闭”“压制”“受限”国家定居的人口其比重

由 83% 上升至 88.5%56。活动人士和记者是拘留、恐吓、

骚扰、攻击和监视的主要对象。妇女、环境权益保护组

织、劳动者权益保护组织、性少数（LGBTQI+）社群、

年轻人以及土著人权利捍卫者等特定群体受到的干扰极

其严重。压制民声会让人产生失落感与疏离感，这一点

在年轻人身上尤为显著。新冠疫情凸显了甚至从某些方

面来说还可能加剧了政府善治和社会正义挑战—例如政

府问责日渐退步，不平等与歧视现象与日俱增以及工

人权利遭到削弱—而这些挑战恰恰是公众参与试图克服

的。因此，新冠肺炎的横行也激发了公众兴趣，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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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的动力。

哪怕面临重重挑战，民间社会依然在既定边界内发

光发热，有时还会超出既定边界，就如专栏 1.3 所示的

那样，努力寻求抗疫方法 57。事实上，短暂的平静过后，

世界各地反政府抗议数量激增 58。在许多国家，为了消

除过度的防疫限制措施侵害人权，各利益攸关方提出战

略性诉讼 59。尽管数字鸿沟带来不便，但公民空间的主

阵地还是转移到了线上。以电子方式呈现的言论表达、

新闻消息和组织活动得以拓展。阿根廷“立法目录”组

织创建了一张在线地图用以展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的危机管理办法，还发起了一场维护民主制度的社交媒

体运动 60。黎巴嫩不乏数字权利组织，它们对政府的数

字抗疫行为加以审查，并将详细信息反馈给公共卫生

部 61。全球的年轻人志织活动宣传疫情防控安全措施，

并在网上分享抗疫策略、抗疫经验和抗疫想法 62。

有些政府通过法律、政策以及其他手段保护和扩大

公民空间，包括开展定期审查和限制紧急权利。奥地

利联邦社会事务、卫生、护理和消费者保护部颁布特殊

法规，延长法规时限就要在 10 天至 4 周内征得议会批

准 63。各个国家还采取行动维护和保障言论自由及媒体

自由，加强对记者和活动人士的保护，鼓励公民参加

组织和集会活动，拓展公民教育，与民间社会携手合

作，提升公民数字素养并扩大公众参与度。Elly Page 和

Alexandra DeBlock 在本章“专家文论”小节中深入探

讨了此类举措。

有些政府积极开展协调外联工作，为民间行动者参

与防疫研讨和决策创造机会 64。它们鼓励公众更大程度

参与政策制定，建立虚拟咨询、对话交流、民意调查等

专栏 1.3. 疫情期间巴西土著人民的权利之争(a)

不平等和歧视现象会对公民参与造成阻碍，但弱势群体却可以在健康的公民空间中享受更多利益，因为

这样的空间有助于倡导弱势群体权利、讨论弱势群体议题。早在疫情初期，巴西的民间社会行动者便呼吁大

家关注土著人医疗资源缺失的问题 (b) 。当时土著卫生特别秘书处已经停止向市区的土著居民提供服务，而民

间社会行动者声称该机构实施的防疫程序及协议并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指导方针与建议，因此要求土

著卫生特别秘书处变更政策 (c) 。根据文化生存组织（Cultural Survival）的研究，由于大多数土著社区的生活

条件及卫生状况利于病毒传播，居民在家照顾患者又缺少防护用品，居家隔离成为了不可能，“病毒检测后

回家隔离”这一规程反而导致感染几率显著上升。

历时多月巴西政府却始终没有出面守护土著人民健康，该国为土著人民代言的最大的伞式组织——巴西

土著人民联合会便一纸诉状将政府告上巴西联邦最高法院，这项诉讼极具历史意义。那个时候，巴西土著人

的新冠肺炎病死率（9.6%）是普通人群（4%）的两倍有余 (d) 。2020 年 8 月法院判定土著人民胜诉，以下裁

决“立即生效”：“与社区共谋规划；采取行动防止外来人员侵入保留地；为土著隔离人员和新近密接人员设

立卫生屏障；土著保健子系统接纳所有土著人民；以及制定新冠疫情防控监测计划”(e)。

资料来源: (a) 作者Kiana Schwab, 公共机构和数字政府司实习生,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b) 巴西公民空间被CIVICUS Monitor 评
为“受阻”(截至2023年3月); 参见 https://monitor.civicus.org/; (c) 文化生存组织(Cultural Survival), “致贾伊尔•博索纳罗的公开信：

新冠疫情期间巴西未能保卫土著人民健康”, 2020年6月10日, 参见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news/open-letter-jair-bolsonaro-
brazil-failing-protect-health-indigenous-peoples-during-covid19; (d) Edson Krenak Naknanuk, “土著人民诉巴西案：最高法院一致裁定

博索纳罗在疫情期间侵犯土著人民健康权”, 文化生存组织(Cultural Survival), 2020年8月17日，参见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
news/indigenous-peoples-vs-brazil-supreme-court-unanimously-rules-bolsonaro-violating-indigenous#:~:text=By%20Edson%20Krenak%20

Naknanuk,Federal%20Court%20on%20their%20own; (e) 同上。



16  |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

反馈渠道，通过在线反馈平台众包、公开征集或邀请分

享疫情问题解决方案。 例如，巴西参议院审查了人们

向电子公民门户网站提交的防疫立法方案 65。在某些国

家的总统任务团队和政府委员会内部有着民间社会代表

的身影 66。

许多政府已经认识到，在涉及疫情防控及可持续发

展的政策和项目之中青年广泛参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有的政府向年轻人发放问卷调查其疫情经历以便制

定青年政策、出台干预措施，有的政府举办在线黑客马

拉松，与青年领袖和青年组织开展线上磋商，还与年轻

人合作推进新方案 67。James Sloam 在“专家文论”一

节中对意义重大的青年参与案例加以深刻阐述。

1.3.3	 打击虚假信息与错误信息68			

近些年来，虚假错误信息的传播速度不断加快，并

和社会极化政治极化、武装冲突以及选举失信纠缠在一

起。新冠疫情爆发后，全世界还经历了一场信息疫情—

“疾病流行期间线上线下信息过量，存在太多虚假信息

与错误信息”69。由于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线上交

流越来越频繁，散布虚假信息变得十分瞩目。其传播数

量、范围及影响严重妨害政府抗疫，把筑牢公共卫生安

全屏障的准确信息告知大众并说服他们遵守防疫规定更

是难上加难。

打击虚假错误信息需要各种手段、工具和途径，既

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又要做到开拓创新。政府必须规

范自身行为，履职尽责防止第三方侵犯人权 70。政府要

有明确的立法框架和监管框架用来抵制侵权行为、保护

公民的人身自由。通过监管提升信息透明度是打击虚假

信息的有效方法 71。数字平台是否能够并且应该为其内

容承担法律责任，人们对这个问题仍有争议；然而，有

些政府正借助监管工具提高平台运营透明度，以便对公

司业务和运营情况开展更多的独立审计。2022 年欧盟

通过了《数字服务法》，不仅要求数字平台提升信息透

明度（尤其是在推荐算法的特点和应用方面），还要求

较大的平台向研究人员授予数据访问权限 72。

欧盟还推出了《反虚假信息行为守则》，明确了线

上平台和广告行业抵制虚假信息的原则和承诺 73。签署

方承诺采取一系列行动，包括协助打击造谣牟利行为、

增强政治广告的标识可视性、完成用户授权和研究人员

授权、曝光恶意操控平台流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以及

定期更行并落实反虚假信息政策举措。

所有行动者都可以为打击虚假错误信息做出贡献。

疫情期间，作为全球语言志愿者社区的“无国界译者”

利用聊天机器人、翻译手段以及新冠肺炎相关词汇表将

准确信息传达给民众，让他们读得懂、看得懂；为了促

进全球抗疫交流，该组织还参与了语言数据采集和语言

数据映射工作 74。提高媒体素养是防范不实信息最有效

的手段之一 75。最新发布的媒体素养指数显示，芬兰是

抵御错误信息最有力的欧洲国家 76，对媒体素养的培育

始于学前阶段，也是国家核心课程的一部分 77。有研究

发现，在各个国家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担心自己无法辨

别网络新闻的真伪 78。

整治虚假错误信息有应该秉持积极主动、公开透

明、便于实行的理念。有证据表明，事实核查是各个国

家都行之有效的错误信息治理手段，且效果可以维持一

段时间 79。事实核查人员发现错误信息后应及时予以回

应，把错误内容及错误原因解释清楚并确保最有可能被

误导的人群能够看见和访问更新后的事实性信息 80。事

实核查人员还要寻求或要求更正信息。诸如“非洲核

查（Africa Check）”与“已核查（Chequeado）”等组织

在这方面成就斐然。防范虚假信息传播也是一种治理手

段。西班牙政府根据专家建议向公众通报“科学进步以

及可能出现的诈骗和谣言”81。大多数经合组织（OECD）

成员国政府也会出面打假辟谣、澄清明显错误；奥地利、

比利时、英国及北爱尔兰政府专门设立了反危机或反虚

假信息部门处理相关工作。

追究散播不实信息的法律责任可谓关键。联邦审计

法院是巴西最高审计机关，它针对虚假宣传是否侵占公

共资源的问题展开调查 82。其中一项成果是要求巴西通

信部知会联邦政府所有部门在签订合时加入相应条款以

便识别并遏制数字媒体上的虚假广告行为。

虽然政府理应带头打击虚假信息、为社会提供真

实可靠的信息，但政社合作往往能取得更大进展，获

得更多合理合法回报。比如，阿根廷选举机构与脸书

（Facebook）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提高官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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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消息的传播度，降低虚假内容的可见性 83。Naledi 

Mashishi 将在“专家文论”一节中介绍非洲政社合作抵

制不实信息的案例。

1.4 反思
这次疫情提醒我们，应对重大挑战、实现重大成果

目标离不开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努力。仅凭政府发力

是无法重塑政社关系的。然而，作为迈出关键第一步的

行动者，政府需要为政社关系的改善创造有利环境。比

如，它们可以提高公众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尊重和保

障人权，给群众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等等。还有一点非

常关键，政府在着力提升公信力的同时，也可以向其他

专栏 1.4. 《联合国数字平台信息完整性行为准则》框架

为了提高公共信息的完整性，联合国秘书长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中提议，由

联合国牵头，世界各国、媒体和监管机构共同商讨制定一份全球行为准则 (a) 。随后他围绕尊重人权、授权

用户、增强信任度与安全度等九项原则提出了《联合国数字平台信息完整性行为准则》框架 (b) 。该框架为

各利益攸关方制定行为准则提供建议 ; 部分内容如下所示 (c) :

• 每位利益攸关方“不得处于任何目的使用、支持或传播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理应建立广泛的信息完

整性联盟，帮助弥合“地方企业与全球性科技公司之间的差距”。 

• 成员国应 “采取监管措施，包括实施执行机制，以保障数字平台用户的基本权利，要求科技公司实现

信息透明化”，应“确保构建自由、蓬勃、独立、多元的媒体格局，并为记者和独立媒体提供有力保护”。

• 数字平台应确保其开发的产品信息透明并且“具有安全性，能保护用户隐私…在所有国家、所有语言

中保持应用政策一致性”。数字平台应“投资建设适用于运营所在国所有语言的人工及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审核系统”，并确保内容报告机制“能够加快响应速度，尤其是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资料来源:  (a) 联合国, 我们的共同议程, 《秘书长报告》 (销售编码 E.21.I.8), 参见 https://www.un.org/en/content/common-agenda-report/
assets/pdf/Common_Agenda_Report_English.pdf; (b) 联合国, “我们的共同议程政策简报8: 数字平台上的信息完整性”, 2023年6月, 参见 
https://www.un.org/sexualviolenceinconfl ict/wp-content/uploads/2023/06/our-common-agenda-policy-brief-information-integrity-en.pdf; 

(c) 同上。

行动者寄予信任。

本章所探讨的政府公信力与政社关系的影响因

素——包括治理、民主以及信息完整性——存在明显关

联。解决问题就得付出努力，努力程度应和任务难度匹

配，并且还不能忽视二者的动态关系。世界各国重建和

强化社会契约需要采取完整、全面的方法，只有这样政

府与社会之间信任才会更牢固，关系才会更深厚，凝聚

力才会更强大——良好的政社关系反过来又能增强政府

韧性应对危机，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多位专家为

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灵感，详见本章下文。

后文表格（表 1.A.）总结了“专家文论”一节里的

重要建议。



18  |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

尾注
1 又见于 Jonathan Perry, “对公共机构的信任：趋势和对经济安

全的影响”, 联合国经社部政策简报第108期(2021年6月),参见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
publication/PB_108.pdf。

2 Qing Han 等人, “政府疫情公信力与疫情期间预防性行为及亲社

会行为的关系：一项跨领域纵向研究”, 心理医学, 第53卷, 第1期 
(January 2023),第149-159页, 参见 DOI:10.1017/S0033291721001306; 
Monica Brezzi 等人, 经合组织关于公共机构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

的信任驱动因素的最新框架，经合组织公共治理工作文件, 第 48
期 (P巴黎, 经合组织出版社, 2021年), 参见https://www.oecd-ilibrary.
org/docserver/b6c5478c-en.pdf?expires=1688824697&id=id&accname=
guest&checksum=53D744E744118908E6C04571F4FD9BAA; Thomas 
J. Bollyky 等人, “流行病防控与新冠肺炎：2020年1月1日至2021
年9月30日177个国家感染率、死亡率以及与准备程度影响因素的

探索性分析”, 柳叶刀, 第399卷, 第10334期 (2022年4月16日), 第
1,489-1,512页, 参见DOI:10.1016/S0140-6736(22)00172-6。 

3 Roberto Foa 等人, “大重置：舆论、民粹主义与大流行病”(剑桥, 
民主未来中心, 剑桥大学, 2022年1月), 参见 https://doi.org/10.17863/
CAM.90183. “”

4 同样可见经合组织, 建立信任以加强民主：2021年经合组织公共机

构信任驱动因素调查的主要结果。

5 联合国, 我们共同议程, 秘书长报告 (Sales No. E.21.I.8), 第22页, 
参见https://www.un.org/en/content/common-agenda-report/assets/pdf/
Common_Agenda_Report_English.pdf/ 。

6 同上, 第22页。

7 联合国,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2 (Sales 
No. E.22.I.2), available at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2/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2.pdf. 

8 经济学家, “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比其他地

方多?”, 金融与经济学——自由兑换, 2021年7月31日, 参

见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1/07/31/
why-have-some-places-suffered-more-covid-19-deaths-than-others?utm_
medium=cpc.adword.pd&utm_source=google&ppccampaignID=1
7210591673&ppcadID=&utm_campaign=a.22brand_pmax&utm_
content=conversion.direct-response.anonymous&gclid=EAIaIQob
ChMI2NiK2LyAgAMVsQxlCh2dVwpQEAAYASAAEgI59fD_
BwE&gclsrc=aw.ds; 联合国, 02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销
售号 No. E.20.I.7), 参见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0/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0.pdf; 联合国, 2022年全球

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9 联合国, 《2022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10 国际劳工组织, 2020-22年世界社会保护报告：十字路口的社会保

护——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日内瓦, 国际劳工处, 2021年), 第18页, 
参见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
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17572.pdf。

11 Isabel Ortiz 和 Matthew Cummins, 关于2022-25年预算削减和有害

社会改革的全球报告, gongzuowenjian  2022nian 9月24日 (政策对

话倡议和其他倡议， 2022年9月), 参见https://policydialogue.org/files/
publications/papers/Austerity-Ortiz-Cummins-Final-Sep-2022.pdf。 

12 Jo Walker等人, 022年减少不平等指数的承诺, 乐施会与发展金

融国际研究报告, 2022年10月, 第3页， 参见 https://oxfamilibrary.
openrepository.com/bitstream/handle/10546/621419/rr-cri-2022-111022-
en.pdf。

13 Joseph Wilson, “西班牙工会支持政府公共养老金改革”, 美联社, 
2023年3月15日 (巴塞罗那), 参见 https://apnews.com/article/spain-
pensions-eu-economy-90d5dd56eac1d07aff4941c0e49c02a1; 西班牙, 部
长会议, “西班牙政府批准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并保证购买力”, 拉
蒙克洛亚, 2023年3月16日, 参见 https://www.lamoncloa.gob.es/lang/en/
gobierno/councilministers/Paginas/2023/20230316_council.aspx。 

14 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1年世界公共部门报告——实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体制安排：五年盘点 (销售号E.21.II.H.1),参见 
https://www.un.org/en/desa/world-public-sector-report。

15 爱尔兰, 农村和社区发展部， 2022年联合国公共服务奖机构复

原力和创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类别社会包容和社区激活方案

提名, 参见 https://publicadministration.un.org/unpsa/en/Home/Case-
Details-Public?PreScreeningGUID=482b6c41-bec9-42ef-acf1-950de2a1
2d04&ReadOnly=Yes&ReturnURL=http://publicadministration.un.org/
unpsa/database/Home/UNPSA-Initiatives-and-the-SDGs 和 https://
publicadministration.un.org/unpsa/database/Special-Category-on-covid-
19-response/SICAP。

16 联合国, “CEPA战略指导说明：促进公共部门劳动力多样性”, 征
求意见稿，2019年10月,参见 https://unpan.un.org/sites/unpan.un.org/
files/Draft%20strategy%20note%20%20-%20public%20sector%20
workforce%20diversity.pdf. 

17 Müge Finkel, Melanie M. Hughes 和 Joanna Hill, 公共行政中的

性别平等 (纽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匹兹堡大学， 2021年),参
见 https://www.girl.pitt.edu/2021-global-gepa-report#:~:text=The%20
UNDP%2DPitt%202021%20global,(Gen%2DPaCS)%20dataset。

18 Richard A. Roehrl, Wei Liu 和 Shantanu Mukherjee, “新冠肺炎大

流行：敲响科学与社会界面更好合作的警钟”, 联合国经社部政策

简报第62期 (2020年4月), 参见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
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publication/PB_62.pdf。 

19 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1年世界公共部门报告——实施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国家体制安排：五年盘点; 同样参阅 Aránzazu Guillán 
Montero和 David Le Blanc, “危机时期的复原机构：国家一级的透

明度、问责制和参与是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的关键”, 联合国经社部

政策简报第72期 (2020年5月), 参见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
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publication/PB_74.pdf。

20 Sujata Bhan 和 Anita Julka, “兼顾残疾的新冠肺炎应对措施：最

佳做法” (IN/2021/SHS/100)  (教科文组织新德里办事处与联合国

促进残疾人权利伙伴关系, 2021), 参见 https://unesdoc.unesco.org/
ark:/48223/pf0000378354。 

21 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1年世界公共部门报告——实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体制安排：五年盘点。

2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危机与腐败：新冠疫情爆发期间

的应急措施和经验教训” (越南, 2022年), 参见 https://www.unodc.
org/documents/corruption/COVID-19/CRISES_AND_CORRUPTION_
EMERGENCY_RESPONSES_DURING_COVID-19_E.pdf. 

23 See United Nations, “有效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经



第一章  |  政府如何提高公信力并加强政社关系？   |   19  

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18年，补编》第24期 (E/2018/44-
E/C.16/2018/8), 第31段, 参见https://publicadministration.un.org/
portals/1/images/cepa/principles_of_effective_governance_english.pdf; 同
样参见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1年世界公共部门报告——实

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体制安排：五年盘点, 第四章。

24 Monique Newiak, Abdoul A.Wane 和 Alex Segura-Ubiergo, 编辑, 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善治：机遇与教训(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2年), 参见https://www.elibrary.imf.org/display/book/978151358405
8/9781513584058.xml?CODE=IMF.ORG; Daniela Cepeda Cuadrado, 
“新冠肺炎期间的腐败：减少突发卫生事件中腐败的趋势、驱动

因素和经验教训”, Chr. Michelsen 研究所, U4 反腐败中心, U4
第 2022:16期, 参见 https://www.u4.no/publications/corruption-during-
covid-19.pdf。 

25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 “赤贫与人权：秘书长的说明”, 赤贫与人权

问题特别报告员报告 (A/74/493, 11 October 2019年10月11日), 参
见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9/312/13/PDF/
N1931213.pdf?OpenElement。

26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数字时代的隐私权”, 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的报告 (A/HRC/51/17, 2022年8月4日), 参见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22/442/29/PDF/
G2244229.pdf?OpenElement; 全球公民参与联盟, “公民自由与新

冠肺炎疫情：限制措施的快照”, 2020年5月4日, 参见 https://www.
civicus.org/index.php/media-resources/reports-publications/4396-civic-
freedoms-and-the-covid19-pandemic-a-snapshot-of-restrictions。

2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在我们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确保数据隐

私”, 经合组织应对冠状病毒（新冠肺炎）的政策，14 April 2020
年4月14日, 参见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
ensuring-data-privacy-as-we-battle-covid-19-36c2f31e/。 

28 联合国, 秘书长技术问题特使办公室, “全球数字契约”, 参见 
https://www.un.org/techenvoy/global-digital-compact; 联合国, 我们

的共同议程, 秘书长报告 (销售号No. E.21.I.8), 参见 https://www.
un.org/en/content/common-agenda-report/assets/pdf/Common_Agenda_
Report_English.pdf; 联合国, “‘Our Common Agenda’ summary of 
thematic consultations” (2022年5月), 参见https://www.un.org/pga/76/
wp-content/uploads/sites/101/2022/05/Final-OCA-summary-.pdf。 

29 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应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数字政府

举措简编 (销售号 E.20.II.A.5), 参见https://publicadministration.un.org/
egovkb/Portals/egovkb/Documents/un/2020-Survey/UNDESA%20
Compendium%20of%20Digital%20Government%20Initiatives%20
in%20Response%20to%20the%20COVID-19%20Pandemic.pdf。

30 联合国, 2022年电子政务调查：数字政府的未来 (销售号 No. 
E.22.II.H.2), 参见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sites/default/files/
publications/2022-09/Web%20version%20E-Government%202022.pdf。

31 国际电信联盟, 衡量数字发展：2022年的事实与数据, 参见 https://
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facts/default.aspx; Isabelle 
Deganis, Pegah Zohouri Haghian 和 Makiko Tagashira, “利用数字技

术实现社会包容”, 联合国经社部政策简报，第92 期(2021年2月), 
参见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
sites/45/publication/PB_92.pdf。  

32 国际电联, 衡量数字发展：2022年事实与数字。

33 正义、人人享有正义特别工作组——最后报告(纽约, 国际合作

中心, 2019年), 第35-36页, 参见 https://cic.nyu.edu/wp-content/
uploads/2023/02/english_task_force_report_27jun19-min_compressed.
pdf。 

34 联合国, 联合国大会, “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大会2015年9月25日通过的决议 (A/RES/70/1, 2015年10月21
日), 第9段, 参见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
migration/generalassembly/docs/globalcompact/A_RES_70_1_E.pdf/。

35 Saki Kumagai 和Federica Iorio, “通过公民参与建立对政府的信

任” (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集团, 2020年), 参见 http://hdl.handle.
net/10986/33346; Marie Laberge, “可持续发展目标 16.7.2: 确保

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和响应性决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奥斯陆治

理中心—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政策简报, 2022年9月, 参见 https://
www.undp.org/publications/sdg-1672-ensuring-inclusive-and-responsive-
decision-mak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

36 经济学人智库, “2022年民主指数：前线民主与乌克兰战争”; 国
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 2022年全球民主状况：在不满的时代

锻造社会契约, 全球民主国家倡议; Evie Papada a等人, 面对专

制的反抗： 023年民主报告(瑞典哥德堡，哥德堡大学民主多样

性研究所，2023年), 参见https://www.v-dem.net/documents/29/V-
dem_democracyreport2023_lowres.pdf;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 “关于民主和人权：人权高专办与民主”, 参见https://www.
ohchr.org/en/about-democracy-and-human-rights。

37 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 2022年全球民主状况：在不满的时代

锻造社会契约, 全球民主国家倡议。

38 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3年世界公共部门报告》启动会

议报告”, 参见https://publicadministration.un.org/Portals/1/DPIDG%20
EGM%20World%20Public%20Sector%20Report%202023%20draft%20
for%20OD.pdf。

39 经济学人智库, “2022年民主指数：前线民主与乌克兰战争”, 表
格5。

40 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1年世界公共部门报告——实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体制安排：五年盘点。

41 经济学人智库, “2022年民主指数：前线民主与乌克兰战争”。

42 Nicholas Charron, Victor Lapuente, 和 Andrés Rodríguez-Pose, “
不合作的社会，不合作的政治，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欧洲地区的

信任、两极分化、民粹主义和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欧洲政治研

究杂志, 第 62卷, 第3期 (2022年), 第 781-805页,参见 https://doi.
org/10.1111/1475-6765.12529。

43 爱德曼, “2023年爱德曼信托晴雨表：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中航行”, 
年度调查, 参见 https://www.edelman.com/trust/2023/trust-barometer。

44 同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21-22年人类发展报告——不确定的时

代，不安定的生活：在变革的世界中塑造我们的未来 (销售号E.22.
III.B.4), 参见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global-report-
document/hdr2021-22pdf_1.pdf。

45 Foa 等人, “大重置：舆论、民粹主义与疫情”; Jordan Kyle和 Brett 
Meyer, “高潮？民粹主义掌权，1990-2020年”, 托尼•布莱尔全球

变化研究所, 2020年2月7日, 参见 https://www.institute.global/insights/
geopolitics-and-security/high-tide-populism-power-1990-2020; 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 “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

不容忍现象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秘书处说明 (A/HRC/38/52, 



20  |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

2018年4月25日), 参见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
GEN/G18/117/79/PDF/G1811779.pdf?OpenElement。

46 Foa 等人, “大重置：舆论、民粹主义与疫情 ”。

47 经济学人智库, “2022年民主指数：前线民主与乌克兰战争”。

48 路透社, “选民拒绝新宪法后，智利Boric改组内阁”, 2022
年9月6日  (圣地亚哥), 详见 https://www.reuters.com/world/
americas/urgent-chiles-boric-reshapes-cabinet-after-voters-reject-
new-constitution-2022-09-06/; Oliver Stuenkel, “智利拒绝新宪

法是民主成熟的标志”, 评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22
年9月8日, 参见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2/09/08/chile-
s-rejection-of-new-constitution-is-sign-of-democratic-maturity-pub-
87879#:~:text=Chile’s%20Rejection%20of%20the%20New%20
Constitution%20Is%20a%20Sign%20of%20Democratic%20Maturity,-
Oliver%20Stuenkel&text=The%20utopian%20proposal%20must%20
give,more%20moderate%20vision%2C%20voters%20say; 美洲季刊编

辑, “反应：智利新宪法路线图”, 2023年1月11日 ，参见https://
www.americasquarterly.org/article/reaction-chiles-new-constitutional-
roadmap/。

49 Kumagai 和 Iorio, “通过公民参与建立对政府公信力”; Laberge,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6.7.2: 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和响应性决策”。

50 联合国, “联合国指导说明：保护和促进公民空间”, 2020年9
月, 参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
CivicSpace/UN_Guidance_Note.pdf。

51 同上。

52 Anthony James DeMattee, “民间社会本土化：政府如何以及为什

么利用法律规范民间社会组织”, 博士论文 (布卢明顿印第安大学, 
2020年9月), 参见https://scholarworks.iu.edu/dspace/handle/2022/25813。

53 Mandeep S. Tiwana, “《2030年议程》：为什么公民参与是实现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文章, 世界经济论坛, 2023年4月24
日, 参见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3/04/agenda-2030-civic-
participation-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国际非营利法中心, “关

于公民空间、腐败和新冠肺炎的专家小组和全球讨论：公民参与

透明应急的经验教训”, 摘要, 2021年7月15日 (华盛顿特区), 参见 
https://www.icnl.org/wp-content/uploads/Corruption-and-Covid_ICNL-
Event-Summary.pdf。

54 国际非营利法中心, 新冠肺炎公民自由追踪, 参见 https://www.icnl.
org/covid19tracker/。 

55 Elly Page 和 Alexandra DeBlock, “热点趋势：新冠肺炎与城市

空间”, 报告 (国际非营利法中心, 2020年5月), 参见 https://www.
humanrights.unsw.edu.au/news/top-trends-covid-19-and-civic-space。

56 全球公民参与联盟, “People power under attack 2019” and “People 
power under attack 2021”, report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IVICUS 
Monitor, both available at https://monitor.civicus.org/globalfindings/. 

57 参阅, 例如, 全球公民参与联盟, 新冠肺炎时期的团结：民间社

会应对疫情 (约翰内斯堡, 2020年), 参见 https://www.civicus.org/
documents/reports-and-publications/SOCS/2020/solidarity-in-the-time-of-
covid-19_en.pdf; 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1年世界公共部门

报告——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体制安排：五年盘点。

58 Benjamin Press和Thomas Carothers, “2020年全球抗议活动：回顾

一年”, 速览, 21 December 2020年12月21日 (华盛顿特区, 卡内

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参见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12/21/
worldwide-protests-in-2020-year-in-review-pub-83445。 

59 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 “民间社会空间：新冠肺炎：复苏之路和

民间社会的基本作用”,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交人权理事

会的报告 (A/HRC/51/13, 2022年6月30日), 参见 https://documents-
dds-ny.un.org/doc/UNDOC/GEN/G22/394/42/PDF/G2239442.
pdf?OpenElement。 

60 Saskia Brechenmacher, Thomas Carothers 和 Richard Youngs, “
民间社会与新冠病毒：尽管存在混乱，但仍充满活力”, 文

章, 2020 年4月21日(华盛顿特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参见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4/21/civil-society-and-coronavirus-
dynamism-despite-disruption-pub-81592。

61 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 “民间社会空间：新冠肺炎：复苏之路和民间

社会的基本作用”。

62 经合组织, “为青年服务：政府如何将青年人置于复苏的中心”, 
经合组织应对冠状病毒（新冠肺炎）政策, 2022年3月17日, 参见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delivering-for-youth-
how-governments-can-put-young-people-at-the-centre-of-the-recovery-
92c9d060/. 

63 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 “民间社会空间：新冠肺炎：复苏之路和民

间社会的基本作用”。

64 经合组织, “新冠肺炎危机：政府转型的催化剂？”, 经合组织应对

冠状病毒（新冠肺炎）政策 (巴黎, 经合组织出版社, 2020年), 参见  
https://doi.org/10.1787/1d0c0788-en; 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 “民间社会

空间：新冠肺炎：复苏之路和民间社会的基本作用”。

65 开放式政府伙伴关系, “开放政府与冠状病毒指南：保护参与和

审议”, 2020年5月26日, 参见 https://www.opengovpartnership.org/
documents/a-guide-to-open-government-and-the-coronavirus-protecting-
participation-and-deliberation/。

66 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3年世界公共部门报告》启动

会议报告”。 

67 经合组织 “为青年服务：政府如何将青年人置于复苏的中心”; 
Deborah Doane, “新冠肺炎，公民空间和年轻人：扭转封闭的公

民空间趋势-专家视角”,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专家视角, 2021年2月
22日, 详见 https://www.unicef.org/globalinsight/stories/covid-19-civic-
space-and-young-people。

68 联合国秘书处将虚假信息描述为旨在欺骗和传播以造成严重伤害

的不准确信息，将错误信息描述为不准确信息的意外传播；参阅

联合国, “打击虚假信息”, 参见https://www.un.org/en/countering-
disinformation。

69 世界卫生组织, “信息疫情”, 参加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
infodemic#tab=tab_1。 

70 联合国, 联合国大会, “打击虚假信息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

由”, 秘书长报告 (A/77/287, 2022年8月12日),参见 https://documents-
dds-ny.un.org/doc/UNDOC/GEN/N22/459/24/PDF/N2245924.
pdf?OpenElement。

71 同上; 联合国, “我们的共同议程政策简报8：数字平台上的信息完

整性”, 2023年6月, 参见 https://www.un.org/sexualviolenceinconflict/



第一章  |  政府如何提高公信力并加强政社关系？   |   21  

wp-content/uploads/2023/06/our-common-agenda-policy-brief-
information-integrity-en.pdf。

72 同上。

73 同上。

74 无国界翻译组织, “TWB在全球范围内应对新冠肺炎的做法”, 参
见 https://translatorswithoutborders.org/covid-19.。

75 Andrew M. Guess等人, “数字媒体素养培育提高了美国和印度

主流及虚假新闻辨别力”,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第117卷, 第27
期 (2020年7月7日), 第15页,第536-15页,第545页, 参见DOI:10.1073/
pnas.1920498117。

76 Marin Lessenski, “它是如何开始的，进展如何：2022年媒体素养指

数”, 政策简报第57期 (索菲亚, 开放社会研究所欧洲政策倡议—索

菲亚, 2022年10月), 参见 https://osis.bg/wp-content/uploads/2022/10/
HowItStarted_MediaLiteracyIndex2022_ENG_.pdf。 

77 Jenny Gross, “芬兰如何教育一代人发现错误信息”, 纽约时报, 
10 January 2023, 参见 https://www.nytimes.com/2023/01/10/world/
europe/finland-misinformation-classes.html#:~:text=Officials%20say%20
Finland’s%20success%20is,core%20curriculum%20starting%20in%20
preschool。

78 Nic Newman 等人, 路透社新闻研究所：2023年数字新闻报道, 参
见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3-06/

Digital_News_Report_2023.pdf。

79 Ethan Porter和Thomas J. Wood, “事实核查的全球有效性：来自阿

根廷、尼日利亚、南非和联合王国的同时进行的实验证据”, 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刊, 第 118卷, 第37期 (2021年9月), 参见 DOI:10.1073/
pnas.2104235118。

80 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3年世界公共部门报告》启动

会议报告”。 

81 经合组织 “透明度、传播和信任：公共传播在应对有关新型冠

状病毒的虚假信息浪潮中的作用”, 经合组织应对冠状病毒（新

冠肺炎）的政策 (巴黎, 经合组织出版社, 更新于2020年7月3日 3 
July 2020), 参见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
transparency-communication-and-trust-the-role-of-public-communication-
in-responding-to-the-wave-of-disinformation-about-the-new-coronavirus-
bef7ad6e/。

82 Tribunal de Contas da União, “法庭将公共部门的财政行为视为假新

闻”, 2022年11月30日,参见 https://portal.tcu.gov.br/imprensa/noticias/
tribunal-fiscaliza-campanhas-publicitarias-do-governo-associadas-a-fake-
news.htm。 

83 Leonie Rauls, “拉丁美洲政府如何打击假新闻”, 美洲季刊, 2021年
10月19日, 参见 https://americasquarterly.org/article/how-latin-american-
governments-are-fighting-fake-news/。



22  |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22  |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

2007/08 年金融风暴、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战争

这三场危机接踵而来，打断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的实施进程，严重破坏了三十年来稳扎稳打消除贫困取

得的成果，导致一代以来贫困人口首次增长 2。事实上，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进度本就不快，上述危机只是让

进度慢上加慢并暴露出已有成果的脆弱性而已。一份可

持续发展目标审核报告指出，近一半目标“中度或严重

偏离轨道，超过 1/3 的目标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倒退到

2015 年基线以下”3。于是，人们的担忧与日俱增，若

再不采取紧急行动，就有可能到 2030 年还达不成可持

续发展目标。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不得不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

事，它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负债率之高前所未有。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胀率都居高不下，这就使形

势变得更加复杂；虽然 2023 年通货膨胀逐步放缓，但

预计仍将高于央行目标，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利率攀升，债务脆弱性更加凸显 4。由于收入与

财富分配日益不平等，公民越来越担心全球化成本和收

益没有得到等分。实际工资不断下降，家庭支出预算十

分紧张。这一切致使现有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空前高

涨，政界更加关注社会各阶层税收是否公平，而民粹主

义的强化以及人们对税收公平性的重视又反过来促成了

跨国企业（MNEs）国际税收新倡议的诞生，各国政府

也开始重新筹划高净值个人（HNWIs）税收方案。 

新冠疫情过后，在媒体的密切关注之下解决日益严

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鉴于能源公

司、制药公司和技术公司在抗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疫情期间大约每30个小时就有一位亿万富翁横空出世 5。 

这一时期的媒体报道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缩小贫富差

距的政策，比如有国家提出增加税收 6。对于各国政府

和国际组织而言，向跨国企业和高净值个人征税不仅仅

是在严峻的经济大环境中增加收入的渠道，更是缓解财

迈向公平的财政契约？
私营部门和高净值个人对社会有何“亏欠”?
Jeff rey Owens 和 Ruth Wamuyu 1

富与收入不平等的一种手段。虽然有很多方案既适用于

发达经济体又适用于发展中经济体，但大部分发展中国

家在做选择的时候往往受到税务管理能力和政治环境的

限制。

为何公平如此重要?	

现代税收制度依靠绝大多数纳税人的自觉遵守。人

们对待赋税的态度取决于一系列因素。政府是否向公民

提供了高效廉洁的政务服务？纳税人对税负分配的看法

是正面的，还是说他们认为财力雄厚的大型跨国企业有

逃避缴纳税款的行为？税务机关有无腐败，是否能以公

平透明的方式对待每位纳税人？人们对待赋税的态度还

取决于税控系统审计系统的有效性以及税务机关稽查涉

税违法案件、打击逃税与税收激进行为的能力。换句话

说就是因税收违法被抓的可能性有多大？在这样的背景

下，各国政府正着眼于跨国企业与高净值个人税收办法

和国内资源（主要来自税收）调动办法。

跨国企业征税

跨国企业有能力也有机会进行税务筹划，它们可以

利用国际税收规则中的不足与漏洞“人为地将利润转移

到少有或没有经济活动的低税地区和免税”，从而达到

降低税负的目的 7。随着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数字

化企业的资产和活动具有高度流动性，避税 / 逃税的机

会进一步扩大，它们更有可能通过利润转移的手段实现

避税 / 逃税了。据估计，跨国企业的利润转移行为每年

给世界各国造成 1000 至 2400 亿美元的收入损失 8 。更

糟糕的是，该做法损害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与完整性，

也会对税收道德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和国内公司相比，

采用这种方式缴税的跨国公司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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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纷纷下调企业税率；譬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国的总体税率由 2000 年的 32.3% 降至

2022 年的 23.1%，非洲国家的总体税率则由 2000 年的

34.2% 降至 2022 年的 25.8%9。全球化赋能跨国企业在

生产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的地点布局，鉴于税收也是成

本，各个国家一味通过降低企业税率、出台激励措施的

方式进行逐底竞争。所谓激励措施便是下调有效税率—

此举导致税收收入进一步下滑。

在上述挑战面前有不少全球倡议水到渠成。2007/08

年金融风暴过后，二十国集团（G20）委托经合组织实

施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旨在解决国际

税收规则中存在的不足，防止跨国企业趁机转移利润。

经合组织 / 二十国集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

涵盖 15 条行动计划，为政府解决避税问题提供建议和

指导。包括这一倡议在内的各项方案开创了多国合作确

保利润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发生地征税的先河。尽

管目前评估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实施效果还为时过

早，但跨国企业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现在它们已经认

识到激进的税务筹划方式会对企业声誉产生影响。  

2021 年，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兴挑战，

经合组织 / 二十国集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

纳入全新的双支柱方案（BEPS II）10。支柱一旨在将利

润的征税权重新分配给各个市场辖区，无论企业是否在

那里有实体存在，支柱二试图在各个市场辖区引入全球

最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定为 15%，从而遏制企业间税

收竞争。在全球最低税中有两条规则以国内税法为基础

的，它们分别是：（a）收入纳入规则（IIR），要求跨国

企业集团最终控股母公司就集团成员实体的低税所得向

居民国缴纳补足税 11 ；（b）低税支付规则（UTRP） ，它

是收入纳入规则的补充，如果执行收入纳入规则以后仍

有剩余补足税，那么将由低税支付规则作为调整机制完

成剩余补足税的征收。

对于新框架是否适用、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尚无定

论。支柱一可能对大市场辖区更为有利，它们有望获得

更多利润，但对小市场辖区的影响预计十分有限。支柱

二的主要受益者可能是发达国家，因为很多最终控股母

公司位于发达国家，按照收入纳入规则正是这些国家负

责征收补足税。为了减少潜在的收入损失，发展中国家

可以选择引入合格境内最低补足税，即使此举会给能力

有限的税务机关带来新的挑战。此外，新框架可能会限

制诸国设计各自企业所得税制度的能力，尤其是在出台

激励措施和取消数字服务税方面。

除了应对数字化转型挑战、解决税收竞争问题之

外，增强跨国企业合规性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新技术

助力税务机关提升数据采集、数据管理以及数据共享的

能力，推动税务机关提高整体效率。税法更清晰，税管

更高效，争议解决机制健全有力，税收确定性由此增强，

跨国企业便会受到鼓舞自愿遵守税法规定。近些年来，

不少国家推出了企业合规计划，为跨国企业注入更多可

预测性和确定性。

高净值个人征税

尽管加强税收透明度、促进国家间信息交流的工作

取得重大进展，但差距和漏洞依然存在，高净值个人

（HNWIs）能够利用离岸和在岸税务筹划策略最大限度

地减少纳税。据估计，在受审地区当中，离岸财富占国

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 5% 到 40% 不等 12。中东和

非洲国家的比重最高，预计达 40%，南亚国家的比重则

预计接近 5%13。 

对于国家而言，获取控股公司、信托等离岸税务工

具拥有者和控制者的信息依旧困难重重。这就是为什么

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应该重新评估净财产税、遗产税、赠

与税、资本利得税、奢侈品以及劳务税，并且这样的政

治共识还在不断凝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乐施会等

组织呼吁各国引入年度净财产税（NWT）。据乐施会估

计，若向富人征收年度累进税，每年能大致筹到 2.5 万

亿美元，这笔钱可以帮助某些国家走出经济危机恢复元

气，也可以帮助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 14。净财产税与更

为有效的遗产税、赠与税以及资本利得税结合在一起能

够为收入调整做出巨大贡献—同样重要的是—能够影响

人们对税收公平的感知度并提高政府公信力。 

说到这里便出现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为什么

征收净财产税的国家如此之少？部分原因在于很多国

家担心高净值个人会因此流向低税辖区。另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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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类税收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很难管理，并且实施起

来收益不多。然而如今的环境更加透明—税务机关访问

信息，尤其是境外资产信息之容易可谓史无前例—隐匿

资产变得更加困难。再者，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

区块链等新兴技术赋予税务机关新方法，让它们得以通

过数据采集、存储和使用进行资产追踪。信息获取和新

技术方法的发展为税务机关征收净财产税及其他资本

税、财产税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资产评估也能得到

更新（资产评估过时是征收此类税种的常见麻烦）。

在这样一个新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近期呼吁各国再度考虑启征财富税，用以覆盖抗疫成

本并为低收入家庭援助计划提供资金支持，毕竟这些家

庭的实际收入随着能源价格还有基础商品和服务价格的

上涨而下滑 15。为了填补疫情期间的医疗用品与救助措

施开销，阿根廷向资产超过 250 万美元的公民一次性征

收“百万富翁税”16。哥伦比亚近来通过了一项法案，

规定净资产大致超过 60 万美元的个人每年须缴纳永久

性“公平税”17。

推动讨论迈上新台阶	

政府有权改变人们对于税收制度公平性的看法，这

一行为能够反过来增强政民关系。在税收透明的时代，

政府可运用现有技术审查和修订跨国企业和高净值个人

的征税办法，从而达到扩大税基的目的。这场讨论不能

只局限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还应该涵盖增值

税、商品及服务税和其他消费税，尤其要聚焦奢侈品税。

政府需审查财产税和资本税的征税方式，重点关注不动

产税的征收。政府必须把更多资源配置给税务管理机

构，让它们通过改善执法、优化服务和拓宽办税服务范

围加强税务合规性。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等新

兴技术能在征税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身处数字时代，

运用技术的同时必须做好的审查工作切实维护纳税人权

益。

要想实现变革，建立政治共识是必不可少的。在各

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最好的投资项目当

中 , 有一个是加强税务机关遵循税收法规公平执法的能

力。这项投资包括税务管理人员培训、推动立法改革允

许信息共享和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等。通常来说，政府

征税理应提倡“双赢”，在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关系中，

尤其要摆脱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心态。这就是企业

合规计划的背后原理 18。所有的非法资金流转不仅会侵

蚀税基还会拉低政府公信力，因此有必要开展强硬果决

的打击行动。

在整个过程中，联合国是唯一代表真正包容性的组

织，它在很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比如制定发展中国

家与新兴发展经济体标准、加强能力建设计划以及为政

府、工商业、学术界和民间社会提供合作空间，让他们

共同设计税收制度，一项能够促进公平、帮助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税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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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维持运作，政府对公职人员实行全新的或修订后的

工作场所政策。美国等国家扩大了现有的远程办公实施

方案，其他国家，比如菲律宾、葡萄牙和西班牙则首次

对政府雇员实行灵活工作安排政策。菲律宾开始允许政

府雇员远程办公、弹性工作，包括选择一周工作四天 10。

鉴于女性在护理照料、家务劳动方面付出过多，疫情期

间实施此类政策有助于女性留在劳动力队伍当中 ，这

些政策能够持久有效，可以帮助女性平衡好工作与生

活，并促进机构包容性。

适应“新常态”并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唤起人们对公

共行政性别平等的关注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同时发力：

牢记疫情前得到的教训，重振旗鼓采纳并落实良好做

法；巩固疫情期间取得的成果；大胆行动，重拾动力，

争取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第 5 和第 16 项内容。

关于第一个方面，下述三大领域是疫情前的工作重

点，理应构成未来政策和实践的关键要素，以便实现性

别平等目标 :

• 数据和透明度。亟待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6.7.1b（SDG indicator），该指标旨在衡量公共

机构（包括公共服务）中的职位按年龄、性别、

残疾者和人口群体分列的比例及其相对全社会

分配数的比例。上报这项指标有助于提高性别

比数据的可用性，找出需要额外关注的公共行

政部门及行政级别，并促进跨国学习。在透明、

可访问的就业安置平台上共享并整合相关数据

可以强化政府问责。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的公务员多样性及包容性仪表盘和智利的

高级公共管理系统（SADP）堪为典范，它们展

示了该如何将优质的公共行政就业数据融入公

开透明的招聘晋升工作之中，从而增强公共服

务多样性与包容性 11。 

妇女充分、有效地参与公共行政管理是全政府性

别平等方针的基石。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公共行政中的性别平等能够强化政府职能，提升服

务响应力和有效性，提高公共机构公信力，增强政府与

它所代表和服务的人民的关系 2。各个国家认识到性别

平等对公共行政每个层级、每个部门而言都是不可或缺

的，因此致力于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内

实现性别平等，并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的指

标 16.7.1 衡量这一目标进度。然而，截至 2020 年，世

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其公共行政决策层实现或基

本实现性别平等；虽然平均 46% 的公职人员都是女性，

但在高层领导和高级管理人员当中，女性仅占比 31%

和 30%3。

和其他重大危机的情况一样，新冠疫情暴露了甚至

加剧了先前已经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例如，疫情引

发了人们对公共卫生领导层缺乏女性这个问题的关注。

女性在卫生行业劳动人口中的占比高达 70%，奋战在第

一线的早期抗疫斗士中，女性的比例非常之高，可是在

公共卫生决策层女性仅仅占比 34%4。有监督组织表示，

新冠疫情很有可能加大了公共卫生领导层的男女差

异 ,  5 即使女性领导人在疫情防控和拯救生命方面取得

的成就广为人知 6。

危机能够打破现有体制的稳定性，为新领导班子的

诞生创造可能。然而，就在新冠疫情期间，政府错失了

提升女性地位的机会。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没能公平地

把女性纳入新冠特别工作组（领导政府防疫的行政分

支机构）。2021 年男性成员占新冠特别工作组中的比重

为 76%，占组内领导层的比重却达到了 78%7。虽然很

多国家都忽视了性别平等，但也有明显例外； 比如，圣

卢西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在这个工作组及其领导班子

中，男女人数是相等的 8。

危机也为政策变革打开了机会之窗 9。 为了在疫情

公共行政管理中的性别平等: 疫情三年政府新常态
Müge Finkel 和 Melanie Hugh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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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和指导。为女性提供培训指导意义重大，这

不仅仅是为了提升技能培养能力，也是为了提

高女性员工的职场能见度，让符合晋升条件的

女性被看到，并为她们建立人际网络创造机会 12。 

未来，新的领导及管理人员培训方案应优先考

虑女性公务员和其他边缘人群。女性职业发展

计划的两个成功案例分别是瑞典的“国家平等

领导（Staten leder jӓmt）”计划 13 和爱尔兰的“女

性领导—领导、参与、进步和发展（W-LEAD）”

计划 14。 

• 目标和配额。为了解决公共行政部门高层女性占

比不足的问题，政府采用了领导层配额制，设立

了相关目标，还推出了暂时性特别措施。制定

这类举措要深思熟虑还要评估其影响，虽说如

此，也有不少案例可以作为前瞻性讨论的指导。

比如，奥地利颁布《联邦平等待遇法》，其性别

目标具有一定约束力，其平权行动计划以提高

公共部门女性地位为总值；2013 年法国颁布《索

瓦德法》，规定在  所有的政府高级公务员当中，

女性比例要逐步达到 40%；哥伦比亚出台了《配

额法》（2000 年第 581 号法律），规定决策层女

性占比不得少于 30% ；以及 2019 年墨西哥推行

“一切平等”改革，要求所有政府部门实现性别

平等。 

关于第二个方面，应仔细研究疫情期间取得的成果

并加以巩固，有意将其纳入未来工作，以便实现公共行

政中的性别平等。首先要关注的是弹性工作制，尤其是

那些只支持远程办公的工作制度带来的性别启示 15。随

着弹性工作制融入公职人员的生活，如果能在必要基础

设施开发、培训活动、信息技术获取、远程办公绩效评

估机制（用于晋升和留任）以及家庭办公健康与安全指

南之中有目的地引入性别平等意识并把它打造成主流理

念，那么弹性工作制就有望带来最为显著的积极影响。

安排工作的时候应懂得灵活变通，因为自主选择工作时

间或者混合办公可能比全天候远程办公更受欢迎。 

政府可以通过鼓励男性平等分担无偿照料及家庭责

任，促进远程办公环境下的性别平等，可以“发起有针

对性的员工参与活动及创新性倡议，比如男性经理带头

示范、参加社交媒体运动、在内网发布博客、照片、视

频等等”16。 日本有一个关于角色示范的优秀案例；以

前很少有日本男性会请育儿假，但是自从前厚生劳动省

大臣 Yasuhisa Shiozaki 公开表示自己会照顾孩子后，该

部门休育儿假的男性比例从 14% 升至 40%17。

为了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受线上工作及混合工

作制带来的好处，公共机构要着眼于管理培训，有意识

地打造一种性别意识更突出、男女之间更平等、性别配

额更均衡的领导方式 18。例如，西班牙的人力资源经理

与其他关键管理人员参加了为期 25 小时的性别平等高

级培训课程，这样的做法能够加强管理层对性别平等的

认同 19。

随着新冠疫情不断加重社会和经济负担，保护心理

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包括公共部门的当务之急。比

如，疫情期间公共服务人员的情感负担与日俱增，拉脱

维亚与荷兰便为他们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20。对公共行政

人员心理健康的关爱应该被永久写入政府聘用制度。心

理健康服务不仅增加了政府工作的普遍吸引力，而且对

女性员工尤为利好，因为在弹性工作制度下女性必须平

衡好工作与生活，她们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压力。在上

述各方面开展专项行动有助于在长期过程中实现性别

平等。 

关于第三个方面，应大胆行动，推动各国重回可持

续目标发展轨道。为了凝聚到 2030 年实现第 5 和第 16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势头，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决策

者都应该将性别平等放在恢复工作的中心位置。新冠疫

情再次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即使在女性员工数量占优

且正是女性奋战在第一线的领域，她们也未能平等地参

与到政策制定及决策之中。今后，应促使所有行业的女

性完全融入危机应对和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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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气候危机、地缘政治动荡以及日益扩大

的不平等正在重塑公共政策、外交姿态和全球经济。就

连公众也大感失望，有迹象表明他们对现有机构的信任

正在流失。现在，政府和公共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

要重新评估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便联合行

动，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定下的目标。社

会动态错综复杂，而在社会动态背后的是社会契约，现

在是时候加强社会契约了。

在未知的领域前行，政府需要集中力量重新赢得或

继续维系公众的信任，从而维护和加强公共及后的合法

性。公众信任的关键驱动力在于传播，这种传播具有高

度意向性。疫情催生出信息共享的新型方式；这是一种

更透明、更包容、更有目的性的传播方式。

在旷日持久的危机时期，采用有效的传播策略至关

重要。危机的特点在于它的紧迫性和不可预测性，在于

它的高新闻价值，在于它改变人类某方面行为的能力。

通常而言，这些描述危机的词汇也能用来描述流行病或

重大流行病的爆发。第一，这类疫情本质上是紧急的，

需要人们快速决策、快速行动和快速防护，也需要卫生

技术人员和普通民众迅速跟进。然而，疫情的第二个特

点给快速行动造成了麻烦：流行病的爆发具有高度不可

预测性。正如近期疫情所展示的那样，感染控制工作的

失误（即便是最轻微的失误）、病原体的突变、因改变

旅行或社交方式而增加的暴露风险……种种因素都会导

致病例激增。第三，像新冠肺炎这类疾病的爆发会引起

恐慌，在公共领域诱发及其严重的焦虑。这种焦虑情绪

会促使人做出极度不理性甚至危险的行为，比如暴乱。

疫情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乱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其破

坏性或许远远超出实际风险。第四，就像刚才所说的，

疫情能够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因而产生很高的新闻价

值。媒体过度关注可能会加剧公众的焦虑和恐慌情绪，

特别是在官方消息缺位或不足的时候。最后，由于病原

体具有传染性，人类行为是决定疫情严重程度的关键

因素。所以，在公众之间传播的任何信息都有必要控

制干预。           

                                      

传播方式的转变：疫情时期的创新

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政府制定了风险传播策略，

旨在促进和加快准确信息的传播，让任何人可以在任何

地方获知准确信息。根据民众需求调整风险传播策略，

有助于打击人为制造恐慌、缓解公众压力、整治虚假不

实信息。尽管所有国家的社会经济秩序都遭受了疫情冲

击，但有一些国家采用了下文探讨的创新手段，在控制

新冠病毒传播方面取得了早期成功 2。 

• 国家与社会协同共治。中国台湾省政府与民间

社会达成广泛合作，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

不确定性。几乎从一开始政府就选择秉承开放、

透明、定期的原则与公众保持动态交流。政府

通过一系列独特的策略来和公众建立联系；比

如，任命一只狗为公共传播大使，借此增加公

共卫生信息帖在社交媒体上的参与度，政府聘

请民间黑客和专业戏剧演员来帮助平息流言蜚

语，这就是所谓的“用幽默回击谣言”3。 

• 社会营销和技术创新。大韩民国政府因其高效

的风险传播方式而受到高度赞扬，这些方式包

括运用社交媒体、短信及其他技术方法快速传

播疫情信息并实时更新疫情动态。韩国政府很

明智地利用这些数字工具改进危机沟通，组织

大规模公共卫生行动并组织供应，还与广播及

社交媒体实体合作推广社交隔离、佩戴口罩等

防护措施。

• 推动科学传播。在新冠病毒及其风险信息比较

匮乏的时候，印度政府在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

与社会行动者携手共传疫情信息: 对未来危机的启示
Torsha Dasgupta, Mirza Shadan 和 Kaushik Bo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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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R）的支持下授权科学界采取明智行动。

除了指导研究，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还通过出

席高层级的每日新闻发布会、发行并传播有关

病毒检测及口罩佩戴的指南、在社交媒体上持

续发声以及增加与高风险社区的互动频次强调

健康行为重要性等方式，向公众实时输送事实

消息。在建立公共卫生措施公信力—尤其是建

立口罩佩戴、病毒检测以及疫苗接种措施公信

力的方面，开放式传播是不可或缺的。   

• 本地化传播和艺术界援手。为了提高公共信息

传播的透明性与一致性，塞内加尔对其传播策

略加以完善，着力实现本地化。塞内加尔通过

精细数据分析，调查广播、报纸、电视等传播

渠道中的公众消费模式，并根据调查结果指导

社区信息传播。这种做法让公共卫生官员能够

在恰当的时间向恰当的人群传递正确的信息，

从而实现影响力最大化 4。塞内加尔的艺术家也

伸出援手，协助政府扩大健康信息的传播范围。

涂鸦艺术家创作了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壁画，向

国内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展示了如何使用消毒

剂，如何佩戴口罩以及如何注意手部卫生 5。

以上方法反映了传播策略成效的各种考量因素。实

现有效传播的关键在于发布的信息是否简洁可信，选择

的传播途径是否恰当，发言人专业素质是否过关，有无

能力识别并满足受众需要（以及是否了解他们的局限

性），有无把握战略时机，参与者（既包括公共部门内

部又包括公共部门外部）之间有无建设性互动，民众是

否信任政府，科学界是否积极参与，是否存在创新文化，

是否具备强大的政治动机。把这些因素纳入考量范围，

政府便能更顺利地找到协同传播方式—这种方式要植根

本土，能够保障参与透明性与协调性的。人们认识到，

向公众隐瞒、淡化甚至藏匿重要信心，只会推波助澜地

延长新冠肺炎等全球卫生危机。

公众之中，有无数好心人、援助机构、非盈利实体

和宗教机构把他们积累的高度信任资本汇集到一起，在

疫情期间着力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非政府行动者

针对弱势社区进行新冠疫情危机传播的例子比比皆是。

当地政府与宗教领袖形成联动，能够成倍提高各个社区

的风险承受力。斯里兰卡的 Sarvodaya Shramadana 运动

调集了全社会力量应对疫情 6。另外一些时候，社会行

动者虽然没有与政府达成直接合作，却也在卫生保健方

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各个教派组织提

醒和动员信教群众做好公共卫生措施。宗教领袖把抗疫

信息融入宗教服务，鼓励信徒落实国家举措 7。

 

面向未来的传播：有待采取的行动

上述创新成果表明，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公共传播战

略时需要表现得更加明智、更加敏锐。从前的突发卫

生事件，包括 2003 年的非典、2009 年的 H1N1 流感、

2014 年的埃博拉以及 2019 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都

表明信息提供不及时不准确就会造成毁灭性影响，即使

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不能幸免。信息失序的环境是滋

生错误信息和流言蜚语的温床，它们会进一步加重脆弱

的医疗系统的负担。下文记取了过去抗疫的经验教训，

这些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政府识别和解决潜在不足，为有

效传播披荆斩棘。

• 重要利益攸关方之间保持信息一致性是关键所

在。危机时期参与信息传播的权威部门多种多

样，这些部门持有的观点和优先处理的事项互

不相同，因此它们发布的信息有可能是模糊的，

甚至是矛盾的。危机期间，公众情绪会被放大，

这个时候说辞不一的消息往往会造成恐慌，导

致人们对危机缓解措施的遵从度出现下滑。虽

然危机性质不同情形也可能不同，但理想的情

况是由一个权威部门在危机早期承担领导责任

并行使召集权。澳大利亚政府在特殊形势下组

建了国家内阁，内阁由总理和所有州、所有地

区的首席部长组成，旨在统筹协调全国疫情应

对措施 8。 此举有利于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国

家政府、次国家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和其他利

益攸关方（包括技术机构和和专家）进行内部

沟通，有助于确保重要消息的清晰性、简洁性

和一致性。

•	 发言人可信能带来积极效应。典型的危机沟通

者应该是拥有必要知识、认识到局势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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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准确信息、表达清楚易懂并承担责任的个

人或机构。困难时期，国家元首向公众发表讲

话必须言辞一致且富有同情心，从而提高民众

对应急响应措施的信任度和遵从度。新西兰前

总理 Jacinda Ardern 与人民建立融洽关系，印证

了这一行为的有效性。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新冠

肺炎卫生和技术负责人 Dr. Maria Van Kerkhove

在文中指出的，技术专家可以帮助受众解开危

机背后的科学面纱。 

• 制定和实施危机传播策略，根本在于传统与现

代媒体工具组合发力。未对其传播策略加以评

估且尚未适应新现实的机构发现，信息传播效

果难以衡量，实现有效传播并不容易。由于信

息消费方式变化很快，利用新媒体工具传播信

息的意义与日俱增。然而，新媒体作为传统传

播渠道的补充，并不能取而代之。政府需要制

定综合性信息传播策略，通过不同渠道接触不

同受众（包括老年人、年轻人和土著人）。增强

技术专家对社交媒体和数字媒体的使用能力，

确保关键信息得到及时有效的传播，这一点不

容忽视。而同样重要的是，投入必要资源改善

传统渠道，尤其是那些用本地语言传播信息的

渠道，保证无人掉队。 

• 危机发生前应做好传播准备工作。如果缺少坚

实的基础设施，信息传播便无法持续下去。政

府必须提前为合适的传播机制奠定基础。当危

机来临时，传播系统及传播协议必须各就各位，

随时准备启动运行。在机构层面，资源开发需

要资金支持，开发的资源不仅涉及危机管理，

还包括危机规避。第一，要开发专门的知识资

源并定期更新，以便对工作人员进行风险和危

机传播培训。第二，要开发监控工具，用以识别、

追踪和打击谣言；例如，波多黎各的美慈组织

以身作则，在社区领袖的支持下推出了一款富

有创新性和性价比的谣言追踪工具 9。第三，面

对受众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各

大机构必须通过多种渠道积极主动地进行外展

宣传。最后，要重新启动、充分宣传并定期监

管保护公共决策咨询系统，让公众获悉政府决

策及其理由（特别是那些限制自由的决策）。 

新冠肺炎疫情给大家上了发人深省的一堂课，那

就是建立和维系牢固的政社关系至关重要。随着全球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至半途，当务之急在于再

度迈出追求发展的脚步，重新挽回落下的进度。想要取

得进展，就得让各种社会行动者开展公开透明的对话，

就得营造支持和维系对话的环境。政府必须聚焦于这一

线希望—虽然目前还很模糊—并着力增强公共部门的韧

性和灵敏度以便有效应对未来危机。但愿有力有效的传

播能够帮助构建一个更安全、更健康、更包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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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平等、歧视、排斥、暴

力等结构性挑战或浮出水面，或愈加凸显，线上线下行

使人权矛盾重重。

世界各国政府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这之后又

相继出台抗疫措施。大部分措施以加快应用数字技术和

移动通信手段监测并上报新冠病例、监测病毒传播、研

究病毒表现、组织疫苗接种并跟踪种后情况以及收集信

息指导决策制定为特点。

疫情期间有研究表明，新的自由威胁和权利威胁诞

生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能幸免于

难。为了共同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及潜在效益，需

要摆出全新姿态并牢牢遵守国际人权法，必须承认新冠

危机—还有与之相关的权利侵犯以及不断加剧的结构性

剥削问题—对边缘化、受压迫和弱势群体的冲击尤为严

重。一些政府应对措施证明，数字技术具有增强各项权

利的潜能，可以作为缓解新冠疫情中长期影响、催生积

极举措应对未来危机的基石。 

本文基于进步通信协会（APC）发表在《全球信息

社会观察报告（2021-2022）》上的一篇分析性研究，该

研究探讨了后疫情时代的数字未来。

主要风险及挑战

专门从事数字技术与人权交叉领域工作的民间社会

组织做了相关研究，结果显示，由国家做背书的工具对

一系列权利加以保护，但疫情期间政府出台的举措却侵

犯了这些权利 2。 总体而言，对人权的新限制或更严格

限制源自以下几点：普遍存在的数字排斥；制定和实施

数字技术应对措施时，其目标、限制及原则不够明确、

不够透明；缺少清晰全面的监管、技术和治理框架，缺

少处理和保护个人数据的强大机构；在建立执行监督机

制防止权力滥用方面存在差距，权利滥用包含政府行

为，比如尝试控制公众的网络访问及使用权限，也包含

企业行为，比如把监控和利用个人数据当作商业模式。

下文探讨了观察到的主要挑战、威胁及风险。

数字排斥
互联网意义非凡，而边缘社区及边缘人群却难以接

入互联网，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新冠疫情揭

露了数字排除的诸多方面，比如性别数字鸿沟 3，揭示

了获取数字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和享受广泛人权之间

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不能保持稳定上网又付不起网

费，人们就无法工作（实现远程办公），无法获取教育

信息、救生信息以及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政务信息。由

于边缘群体无法承担互联网接入成本还缺乏数字技能，

电子政务措施便造就了分层排斥现象，这种现象在非洲

和拉丁美洲尤为突出。譬如，在教育领域，数字鸿沟与

疫情限制措施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学习鸿沟，带来了长

远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后果。新冠疫情让大家看清互联网

接入和数字技能对于可持续发展与人权而言有多么重要。

言论自由 
新颁布亦或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借整治仇恨言论、打

击传播虚假信息的名义，行打压合法言论并予以定罪之

实，因此疫情期间线上言论自由受到威胁。有时候，法

规还包含遏制批评政府抗疫表现的声音以及强迫科技公

司删文、锁文、封号的条款。世界各地都有故意中断互

联网访问和数字通信的情况，这么做不仅干涉了人们的

言论自由 4 还妨碍他们获取重要信息及服务 5。控制媒

体报道新冠、逮捕记者以及查封批评政府的媒体实体，

种种行为进一步限制了线上言论自由。政府及其支持者

对社交媒体的监管、对用户的骚扰最终导致审查的开展

和仇恨言论的散播。 

规范数字技术在公共行政中的应用以保护和促进人权
Valeria Betancourt 1



34  |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

公共利益技术、监管、隐私以及数据保护
疫情期间政府拿出的解决方案要求工作人员在没有

适当保护隐私，没有明确隐私法规，也缺少执行监督机

制的情况下收集大量个人数据和隐私数据，并加以分析

和共享 6。诸如密接追踪软件、疫苗护照等公共利益技

术 7 的使用，再结合监测个人行程及活动的卫生增订条

例，让国家监管机制与个人数字画像能力得到加强。上

述技术的开发缺乏透明度，这就违背了必要性原则、相

称性原则以及合法性原则。人们对个人信息的掌控能力

有所下降，信息自决权受到冲击 8。在某些情况下，获

取信息是以透露个人数据为条件的，鉴于数据和数据之

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行动、结社及和平集会的

自由权利，甚至工作权都会受到影响 9。 

保护线上人权：机遇、响应措施以及大有前景的
举措	

随着疫情期间数字化转型步入快车道，各种弱点各

大风险日渐凸显，以人权为中心勾芡全球数字未来成为

了可能。

互联网和其他数字技术是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也

是新兴的韧性来源，但仅凭它们是不够的；解决结构不

平等问题、增强民主、加强人权保障促进人权享有还需

要整体性策略的帮助。 作为全球公共资源的互联网理

应得到保护。考虑到危机爆发之中和之后人们都会受到

不同形式的影响，任何危机应对措施，无论是短期的、

中期的还是长期的，都要维护好线上线下人权。 

根据现实情况做出响应非常必要，但同样重要的是

遵循包容、透明和负责的指导原则开展多层次、多学科、

多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全球响应。作为

更广泛的全球数字治理及全球数字合作生态系统的核心

要素，互联网治理也是一些重要响应措施的组成部分，

这些响应措施旨在确保国际人权法得到遵守，各级互联

网的公共核心得到保护。诸如《全球数字契约》10 制定、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二十年审议 11 等进程为以人权为中心

开发、部署、利用和监管互联网及其他数字技术提供了

宝贵机遇。

疫情期间有一些政府应对措施体现了尊重人权的价

值追求，可以作为未来危机处理的典范。例如，巴西最

高法院宣布个人信息保护是一项宪法基本权利。巴西总

统曾下令要求电信公司共享用户个人数据，却被最高法

院叫停，“把个人信息保护这一基本权利写入宪法”的

修正案也就应时而生了。此类决策把个人权利和集体权

利 12、社会福利以及人类尊严 13 联系起来了。

尽管通信基础设施已经部署了好几十年，但在过去

的十年间，移动电话普及率的增长势头开始放缓，这就

表明以推广经济实惠的网络连接为宗旨的主要策略存在

上限。随着普及率增幅的收窄以及消解数字排斥、减轻

疫情影响这一需求的出现，有必要对政府举措和企业方

案加以补充，从而支持民众重塑人权形态，帮助民众利

用互联网及其他数字技术满足具体需求并面对现实。有

人上不了网，也有人上网困难，为了响应这些人的信息

需求和通信需求，可以推出小规模地方性举措，或是让

各个社区以开放共享的方式建设、运营和使用社区自有

的通信网络。在这方面有两则成功的事例：肯尼亚通信

管理局在进行公众咨询以后，授权运营社区网络，它还

与多位利益攸关方合作制定并颁布了社区网络无线电

频谱框架 14 ；阿根廷也推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来协助

小型运营商提供电信服务及网络连接，这些举措得到该

国普遍服务基金的支持，在未接入互联网或互联网服务

不足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建设社区网络正是这项基金的目标

之一 15。 

只有尊重线上和线下人权，才能走向一个以发展为

主旋律的数字未来。 

建议	

遵循已有的人权标准，加强线上人权保障
• 遵循国际人权机构和国际人权文书的规范，数

字工具的开发和使用标准应以人权为本位。 

• 对数字技术相关政策进行人权影响评估，把当

地社会弱势群体及边缘群体的现状处境纳入考

虑范围。

• 创建强大的多利益攸关方决策及监督框架，支

持技术创新应对未来危机并帮助塑造自由、开

放、安全的数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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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包容
• 改造政策环境和监管环境，促进社区网络、中

小型协作服务提供商或运营商等网络连接补充

模型的发展。

• 确保社区参与制定数字技术获取及数字包容政策。

隐私和数据保护
• 确立数据治理框架并强化监管问责机制，以便

提高审查质效率，增强透明度。

• 采用全面的法律监管框架，保护隐私，遵循必

要性原则与相称性原则规范国家监控行为。

言论自由
• 废除不必要的且过度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

• 避免中断互联网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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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利为本位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为司法机构

提升公信力，提供更为公正且以发展为导向的法律服务

打开一扇窗；然而，这扇窗口或许不算宽敞。行动就该

趁早。

近几十年来，尽管教育、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媒

体以及商业领域都发生了变革，但司法系统依旧采取面

对面庭审、保管实物档案的做法，还继续沿用非数字化

工作流程。这一系统可谓应变迟缓。疫情封控扰乱其工

作秩序，却也为它的数字化转型注入动力。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离不开高效、透明、负

责的纠纷解决机制。司法系统对疫情封控做出回应，有

时候能够增强政府公信力，而另一些时候又会削弱公信

力。2020 年全球法院停摆，法律服务暂时停止。有的

法院很快通合时变，搬出了司法管理数字解决方案，成

功恢复运营，有的法院却执着于从前的运营模式，工作

大量积压，很多法律需求得不到满足。

高度依赖纸质文件、当面递交材料以及面对面庭审

的司法系统，其脆弱性在疫情封控期间一览无余。出庭

人员、警察、律师、检察官和法官之间缺乏协同工作能

力不仅会给他人造成不便，还成为了一大障碍。随着法

官、律师和人权倡导者争先恐后地将服务事项迁至线

上，他们的学习曲线变得陡峭起来。

全球疫情还揭示了健康、高效、可靠的司法系统对

社会日常福祉的重要性。公正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可以

保护就业，防治不合理的驱逐行动，发放紧急福利并提

供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关键服务。疫情期间，那些权益

本就易受侵害的人们——无论是因为他们的移民、无证

劳工或者囚犯的身份，还是因为复杂数据采集和监控的

泛滥——都在寻求司法保护。但某些国家的法院大门始

终紧闭。

从乐观角度来看，在过去几年里，危机促使人类做

出改变和调整，为开发法律服务新模式贡献测试用例，

也迫使各机构各人员尝试使用新技术。由于公共机构把

调整后的临时性业务转化为常态化工作，数字化转型迎

来新机遇。一个值得信赖且效率高超的司法系统怎样推

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第 1、2、3、5、9、10、

11和16项目标），政府和公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新冠疫情打破了既定模式，为采用以权利为本位、以法

治为重心的电子司法模式创造了条件。这就是实现数字

司法的大好机会。以下小节凸显了司法数字化建设的紧

要抓手，详细介绍了数字司法服务的起源与演变。

在线庭审

事实证明，在疫情封控期间视频开庭虽有瑕疵，但

不啻为线下庭审替代方案，具备一定的可行性。法院恢

复开放后，人们迫切希望其运作模式回归常态，司法机

构不得不评估临时性补救措施的实行效果，保留线下庭

审结合远程庭审的优势做法。视频作证大大提高了农村

偏远地区的司法可及性，让法律服务资源短缺地的居民

也有机会申诉到更高法院，有机会接触到专门律师和

专家。弱势证人，比如儿童、受虐妇女、受保护的证人

等，可以选择在安全的地点作证，无需承担线下出庭费

用，也无需面对线下出庭带来的困难、恐惧和威胁。绝

不能因为线下出庭方便审判人员和律师办案就取缔在线

庭审。

电子司法意愿有望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巩固权利保护成果 
Sarah McCoubrey 1

系统脆弱性 + 干扰 + 态度转
变 = 司法部门的变革意愿和变
革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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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旧法

一直以来，有关技术、证据种类、囚犯押送、档案

保管的法规和其他设计司法行政系统方方面面却看似平

平无奇的法律法规都被视为技术司法的阻碍。一些司法

现代化的障碍因素可追溯至几百年定订立的法律法规。

疫情期间，很多国家迅速反应，允许临时采用电子签名，

进行线上庭审，递交电子材料以及法官独任审判 2。多

亏了这些法规变化，法院得以尝试新兴技术，完善其使

用方法，为法院工作流程的永久性改变带来更多经验之

谈。试点举措不仅可以得到沿用，还可以为移动法院这

类更广泛的司法创新打下基础 3。

合作共事

疫情封控还揭露了司法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机构

系统不兼容，记录信息不共享。这种部门数据处理方式

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引发人为错误，造成损失或损害。更

重要的是，看不到人们提出法律问题和使用法律服务的

数据，司法系统就无法真正了解公众的需求，也无法抓

住机会优化改进。没有综合数据系统就很难开展循证法

学培训，做出数据驱动型招聘决策调度决策，或者重点

改进最具正面影响力的地方。建立警察机关、检查机关、

辩护律师事务所、法院、监狱、金融机构、家庭问题咨

询机构、职场调研机构、民事登记处以及社会服务机构

之间的协同制度，就能打造出在信息访问和隐私保护方

面以人为本的法律服务模式。过去的几年间，差距和依

赖性逐渐显现，如果着力缩小差距、减少依赖，那么政

府就有机会提高其司法系统的公众信任度。

行事谨慎却不躲避风险

把非数字系统转换为数字系统或者把司法数据和其

他公共服务数据整合起来，如此做法可能暗藏重大风

险，但这些风险是可控的。数字工具带来隐私保护和数

据安全问题，除此以外，电子司法方案要格外谨慎，以

确保案件数据和政府数据是分离开来的，并严禁政府访

问案件数据。在刑事案件当中，当公民质疑政府决策或

者要争取权益时，法庭上的他们就会站在政府的对立

面。倘若政客官僚能够查阅法院档案的详细信息，那么

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度将有所下滑。保障司法独立是维护

公信力的关键。

人工智能（AI）在数字化运营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它对司法系统发起艰难挑战。向人工智能输入数

据，它就能通过学习不断进化。但如果数据集内容包括

法官和政府官员曾经做下的决策，那么人工智能就会把

这些历史决策隐含着的偏见纳入算法之中—而由此生成

的决策结果还看起来具备数字中立性。法律人工智能的

数据底座是否带有偏见，这个问题亟待审查，不仅如此，

人们还越来越希望法官对基于人工智能的公共服务案件

作出裁判。作为权利保护和偏见审理方面的专家，法官

在提升数字工具公众信任度方面可谓举足轻重。

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风险，非但要保护好隐私

权，还要确保文盲人口、偏远地区人口、贫困人口以及

老龄人口不被排除在外。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应该是不让

任何人掉队，此举有望减轻数字鸿沟的危害，增强司法

可及性，让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获取相关服务。

面向未来

电子司法主要侧重于司法系统现代化，让法律服务

跟上其他公共服务的发展脚步，但电子司法同时也是打

造韧性未来的一项战略。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经验教

训，也催生出强大的数字工具，运用这些工具有助于司

法系统增强韧性，应对未来冲击。在气候事件、政治冲

突及国内冲突日益频繁，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随时可能来

袭的背景下，无论面对怎样的身体挑战、地理挑战和后

勤挑战，都要保证法律服务不掉线。在这种不确定时期，

维持独立、稳定、可靠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可以最大

程度地稳定政治局势并且在危机中保障民生福祉。乌克

兰就是一个证明，该国于 2018/19 年开发的电子司法系

统为俄罗斯联邦占领区居民开辟了诉讼渠道，疫情封控

期间这个电子司法系统迅速壮大，负责办理乌克兰全国

的纠纷案件。如今，乌克兰陷入战争泥潭，流离失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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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为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及财产所有权认证发愁，电子

司法工具帮助维持法治，保护档案安全 4。乌克兰的电

子司法方案经历了两次试行，电子司法系统的影响力和

韧性得以证实。 

由于缅甸的政治动荡为掠夺土地提供了可趁之机，

产权证明举步维艰 5，为了做好公开可信的产权记录，

人们通过应用程序厘清当今产权主张和历史产权的对应

关系。这一数字工具能通过非正式司法机制调解邻里纠

纷，未来或许会被用来存证，会把更为正式的财产判归

及政治权利决定记录在案。

摩洛哥司法部门引用数字技术克服特定挑战。该国

法院发现妇女和儿童未能收到应得的钱款，因此正着手

开发一款促进赡养费抚养费及时支付的应用程序。注册

小型企业或申请贷款的时候，妇女可出示这款应用程序

作为稳定收入来源的证明。这只是摩洛哥司法系统数字

化转型方案的一部分，这个方案涉及数字化战略，提及

了新通信技术与工具，在这些技术和工具的帮助下，即

时法律服务成为可能 6。

加勒比国家正在开发电子案件综合管理系统，这个

系统整合了各个机构的数据采集与数据共享协议，着力

搭建地区性信息技术专业知识库，以解决当前刑事案件

的积压和推迟问题 7。依赖纸质卷宗办案的法庭早已出

现误工问题，又在疫情封控的时候关门停业了。虽然法

医证据和数字证据的取证效率没有降低，但警方调查目

击者证词的速度的确放缓了。律师看不了法院和办公

室的卷宗。有些国家受制于法律规定和基础设施，无

法实现在线开庭。案件延期审理，等待时间逐渐增加，

监狱因此人满为患。非数字系统拉低了起诉和办案效

率，经历这些之后，整个司法体系的工作人员都在期

盼变革。司法数字化转型有望促进法律制度持续完善

不松懈，同时还能解决眼下刑事案件积压和审理推迟

的问题。

上面提及的每一项电子司法举措都着眼于当前发展

目标，优先考虑保护人权，在提高法律服务影响力和公

共责任意识的同时不断建设未来转型能力。

电子司法以人为本

建立或重建公众对司法行政的信任，就要思考矛盾

是如何产生的，法律纠纷对生活有什么影响，以及给当

事人健康、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福利待遇带来怎样的

重大结果。

有些人看来认为电子司法仅仅只是把现有的司法程

序迁移至网上。与之相反，它是一款实用的革命性工具。

与其把目光放在审判及辩护工作现代化上，不如问问大

家对司法系统有什么期望。现在人们渴望变革，这是一

次开发数字工具改良法律旧程序的机会，不妨把人命权

利放在首位，因为尊重权利才能建立公共信任。

司法系统缓慢的现代化步伐正在加快，人们对开展

跨机构合作优先推进发展目标、优先保护人权的做法持

开放态度，这种情况我们始料未及却也喜闻乐见。如果

只把电子司法视为基础设施的升级，那么变革的可能性

也将烟消云散。筑牢经济和健康法治基础离不开透明连

贯的司法机制。公众对行政及民事裁决公正性、可执行

性的期望越来越高，故而司法系统不但要推进工作现代

化，更要融合以人为本的数字工具实现自我改造。

关于把握机会之窗的几点建议

• 围绕人们遇到的冲突或不公正事件组织转型
工作，而不是遵循法律纠纷传统分类或者系统
里的当前工作秩序。

• 允许法官和人权捍卫者—以权利守护人的身
份—参与设计数字解决方案。

• 采纳包含预防、早期干预和调解环节在内的法
律程序，利用电子司法工具加以整合，最终形
成无缝一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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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政府出台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压缩了公民

空间，加重了现存障碍，也给民间社会带来了全新挑战。

进入紧急状态及其他特殊法律状态后，政府完成自我赋

权，并对组织协会、集会、言论等公民自由加以诸多限

制。 

很多政府禁止民众抗议示威或是严格控制人员聚集

性活动。有些政府对批评国家的言论施以管控，常常把

这类管控定性为打击新冠疫情虚假信息和“假新闻”。

有些政府采用其他方式阻碍信息流动，比如给记者、医

护人员、人权捍卫者等人有关国家防疫举措的言论定

罪。在世界范围内，有政府假借追踪传染病的名义，攫

取权利监视公众，其监控技术和系统严重侵害隐私权。

各国政府在制定、决定和实施防疫措施的时候往往忽视

公民群体，不给他们协商和参与的集会。

尽管政府的防疫措施对公民空间造成极大的负面影

响，但也有不少政府证明，在应对新冠危机的同时，是

可以保护好公民空间的。此次疫情凸显了民间社会在应

急行动中的价值。民间社会在很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比如收集和传播准确的疫情信息，评估社区需求，

帮扶边缘化人群以及提供基本服务——即使这样做会面

临感染风险。民间社会还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监督作

用，致力于保护人权、保障基本自由以及维护法治，防

止政府越权。下文各小节介绍了好的做法经验，进一步

探讨了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为保护公民空间采取的成功

方法及举措。

各国政府的积极做法	

给应急处置措施设限。根据新冠肺炎公民自由追踪

报告 2，有 112 个国家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或其他特

殊法律状态，故而政府有机会限制权利和自由。依据国

际法的要求并参照好的经验做法，一些国家正式向人权

条约机构通报了疫情防控背景下克减权利的情况；2020

年 1 月到 2022 年 4 月，24 个国家提交了 110 余份紧急

状态及权利克减通告 3。有些国家还采取了额外行动，

他们持续评估防疫应急措施的必要性、相称性、合法性

及其非歧视性，以便确保应急措施符合国际法规定。这

也为立法机关、法院、国际组织等相关机构监督和审查

应急措施创造了机会。葡萄牙议会围绕紧急状态展开审

议和辩论，通过一次讨论，国家紧急状态便可延长 15

天，直到最后议会决定解除国家紧急状态。有些政府并

没有利用新冠肺炎这个卫生紧急事件扩展国家权利，而

是援引紧急授权，紧急授权范围较窄且具有一定时限

性。  

允许公众参与应对危机。事实证明，新冠肺炎流行

期间，允许公众参与防疫措施的制定、实施以及审查具

有重大意义。有些国家在快速展开防疫行动的同时，成

功实现公众参与。肯尼亚国会邀请公民就疫情关键问题

发表意见，并在制定防疫措施、起草管理法案的时候加

以参考。伯利兹的民间社会代表被纳入政府新冠疫情政

策制定委员会，有权参与国会关于防疫措施的辩论 4。

危地马拉公共卫生和社会援助部与土著助产士合作，向

农村社区居民提供准确信息，并鼓励他们接种疫苗 5。

促进信息流动。危机期间，为了确保应对措施有理

可循，提高群众对应对措施的理解度与配合度并对政府

可能侵犯人权的举措加以追责，信息自由流动是必不可

少的。政府非但不能在危机期间限制信息流动，反而要

帮助公众通过独立媒体和线上平台获取信息。要发布准

确信息，把危机状况和应急举措告知民众。要公布官方

文件描述应急处置措施，主动授权披露官方消息，建立

查询系统方便个人和组织向公共机构索取信息，并强化

现有的信息获取框架。爱尔兰政府要求官员继续遵守

《自由信息法》，公布应对新冠疫情的《国家行动计划》，

并开通热线电话为群众提供咨询。新西兰向公共机构和

公民空间与新冠肺炎疫情 
Elly Page 和 Alexandra DeBlo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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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发布指导意见，即使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也要提升

信息透明度，保障民众获知官方消息 6。各国政府还着

力增强疫情信息的可及性。日本和奥地利发布了多语种

防疫信息 7。 

保障和平集会自由。对公众集会的过度限制——例

如，不给时效设限、禁止开展保持社交距离的和平抗议

活动等等——切断了疫情期间公众表达和参与的重要渠

道。相反，丹麦的新冠限令仍然允许群众参加游行示威、

政治集会等“塑造舆论的大会”，尽管政府鼓励参与者

保持社交距离并遵守其他健康准则 8。

保护隐私权。有些政府在引入数字监控工具，遏止

疫情蔓延的时候，还采取行动，确保个人隐私权不受侵

害。比如，挪威的密接者追踪应用程序会和当局共享个

人行程数据，但一开始数据是以匿名形式共享的，用户

会收到消息提示，获悉当局使用个人数据的目的、方式

以及本次数据采集的性质。这款应用程序秉持自愿原

则，因此用户可以随时卸载程序、删除数据。使用以个

人数据为基础的数字监控技术时，政府应优先考虑保护

隐私、公开信息和咨询公众，并对数字监控方案加以严

格限制。

民间社会的作用	

民间社会通过多种方式抵抗新冠防控措施对公民空

间的侵蚀。在全球范围内，民间社会组织发挥着监督工

作和提高认知的重要作用。印度尼西亚的人权基金会监

测了应急处置措施对人权和自由的影响，并借助社交媒

体发起宣传运动，提高公众认识 9。民间社会代表组成

网络，形成联盟，其人数优势日渐增长。在波兰，数十

名抗议者声援一位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

别者（LGBT）活动人士，由于违反防疫规定而被逮捕，

之后一名人权律师建立了新的公益网络，专门替疫情期

间因参加反政府抗议而遭受针对的人辩护 10。还有一些

情况下，民间社会采用直接宣传的方式予以反击；譬如，

突尼斯的人权捍卫者成功游说政府取消刑事制裁—其中

包括违反新冠防疫规定处以最高 2 年监禁的规定 11。 厄

瓜多尔的一个民间社会联盟成功督促政府将土著社区居

民纳入疫苗接种运动的计划范围 12。公民社会还借助战

略性诉讼的手段，对侵犯人权和公民空间的新冠应急措

施发起挑战。以色列的公民组织拔除了新冠法规对公众

示威活动的限制，比如取消“个人只能在其住所 1000

米范围内参加示威”这条要求 13。巴西总统取消了信息

公开时限，律师协会认为此举侵犯了信息获取权，限制

了宪法规定的信息权、信息公开权和信息传播权，便一

纸诉状告上法庭，终获胜诉 14。

政策建议

为了在未来危机中保护公民空间，利益相关者理应

遵循下列准则： 

• 应急措施设有时效，经法律批准后方可延长。

•	 集会和行动限制措施包含例外。

•	 政府要在各大平台发布多语种准确信息，披露

紧急情况和应急处置措施。

•	 政府应公布官方文件描述应急处置措施，主动

授权披露官方消息，建立查询系统方便个人和

组织向公共机构索取信息，并强化现有的信息

获取框架。

•	 使用以个人数据为基础的数字监控技术时，政

府应优先考虑保护隐私、公开信息和咨询公众，

并对数字监控方案加以严格限制。

•	 针对限制公民自由的应急处置措施，政府要与

民间社会协商，制定相应审查程序，若应急处

置措施不再必要，应即刻予以放松或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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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8 年金融风暴强势来袭财政支出随后减少、气

候变化带来负面影响、新冠疫情肆意横行……全球性危

机接踵而来 , 生存威胁日益扩大，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首

当其冲地受到影响。而在许多方面受冲击最严重的是青

年市民，毕竟世界上有一半人口在城市定居 2。这些全

球性危机和生存威胁进一步加剧了城市财富不平等及

贫困问题 3，致使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难上

加难。

尽管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健康的直接危害是最大的，

但也会影响年轻人的身体，诱发各种急性和慢性病症。

青年政策面临的挑战较为复杂和持久，这是因为有必要

制定措施应对经济拮据、教育缺失、隔离封控引起的心

理问题以及其他由新冠疫情造成的后果 4。从长远来看，

如果想让公共政策更加以未来为导向、更加具备可持续

性，就得带着更明确、更有目的性的态度去关注年轻一

代的利益，去倾听年轻一代的声音。方法在于完善治理，

使其更具包容性。

实现参与式治理，出台具有可持续性的公共政策，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全世界年轻

人对政府的信任就已经开始减少了 5，各个国家努力服

务子孙后代的同时还要满足老龄化人口的需求，填补与

日俱增的医疗卫生支出 6。 自 2019 年以来政府公信力

下滑加速，年轻人感觉自己的声音总被忽视。2022 年，

经济合作于发展组织（OECD）71 个国家 151 个青年组

织，结果发现只有 15% 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的政府“在

采用隔离封控措施的时候参考了青年意见”，超过半数

的调查对象认为抗疫支助计划和基础设施投资没有纳入

青年意见 7。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年龄段社区居民——他

们了解当地情况，改善社区关系到他们的长期利益、

切身利益—对疫情后重建和确保未来可持续发展而言

至关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linor Ostrom 表示

“没有理由相信官僚与政客，无论他们多么好意，会比

现场人员更擅长解决问题，毕竟现场人员解决好问题

的动机是最强的”8。 经合组织最近发文强调“[ 后疫

情时代 ] 应对及恢复措施纳入全年龄段人群观点”的

重要性 9。 

如何在实践中采纳全年龄段人群的观点？民政当局

是否愿意在通往可持续治理的道路上大胆赋予更广泛的

民主，让参与式决策囊括更多声音？市政当局又该如何

搭建包容性结构，鼓励弱势青年参与政治生活呢？

随着世界进入了以绿色公正为特征、以提高城市宜

居水平为重心的后疫情复苏阶段，年轻人该如何重塑公

共机构及公共政策？本文探讨了这一问题，研究了青年

参与城市民主的驱动因素，阐述了世界各大城市吸引青

年参与政治的做法以及这些做法背后的共同教训。 

本文论点是：通过创造公民空间、传授本土知识提

升年轻人、地方当局和公共服务机构之间的互动质量，

从而催生出更有成效、更具可持续性的公共政策。实现

这个目标不妨建立公民空间用来商讨问题、进行社区调

研，还可以创建青年参与决策的机制。

青年发声和参与的渠道：从投票箱到市政广场再
到互联网

数十年来，年轻一代逐渐脱离党派成员身份和其

他正规的政治机制，转而选择那些与他们日常生活更

相关、没那么制度化的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方式。随

着许多民主国家投票率的下降，围绕社会运动与社会

事业的青年行动主义快速兴起。通信新技术的普及和

日渐盛行的“数字网络行动”让引发年轻人共鸣的问

题飞快出现并且迅速传播开来，青年参与也就跑出

青年之声与可持续的公共政策: 重振城市民主 
James Slo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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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加速度”10。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例是全球气候罢工 

（#FridaysForFuture） 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虽

然受新冠防控政策的影响，疫情期间大规模抗议示威

活动有所减少，但青年网络参政的行为急剧增长，活

动网络在网页和移动应用平台上的浏览量快速增长就

是证明 11。

有必要唤起人们对城市民主前景的关注。城市为青

年参与政治生活提供有利场所。市民们住得近，因此城

市里的社区行动要比乡村的更容易实现。还有证据表

明，不那么富裕的青年—也就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群

体—和富裕青年一样渴望参与地方民主生活。根据汉萨

德学会的政治参与审计结果，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18 至 24 岁的青年当中，希望更多地参与地区决

策的人占比 46% ；而在没有大学学位的青年当中，这样

的人占比 55%12。

从参与地方性城市行动到加入国际协同倡议启发和

影响公共政策，年轻人正在主导跨大陆、跨治理层面的

公民及政治活动，不断重塑政治秩序。

国际项目可以在支持和促进地方良好实践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其中一个例子是 2020 年全球城市气候领袖

群（C40）全球市长网络发起的“学生重塑城市”竞赛，

该竞赛以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危机为宗旨。参赛学生需

要“表达他们关于为实现疫情后绿色公正复苏而改造社

区的愿景”，获胜者有机会参与市政府的实时重建项目。

在印度德里的巴尔斯瓦，学生活动家与全球城市气候领

袖群（C40）、德里市政公司（C40 成员）携手合作，成

功改进了住房管理及废弃物管理现行举措。学生的努力

促成了青年方案，在这项方案中，8 个经济适用房街区

与诊所、商店、幼儿园、公共厕所等社区设施组成了一

张大网 13。

重振城市民主

实现青年有效参与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出于

前文提到的原因，年轻人可能对政治参与持怀疑态度，

他们还有可能感到自己缺少公民知识与技能，难以跟经

验老到、手握权力的年长者共事。此外，市政当局及政

策制定者对待年轻人往往流于形式，鼓励他们参加会议

（加入拍照行列）或者参与讨论，却不在政策制定与实

施过程中给他们话语权。

尽管如此，破除此类障碍的案例还是有的。在这些

优秀案例中，市政当局为年轻市民提供学习机会，同时

还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公民行动和政治活动，并在制定政

策是赋予他们话语权。

英国大伦敦市政府在推广青年之声方面名列前茅。

“市长的青年外展团队”由 30 位年轻人组成，他们的职

责是为解决城市青年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并参加外展宣

传。该团队参与了众多活动，比如帮助审查伦敦青年基

金申请人资格，该项目资助经费达 4500 万英镑；（和市

政府其他青年团体一起）为伦敦后疫情复苏计划出谋划

策；提出见解，直接为《2020 年伦敦复苏计划》贡献内容，

从而促成一项青年新政，即保证每位伦敦年轻人都能找

到专属导师，都能参与本土优质活动 14。为了提高公民

技能、积累公民知识，更有意义地参与政策讨论和政策

活动，比如完成伦敦生活质量指标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若干对标项目，并探索当下如何更好地服务青年

群体，青年外展团队的员工定期接受商讨训练、开展

参与性研究 ; 这个团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的背景下调查了年轻人

对气候变化的看法 15。下图出自“我们爱地球”活动，

活动由伦敦市年轻人、大伦敦市环境团队和青年活动

家共同策划，由本文作者组织开展。此次活动举办于

2022 年初，旨在研究年轻人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以及围

绕该话题产生的政治对话，并为市政府广开言路提供

契机。

在美利坚合众国，Constance Flanagan 和她的同事

们引用了 Ostrom 提出的“环境公域”概念，有力地证

明了“社区调研”或“公民科学”与地方性政策制定主

体结合能带来积极成效 16。开展社区调研需要对市民（包

括青年市民）的研究能力加以培训，这么做既能提升他

们的技能水平，又能为地方当局解决当地关键问题提供

基层想法与基层方案。Constance Flanagan 及其同事曾

和密歇根州东南部低收入地区的年轻人共过事，其中大

部分人来自少数民族。他们发现，在社区调研的帮助下，

青年参与者有能力向市政当局提出空气污染、清洁水供

应等问题，并取得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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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片出自“我们爱地球”活动，伦敦博物馆，2022年2月14日

资料来源: 图片参见 www.penmendonca.com @MendoncaPen.

正如上面这些例子所示，要想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

目标，市政当局就得接纳贫困年轻人，确保后疫情复苏

计划里有他们的身影。在上文提及的所有实例中，政府

当局都在寻求与当地活动网络及民间社会团体的合作以

便为弱势群体提供外展服务。几乎所有具有包容性的青

年参与成功案例都有这个特点。比如，国际环境与发展

研究所近期发布的研究强调，民间社会团体在唱响非洲

八城贫民窟青年之声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 17。 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贫民窟国际，该组织在城市当局面前、在国

际上还在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7）等论坛上代表贫民

窟居民的利益。疫情期间，贫民窟国际青年附属机构中

的年轻人记录并分享了他们的经历，为城市复苏计划的

发展贡献青年视角。

结论与建议

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参与政治话题，渴望自己的声

音被听见。问题在于，青年行动往往与正式政治脱节，

导致青年参与的水花很小，甚至可能引发有害的政治社

会冲突。这样的结果可谓适得其反，毕竟政府和抗议者

的目标可能是一致的，就像气候行动的情况一样。 政

策制定者的挑战是实现青年政治主流化，把青年纳入正

式政治的进程中。

青年参与市政，其有效性还面临两大障碍。一是很

多政客官员只有口头重视，因此不少年轻人觉得参与政

治收效甚微、徒劳无益。市政当局应开展人员培训，让

官员学会与儿童青年合作 18。二是年轻人可能缺乏公民

知识与技能，和官员相处时难以处理权力失衡问题。政

治学中有一个公认的观点，即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掌握

的民主技能远胜于地社会经济地位全体。而公民教育有

助于弥合这道鸿沟。

就城市及其他地方政府单位而言，达成青年持续参

和有效参与的目标，需要实现以下三方面的创新：

• 有必要出台相关方案，为青年提供商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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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公民学习以及共同设计政策的机会，支持

他们参与政治，从而重建政府公信力。

• 要在市政管理中实现青年声音的制度化建设，

青年之声应覆盖公共政策的各大领域—比如在

政策理事会中设立青年代表。

• 为了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大城市应把

贫困青年及其他弱势青年纳入政治参与中来。

可以和相应的民间社会团体及青年活动团体携

手合作，实现包容式参与。

新冠疫情迫使决策者重新寻找可持续性公共政策的

制定方法，他们越来越意识到青年赋权的重要性。然

而，青年参与就是在最好的状态下也依然不成体系。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 Collen Vixen Kelapile 为 2022 年 4

月第 11 届经济即社会理事会青年论坛（ECOSOC Youth 

Forum）闭幕式致辞，他敦促年轻人为自己争取权利：“如

果决策会对你们的未来产生影星，那么你们就要在议事

桌上占有一席之地”19。可是，如果想在未来几十年里

实现上述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说服决策者，要让他们

相信，为青年参与政治开辟渠道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和

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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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日 (ECOSOC/7076), 参见https://press.un.org/en/2022/ecosoc7076.
doc.htm。



错误信息再度抬头，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构成了严重威胁。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社交媒

体上不断涌现的错误信息削弱了卫生当局的公信力，破

坏了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防疫效果，还唆使个人做出危

险行为。在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背景下，错误信息因其

传播有害的、不准确的健康信息而不利于增进建康福祉

（第 3 项目标），又因其损害公共机构公信力而不利于建

设和平、正义和强大的机构（第 16 项目标）。

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尼日利亚就已经发出了预

警信号，错误信息可能对国家卫生干预措施造成毁灭性

打击。2023 年尼日利亚北部卡杜纳州、卡诺州和扎姆

法拉州的政治领导人呼吁大规模抵制全国脊髓灰质炎疫

苗接种运动。他们声称脊髓灰质炎疫苗里有艾滋病毒和 

致癌物质，可能导致接种者不孕不育，是西方降低穆斯

林生育率阴谋中的一环。这些领导人把疫苗接种运动和

美国占领伊拉克挂钩起来，宣称美国要对整个穆斯林世

界发起攻击，伊拉克战争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2。他们

还把脊髓灰质炎疫苗和 Ibrahim Babangida 政府的行为

联系在一起。上个世纪 80 年代 Ibrahim Babangida 总统

为了减少人口增长要求女性最多生育 4 个孩子。所有这

些都助长了反疫苗运动的气焰，这场轰轰烈烈的抵制运

动导致尼日利亚在防治小儿麻痹症方面出现倒退，直到

2016 年该国还在努力夺回阵地。

和尼日利亚的情况相似，不久前爆发的新冠疫情同

样引发了错误信息大规模传播。尼日利亚与新冠疫情这

两个实例不但充分证明了错误信息会对国家公共卫生造

成长期危害，还强调了政府的当务之急在于整治错误信

息。然而，如果对信息传播行为的惩罚过于严厉就有可

能侵犯言论自由，从而削弱政府与民众的关系。那么，

政府该如何小心平衡信息精准传播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关

系呢？本文建议政府放弃法定惩处措施，转而与当地媒

体和私营组织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合作提高民众的媒体

素养并帮助他们获取准确信息。 

虽然对“错误信息”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这

一术语通常用来指称“不准确的信息”。联合国秘书长

在 2022 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错误信息是指无意间传

播的不准确信息，而虚假信息不仅仅是不准确的，还是

有人以误导和伤害他人为目的故意传播的”3。区分“错

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是有必要的，但对本文而言无

关紧要。鉴于本文的关注点是传播不准确信息产生的影

响（而不是传播不准确信息的动机），为方便起见，就

用“错误信息”一词同时指代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

在社交平台的推波助澜之下，疫情期间错误信息的

生产和传播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称

其为“信息疫情”——即一股准确和不准确信息交杂、

叫人难分真伪的信息洪流。研究表明，受众分辨信息真

伪的能力因学历、年龄而异，年长者更难记起细节信息4。 

危机期间不确定、恐慌和混乱程度有所上升，信息消费

者辨别真伪的能力尤其受到损害。有信息传播意愿的行

为者就在这段鱼龙混杂的时期趁机而动，做出基于伪科

学或自身特殊利益的替代解释。当错误信息通过社交媒

体反复传播的时候，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研究

发现，受众更有可能相信重复出现的信息 5。受众尤其

会被感情充沛且通俗易懂的内容吸引。                                                                                               

政府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非洲出现积极向好态

势，即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通过引入法律及其他机制管

理信息获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2 年发布的一

项关于信息获取法律保护的调查，在非洲 15 个调查对

象国中有 11 个国家完成信息获取法律的制定，3 个国

家正在制定中，还有 9 个国家报告称已经设立了专门的

监督机构 6。这些法律保障为媒体机构积极打击错误信

息——包括错误健康信息提供了有力支持。马拉维的社

区广播电台主持了一场圆桌讨论，邀请卫生专家小组参

与其中，听众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新冠肺炎的问题。社区

整治错误信息迫在眉睫: 非洲视角 
Naledi Mashish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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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台会和卫生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其

他利益攸关者展开合作，这就表明媒体和政府及非政府

组织之间存在很大的合作潜力 7。

中非共和国是另一个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遭受错误

信息毁灭性冲击的国家。2014 年仇恨言论的散播进一

步加剧了穆斯林社区和基督教社区的对立，成为一场纷

争的导火索。同年，该国政府做出回应，尝试重建一个

名为高级传播委员会的官方机构，借此打击错误信息。

高级传播委员会的职责是发展并促进新闻自由，它有权

制定反错误信息的法规。中非共和国政府还采取措施培

训记者和博主，帮助他们核实信息、识别可靠来源 8。

这些举措带来了希望，却因为缺少资金和运营能力而陷

入困境。有鉴于此，政府理应把资源优先分配给错误信

息整治工作。 

错误信息并不仅存于传统媒体，因此打击错误信息

不能只靠传统媒体。社交媒体是散播错误信息的主要渠

道，政府可以把它当作揭穿和纠正不实信息的工具。非

政府部门的一个案例是由“非洲核查（Africa Check）”

与“南非之声（Volume in South Africa）”播客公司在

WhatsApp 应用程序上发布的“什么是胡扯（What’s 

Crap）”节目。这是一款月度播客，利用 WhatsApp 这

个非常普及的消息平台来对抗 WhatsApp 上的错误信息。

用户把他们收到的病毒消息提交上去，由事实核查员完

成验证，并通过简短的 WhatsApp 语音消息在分享核查

结果，而 What’s Crap 的语音消息可以在平台上轻松

共享。订阅者还能定期收到“非洲核查”发布的报告连

接，这些报告审查了社交媒体上的病毒式帖子。

就影响而言，政府最关键的行动是确保民众立刻或

尽早获知准确信息。研究表明，已经得到准确信息的人

后面再相信错误信息的可能性要小很多 9。政府应该采

用积极主动、多模态的公共信息传播方式，利用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传递准确信息。 

另一个政府关键工作是构建智慧信息消费的基石。

南非就有一个案例。西开普省政府与谷歌非洲（Google 

Africa）合作发起了一项行动，向全省在校中学生开设

网络安全课程，并对 500 名教师展开培训 10。这门课程

内容丰富，包括教授学生如何安全上网，如何识别骗取

钱财、网络钓鱼等欺诈行为。有关这项行动实施状况的

资料十分有限，但这类行动突显了错误信息辨析、网上

信息核查等学生媒体素养培育课程的潜能，确实值得提

倡；调查显示，南非超过九成的在校教师称自己曾发现

学生在网上分享错误信息 11， 近四成教师认为他们在媒

体素养培育方面缺乏必要的培训 12。上述案例证明，公

私合作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所需工具，让他们成为更具辨

别力的信息消费者。

在新冠肺炎流行时期爆发的信息疫情以及前文提到

的各个案例都彰显了政府严厉整治错误信息的必要性。

疫情期间，错误信息破坏了公共卫生干预效果，削弱了

卫生机构公信力。政府与其采用惩罚性措施，不如着力

营造良好环境，借以保障公民信息获取，形成政府与媒

体的联动，支持媒体机构发展并创新工作方法，运用社

交媒体工具传播准确易懂的信息。政府还要重视培育学

校儿童青少年的媒体素养。政府与私营组织的合作能够

在提供资源、组织培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政

府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公私合作就更有意义了。



第一章  |  政府如何提高公信力并加强政社关系？   |   51  

尾注
1 Naledi Mashishi 是非洲核查(Africa Check)前研究员。

2 Ayodele Samuel Jegede, “What led to the Nigerian boycott of the 
polio vaccination campaign?”, 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杂志, 第4
卷, 第3期, e73 (2007年3月20日), 参见https://doi.org/10.1371/journal.
pmed.0040073。

3 联合国, “打击虚假信息”, 参见 https://www.un.org/en/countering-
disinformation; 此摘要包含原报告链接, 名为 “为促进和保护人

权和基本自由打击虚假信息” (A/77/287, 2022年8月12日), 参见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2/459/24/PDF/
N2245924.pdf?OpenElement。

4 Dora-Olivia Vicol, “谁最有可能相信并分享错误信息？”, 已核查

(Chequeado) 和全部事实 (Full Fact) 联合简报 (2020年2月)，第7页, 参
见 https://fullfact.org/media/uploads/who-believes-shares-misinformation.
pdf。

5 Dora-Olivia Vicol, “非洲、拉丁美洲和英国的健康错误信息：影响

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非洲核查(Africa Check), 已核查(Chequeado) 和
全部事实 (Full Fact) 联合简报 (2020年5月;更新于2020年7月), 参见 
https://fullfact.org/media/uploads/en-tackling-health-misinfo.pdf。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洲的承诺与行动：实施信息获取法

和通过该法一样重要” (2021年; 更新于2023年4月20日), 参
见 https://www.unesco.org/reports/access-to-information/2021/en/
africa-ati-case-study;此摘要重点介绍走向复苏和超越：2021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公众获取信息的报告 (可持续发展目

标16.10.2), 参见 https://unesdoc.unesco.org/in/documentViewer.
xhtml?v=2.1.196&id=p::usmarcdef_0000380520&file=/in/rest/
annotationSVC/DownloadWatermarkedAttachment/attach_
import_0f675f51-3aec-4630-98e9-0602c0a39e15%3F_%3D380520eng.
pdf&locale=en&multi=true&ark=/ark:/48223/pf0000380520/
PDF/380520eng .pdf#CI_SDG_16_UNESCO_repor t_ in t .
indd%3A.18419%3A220。

7 Jack McBrams, “用真相对抗谜团：卡隆加记者接受培训对抗新冠

肺炎错误信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22年7月14日, 参见 https://
www.unicef.org/malawi/stories/fighting-myths-truth。

8 Brianna Ferebee 和 Rachel Sullivan, “假新闻之外：中非共和国

的仇恨言论问题”, 美国和平研究所, 2021年8月16日,参见https://
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1/08/beyond-fake-news-central-african-
republics-hate-speech-problem。

9 Dora-Olivia Vicol, “非洲、拉丁美洲和英国的健康错误信息：影响

和可能的解决方案”，第24页。

10 Zodidi Dano, “WCED 和谷歌推出网络安全课程指南”, 独立在线 
(IOL), 2020年10月22日, 参见https://www.iol.co.za/education/schools/
secondary/wced-and-google-launch-online-safety-curriculum-guideline-
990f6923-5162-4636-85f7-fc27c0f6a1bb。

11 Dani Madrid-Morales 和 Herman Wasserman, “南非媒体素养教育

有助于打击假新闻——所需见下文”, 对话, 2022年6月29日, 参见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edia-literacy-education-in-south-africa-can-
help-combat-fake-news-heres-whats-needed-185338。

12 同上。



52  |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

表1A.	关于加强政社关系的专家建议

领		域 行动要点

迈向公平的财政契约？私营

部门和高净值个人对社会有

何“亏欠”?

• 关注全球倡议中反避税的指导建议，防止国际税收规则漏洞给企业转移利润提供可趁之

机。

• 为税务管理机构配置更多资源，让它们执法更规范更公平、服务纳税人更加到位，从而提

高纳税合规度。

• 利用日渐丰硕的税收透明和成果与新兴技术（比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以及区块链）完善

数据采集、数据管理和数据共享工作并提高效率。但身处数字时代，应用技术的时候必须

做好审查切实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 提升税收法规清晰度，提高税收管理效率，建立强有力的争议解决机制，出台企业合规计

划，以便增强税收确定性，鼓励企业合法纳税。

• 考虑引入净财产税，同时不断优化遗产税、赠与税、资本利得税以及消费税，尤其是奢侈

品税和劳务税的税收效果。 

• 加强力度打击各种非法资金流转。

公共行政管理中的性别平

等：疫情三年政府新常态

• 记取新冠疫情前的教训，重振旗鼓采纳并落实好的经验做法，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发力：数

据和透明度，即刻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6.7.1b；提供培训和指导机会；发挥目标和配

额作用。

• 研究疫情期间发生的变化，巩固成果并有意识地将其纳入未来工作，以便实现公共行政中

的性别平等；尤其需要思考弹性工作制带来的性别启示，并持续关注公共行政部门员工的

心理健康。

• 大胆行动，凝聚到2030年实现第5和第16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势头。 

• 把性别平等放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度恢复工作的中心位置并确保所有行业的女性能够完全

融入危机应对和管理过程。

与社会行动者携手共传疫情

信息：对未来危机的启示

• 信息传播策略应考虑下列因素： 

o 发布简洁可靠的信息，选择的恰当的传播途径；

o 识别并满足受众需要（包括了解他们的局限性）的能力；

o 策略时机；

o 传播参与者(公共部门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建设性互动； 

o 政府公信力水平；

o 科学界的积极参与； 

o 创新文化；

o 政治动机。

• 确保公共利益攸关方之间保持信息一致性。

• 确保发言人专业素质过硬，提供准确信息，表达清楚易懂。

• 结合使用传统和现代媒体工具，开发和实施危机沟通策略。 

• 确保危机发生给前做好传播准备工作。



第一章  |  政府如何提高公信力并加强政社关系？   |   53  

表1A.	（续）

领		域 行动要点

规范数字技术在公共行政中

的应用以保护和促进人权

• 遵循国际人权机构和国际人权文书的规范，数字工具的开发和使用标准应以人权为本位。 

• 对数字技术相关政策进行人权影响评估，把当地社会弱势群体及边缘群体的现状处境纳入

考虑范围。 

• 创建强大的多利益攸关方决策及监督框架，支持技术创新应对未来危机并帮助塑造自由、

开放、安全的数字未来。

• 改造政策环境和监管环境，促进社区网络、中小型协作服务提供商或运营商等网络连接补

充模型的发展。

• 确保社区参与制定数字技术获取及数字包容政策。

• 确立数据治理框架并强化监管问责机制，以便提高审查质效率，增强透明度。

• 采用全面的法律监管框架，保护隐私，遵循必要性原则与相称性原则规范国家监控行为。

• 废除不必要的且过度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

• 避免中断互联网访问。

电子司法意愿有望推动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巩固权利

保护成果

• 围绕人们遇到的冲突或不公正事件组织转型工作，而不是遵循法律纠纷传统分类或者系统

里的当前工作秩序。

• 允许法官和人权捍卫者—以权利守护人的身份—参与设计数字解决方案。

• 采纳包含预防、早期干预和调解环节在内的法律程序，利用电子司法工具加以整合，最终

形成无缝一体的结果。

公民空间与新冠肺炎疫情

• 确保应急处置措施设有时效，经法律批准后方可延长。

• 针对限制公民自由的应急处置措施，要与民间社会协商，制定相应审查程序，若应急处置

措施不再必要，应即刻予以放松或取缔。 

• 集会和行动限制措施允许合理例外。

• 要在各大平台发布多语种准确信息，披露紧急情况和应急处置措施。

• 公布官方文件描述政府应急措施，主动授权披露官方消息，建立查询系统方便个人和组织

向公共机构索取信息，并强化现有的信息获取框架。

• 使用以个人数据为基础的数字监控技术时，应优先考虑保护隐私、公开信息和咨询公众，

并对数字监控方案加以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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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A.	（续）

领		域 行动要点

青年之声与可持续的公共政

策：重振城市民主

• 对待年轻人不能流于形式，否则年轻人会认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是收效甚微、徒劳无益的，

从而丧失政治参与积极性。

• 为了实现青年持续参与、有效参与，城市和地方政府应确保：

o 有必要出台相关方案，为青年提供商讨事宜、进行公民学习以及共同设计政策的机会，

支持他们参与政治，从而重建政府公信力；

o 要在市政管理中实现青年声音的制度化建设，青年之声应覆盖公共政策的各大领域—比

如在政策理事会中设立青年代表；

o 为了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大城市应把贫困青年及其他弱势青年纳入政治参与中

来。可以和相应的民间社会团体及青年活动团体携手合作，实现包容式参与。

整治错误信息迫在眉睫：非

洲视角

• 与其采用惩罚性措施，不如着力营造良好环境，借以保障公民信息获取，政府与媒体形成

联动，支持媒体机构发展并创新工作方法，运用社交媒体工具传播准确易懂的信息。

• 重视培育学校儿童青少年的媒体素养。

• 与私营组织携手合作以便提供更多资源，组织更多培训，政府资源紧缺的时候尤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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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2030年议程》中期
确定政策优先事项、建立协同效应、

解决权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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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言
自 2016 年以来，《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进展缓慢且不平衡。1 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近年来

发生的各种危机影响了早期的进程。疫情的多次影响、

通胀率上升、供应链中断、劳动力市场挑战、政治不稳

定和政策不确定性，考验着各国政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能力。

根据《2023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 最近的危

机严重破坏了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早期成果，一些具

体目标的进展停滞不前或出现倒退。3 特别是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 2、11、13 和 16 相关的大多数具体目标，都没有

走上实现的正轨，而为数不多的几个接近实现的具体目

标（如 3.1 关于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具体目标和 8.5 关于

实现充分的生产性就业的具体目标），其推进也不够快。

这些趋势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

系。4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许多政策权衡（例如，

知识驱动的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权衡）在新冠疫情大流

行之前就已明确，5 但最近的多重危机不仅使现有的权

衡更加突出，还产生了新的权衡（例如，限制能源价格

上涨与通过支持降低租金来减轻其影响之间的权衡），6

同时，危机也使得综合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资

源、知识和机构要素难以调动。7

迈向 2030 年中期，要使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重

回正轨，就需要采取变革性行动。要优先考虑那些具有

协同效应并能为转型提供切入点，可以发挥相互联系作

用，并能够权衡管理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的行动。机构

一体化和政策一致性对于支持这些行动以及解决可持续

发展目标相互依存的复杂性和规范性冲突至关重要。

可持续发展目标鼓励各国政府从相互关联的角度思

考可持续发展问题，然而，在实践中，这种观点并不总

能带来协同行动。8 面对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不断减

少的预算、相互关联的复杂风险、公众质疑和不满情绪

增长等问题，各政府机构发现越来越难以通过自身行动

履行可持续发展承诺，并且也难以确保政策制定和执行

的一致性和协同性。各国政府需要领导和管理复杂的机

构系统，加强政策统筹协调，以此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长期变革行动。9

本章重点讨论在面临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政策和政

治解决方案的效力低下、合法性和问责制面临挑战以及

多重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如何确定政策优先事项、加强

协同以及进行政策权衡。报告认为，加强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实施需要利用和扩大政策空间，10 并将资源分配给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最大的政策。需要在加强一体化

和政策一致性方面做出新的努力，以发挥不同层面的协

同增效作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变革。

在本章中，多位国际专家探讨了在确定和利用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相互依存性以及将相关政策和计划转化为

可持续发展行动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解决可持

续发展目标一体化问题和现有障碍的可行方法。专家们

提出的可行建议列于本章末尾表格 2A。

妮娜 • 韦茨（NINA WEITZ）在她的论文中探讨了

如何才能更好地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先事项有关政策举

措的明确与 2030 年议程的一体化性质保持一致，以及

为什么明确优先事项有关政策举措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取

得进展的关键。卡琳 • 费尔南多（KARIN FERNANDO）

和蒂利尼 • 德阿尔维斯（THILINI DE ALWIS）讨论了

在国家层面管理相互竞争的政策优先事项所面临的挑

战，并重点介绍了斯里兰卡最近为改善社会保护，在增

强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同作用方面所做的努力。

富 兰 克 林 • 卡 雷 罗 • 马 丁 内 斯（FRANKLIN 

CARRERO-MARTÍNEZ）、 切 瑞 • 默 里（CHERRY 

MURRAY）、 威 廉 • 科 尔 格 拉 齐 尔（E. WILLIAM 

COLGLAZIER）和龟山惠美（EMI KAMEYAMA）介

绍了几个侧重于自然、社会、科学和技术交叉领域的案

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说明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施的重点是要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信任，从而加

强科学与政策的衔接。卡塔丽娜 • 塔利（CATARINA 

TULLY）探讨了战略展望实践的最新进展及其如何能

够支持政策的一致性和一体化。此外，她还提出了加

快采用战略展望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的设想。

卡洛斯 • 爱德华多 • 卢斯托萨 • 达科斯塔（CARLOS 

EDUARDO LUSTOSA DA COSTA）、伊莎贝拉 •玛丽亚 •

里斯本 • 布卢姆（ISABELA MARIA LISBOA BLUMM）

和西姆兰 • 丁格拉（SIMRAN DHINGRA）探讨了跨国

网络和专业交流如何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做出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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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强调在能力建设和协同方面采取无障碍和包容性方

法的重要性。

罗尔夫 • 阿尔特（ROLF ALTER）结合新冠疫情大

流行的影响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结构的演变，探讨了

风险管理在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综合实施方面的潜在作

用。拉克尔 • 费雷拉（RAQUEL FERREIRA）、奥拉 •

马丁内斯（AURA MARTÍNEZ）和胡安 • 巴勃罗 • 格雷

罗（JUAN PABLO GUERRERO）探讨了将预算标记作

为将预算与发展成果联系起来的一种方法，并指出这

种方法目前存在的一些不足。奥马尔 • 格雷罗（OMAR 

A. GUERRERO）和贡萨洛 • 卡斯塔涅达（GONZALO 

CASTAÑEDA）通过定量分析，探讨了政府支出与发展

成果之间的联系，讨论了确定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先事项

的经验教训。奥勒 • 诺尔海姆（OLE F.NORHEIM）强

调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选择建立合法性和共识的

重要性，这同样也需要开放、审议和包容的进程。

本章接下来的三节将对各种研究进行介绍，包括探

讨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依存性并将其转化为政策

行动所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作用的背景，

以及科学、知识和分析工具如何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一体化实施。最后两节重点关注通过公共财政管理和机

构方法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系统实施。

2.2 利 用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的 相
互依存性和协同增效作用，迎接 
2030 年的到来

受新冠疫情大流行及全球危机影响，加快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变得尤为具有挑战性，但也极为紧迫。如今，

《2030 年议程》的实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利

用各种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作用（实现一个目标

的进展支持实现另一个目标的进展）和限制它们之间的

权衡（实现一个目标的进展阻碍实现另一个目标的进展）。

为确保在实现这一系列相互依存的目标方面取得进

展，《2030 年议程》需要采取政策一致性和机构一体化

方法——这两种方法对于解决各目标之间固有的复杂性

和规范性冲突至关重要。机构一体化是指通过合作机构

和进程将可持续发展的不同层面结合起来。政策一致性

是指在各部门和各级政府之间保持政策和战略的一致性

和协调性，以确保相互促进，避免效率低下。《2018 年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一体化和政策一

致性问题。11

2.2.1		认识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相互作用

自《2030 年议程》通过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聚

焦于分析和认识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依存关系的文献有助于更系统

地描绘和认识目标层面的相互作用，也有助于更好地认

识各种干预措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

本小节并未对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路径进行详尽的

探究，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依存性的最新文献综

述，可参见卡梅伦 • 艾伦（CAMERON ALLEN）、格拉

谢拉 • 梅特尼希特（GRACIELA METTERNICHT）及托

马斯 • 维德曼（THOMAS WIEDMANN）于 2016 年和

2021 年的研究，12 安妮塔 • 布鲁尔（ANITA BREUER）

汉娜 • 詹内切克 (HANNAH JANETSCHEK) 及达尼埃

莱 • 马勒巴 (DANIELE MALERBA ) 于 2019 年的研究，
13 特蕾泽 - 本尼奇 (THERESE BENNICH)、妮娜 • 韦茨

(NINA WEITZ) 及亨里克 • 卡尔森 (HENRIK CARLSEN)

于 2020 年的研究，14 洛伦佐 • 迪 • 卢西亚 (LORENZO DI 

LUCIA)、拉斐尔 • 斯莱德 (RAPHAEL SLADE) 及贾米尔 •

汗 (JAMIL KHAN) 于 2022 年的研究。15 这些研究凸显了

与本章内容相关的一些研究要点，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首先，目前的研究方法在考虑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

依存关系的动态性和背景性方面有其局限性，这对决策

产生了影响。16 其次，虽然许多研究分析了可持续发展

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但侧重于确定行动优先事项的研

究却十分有限。17 虽然说不同的方法服务于不同的决策

目的，但这些研究的结果往往既不具有可操作性，也不

符合决策者的要求。虽然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各项目标

和相关具体目标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但关于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综合性质如何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证明却较少。18

下表概述了用于分析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依存关系

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如何支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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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分析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依存关系的方法及其如何为决策提供依据	

分析相互依存关系的方法 支持决策 选例来源*

自我评估

基于已有知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互动特征

• 范围界定 • 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评估工具（2021 年）

专家判断

由专家进行系统评估，说明可持续发展目

标各项具体目标之间的关系

• 范围界定

• 优先次序

• 国际科学理事会 (2017)
• Le Blanc（2015）
• Weitz 等人（2015、2017、2018 年），以及瑞

典、哥伦比亚和斯里兰卡等国的应用情况

• Collste, Pedercini 和 Cornell (2017)
• 范索斯特等人（2019）

文献分析

用于分析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作用的科学

文献证据

• 范围界定

• 优先次序

• 确定替代品

• 罗伊等人（2021 年），关于需求气候缓解行动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系统文献综述

• 莱特-德阿尔梅达等人（2021 年），系统绘制文献

以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评估框架中的协同作

用或权衡

       能源项目（SDG-IAE 框架）

统计分析

基于历史数据，用于分析可持续发展目标

各项具体目标之间关系的统计技术

• 优先次序

• 监测

• 普拉丹等人（2017）
• 克罗尔、瓦乔尔德和普拉丹（2019）

系统动力学（SD）建模

用于模拟干预措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长期

影响的系统思维流动模型

• 范围界定

• 优先次序

• 确定和评估替代品

• 艾伦等人（2020 年）

• 模拟模型，如联合国（2017 年）对全球系统动态

的长期预测

耦合成分建模（CCM）

基于计算机的模型，用于模拟不同时间和

不同条件下各种情景对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影响

• 替代品评估

• 监测

• Guerrero 和 Castañeda (2019, 2020, 2021, 2022)，政

策优先权推断计算模型，应用于国家和国家以下

各级（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实例）

• OG-Core (2023)，长期基线，用于研究财政政策

和人口对经济和人口的影响，并评估其他影响。

      在南非实施的政策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Lorenzo Di Lucia, Raphael B. Slade and Jamil Khan, “Decision-making fitness of methods to underst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interactions”, Nature 
Sustainability, vol. 5, No. 2 (February 2022), pp. 131-138; Anita Breuer, Hannah Janetschek and Daniele Malerba, “Transl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 interdependencies 
into policy advice”, Sustainability, vol. 11, No. 7 (January 2019), 2092,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3390/su11072092写作;  并且，第三列中包含了示例的来源.

*第 2 章概述末尾的特别参考资料提供了部分第三栏所列资料的完整引文。

2.2.2	 	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相互作用的背景和动态
性质

疫情过后，围绕《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

标相互作用的一些压力变得更加明显。新冠疫情大流行

以及随之而来的封锁、劳动力市场转移、机构关闭、资

金稀缺等危机，导致可持续发展目标绩效的整体下降 19。

在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层面，各项目标进展的不对称和

倒退是显而易见的；20 格雷罗（GUERRERO）和卡斯

塔涅达（CASTAÑEDA）在他们的论文和以前的研究中

谈到了这个问题。据称，新冠疫情大流行对 17 项可持

续发展目标中的 12 项产生了不利影响，有 28 个低收入

国家不可能在 2030 年之前实现目标 1-4、6 或 7。21 发

展势头的丧失凸显了加强一体化和政策一致性对于推动

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进展的极端重要性。22

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因地制宜和

动态变化的。它们对具体环境很敏感，因地而异，因时

而变。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及其相互联系和相互

作用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环境、资源的可用

性和分配、治理方法和优先事项，以及特定时刻的各种

事件和情况。23 随着时间的推移，权衡可能会转变为

协同作用（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 13 与可持续发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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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6、7、9、11 和 16 之间的协同作用），24 在实施过

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与具体目标相关的新的权衡和挑战。

预测表明某些目标 ( 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 1、3、7、8 

和 9) 可能会继续发挥相当大的协同作用，而其他目标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1、13、14、16 和 17) 之间则可能会

出现权衡。25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因新冠疫情

大流行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分析十分有限。包括可持

续发展目标 1 在内的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经历了重大逆

转，这影响了它们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作用。
26 不过研究表明，以前确定的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包

括目标 1、3、4、5、6 和 7）之间的协同模式可能没有

改变，并将继续为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实施提供良好的切入点。27

预算分配和公共支出的变化表明，近年来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优先事项可能发生了变化。在 2019 年至 

2022 年期间，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共投资发生了重

大变化（往往是负面的），尤其是对实现人权具有协同

作用和关键意义的投资，包括与教育和社会保护有关

的投资。

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预算大幅修订，调动了更多资

源，但教育系统几乎没有得到额外的财政支持。教育

支出在国家预算中失去了重要性，特别是在中低收入

国家。例如，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加纳的教育支出

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减少了 4%，降至 13.5%。总体而言，

中低收入国家的教育支出份额从 2019 年的 17% 下降到

2020 年的 15.9%，2021 年略有改善，2022 年再次下降

（低于 2019 年的水平）；有 14 个国家未达到教育支出的

任何国际基准 ( 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6% 或政府总支

出的 15-20%）。28

此外，教育部门在发展援助中所占份额从 2019 年

的 11% 降至 2020 年的 9.7%，为五年来的最低水平。29

资金的重新分配可能会对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

的学习成果差距产生长期影响。30 在公共开支总额减少、

财政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可能无法挽回学习损失。

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有类似的趋势。为应对紧急

情况，许多国家增加了对卫生和社会保护的支出，但

世界上一半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削减了卫生和社

会保护支出，导致不平等加剧。31 乌干达的社会保护

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从 2019 年的 8.4% 降至 2021 

年的 1.2%，肯尼亚的社会保护资金占总预算的比例，

从 2019 年的 26.49% 降至 2022 年的 23.05%。32 一

些国家一直致力于改善社会保护。例如，哥斯达黎

加长期保持较高的社会支出水平，蒙古国在 2018 年

至 2020 年间将社会保护支出比例从 21.27% 增至 

29.24%。33

2.2.3			研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作用，确定目
标和行动的优先事项

在有关《2030 年议程》的讨论中，政策优先事项

的选择往往被搁置一旁，因为这有可能破坏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相互依存性。一些国家可能会优先考虑某些可

持续发展目标，以使现有的政策优先事项合法化。34 在

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随着各国为实现其他目标而牺牲

一些特定目标和具体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完整性面临

的风险可能会增加。近年来，许多社会变得更加两极分

化，例如，仅关注经济增长以促进大流行病的恢复的决

定，可能会导致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负面权衡，从

而更难促进可持续发展各方面的一致进展。35 卡琳 • 费

尔南多（KARIN FERNANDO）和蒂利尼 - 德阿尔维斯

（THILINI DE ALWIS）的文章对如何发挥协同效应，促

进经济复苏进行了探讨。

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由于各国的资源

有限，发展需求各不相同，确定优先事项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确定优先事项时，要认识到围绕不同政策目标和

追求这些目标的利益相关者 36 在政治、规范和合法性方

面的固有冲突。确定优先事项也有助于创新政策机制的

确定，从而推进在实现具体发展成果和多个协同目标方

面取得进展。37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期的后半段，确定特定目

标和具体目标的优先次序有助于发挥协同作用，加快

《2030 年议程》的进展。根据各国的挑战和发展需求，

结合《2030 年议程》的综合性质选择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政策优先事项，有助于提高实施的有效性，推动可持

续发展目标整体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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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确定优先事项的标准，包括

紧迫性、系统性影响、政策差距、公民或专家的看法以

及预算拨款的回报。38 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是，根据特

定国家或国家集团内部的权衡和协同作用，确定政策优

先次序和资源分配的具体情况。39 例如，低收入国家可

能从减贫中获益最多，而优先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和不平

等问题的综合战略，可能最有助于高收入国家取得进

展。40 这种方法使各国能够确定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

并且能够评估关键政策和投资如何有助于实现这些成果

和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特定的国情下确定优先切入点（例如，减贫和

教育或者去碳化和不平等），可以更容易地解决决策中

的相互联系和权衡问题。41 在实施已确定的优先事项

时，各国政府可以将重点放在明确与这些优先事项相

关的主要协同作用和权衡因素上，并明确如何在保证

其他领域的进展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利用它们取得更

广泛的成果。这就降低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复杂性，

为推进《2030 年议程》提供了一个更简单、更综合的

框架。

2019 年和 2023 年版《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提出

的六大切入点框架，42 可帮助各国确定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优先事项有关的关键转变。例如，澳大利亚对这些切

入点及其相互作用进行综合建模后发现，近期危机带来

的机遇，加上现有的政策干预和对气候行动的长期投资，

可以加快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43格雷罗（GUERRERO）

和卡斯塔涅达（CASTAÑEDA’S）的论文指出，计算机

模型之所以能够支持这些工作，是因为它们扩大了对政

策优先事项和预算分配影响的分析能力。44

正如韦茨（WEITZ）所强调的那样，用于确定国家

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先事项的标准、程序和工具，以及所

涉及的权衡和协同作用都应是透明的。在确定优先事项

之后，关键是要加强机构整合和政策协调，以支持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实施。例如，可以通过加强各部门和各级

政府之间的协调以及与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来实现这

一点（如阿根廷、博茨瓦纳、牙买加和菲律宾报告的情

况）；在许多国家，需要加强这些关键要素来推进可持

续发展目标进程。韦茨（WEITZ）的论文提供了这方面

的具体例证。

2.2.4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合实施

系统地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对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合实施至关重要，因为这

种综合实施对各国国情和确定政策优先事项的需要十分

敏感。45 然而，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依存性和政策

一致性的观点，尚未纳入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情况

的国家报告之中。46 如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各国在自

愿性国家评估（VNR）中很少提及权衡问题。472021 年，

在 41 份自愿性国家评估中，只有四分之一提到了政策

一致性。这可能表明各国尚未能认识到并解决可持续发

展挑战的综合性质，以及在当前背景下实现 2030 年议

程雄心所需的变革。48

总的来说，关于机构分散、相互依存和一体化，如

何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以及不同部门和各级政府中发挥

作用的探索十分有限。同样，关于如何将对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系统理解转化为实际政策行动的探索也很少。

最近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进行的一项分析（基

于对 3,000 多项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各国政府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政策的一致性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

展。49 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承认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权衡

和协同作用，但在加强机构一体化和政策协调方面仍有

很大进步空间。迄今为止，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

家战略和计划，并未促进跨部门机构制定实际政策和计

划。50 正如阿尔特（ALTER）所指出的，公共行政中存

在风险管理系统，但这些系统通常没有被整合进入实施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调机构之中。51

目前尚不清楚体制变革能否促进一体化和一致性的

加强。韦茨（WEITZ）以 2021 年和 2022 年自愿性国家

评估综合报告中的实例为基础，重点介绍了各国如何在

报告中确定优先事项，及其为改善协调、政策一致性和

一体化所做的努力。正如她在文章中指出的，需要进行

独立评估，以评估所采取的制度措施是否更加系统化的

确定和实施优先事项。正如专栏 4 所强调的，外部审计

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虽然政府实体利用协调机制可能会提高政策的一致

性，但有一些障碍和挑战可能会破坏这方面的进展，包

括官僚主义障碍、有限的政治意愿、可持续发展目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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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的减弱以及短期议程的优先化。52《2030 年议程》

能否应对这些挑战，将决定其实际影响效力。因此，在

实施过程中，国家需要考虑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依存性

的系统理解，以帮助确定优先事项和努力推进政策的一致

性和一体化。联合国在综合国家筹资框架（INFFS）方面

的工作，为各国应对这些多方面的挑战，加强可持续发展

目标各部门的政策一致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53

2.3   综合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背景因素

全球、地区和国内条件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者如何制

定政策优先事项，还影响其是否有能力实现某些可持续

发展的具体目标，更影响其如何有效地实施这些目标。
54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一些全球和地方背景因素变

得更加重要，其中包括繁荣程度下降、贫困和不平等加

剧、安全和技术威胁、与有限资源和财政空间相关的国

内挑战、数据和能力限制，以及治理水平削弱。这些因

素相互交织，凸显了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复杂跨部门和跨

国性质。

新冠疫情大流行和乌克兰冲突的影响使全球在消除

贫困方面的进展停滞不前。55 通货膨胀、粮食和能源价

格上涨导致贫困加剧，2020 年有 9300 万人陷入极端贫

困，所有国家的收入都在减少。56 同时，为应对新冠疫

情大流行而提供的社会保护也存在差距，扩大了各国之

间的收入差距，加深了社会不平等。57 此外，结构性和

系统性歧视也在加剧，导致妇女权利在全球范围内出现

倒退。58

随着多边主义的削弱、国家间战略竞争的加剧（包

括在网络空间等新领域），以及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

生物事件和错误信息的威胁升级，全球安全形势发生了

变化。59 要应对这些威胁，就必须促进和加强国家行为

者与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合作。

在过去几年里，数字技术和其他技术取得了重大进

展，其中许多进展是由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相关挑战的

迫切需要而推动的。60 这些发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积

极的，但也涉及风险，可能会造成或加强现有的政策权

衡（包括与不平等有关的权衡）。可能需要进行国际合

作并改变国内政策，以使各国政府能够充分利用数字进

步的潜力。61

在国家和地区层面，资源限制使政策难以协调一

致。需求的增长和资源的减少影响了国家在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融资能力。62 新冠疫情大流行引起的支出增加和

税收减少，加剧了许多国家财政道路的不可持续性，导

致债务增加，进一步限制了财政空间。63 这些趋势在区

域一级也很明显。例如，由于国家债务负担沉重、经济

多样化程度低，以及缺乏可持续的发展资金，使得财政

空间受到挤压，这无疑限制了政府抗击通货膨胀的政策

选择，并破坏了整个加勒比区域的一致性。64

治理原则的搁置、对民主机构的信任度下降、政

治两极分化，以及公民空间面临的挑战，削弱了可持

续发展目标政策选择在国家层面的合法性。在 1980 年

至 2021 年期间，民主国家的数量停滞不前，制度创新

仍然有限，向专制方向发展的国家数量，是向民主方

向发展的国家数量的两倍多。65 根据全球公民参与联盟

（CIVICUS）的监测，2022 年全球仅有 3.1% 的人生活

在开放的公民空间中。66 对专制领导的积极看法也有所

增加，2021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 52% 的受访者倾向于

这一方向。67

各国可能缺乏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依存关系的

分析能力和工具，也缺乏确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政策目标

优先次序的框架。68 政策和规划进程可能会受到数据有

限或利益相关方投入不足的阻碍。例如，由于非国家行

为者的参与有限，印度尼西亚在制定长期愿景和目标方

面面临挑战。69

包括外部冲击在内的全球因素会影响国家层面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政策选择。安全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权

衡，需要制定监管对策和采用新的监测技术，但技术的

发展速度可能跟不上技术解决方案的设计（见第 1 章）。
70 因此，各国需要完善国家创新战略和体系，并将其纳

入可持续发展计划。71

各国政府在控制货币通货膨胀和社会政策方面也面

临困难的选择，缓解措施往往涉及减少社会支出。因此，

迫切需要优先考虑制定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长期战略，

包括改变财政规则、税制改革，以及优化支出和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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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1 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时，权衡健康权与社会经济权：以马拉维为案例(a)

新冠疫情大流行迫使各国政府做出影响其人民健康、财富和自由的艰难选择。(b) 各国政府必须在保护健

康与经济稳定中，做出艰难的政策权衡；在许多国家，政策制定者实行全国封锁和旅行限制，以减少病毒的

传播，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c)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全球有 100 多个国家实行了全面或部分封锁。(d)

世界卫生组织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马拉维时任总统于 3 月 20 日根据《备

灾和救灾法》第 32 条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e)4 月 1 日，政府成立了冠状病毒内阁特别委员会，由卫生部

长担任主席。4 月 13 日，当新冠疫情大流行病例达到 16 例，并有 2 人确诊死亡时，特别委员会宣布，根据《公

共卫生法》第 31 条，由政府发布新冠疫情大流行规则，将实施 21 天的封锁以遏制病毒。(f)

4 月 17 日，两名马拉维公民联合人权联盟和宗教组织，以封锁会严重影响公民社会经济地位为由，申请

司法审查，以阻止政府实施封锁。(g)此外，还有另一名公民单独提出司法审查申请，随后两个案件被合并审理。

申诉人质疑封锁的合宪性，理由是颁布的公共卫生规则没有得到《国家宪法》第 58 条要求的议会监督。

此外，申诉人还声称，此次封锁时并没有宣布紧急状态，但宣布紧急状态本是实施封锁的必要条件，因为这

一决定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实质性削弱。(h) 申诉人还辩称，封锁将给马拉维人带来经济负担，因为封锁没

有同时采取支持边缘化群体的社会保护干预措施。(i)

在公开听证会之后，负责处理宪法问题的高等法院裁定，封锁是违反宪法的，限制了基本权利，如经济

活动权 ( 工作和追求生计的权利 ) 和受教育权。(j) 法院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规则规定的封锁，所造成的权

利限制超出了宪法允许范围。(k) 由于法庭的规定，封锁被搁置了。

对封锁合法性的这一质疑以及随之而来的司法裁决在该地区属于例外情况。多种因素影响着政府在危机

时期如何进行政策权衡，以及公民如何对政府采取的政策选择做出反应；就马拉维而言，这些因素包括法治

的力量、公民参与的程度以及民间社会的作用和参与。

资料来源: (a) 由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共机构和数字政府司的初级专业人员Jessie Kalepa撰写; (b) Ole F. Norheim and others, 
“Diffi  cult trade-off s in response to COVID-19: the case for open and inclusive decision making”, Nature Medicine, vol. 27, No. 1 (January 
2021), pp. 10-13, available at doi: 10.1038/s41591-020-01204-6; (c) Daniel Dunford and others, “Coronavirus: the world in lockdown in maps 
and charts”, BBC News, 7 April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bbc.com/news/world-52103747; (d) 同上; Vibhuti Mendiratta, Olive Nsababera 
and Hannah Sam,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household welfare in the Comoros: the experience of a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9964, available at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349051646942786069/pdf/The-
Impact-of-Covid-19-on-Household-Welfare-in-the-Comoros-The-Experience-of-a-Small-Island-Developing-State.pdf; (e) High Court of Malawi, 
Constitutional Reference No. 1/2020: case of Esther Cecilia Kathumba and 4 others versus the President of Malawi and 5 others, available at 
https://malawilii.org/akn/mw/judgment/mwhc/2020/29/eng@2020-09-03/source; (f) 同上; (g) Zodiak Broadcasting Station in English, available 
at https://www.zodiakmalawi.com/; 也可以参见https://pknewspapers.com/malawi/english/zodiak-broadcasting-station.html; (h) High Court 
of Malawi, Constitutional Reference No. 1/2020 (case of Esther Kathumba and others versus the President of Malawi and others); 也可以参

见Malawi’s Constitution of 1994 with Amendments through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Malawi_2017.
pdf?lang=en; (i) High Court of Malawi, Constitutional Reference No. 1/2020 (case of Esther Kathumba and others versus the President of Malawi 

and others); (j) 同上; (k) 同上。

这可能涉及对资助的活动和方案进行重大权衡。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分析工作提供了一个框架，帮助决策者考

虑这些权衡并做出明智的政策选择。72

目前正在开展协同努力，以解决不平等问题并在可

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特别是在贫困、生产性就

业、卫生和教育等关键领域；但是，许多国家围绕这些

努力还存在重大争议。如专栏 2.1 所示，围绕新冠疫情

大流行应对措施的备选方案凸显了许多国家健康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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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这些权衡有时会引起争

议，但也促进了创新，正如费尔南多（FERNANDO）和

德阿尔维斯（DE ALWIS）针对斯里兰卡案例所做的分析。

2.4   科学政策互动机制在支持可持
续发展目标综合行动方面的重要性

新冠疫情大流行既对科学政策互动机制（SPI）提

出了挑战，也肯定了其重要性。一些科学贡献对应对大

流行病至关重要，并被广泛接受和纳入国家政策 73 ；然

而，正如诺海姆（NORHEIM）的文章所强调的，在许

多情况下，科学界发挥的作用受到质疑，科学建议和基

于证据的政策选择容易被忽视。

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增效

作用并减少其间的权衡取舍，就必须推动科学政策互动

进程，促成决策者与科学界之间的合作。74 这种合作应

建立在富有成效的交流和共同创造知识的基础上，为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提供信息，并提高政策决定的

合法性和有效性。正如卡雷罗 • 马丁内斯 (CARRERO-

MARTÍNEZ) 等人在对本章论文中所指出的，政策互动

机制不仅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一致性，还可

以增强对科学的信任。促进科学界和决策者之间交流的

各种策略，已经在不同类型的政策互动机制框架中正式

确定。75

在此背景下，涉及到两个相关问题 : 一是需要什么

样的科学方法和能力来帮助决策者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相互依赖关系和改善政策一致性；二是政策互动机制

的哪些体制形式或模式可能特别有利于提高这种能力。

本章的论文意在回答这些问题。如塔利（TULLY）探

讨了如何使用战略预见来指导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

卢斯托萨 • 达 • 科斯塔 (LUSTOSA DA COSTA)、里斯

本布卢姆（LISBOA BLUMM）和迪辛拉（DHINGRA）

思考了网络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政策互动机制机制，弥

合研究与决策之间的差距和确保包容性能力建设方面

的益处。诺尔海姆（NORHEIM）和卡雷罗 • 马丁内斯

（CARRERO-MARTÍNEZ）等人也强调了包容性协作过

程的重要性。

2.4.1		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科学支持

科学界可以帮助决策者将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

作用的知识和证据转化为更连贯和更综合的政策实施。

促成政策相关知识的共同生产，完善为政策制定提供决

策信息的体制机制，以及建立确保透明度、促进合作的

指导原则与政策，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76

科学能够以不同方式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合决

策。它可以提供预警，并支持识别、避免和控制风险。77

科学可提供分析方法和工具，帮助各国政府了解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相互联系，并从长远角度评估权衡和协同作

用（例如，使用联系和系统思维、权衡分析、行为科学

和战略预见）。78

科学还可以用来帮助综合证明，使政策制定者和倡

导者能够制定政策问题，并使政策优先事项合法化。79 

例如，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作用方面，有经验依据

表明，对可持续发展第 16 治理目标进行投资，可以减

少贫困和不平等。因为参与度、社会包容与减少贫困正

相关，而更高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则有助于改善社会基本

服务，实现社会保障目标。80

其中一些方法有助于参与进程和利益相关方的接

触。更具包容性的知识生成和共享，可以为明智决策提

供所需的专业知识。例如，人们越来越重视将地方和地

区知识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科学政策界面（见专栏 

2.2）。81 在卡雷罗马丁内斯（CARRERO-MARTÍNEZ）

等人提供的资料中也列举了参与进程的几个例子。

2.4.2	 	利用战略远景规划和类似方法支持政策的
一致性

有多种基于科学的方法、工具和实践可以帮助加强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一致性和一体化 ( 见第 2.2.1 小

节中的表格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气候危机的

背景下，战略远景规划作为分析外部冲击影响和确定长

期政策备选办法的有效框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82

正如塔利（Tully）在文章中所描述的，战略远景

规划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促进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政策一致性。83 它可以帮助各机构评估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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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同政策选择有关的风险，从而做出明智的选择，加

强协同作用，以实现长期目标。84 战略远景规划还有助

于将代际视角引入决策，让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战略规

划，有助于调动多种投入，建立共同愿景或对政策问题

的共同理解，并增强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信任。这些要素

有助于促进一体化和机构合作。

现有的战略远景规划工具种类繁多，包括代际公平

评估、参与式远景规划和跨代对话，以及建立远景规划

生态系统和后代机构等。85 塔利介绍了利用这些工具支

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体化和政策协调的一些经验。

政府和其他国家实体已开始将战略远景规划制度

化，并进行能力建设，以推动可持续发展。86 例如，菲

律宾参议院 87 设立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创新和未来思维

委员会，将战略远景规划纳入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政府

行动。该委员会利用未来思维和战略远景规划来探索不

同部门的前景和解决方案，包括教育、卫生、食品安全

和基础设施部门。

最高审计机构也在其对政府政策的独立评估中纳入

了战略远景规划。88 美国政府问责局展望中心利用战略

远景规划来分析各种趋势，及其对包括可持续发展在内

的各个政策领域的影响，突出不确定性的驱动因素，并

确定可能出现的情况和政策影响。89

专栏2.2 将传统知识纳入科学政策互动机制(a)

在促进保护、确保森林的可持续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 13 和 15）的

努力中，保护科学往往是主导力量。保护科学通过建立保护区来支持空间保护。然而，这可能会侵犯《联合

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中土著人民的领土和文化权利。虽然

土著人民保护着地球上 80% 的生物多样性，(b) 但他们只对世界上 18% 的土地面积拥有合法权利。(c) 承认并

尊重土著人民作为土地看护人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参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并最终因使用其传统知识（例

如用于私人目的）而获得补偿。

传统知识包括“土著人民在农业、环境管理、艺术和语言方面的创新和实践”。(d) 土著知识对于确定需

要保护的优先领域、确保保护土著生活方式和粮食安全以及减缓气候变化十分必要。对传统知识的赞同与欢迎，

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权衡、协同增效和代际公平创造了空间，因为土著人民在决策时会优先考虑子孙后代。

加拿大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 of Canada）与克里族政府（Cree Nation Government）之间

建立的伙伴关系，展示了如何利用传统知识和保护科学，为尊重土著权利的保护政策提供决策信息。大自然

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和克里族政府共同确定了具有“生态和文化意义”的土地区域，并根据

加拿大的全球保护承诺，通过协商、灵活和有效的合作来完善保护区的边界。(e) 这个例子说明，纳入土著传

统知识有助于承认土著人民的权利，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缓气候变化。

资料来源:  (a) 由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共机构和数字政府司的实习生Kiana Schwab撰写; (b) Gleb Raygorodetsky, 
“Indigenous peoples defend Earth’s biodiversity—but they’re in danger”, National Geographic, 16 Nov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
www.nationalgeographic.com/environment/article/can-indigenous-land-stewardship-protect-biodiversity-; (c) Morgan Erickson-Davis, 
“‘Catastrophic failure’: world’s indigenous communities lack rights to 75% of their land”, Mongabay Environmental News, 2 Octo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s://news.mongabay.com/ 2015/10/catastrophic-failure-worlds-indigenous-communities-lack-rights-to-three-quarters-
of-their-land/; (d) Tom Kwanya,“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genous tourism in Kenya”,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Organizations: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KMO 2015, Maribor, Slovenia, August 24-28, 2015—Proceedings, Lecture Notes 
in Busines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vol. 224 (August 2015), Lorna Uden, Marjan Heričko and I-Hsien Ting, eds. (Springer), available at doi: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21009-4_26; (e) 环境合作委员会, “Partnerships in indigenous-led land-use planning for an environmentally 
and economically sustainable future”, 北美环境社区行动伙伴项目, available at http://www.cec.org/north-american-partnership-for-
environmental-community-action/napeca-grants/partnerships-in-indigenous-led-land-use-planning-for-an-environmentally-and-economically-
sustainable-future/ (accessed on 8 Novemb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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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案例肯定了基于科学方法的价值，但这些

方法在实际操作层面中仍存在差距。如在执行和支持各

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帮助决策者了解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相互作用，以及提供识别、评估和优先考虑政策所

需工具和证据等方面。

此外，虽然战略远景规划和类似方法可用于让利

益攸关方参与共同愿景，但非国家行为体尚未在同等

程度上利用这些能力。一些倡议正在试图弥补这一差

距。例如，英国的民间社会展望观察站（Civil Society 

Foresight Observatory）旨在通过优先考虑人民和社区的

成果和预期知识，为民间社会组织参与战略远景规划创

造机会。90

2.4.3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体制形式和进程

鉴于这些挑战，有必要分析清楚战略远景规划如何

才能更好地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连贯性和一体

化，以及哪些体制形式和进程有利于建设实施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能力。虽然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提供了气候变

化等关键领域的前沿知识和证据，但可持续发展指标的

增加也可能导致碎片化，并破坏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一体化实施。

在复杂背景下，采取变革性行动推进可持续发展目

标具有紧迫性，这凸显了在处理科学与决策之间关系时

所面临的挑战。政府机构需要管理现有知识，并利用新

的知识来源 ( 包括土著人民、当地社区、民间社会和青

年 )。同时，政府机构还需要相关、易于使用的方法和

工具和可操作的成果，扩大的知识体系，为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实施提供决策信息。

提高对决策者需求的响应能力，可能需要更加注重

共同制定包容性替代方案，并促进能力建设工作。首先，

迭代式共同开发或共同生产研究成果会带来更有力、更

合法的产出，并有助于弥合证据、决策和实践之间的差

距。91 此外，这些方法还有助于使研究人员和用户，在

方法和工具方面的观点和优先事项更加一致。92 专栏

2.2 和卡雷罗 • 马丁内斯 (CARRERO MARTÍNEZ) 等人

的贡献提供了协作包容性经验的案例。其次，正如韦茨

（WEITZ）所强调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能力建设和

分享，使用现有基于科学方法和工具（包括系统思维、

战略远景规划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分析）来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确定和规划可持续发展目标政策一致性所需的战略

远景规划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

面，具有不同经验的公共实体会有不同的能力需求。正

如卢斯托萨 • 达 • 科斯塔（LUSTOSA DA COSTA）、里

斯本 • 布卢姆（LISBOA BLUMM）和丁格拉（DHINGRA）

的文章表明，政策互动机制的某些制度形式，如网络和

其他合作机制，可以为加强能力发展和确保采用包容性

的能力发展方法提供制度空间。本概述的第 6 节进一步

阐述了能力发展。

2.5 通过公共财政管理支持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综合实施

加强公共财政管理系统，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效

力和公平性，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调一致和协

同实施至关重要。由于许多国家的国内收入不断减少，

债务负担日益加重，财政空间不断缩小，各国政府在努

力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政策

权衡。一些国家，尤其是国内资源有限的国家，可能会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投资和公共开支置于次要地位。93

资源限制和支出效率低下将加剧资金缺口，不利于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鉴于许多国家的财政能力有

限，调动额外资金用于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能比较

困难 94（根据最近的估计，低收入国家需要额外增加 10

个百分点的 GDP，新兴市场经济体需要额外增加 2 个

百分点的 GDP）。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将有助于加强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减少对额外支出的需求。95

扩大财政空间的政策选择——包括增加收入来源、缩小

预算拨款与实际支出之间的差距、提高创收和预算执行

方面的财政透明度，以及实施债务管理新方法——为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支出提供可持续资金。96 例如，巴

巴多斯制定了一项国家债务重组计划，其中考虑到气候

变化的风险，确保为生物多样性提供可持续的资金。97

在跨国基础上了解公共开支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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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找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并激

励各国采取进一步行动，提高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效

果。98 还需要了解具体国家融资情况下的融资需求、资

金流动、风险和制约因素。研究发现，公共支出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关键是要

确定额外公共开支对绩效的影响，以及查明哪些领域可

能因为结构瓶颈而使额外投资效果有限，这些领域需要

进行长期的体制改革。99 这可以揭示出公共支出和重大

投资在哪些方面，能够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协同

效应或相互权衡，并有助于推进《2030 年议程》中具

体优先事项的实现。

与模拟建模相结合的计算模型、情景和路径方法有

助于支持这些工作，但也应根据不同情况和当地能力对

其进行调整，以发挥其潜力。例如，计算模型发现，与

清洁空气有关的环境问题可以通过投入额外预算得到大

幅改善，而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和 15 有关的其他问题，

则需要提高方案的有效性。100 同样，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 16 相关的制度杠杆对于提高管理效率非常重要，并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的结果产生积极影响。101

在国家层面，澳大利亚和斐济的国家模型研究发

现，由于公共和私人支出及收入情况的不同，可持续发

展目标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如在斐济，扩

大投资将使该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 83% 的目

标进展，但如果没有大量资金支持，目标进度可能无法

实现。此外，在增加农业产出和改善营养 ( 目标 2 和 8)

与确保可持续鱼类资源 ( 目标 14) 之间，可能无法克服长

期存在的权衡问题。102 澳大利亚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是

基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权衡，并不是只关注经济增长，

这一方法将带来最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绩效。但考虑到

投资回报递减，即使是表现最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

缩小差距以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仍然面临挑战。103

监测预算执行的效率以及政府是否按照预算计划支

出实际资金，这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绩效至关重

要，并可衡量政府预算的总体可信度。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通过一个专门指标（16.6.1）认识到预算可信度的重

要性。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预算中断，影响了总支出；

在一些地区，2020 年和 2021 年期间实际预算与计划预

算之间的平均偏差高于前几年，这表明紧急情况导致政

策优先事项发生了变化。104 在欧洲和中亚，有一半以

上的国家预算超支 15% 以上。然而，其他地区的大多

数国家支出不足；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一些国家支出

不足在 10% 以上，南亚国家平均支出不足在 20%-3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国家也

有不同程度的支出不足。105

这些模式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绩效具有影响。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对 14 个国家与 10 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相关的 7 个政策领域的研究表明，在预算执行期

间，政府往往会减少教育、社会保护、水、农业和环境

部门的支出份额 ( 相对于总预算 )。106 这不仅影响到这

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绩效，也影响到相关目标和具

体目标的实施绩效。

提高公共开支效率的机会很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通过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它推动制定了可能支持

综合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筹资和预算编制倡议。例

如，联合国正在支持 70 多个国家制定综合国家融资框

架 (INFFS)，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筹集资金，并加强筹资

政策的一致性，及其与国家优先事项的一致性。107 综

合国家融资框架为制定筹资战略和相关筹资政策、资源

调动工作和治理框架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各国能够将其

筹资政策（从税收到投资和发展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战

略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协调。关于它们如何影响可持续

发展目标预算拨款的证据仍然有限。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关具体目标具有相互依存和贯

穿各领域的性质，因此很难跟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支出

情况。不过，一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哥伦比亚、丹麦、

芬兰、墨西哥和菲律宾）已经制定了将预算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联系起来的方法。108 更多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新西兰）也在采用福利预算来支持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支出。109 诸如此类的进展可以帮助各国政府确

定相互关联的政策领域对具体目标和指标进展的贡献。

一些国家（如阿富汗和加纳）正越来越频繁地报告可持

续发展目标预算的执行情况，以及这种预算如何支持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110 费雷拉（FERREIRA）、马丁

内斯（MARTÍNEZ）和格雷罗（GUERRERO）在他们的

文章中讨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预算编制的优势和局限性。

各国政府可通过将预算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国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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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绩效框架挂钩，来提高政策的连贯性并加强问责

制。111 协调一致的预算可以解决预算分配之间的冲突

或重叠，从而提高公共预算的使用效率。112 一个限制

因素是，许多国家几乎尚未开始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

其预算计划编制过程。此外，在将公共实施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结合方面，目前尚缺乏广为接受的一般准则和方

法，而且信息的质量也参差不齐。113 有些方法可能更

善于查明积极的支出贡献，而不是说明对相关方案的消

极影响。114 还应当指出，将预算拨款与发展目标联系

起来的改革一般没有为决策提供信息。例如，关于哥伦

比亚通过预算标记产生的信息如何为行政和立法部门与

民间社会之间的政策对话提供信息，或它如何影响预算

编制，目前几乎没有证据 ( 见专栏 2.3)。115

预算信息有助于利益相关者倡导和支持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综合实施。理想情况下，主动公布专题预算报告

应成为预算透明度和参与度综合政策的一部分，这将使

民间社会能够监督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确保政策优

先事项反映社会需求，倡导纠正，并行使社会控制（见

第 3 章）。116 预算信息还使监督机构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使政府对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绩效负责。例如，可持续

发展目标预算标签使审计机构能够审计预算的有效执行

情况，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的贡献情况。117

预算是一个关键的分配机制。应鼓励各国政府更好

地将方案管理决策与社会不同群体的发展成果联系起

来。将公共财政管理决策与发展成果系统地联系起来，

能够使各国政府确定预算拨款和实际支出对特定群体的

影响情况，以及权衡取舍对他们的影响。这意味着可以

清楚地确定政策选择的潜在赢家和输家，包括从代际角

度确定。118

从公平和代际角度来看，财政可持续性和债务管理

是相关的考虑因素。肯尼亚就是一个例子，该国 2020

年公共债务政策的目标之一是保证公共债务的可持续

性，以防止对后代产生不利影响，并确保公共债务融资

项目成本和收益分配的地区公平性。119 在新冠疫情大流

行之后，关于财政可持续性的讨论，必须解决与管理未

来危机相关的关键权衡问题，同时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

加强社会保护，以防止对不平等和社会冲突产生进一步

的负面影响。120

在性别平等和气候变化等复杂交叉和代际挑战之

下，政府需要在响应性方案管理系统下采取综合应对措

施。121 各国都推进了促进性别平等和气候平等的预算

改革，122 但很少有国家考虑其相互联系，使促进气候平

等的预算也能促进性别平等，反之亦然。123 按跨领域

优先事项分类并考虑其交叉点的信息，对于加强预算方

法和流程至关重要，不仅可以改善监测和报告，还可以

通过利用协同作用和加强一致性和协调，为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实施提供信息。

2.6 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的
制度安排

建立高效率、快响应和准问责的制度安排，有利于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功落实。124 可持续发展目标第 16

条中的人权原则和机制原则（其中很多原则有所重叠）

有助于引导各级政府在面对艰难的利益权衡和复杂的政

策选择时做出有效应对。125 这些原则有助于指导宏观

经济和预算决策，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126 建立开放、

一致和问责的机制有助于将不同利益攸关方汇集在一

起，推动落实以可持续发展和整体福祉为目标的长期战

略。127 该制度可以帮助政府推动执行相辅相成的政策

行动，创造协同效应，解决权衡问题。

为实现更完善的一体化机制和更连贯的决策制度，

首个信号或许是进行体制变革。但是，这种变革也并非

总能带来预期的结果。128 除了体制变革，还可以运用

很多其他方式来推动制度安排的完善，加强政策一体化

和政策一致性。

首先，要进一步缩小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进程与国

家发展进程之间的差距，将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进一

步纳入发展战略或计划、部门规划工具及预算过程中。

此外，还要更好地协调各种全球可持续发展框架及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规划和预算流程。要特别重视加强气候框

架与《2030 年议程》之间的一致性。比如，要加强可

持续发展目标预算流程和气候行动之间的一致性，或是将

气候承诺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子目标中。129 

各方一直非常重视建立协调机制，特别是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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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130 但能证明这些协调机制实施效果的证据却相对

较少。比如，它们是否增强了机构间的融合，是否推动

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在不同国情背景下又呈现了

怎样的性质以及实施到了何种程度。有人认为，在处理

极为复杂的问题时，跨部门协调可能会耗费大量时间，

或者难以管理。131 很多因素会给跨部门协调带来挑战

或对其产生影响，比如官僚惰性、资源受限、职责不明

和能力缺失，或是与非政府参与者之间没能建立良好的

合作机制等。132 我们要吸取来自不同背景下的现有经

验的教训，更好地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和多重危机对协调

布局及政策一体化的影响。有些国家在疫情期间建立了

协调机制，取得了成功，并将其确立了下来。例如，澳

专栏2.3 可持续发展预算编制：哥伦比亚的经验

哥伦比亚制定了方案，以监测贯穿各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预算分配和执行情况。
2019 年第 1955 号法律发布《2018-2022 年国家发展计划》(a)，授权财政和公共信贷部以及国家规划部制定一
套方案，以跟踪性别平等、建设和平和少数民族融合方面的跨领域支出类别，从而确定与这些优先事项有关
的目标和指标，以及相关的预算分配和实际支出。

该法律还规定，必须向国会提交关于性别平等、建设和平的交叉支出类别年度报告，并在提交国会供立
法讨论的年度拟议预算中，写入具体数字的情况附件。年度报告需要在财政和公共信贷部提交年度预算时提
交。这些报告为包括公平问题特别委员会在内的一些特别立法委员会的讨论提供决策信息。

根据这一经验，财政和公共信贷部与国际伙伴合作，对 169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232 个指标采用了可持
续发展目标预算编码和标记方法。(b) 该方法考虑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具体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为每个
主要目标确定了多达五个可能的补充或相关目标。国际合作伙伴还支持应用政策优先推断方法 (c)，根据当前
的预算分配确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预期进展。结果表明，43% 的指标到 2030 年可以实现，16% 的指标需要 
10 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实现，40% 的指标需要 20 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实现。

机构分散一直是这些工作面临的挑战。国家规划部负责规划，而预算立法以及预算执行的监督和报告则
属于财政和公共信贷部的职权范围。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预算编制和跨领域预算指标的工作需要两个实体之
间的持续协调和共同努力。横向协调也是从不同公共实体和部门收集有关跨领域问题的预算执行情况的关
键。人员轮换有时也会妨碍这些工作。公共财政管理部门间委员会的成立有助于防止工作重复，并提高数据
的互操作性。与各实体的持续沟通，以及对公职人员进行横向方法培训至关重要。在每个实体内都指定联络
中心，这也有助于加强协调，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也鼓励政府官员收集所需的资料。

财政和公共信贷部正在努力在 2023 年公开这些数据，包括建立一个数据可视化仪表板。该部还致力于
将预算执行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联系起来，为此，他们开展了一项与气候融资有关的试点工作。(d)。进一
步推进这项工作的另一种方法是将领土层面充分纳入方法，包括在次国家一级分配和支付的所有公共资源。

哥伦比亚在次国家一级做出了类似努力，将预算与发展优先事项挂钩。例如，波哥大首都区正在努力整
合与性别、青年、少数民族和边缘化群体等有关的跨领域预算项目。市政府还为目标群体开辟了参与空间。

资料来源:基于2022年12月与哥伦比亚财政部和公共信贷部代表以及以下来源进行的访谈: (a)  区域发展规划监测机构, Law 1955 of 2019 
of Colombia (Spanish), available at https://observatorioplanificacion.cepal.org/en/regulatory-frameworks/law-1955-2019-colombia-spanish; 
(b) 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基金, 哥伦比亚综合国家融资框架 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Alineación de presupuestos públicos y otros flujos a 
ODS: hacia una taxonomía ODS--análisis para el caso colombiano” (1 Jul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undp.org/es/colombia/publications/
alineacion-presupuestos-publicos-otros-flujos-ods; Guerrero and others, “Budget trackers and fiscal transparency”; (c) 参见本章Omar A. 
Guerrero 和 Gonzalo Castañeda 的贡献; (d) Colombia, Ministerio de Hacienda y Crédito Público, “Boletín No. 38: el país adopta Marco de 
Referencia para la Emisión de Bonos Verdes, Sociales y Sostenibles Soberanos de Colombia”, available at https://www.irc.gov.co/webcenter/
portal/IRCEs/pages_Deuda/bonosverdessociales (accessed on 20 February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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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在疫情期间组建了国家内阁，这一机制现在也成

为了该国主要的政府间决策论坛。 133

缺乏长期风险管理办法会加剧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

过程中出现的权衡问题。要实现风险管理，需要具备完

善的法律和政策框架、明确的角色和职责、优秀的领导

力、充足的资源、有效的协调，以及制度化的监测和问

责机制。134 其中一个办法是，将风险管理系统性地纳

入到中央政府的跨领域流程和制度安排中，比如将其纳

入战略规划和远景目标、协调架构、监测和评估系统中

等。135 但是，如阿尔特（Alter）指出的，这些努力会

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持续的制度分裂以及在回应

长期问题时遇到的种种挑战等。要想推动进程发展，就

要投资加强风险预测能力和应急备案准备，同时还要提

倡共享学习。136

要辨别特定因素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不同影响，其

中一个方法是更系统性地使用影响评估工具，比如衡量

环境或社会影响等。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识别到不同群体

和部门所制定的新的计划、政策工具甚至技术上的一些

潜在的差异性影响，还可以对这些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进

行干预效果评估。例如，如果将监管影响分析等基于证

据的政策工具整合到治理过程中，那么将有助于提高越

来越复杂的监管政策之间的一致性。137 鉴于很多举措

都涉及到联合行动，建立这种系统性的影响评估方法，

也将有助于提高实体之间以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协调性。 138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义务、有力的指导方针和方

法、有效的制度支持和技能，且没有充足的可靠数据和

合适的指标，因此，各国在法规影响评估方面仍然存在

显著差异，而且这方面的进展也一直都不均衡。139 与

之类似，各国在环境影响评估上运用了广泛不同的法律

要求，在战略环境评估上的实施也普遍进展缓慢。 140

除此之外，外部审计也是识别系统性挑战的一个工

具。外部审计有助于实现效率的最大化，还可以评估政

策替代方案的资金价值。141 具体来看，绩效审计有助

于推动政策的一致性，查明政策和方案中的制约因素，

提升监测水平，完善绩效框架，并加强预算资源使用的

透明度和问责制。142 实行绩效审计有助于做出评估和

提出建议，同时提高政策一致性，比如避免责任的重叠

和交叠等。此外，还可以提升体制机制在加强一体化方

面的有效性，如协调机构、信息交换和参与机制等（见

专栏 2.4）。 143

除了采取适当的战略组合，确保战略和目标的一致

性，并将其着力落实之外，还需要借助一些程序要素来

保证一体化和政策一致性。可持续发展问题能够反映出

那些无法用纯粹客观的科学术语来解决的价值问题。首

先，建立共同的政策框架，或是形成一种对问题或所有

责任相关方的共识，这对于保持一体化和一致性来说至

关重要，因为这会影响到对各种政策干预的解读和权

衡问题。诺海姆（Norheim）在其文献中指出，形成共

同认识、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以及对问题本质的共同理

解，这对于识别相关证据和潜在选择、促进合作以及建

立对政策方案的合法性审查来说至关重要。

各利益攸关方要共同努力，推动形成对问题和潜在

政策方案的共同理解。如前所述，建立科学政策接口

不仅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证据，还能推动建立对政策

问题的协作框架和架构。144 同样，正如卢斯托萨 • 达 •

科斯塔（Lustosa da Costa）、李斯本 • 布拉姆（Lisboa 

Blumm）和丁格拉（Dhingra）在文献中所强调的，建

立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网络，有助于推动政府和其他利

益攸关方制定集体辩论议题，进而影响决策流程、实施

进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145

除了建立共识，还有其他两个很重要的程序要素。

其一是要建立能够指导落实进程、执行变革和战略生产

的权力机构；其二是要在战略和工具实施过程中，充分

利用信息和数据。146  2018 年，智利通过了一项立法，

其中规定了各部委和各级政府在全面建立儿童保护体系

方面的职责。147 另外， 该国还在社会发展部（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设立了专门的协调机构，用于

对卫生、教育和儿童保育等三个部门以及地区和市政

当局的活动进行指导工作。148 该机构的任务不仅包括

对实施情况执行监督，还包括分配预算和监督合规。149

此外，智利还建立了信息系统，用来管理和共享相关信

息，如关于项目的受益者或是关于用于向各实体单位分

配预算资源的绩效指标。 150

除上所述，在支持和维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体化

和政策一致性方面，还有一些基本因素至关重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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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共行政部门的组织文化、公务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的能力和技能等。这些机构由那些需要特定技能、知识

和能力的人员组成，这些人关乎到如何确定政策的优先

事项，如何开展协同合作以及如何增强政策的一致性和

一体化。此外，对公共部门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培

训也是推动体系和流程持续整合的关键。151 例如，菲

律宾政府认识到，在采用预测方法之前，必须对国家

经济和发展局（Nation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的工作人员提供相关培训，让他们能够进

行创造性地思考，找到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的新

的解决方案。152

大力投资人才和能力培养，共同开展针对公共部

门的能力开发和培训，这一点也很重要。 2020 年，一

项针对 24 个国家的审查发现，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过程中，很少有关于政府层面进行能力建设的相关战略

和计划。153 但是，各国政府也已经在做出努力，将可

持续发展目标纳入部门和专题层面的能力建设，不断提

高公职人员的能力，以便其更好地分析协同增效和权

衡，评估政策一致性，加强政策融合。154 为此，各国

政府还开发了指南、工具包、培训材料和在线工具，用

来提供进一步的支持。155 但是，这些努力似乎受到新

冠型肺炎的影响而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而且很多都变成

了线上活动。156

要采用包容的方法，让多重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

这有助于提升能力和技能，更好地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此外，还要实施联合培训和活动，

宣传共同概念框架，展开相互学习，这些有助于增加对

科学工具的使用，增强在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上的合

作，促进政策创新，提高彼此信任。这些举措还可以帮

助查明能力上存在的差距和需求，并对能力建设工作进

行有效评估和结果监测。157 另外，还要对能力建设和

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工作进行严格和系统性的评

估，这有助于加强理论的战略性和可持续性，进而推动

全面可持续发展目标由战略理论转变为制度现实。

专栏2.4. 利用外部审计工具 推动全面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最高审计机关在推动全面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绩效审计是一种有效工具，可用于识

别和解决那些有可能会阻碍制定综合政策的系统性制约因素，还有助于评估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方案和

政策的资金价值。那些跟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外部审计往往会重点关注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 3）、可
持续公共消费（可持续发展目标 12）、性别（可持续发展目标 5）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 13、14 和 15）等
相关领域。其中，一些审计实践已经对各国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了重大影响。(a)

2020 年，巴西联邦审计法院（Federal Court of Accounts of Brazil）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和 15 展开了

协调审计，主要是针对一些国家生态保护区。(b) 此次审计共评估了 17 个国家的 2415 个生态保护区，主要考

察这些保护区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量化目标过程中的进展情况、保护区的政策表现以及保护区、土地

使用和旅游业等三方在政策上的一致性。审计发现，环境和旅游等相关责任部委及机构之间存在着职责分散

和职责重叠的情况，双方之间缺乏协调工具，也没有明确定义该如何开展单独或联合行动来实现共同目标。

审计结果建议，要建立保护区生态旅游战略机制，加强环境和旅游等相关政府责任机构的有效融合。在治理

方面，审计结果建议，各国政府要推动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确保公众积极地、有代表性地、有效地融入到传

统或地方社区。此外，还要加强监测活动，获得关于自然保护区政策结果的信息，确保能够及时识别环境脆

弱性和生物多样性风险。

资料来源: (a) Aránzazu Guillán Montero and David Le Blanc, “The role of external audits in enhancing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57, 28 February 2019 (New York,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19), 参
见：https://doi.org/10.18356/3fe94447-en; (b)  COMTEMA-OLACEFS, 巴西联邦审计法院, “Protected areas: coordinated audit—executive 
summary” (Brasilia, TCU, 2021), 参见：EXECUTIVE SUMMARYtcu.gov.brhttps://portal.tcu.gov.br › fi le › fi le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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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重点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紧迫性日

益增强的背景下，如何管理政策权衡，并在国家和地

方层面实现协同增效。立足于最新的科学成果和国家

实践，本文说明了如何让优先级确定和行动更好地与

《2030 年可议程》的不可分割性和整合性相一致，以及

为什么上述策略是推动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关键。

引言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期的前半段在多重危机的阴影

中即将结束。数个目标和指标上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倒

退情况。2 新冠、气候变化和各种冲突的影响表明，这

些进展自带脆弱性和相互关联性。危机带来了额外挑

战，很多可持续发展目标表现糟糕，实现这些目标还有

时间限制，如此种种加剧了多种政策优先事项之间的竞

争，决策者需要进行新的权衡。2022 年的自愿国别评

估（VNRs）反映了重新确定投资优先级的必要性，也

反映了因为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被用于应对新冠肺

炎，所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战略实施变得越来越困难。3

但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疫情之前，目标也没有取得足

够的进展。

《2030 年议程》于 2015 年通过，标志着全球治理

方法的转变：把横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三

方面的各种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整合，将其看作完整统

一的一个整体，并认识到上述整合不可分割，是整体中

最本质的部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重新关注政策整合

和政策连贯的必要性——早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问世前，

这就一直是公共行政部门面临的反复挑战。

将可持续发展各目标看成不可分割且完整统一的整

体，这种研究方法是确保各目标（比如社会、经济和环

境目标）不会以彼此为代价的关键。因此，为了实现可

持续成果，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应在分析各种发展目标

之间的协同增效和如何在特定情况下最好地处理权衡

后，有根据地进行政策制定和政策干预。为了在 17 个

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并确保进展长期保持强劲，各国需

要管理好由来已久的、顽固的相互制约和新出现的相互

制约。

即将于 2023 年 9 月 4 举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

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重要节点；成员国将审查迄今

为止的进展情况，并探讨在 2030 年之前加快实施的方

法。各国将确定他们希望加快进展的领域，以此来确

定 15 年执行期下半场中的优先事项（这将是 2024 年未

来峰会的重点）。5 最后期限的快速接近，但迄今为止

表现糟糕，多个议程还彼此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

有可能将执行工作重点放在具有政治或经济利益或更容

易实现的目标上，而不是优先考虑那些能够有效推动实

现《2030 年议程》愿景的目标。那些选择权宜之计而

不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综合战略的国家有可能进一步背弃

《2030 年议程》中蕴含的不可分割与完整统一的特性。

相较于另一些目标，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国家实

施中已经受到更多关注。我们可以理解各成员国根据其

具体背景、需求、能力、紧迫程度和现有政策格局，优

先考虑某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然而，各国需要在科学的

帮助下，找出与本国计划保持一致且同时有助于实现

《2030 年议程》的总体愿景和预期成果的优先事项。确

定优先事项不应仅仅与实现个别的目标有关；还要根据

单一目标带来的变革以及目标与目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带

来的变革来决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进展的本质在多

数情况下就是协同增效；6 协同增效的数量多于权衡，

如果善加利用这些动态关系，可以使各国在实施期下半

段更有效地推进《2030 年议程》。对目标如何相互作用

的分析也有助于确定优先事项，原理是找出哪些目标没

有从实现其他目标的进展中受益，因此得知这些目标无

随着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进展和事项优先级确定的紧迫性日益增强，
如何从国家层面和地方各级层面管理政策权衡和协同增效 
Nina Weitz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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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现的风险更高。进行仔细分析的其他原因有：确保

实施战略能够减轻实施某些优先目标的所带来的任何意

外影响，并提高优先级确定过程中的透明度。

厘清可持续发展各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允许使

用协同增效和权衡相关知识来指导实施期下半段的的事

项优先级确定工作，以上策略对于加快《2030 年议程》

的进展来说，具有尚未开发的潜能。

不可分割性操作化的方法和工具

《2030 年议程》出现后，政策制定者对探索系统性

治理方法的兴趣越来越大。虽然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不可分割性对实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但在实践中支

撑综合决策还需要了解不同的方法如何生效，以及了解

可以使用哪些创新的治理方法来管控协同增效和权衡。7

有一个关于系统思维等级的有用的启发式方法指出，行

为者通过具备系统素养，从而认识到系统特征和交互作

用的存在（敏感性），最后转化为在实践中操作系统思

维的能力。82022 年的一份全面科学报告显示，可持续

发展目标引发的政治影响是有限的，并得出结论：为了

使可持续发展目标驱动变革，必须改革制度和规章，将

不可分割性这一强力原则付诸实践。9 在这方面，研究

界在系统素养 10 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还需要进一步让系

统思维操作化，让系统治理方法制度化。

想要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更系统的决策，有几

种工具和方法可以使用：包括概念与量化系统建模、网

络分析、参与式方法、交叉影响分析法和情境分析法。

文献中包含的各种方法被用来应对不同的政策问题。其

中一套提供了特定的工具和流程，为确定优先级提供根

据，确保流程以系统思维为指导。比如，现在有框架来

指导所有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子目标或特定主题的

优先级确定，该框架对全球和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目标

之间的协同增效和权衡进行排序，并通过研究实现长期

目标的不同途径及其对短期行动的意义，为战略制定提

供依据。11 这些方法用于增强对政策互动的理解，并可

促使制定更加整合的政策。还有方法可以用于评估事前

政策决策，从而监测和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在多大

程度上展现了不可分割性。12

必须快速采用这些方法和工具，这样才能有根据地

划分优先级，从而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眼下这

些方法和工具的应用率较低，可能的原因是，在实践中

如何最好地管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互联方面，13 政界没

有共识，学界也没有共识；也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

同作增效和权衡具有情境性，这使实施变得复杂；还因

为这些工具并不总是便捷或能够产生决策者要求可操作

性强的成果。14 决策者必须了解本文中工具和方法的实

践价值，也必须了解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互联有关的学术

和科学知识，上述工具方法和知识皆具有实践价值。当

然，实施中必须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执行这些建议的能

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作用、条件和解决方案可能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因此理想情况下，决策

者不应想着一次解决，而应该长期在决策环节中利用这

些建议。

管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增效作用和权衡：国
家实践

自愿国别评估（VNRs），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后

续行动和审查进程一道，旨在“以尊重普遍性、综合性

和相互关联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的方式，跟踪

所有国家在执行普遍目标和子目标方面的进展，跟踪目

标包括执行手段”。152021 年和 2022 年的自愿国别评估

综合报告纳入了报告国关于它们履行职责的关键信息和

讯息，即在执行时尊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不可分割性和

整合性。16,17 这里着重介绍了这些报告中的某些案例，

用以表明各国如何确定优先事项，并努力强化协调、政

策连贯性和整合性。需要对每个个案开展研究和独立评

估，以确定这些过程和制度措施是否有效地使优先级确

定和实施更加系统化，由此协同增效和权衡的管理能力

得到了提高；它们是否有助于找到解决或减轻权衡问题

的措施和利用协同增效的措施，以及对于为增强可持续

发展目标决策中的系统思维而开发的工具和方法，它们

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利用。

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先级排序和整合的工具。一些国

家（包括萨尔瓦多、加蓬、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莱索托、

哈萨克斯坦、乌拉圭和瑞士）报告称，它们根据各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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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背景，对目标及相关子目标进行审视后确定优先级，

抑或是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现有国家发展计划和战略

的结合方式来确定的。某些自愿国别评估（VNRs）反

思了通过相互联系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潜力。这些报告注

意到了制定和实施整合政策的好处，或者承认对协同增

效和权衡的评估可以促进制定衔接度更好的计划，以加

快实现很多可持续发展目标。一些国家（如博茨瓦纳、

萨尔瓦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发了自己的工具和准

则，用于确定各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级，并将这些

目标纳入国家战略计划。其他国家（包括乍得和多米尼

加共和国）使用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快速整合评估工

具。18 该工具采用整合方法，并强调需要了解政策领域

之间的联系和协同增效作用。政策选择和相互竞争的优

先事项中存在的潜在权衡，该工具也给了其足够多的重

视。瑞典在其 2021 年自愿国别评估（VNRs）中称，他

们以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研究人员开发的决策工具

SDG Synergies19 为指导，进行优先级排序等；2021 年

哥伦比亚的自愿国别评估（VNRs）中也提到了这一工具，

斯里兰卡和蒙古政府也使用了该工具。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协调制度化。一些国家报

告说，已经进行了制度改革，以促进协调并提高政策连

贯性；多国自愿国别评估（VNRs）中都提到了为了上

述目的进行的制度调整。阿根廷、博茨瓦纳、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萨尔瓦多、吉布提、卢森堡、赤道几内亚、

加纳、牙买加和菲律宾已经建立了部际结构或机制，用

于动员政府各部门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展工作，促进

多政策领域管理，并推广整体型政府。

地方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先级排列和实施方面扮演
的角色。各国的自愿国别评估（VNRs）反映了越来越

聚焦于国家以下各级，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效实施

依赖于地方各级切实实践方案和政策。协同增效和权衡

在这里发挥作用，因此，地方当局应当参与确定优先级，

这是明确政策指向，建立规划自主、实施自主和监测自

主的关键。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地化可以加

强政策连贯性。国家以下各级的行为者作为变革推动者

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此，确保他们可以使用适合本地

情况的优先级和整合工具尤为重要。此外，应当确保他

们可以长期有效地利用这些工具。

预算关联。各国确定优先事项的另一种方式是将其

预算和预算流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安道尔、

阿根廷、埃塞俄比亚、加纳、意大利、莱索托、马拉维、

斯里兰卡和乌拉圭将预算映射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并

衡量其对每个目标的贡献。埃塞俄比亚、莱索托和菲律

宾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中期支出框架。博茨瓦纳、

喀麦隆、格林纳达、约旦、利比里亚、黑山和多哥正在

实施促进性别平等的资金战略和预算编制。埃塞俄比亚

和斯里兰卡将预算权下放，以增强地方一级实施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能力。

立法机构的支持。一些国家（包括博茨瓦纳和瑞士）

十分看重议会或类似决策机构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过

程中提供监督、立法、资源调动和支撑方面的作用。权

衡归根结底是要通过谈判平衡各种行为者之间冲突的利

益，而考虑到《2030 年议程》中做出了不让任何人掉

队的承诺，权衡对不平等会造成什么影响，这成为了权

衡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考量因素。政策连贯性是促进实现

《2030 年议程》各项目标的先决条件，但是加强连贯性

并不能确保减少不平等。确保政策具有代表性且尊重不

让任何人掉队的准则至关重要。立法机构在这方面可以

发挥重要作用，确保成果和新法律具有包容性——代表

了社会各阶层的，特别是国家内及国家外边缘化群体的

利益、诉求和观点。

尽管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竞争、冲突和权衡并非

总能避免，但努力确保政策连贯性，有效管理权衡和协

同增效，可以帮助各国政府以透明和公平的方式应对这

些挑战，确保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支柱部分，以此取

得所有目标的进展。

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一些启示

各国的自愿国别评估（VNRs）举了很多国家寻求

和使用战略的例子，这些战略尊重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如前文所述，一些国家将追求可

持续发展目标与本国战略和预算编制结合起来，采用本

地化实施方案，建立协调机制，并积极让议会或其他决

策机构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先级判定和实施，从而加

强监督并与立法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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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努力值得注意，但几乎没有实证证据表

明：在实施过程中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都得到了

适当考量；系统性方法正在被用来指导确定优先事项。

目前尚不清楚报告中的制度变革是否真的有助于解决可

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过程中的权衡问题。国家报告和独立

评估可以提供必要的证据。就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互

相影响应如何指导优先级判定，以及如何在不同背景下

最好地管理协同增效和权衡，上述证据可以帮助建立政

治共识和科学共识。

建议
随着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的临近，优先级的排序变

得更加紧迫，成员国需要积极探索并激活各种战略和机

制，帮助它们在实施期的后半段优化政策权衡和协同增

效的管理。科学界和政府间组织可以提供必要的工具、

指导和支持，并促进分享最好的实践案例。下面提供了

一些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建议。

各成员国应采用科学合理且易于使用的、自带系统

性思维的决策支持工具，如是可以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全面实施。工具开发人员应该了解这个过程的动态性

质，并准备好调整他们的工具以适应多样化和不断变化

的需求；随着开发出来的工具变得更加满足不同背景下

决策者的需求，这些工具的使用将更广泛、更快。这些

工具为应对复杂权衡和紧迫挑战而出现，科学界应通过

沟通更好地展示这些工具的价值，确保工具开发满足决

策者的需求，并与决策者合作加强开发能力（包括通过

培训和知识交流）。

考虑到中期评审，各成员国应重新审视其实施战略

和行动计划，利用基于系统思维的本地知识和决策工

具，评估在国家层面和国家以下各级层面可持续发展各

个目标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在清楚了解各项目标的

行动如何支持或阻碍其他目标的进展后，各国可以据此

确定符合《2030 年议程》愿景的优先事项。各国政府

一定要对权衡（优先考虑某些目标如何影响其他目标或

子目标的进展）以及解决不平等问题造成的各种影响保

持透明。各国应保留记录资料，报告证据和分析工具的

使用情况、所作的选择及其影响，以及新方法在多大程

度上帮助了决策和议程实施。最后，各国应通过自愿国

别评估（VNRs）和其他方法与其他成员国分享其管理

协同增效和权衡的知识和信息。

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以鼓励会员国分享建

立在整体性和不可分割原则基础上的成功实践经验，从

而有助于缓解某些国家的实施不全面的问题。论坛还可

以促进关于如何在实践中最好地管理协同增效和权衡的

知识交流。

结论

本文提供的信息旨在帮助成员国在有效管理不可分

割的可持续发展各个目标之间现有的和新出现的协同增

效问题和权衡问题。文中举了一些例子，用来展示一些

国家眼下是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但在实施过程中，每

个国家是否正在适当考虑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

同增效和权衡，或者是否正在用其指导优先事项的排序

呢，实证证据中只有极少数做到了的案例。可持续发展

目标峰会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它们可以在实

施期的后半段纠正错误，更加重视系统性治理。在应对

可持续发展挑战的过程中，确定优先级排序，管理权衡

和协同增效的行为可能会涉及政治操纵，从而引发争

端。但它们也可能使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更具影响力

和变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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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ht tps : / / sus ta inabledeve lopment .un .org /conten t /
documents/294382021_VNR_Synthesis_Report.pdf.

18 参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Rapid Integrated Assessment: mainstreaming 
the SDGs into national and local plans”, 请参见： https://sdgintegration.
undp.org/RIA.

19 参看SDG协同增效网页www.sdgsynerg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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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变化，会迫使各国

政府和领导人重新思考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新冠肺炎

疫情对全球的冲击，暴露了许多国家在制度流程上的缺

陷和不平等现象，很明显地反映了很多传统的治理和发

展方法在面对紧急情况时的不可持续性。斯里兰卡目前

正努力应对经济衰退问题，其遭遇清楚地表明了鼓励创

新和问责制改革的必要性。本文审查了斯里兰卡在面对

多重政策优先事项时采取的管理模式对其公民产生的影

响。这些优先事项包括减少债务、外贸管控、加强可持

续农业和保护弱势社区等，各事项优先级存在竞争性。

此外，本文还强调了政府和各发展伙伴近期为加强平等

与经济增长的协同作用以及改善社会保护机制方所做的

努力。

背景：斯里兰卡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

斯里兰卡之前就曾面临国家发展挑战，比如在推动

私营部门更广泛地参与经济活动方面进展缓慢，缺乏出

口导向，融入全球价值链不够充分等，紧接着又遭遇了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随后出现的经济危机。2 虽然斯

里兰卡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排

名相对较高，但一旦调整了不平等因素后，得分就会下

降，3 这也清楚地反映出斯里兰卡在发展上的不平等。

由于该国在 2019 年采取了低税收政策，且非自由支配

支出较高，所以国家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可用于如医疗、

教育和基础设施等的关键性发展支出。4 2021 年底，斯

里兰卡面临艰难的财政问题和债务状况，无法承受外汇

流动性限制，5 最终导致本国货币卢比暴跌，2022 年上

半年的生活成本翻了三倍。6 这些正是斯里兰卡进行下

阶段发展时所面临的处境。要克服这些挑战，必须进行

体制机制改革，建立问责制度，推动经济复苏，同时还

要确保弱势群体得到保护。

构建协同机制，推动平等和经济复苏：
斯里兰卡在社会保障体系上的创新 
Karin Fernando 和 Thilini De Alwis 1

斯里兰卡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上的进展

斯里兰卡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本就支离破

碎，自 2018 年以来遭受的各种重大冲击更是让其一直

处于失速状态，比如宪法危机、2019 年复活节发生的连

环炸弹袭击以及后续政府缺乏承诺的种种表现。7 此外，

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的机构，已经从原来 2015 年

一个单独的部委降格为 2018 年环境部下属的一个单位，

而且这个单位在环境部还只是一个次主题，而非重点关

注领域。此外，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也进一步阻碍了其

实施进程。目前，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启动了七年，但

斯里兰卡却还未完全通过一项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

合实施计划。政治意愿低下以及公共行政的碎片化，导

致政策规划过程孤立，各部门之间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

有连贯性或协调性。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政策制定者

倾向于淡化本部门 8 的消极权衡，也不会努力去解决如

何实现政策连贯的问题。经济增长仍是重中之重，社会

政策和环境规划 9 缺乏整体的政策设计和实施方法。频

繁的政策变化破坏了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让政策制

定成了一种政治活动。要平衡并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社

会包容和环境可持续性这三方面，就必须作出政治承

诺，要进行综合规划并对政策权衡进行有效管理，从而

减轻由于优先考虑其中一个领域而引发的任何意外后

果。

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理解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

和溢出效应提供了一种框架。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SEI) 制定了一套方法，用

于识别和选择具有最大协同效应的目标和具体目标。10 该

方法在斯里兰卡得到了应用，并受到来自可持续发展、

野生动植物和区域发展部领导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的指

导。在 2019 年举办的一次全国磋商研讨会上，来自政

府、民间社会、学术界和发展伙伴的 40 名专家齐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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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评估。此

次评估表明，在优先目标中，最有可能加速其他目标进

展的目标有：加强政策一致性（目标 17.14）、减少腐败（目

标 16.5）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目标 13.3）。11 

关于优先发展事项在何种程度上相互交叉，如何在

多个层面上采取综合行动，斯里兰卡近期一项禁止使用

化肥的政策决定或许可以带来一些启示。2021 年，斯

里兰卡在债务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实施了禁止使用化

肥的政策，认为该政策可以解决多重挑战，如节省外汇、

减少化学投入、让农业发展更加可持续、让粮食系统变

得更加健康等。

但是，由于缺乏综合的政策决策过程 12，最终却导

致生产力严重下降，农业收入减少，还引发了前所未有

的粮食安全危机。13 2022 年中旬进行的一项快速粮食安

全评估表明，斯里兰卡家庭平均将家庭预算的 82% 用

于食品消费。14 世界粮食计划署于 2023 年 1 月发布的

一份报告显示，斯里兰卡有 32% 的居民无法满足自身

营养需求。15 由于缺乏综合计划而导致了这一系列事件

的发生，影响了营养和粮食安全以及农业作为生计来源

的稳定性，增加了贫困率，还对妇女福祉造成了影响。

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斯里兰卡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1 的进程已大不如前。据估计，2021 年至 2022 年间，

该国贫困率翻了一番，从 13.1% 升至 25.6%。作为参考，

2017 年购买力平价为人均 3.65 美元。16 正如世界银行

所观察到的，“不仅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越来越

多，而且目前的生活水平与贫困线所代表的最低标准相

比，也进一步下降了。穷人与贫困线之间的平均差距从 

2019 年的 18.9% 上升至 2022 年的 27.4%。”17 所以，必

须要建立更好的社会安全保护机制，确保人们满足基本

需求，重返生产性工作。

经济复苏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交互模型应用表明，社

会保障方面的进展（目标 1.3）也许不是关键要素，但

却可以对那些旨在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提供支持，这

些目标包括：创新（目标 8.2）、粮食和营养（目标 2.1 

和 2.2）、平等（目标 5.1、10.3 和 10.4）和环境（目标 

13.2、12.3、14.1 和 15.1）。18 社会保障对于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和疫情后时期支持或为家庭提供缓冲来说至关

重要，19 但也仍存在一些差距阻碍了社会计划实施的公

平性和有效性。20 

斯里兰卡在落实社会保障上的做法呈现出碎片化现

象，虽然该国实施了很多社会保障计划，但这些计划之

间缺乏协调性。首先，津贴发放上存在挑战，这主要是

由于发放机制效率低下，受益人数据库还未实现数字

化，必须要进行手动更新，而且受益人仍必须排队才能

进入现金转账系统。此外，缺乏良好的治理实践也是各

国发展目标落后的一个关键原因。21 比如，在斯里兰卡

等国家，减少腐败（目标 16.5）有利于改善社会保障和

服务提供的可及性，从而加快实现具有实质性的社会保

障覆盖的进程（目标 1.3）。22 另外，计划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偏见、歧视和政治干预，也是引发公众不满的主要

原因。例如，一些社会保障计划申请人和受助人曾抱怨说，

一些受益人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们“认识某人”。23

最后一点是，斯里兰卡缺乏一个可靠的系统来识别到底

哪些人需要社会保障，该国没有做好准备去覆盖更多新

的受益人，而且针对那些已完成受益计划的受益人也没

有拟定退出协议，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资金的公平

分配。24 疫情期间，政府由于缺乏关于哪些家庭最受影

响的数据，导致应对措施受到限制。由于援助是根据现

有的当前计划受益人名单和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间汇编

的候补名单来提供的，25 因此，社会援助未能惠及因新

冠肺炎疫情危机而陷入贫困的人们。

随着经济压力不断加大、需要援助的人数不断增

加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施加的附加条件和紧缩措施，斯里兰卡政府最近

已经采取措施，通过福利委员会来对福利计划进行现代

化改造。截至 2022 年底，该委员会已经开始着手建立

起一套基于每个公民和家庭的单一核实信息来源的管理

系统，以更好地确定目标人群。26 设立的中央登记处也

有利于促进更好的记录和监控。虽然新的福利计划尚未

推出，但是建立数字化登记处、愿意进行创新为每个家

庭分配二维码、愿意建立去中心化的数据收集系统 27 等

举措，都释放了政府致力于向前迈进的积极信号。此外，

斯里兰卡政府还推出了上诉程序，以确保透明度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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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改革过程中运用的另一个重要补充举措是确定社会

保障计划资格标准 ，目的是减少腐败，更准确地从多

维度捕捉到目标人群。社会福利金资格的核实方法应用

了六项标准，涉及教育水平、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经

济活动、资产所有权、住房条件和家庭人口统计。此外，

斯里兰卡还设立了 22 个用于衡量这些标准的具体指标。

该国目前正在进行数据收集过程，而且需要对该流

程进行创新，以确保短时间内实现全面覆盖和最佳效

率。数据收集过程启动时，人们需要尽可能自行注册并

获取二维码，对于那些在数字操作上有困难的，政府会

提供帮助，以确保覆盖到最广大的人群。截至注册活动

结束时，全国已有 350 多万人注册，但之后还需验证信

息来获得支持。由于数据收集过程必须在几个月内完

成，所以必须对大量数据收集人员进行培训，教他们使

用那些专门为数据收集而设计的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工

具。斯里兰卡全国各岛屿共计有 14000 多名基层实施官

员接受了面对面和视频辅助培训，培训由政府和非政府

合作伙伴共同开展。

经验教训

我们可以从斯里兰卡的改革过程中吸取一些教训。

虽然改革过程中有各个领域专家的参与，也有来自民间

社会的意见，但是，由于缺乏透明度，且在短期内要执

行和满足国际基金货币组织设定的条件，因此导致互动

不足。改革当初应该对多维方法和指标进行更广泛的讨

论。比如，关于这些指标在改革前有没有进行过严格的

试点测试，这一点并不明确。而且，有些指标是在斯

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官方公报上（Gazette of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公布之后才

进行了讨论，比如电力阙值和经济资产阙值。一旦指标

公布之后再要去对其进行变更，程序就会变得很繁杂。

此外，方法论方面也不是明确，这一点也让人产生了质

疑，比如如何界定临界值等。如果当时加强责任制意识，

鼓励基层实施官员更广泛的参与，也许会对拟议变革、

数据收集和随后的实施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此外，数

据收集过程中采用的惩罚条款同样引发了人们的抗议，

这也阻碍了改革的推广，导致了最终的延误。由于种种

这些情况，政府不得不采用替代方案来完成数据收集，

而这可能会损害流程的严谨性。

目前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也仍存在许多挑战。首先

必须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核实，其次还有对资金不足的

担忧，因为重新设计的社会保障体系可能覆盖的群体更

多，而且需要提供更多实质性的支持。29 如果政府无法

履行其社会保障义务，最终不清楚会产生什么后果。尤

其是，如果没有替代计划或者没有采取措施建立适当的

申诉补救机制，那么后果不得而知。此外还必须指出，

目前这个阶段的实施模式仍然还不明确。最后一点是，

地方官员和公众缺乏对流程的全局认识，也会阻碍改革

的接纳和实施进程。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和随后出现的经济危机表明，对于斯

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来说，建立有效和高效的社会保障机

制至关重要。疫情的冲击以及随后出现的经济危机带来

了严峻挑战，让斯里兰卡不得不采取了很多创新方法，

例如使用二维码和数字化登记、使用多维贫困措施和视

频培训来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等。重新下定决心进行社会

保障改革是一个积极的举措，这一过程得到了来自各利

益相关方的合作支持，他们提供的意见也应用到了解决

复杂的政策设计和实施挑战的过程当中。斯里兰卡正在

做出努力，承认贫困的多维性，并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

来考量福祉的不同维度。社会保障为实现其他几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相关具体目标提供了缓冲，因为它强调建

立协同效应和有效管理权衡。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这

样的发展努力中，重要的是要确保充分的协商和透明

度，对新想法进行充分的测试，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调

整。此外，还要为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设定切合实际的时

间框架，确保所有各方都参与其中。还要对协同效果和

权衡利弊进行评估，确定有效的政策解决方案，从而改

善公共服务的递送，建设更具复原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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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危机和气候变

化等多重全球问题的出现，让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变得更加困难。要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规定的具体目标，需要各国政府、私营

部门、资助机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民间社会的广泛

参与和承诺。在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2 尽管人们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涉及的活动类型很感兴趣，但对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认可度仍然很低。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决议于 2015 年提出，计划于

2030 年实现，15 年的时间周期如今即将过半。随着时

间的推进，越来越明显地表明，必须要采取行动，加强

科学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同时制定研究议程，为《2030

年议程》后期议程提供参考。2022 年 11 月，美国国家

科学、工程和医学院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NASEM） 专家委员会发布了

一份简短的共识报告，题为《落实可持续发展，造福人

类与地球》（Operation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Benefi t People and the Planet），该报告中明确了实施可

持续发展过程中一些关键性的研究重点和可行步骤。3

本文参考了该报告中提到的一些积极案例及从这些案例

研究得出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了富有建设性

的前瞻性评估，重点关注了自然、社会、科学和技术的

有效融合。

由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互关联且往往相互影

响，因此委员会在报告中强调了在实现 8 个目标主题共

同优先事项的过程中，确保多利益相关方、多部门进行

合作的必要性，还有在决策过程中得到各方参与的重要

性。从以下案例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建立不同

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任，这一点很重要。要加强科学和

政策之间的互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面落实。在

发挥各目标之间协同作用的同时，尽量减少潜在的负面

互动。

科学界需要倾听和承认来自政府、行业和当地社区

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探索能够让科学系统更具包容性、

公平性和社会相关性的方法，这一点对于加强各方信任

至关重要。所有利益相关者要共同协作，参与到制定决

策、设立优先事项和管理权衡的过程中，以加强科学与

政策之间的联系，这有助于加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推

动包容性知识生产的发展，并加强能力建设。这种集体

性的倾听和决策过程会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却是必

不可少的。科学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要通力合作，这样

有助于循证政策和行动的通过，进而推动甚至加速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进程。

教育和能力建设

教育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各级教育

机构具有强大能力，能够助推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全社会

的实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优质教育），首先

需要让复杂的主题变得通俗易懂，培养人们长期参与的

意识，将抽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化为那些跟当地切实

相关的问题，然后采取行动进行变革，吸引儿童的参与。

在 K-12 基础教育方面，史密森尼科学教育中心

（Smithsonian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SSEC） 提出了一

项富有远见的举措。它提倡基于主动探究的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STEM）4 课程的教学与学习，并提出了促进可持续发

展的 K-12 STEM 课程教育，要求确保 K-12 STEM 教育

的样性、公平性、可及性和包容性。5 2016 年，史密森

尼科学教育中心有意将其工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

致，与国际科学院联合组织（InterAcademy Partnership，

IAP）合作创建了史密森尼科学促进全球目标项目

加强科学与政策互动，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Franklin Carrero-Martínez, Cherry Murray， E. William Colglazie, Emi Kameyam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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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sonian Science for Global Goals），旨在帮助年轻

人发现、理解和行动。国际科学院联合组织是一个由

140 多个科学和医学院组成的综合团体。此次创建的新

项目将那些与当地相关、由当地驱动但却具有全球重要

意义的体验式学习体验，与 STEM 教育、社会和情感学

习以及公民参与结合在一起。这个过程类似于上述提到

的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过程。

在高等教育领域，卡内基梅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CMU）提供了一种高校如何推动实

施可持续发展的成功范式。2019 年，卡内基梅隆大学

启动了校园多学科可持续发展计划，并通过该计划制定

了美国首个自愿大学评估（Voluntary University Review, 

VUR），以评估高等教育环境下如何将教育、研究和

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6 卡内基梅隆大学

的学生参与了匹兹堡市自愿本地评估 （Voluntary Local 

Review，VLR） 的制定，还参与了数个顶点项目，目的

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几个城市开展案例研究，追踪疫情救

济和复苏资金对那些跟社会正义需求相关的问题的影响

（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 2、3、10 和 16）。为了实施可持

续发展，大学可以与地方和国家政府、商界及民间社会

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为当地社区制定自愿大学评估和自

愿本地评估，评估实际需求，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来

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地化

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的是全球愿景，但其必须

植根于地方、受地方承认，并落实于地方。地方社区在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管辖

范围、监管限制和融资考量等因素或会对其造成障碍。

比如选举周期这个问题就很棘手，因为政府领袖可能会

不定期变化。但是，如果将可持续性理念融入政府、公

民团体和非正式网络，那么就可以获得所需的持久性。

在本地化方面，一个实际案例是夏威夷绿色增长 

（Hawai'i Green Growth，HGG） 组织，该组织通过各种

社交网络来使用和贡献知识，提供关于哪些方法有效以

及哪些方法可以做得更好的例子。7 夏威夷绿色增长组

织成立于 2011 年，汇集了 150 多个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致力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优先事项。它的成功取决于

四大支柱，即领袖承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进展衡量

以及实实在在的实地行动。在持续发展目标上形成共

识，有利于得到透明有用的数据。在线开放数据平台向

公民展示了正在取得的进展以及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判

定哪些事项具有重要性，有助于制定基于多利益相关方

的本地标准和指标，并了解不同指标之间的关系及这些

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17（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但这要在信任的基础

上加速推进。8 人们一般都希望迅速采取行动，但其实

过程也很重要。召集和联系不同的合作伙伴，确定共同

的优先事项，权衡哪些是重要事项，协调可以推动行动

的伙伴关系，这些都需要时间。2020 年，夏威夷成为

美国第一个进行自愿州级评估（Voluntary State Review）

的州。

为了使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本地化，需要探索能够

让科学系统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方法，让更广泛的声

音、机构、知识类型和学习方法参与进来，并满足当地

需求，进而加强当地科学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地方官员

可以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来协调地方政策和举措。

城市和社区领导人可以利用现有的知识网络来推进可持

续发展，探索各种实体组织的资源和活动，例如 C40 城

市集团、布鲁金斯学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导力城市倡

议、全球岛屿伙伴关系（Global Island Partnership）、世

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盟学习组织（UCLG Learning）、印

度替代方案组合（Vikalp Sangam）、全球替代方案网络

（Global Tapestry of Alternatives）和非洲城市网络（African 

Network of Cities）等。9 随着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和城市

开展自愿地方评估，联邦政府可以将这些知识进行利用

并加以整合，进而开展自愿国别评估。

城市化

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最

直接针对的是城市地区，但如果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没

有取得进展，那么城市就无法实现“包容、安全、有抵

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目标。目前还有很多改进空间

来加强与城市化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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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恢复湿地和城市森林有助于加强粮食安全，减轻洪

水和干旱危害，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减少空气污染，还

能缓解城市居民的身心压力。再比如，建立自行车友好

或以公交车为基础的出行网络，逐步过渡到低碳交通系

统，不仅可以减少碳排放，还可以降低肥胖水平，改善

当地经济，同时减少空气污染。想减少百分之几的碳排

放或增加百分之几的森林覆盖率，这都不难实现。但是，

要在不加剧不平等或不加剧贫困和脆弱性的情况下做到

这一点，就变得具有挑战和难度。要想实现可持续的繁

荣发展，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就要采用一种新的

发展模式。

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正在实施的一项倡议就很

好地阐释了这种协同模式的作用，比如，它是如何帮助

地方层面吸引来自公民的长期参与，以及如何让可持续

发展变得有趣和令人憧憬。全球城市发展组织（Global 

Urban Development）成立于 2001 年，该组织参与了由

世界银行资助的针对巴西南部的南里奥格兰德州的一项

战略。根据该战略，巴西在这个拥有 150 万人口的阿雷

格里港建立了一个可持续创新区（Sustainable Innovation 

Zone），目标是到 2030 年让该市成为拉丁美洲太阳能利

用率最高、能源效率最高、自行车友好、循环经济得到

发展和数字化连接程度最高的社区。10 社区成员共同携

手规划和参与对社区花园、堆肥中心、共享电动汽车和

自行车、太阳能柱和屋顶等的改造工作。这是一种自下

而上式的活动，既没有国家官员负责，也没有城市官员

负责，而是全部依靠民间社会、学术界、商界和政府行

为体的参与。变革过程既要采取行动，也要展示可持续

发展改造后的效果，还要鼓励包容性地参与，并坚持独

立的非党派性，这样才能在多变的政治领导选举中得以

生存。巴西的经验表明，战略的制定必须在所有阶段都

得到充分和共同的参与，合作和知识共享对实现可持续

城市化至关重要。如果将战略和市长或其他领导人的议

程联系得过于紧密，那么一旦领导层发生变动，战略可

能也会随之土崩瓦解。

发展科学、技术与创新，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科学、技术与创新（STI）是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重要支柱。建立跨部门、跨学科的科技与创新伙

伴关系，可以为多边主义复兴和创新方式发展带来希

望，有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如何应用科学、

技术与创新，若干挑战已经浮出水面。11 有时候，这些

挑战还会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和社会动荡

的影响而加剧。其中一项挑战就是数字鸿沟，即国家之

间或国家内部之间在数字技术使用上的不均衡和不平等

现象。如今，世界变得互联互通，也越来越依赖这些技

术，因而那些无法使用数字技术的国家和人民很可能会

变得越来越落后。12 要想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好处，

同时减轻其造成的危害，必须建立适当的治理体系和基

础设施，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此外还要提升个人、

社区和企业吸收和应用这些技术的能力。

由 联 合 国 经 济 和 社 会 事 务 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和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 13（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协调组织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科学、

技术与创新机构间工作组 （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Task Team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r the 

SDGs，IATT） ，目前正在领导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科学、技术与创新路线图全球试点计划”（Global Pilot 

Programme on STI for SDGs Roadmaps），该计划提出了

一种富有前景的方法，规划如何利用科学、技术与创新

来帮助一个国家努力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该工作

组最初在埃塞俄比亚、加纳、印度、肯尼亚和塞尔维亚

开启试点项目，后续又扩大规模，扩展到乌克兰。该路

线图流程包括 6 个步骤：（1） 确定目标和范围；（2） 评

估当前情况；（3） 制定愿景、目标和具体目标；（4） 评

估其他可替代性途径；（5） 制定详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科学、技术与创新路线图；（6） 执行、监测、评估和更

新计划。14 其中，关键性投入包括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磋

商、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数据和证据基础。

从该路线图试点项目中可以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尤其

是强调以下几点的重要性。（a），要确保政府、科学家

和工程师、行业以及非政府和当地社区利益相关方团体

积极参与，共同制定一致的愿景、目标和具体目标。15

（b），要充分利用这种强有力的科学与政策之间的互动

和最新的数据及专业知识来评估科学、技术与创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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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c），要划拨预算来支持倡议的实施。在试点国家中，

加纳努力加强制度协调，并建立了用来监测和评估可持

续发展目标战略的科学、技术与创新机制；16 而埃塞俄

比亚和乌克兰则陷入了冲突危机，这也破坏了其可持续

发展计划。由此可以看出，战争和局部冲突也许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大威胁。17 尽管各国面临着不同的

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可能会影响其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科学、技术与创新的优先次序和实施时间，但路线图

仍为各国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路径，让其在时机成熟之时

向前迈进。

结论

随着《2030 年议程》实施进入中期，迫切需要加

快可持续发展行动。加快推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参与

到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这是实现 17 项可持续发

展目标中所设想的美好未来的重要基石。经验表明，单

纯依赖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或是简单复制在一个地方

行之有效却在另一个地方行不通的方案，这种行为是不

明智的。18 本文分享的正面案例研究表明，建立不同利

益攸关方之间的信任，这对于加强科学政策接口和全面

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说至关重要。科学界可以通过积

极参与多利益攸关方的决策过程、确定优先事项和管

理权衡来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帮助增强公众对科学的信

任，并推动包容性知识生产的发展。为了让可持续发展

得以实施，需要探索一种能够让科学系统变得更加包容

和公平的方法，让更多的声音、机构、知识类型和方法

参与进来，鼓励去学习、培养能力并创造符合当地需求

的知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建立明确的治理

模式和制度安排，加强科学政策接口，加速当地可持续

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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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承诺……彼此关联，需要一种综合解决方
案。要想有效应对，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2 

如今，《2030 年议程》已经进入实施中期，世界局

势快速变化，资源也日益稀缺。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后果

加剧了不确定性和预算压力。政策制定者要做出艰难的

权衡，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引导未来社会实现技

术和环境转型。如何履行全球承诺的压力越来越大。但

是，全球范围内这种不确定性也极有可能破坏为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付出的努力。

建立健全的机构体系、灵活有效的长期政策，这一

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重要。树立战略远见，可

以帮助这个领域的决策者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

应对这个充满社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时代。3 战略远见

能够从多个方面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治理，为加强战

略规划、提升风险管理、促进创新、社区赋权和代际

公平提供坚实的框架。认真思考未来可以带来强大的能

量，因为战略性思考可以为技术决策者提供信息，帮助

其了解政策权衡。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助于整个社会就

未来共同愿景达成共识。

过去几年，疫情的蔓延、气候变化形势的日益紧迫、

技术加速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变革影响，都让人们越来越

意识到树立和实施战略远见的重要性。各国政府已经开

始加快努力，在同级网络和联合国实体机构的帮助下，

加大建设自身树立战略远见的能力，如联合国发展计

划署下设的创新加速实验室和区域办事处、4 联合国全

球脉动培训计划和联合国区域委员会等。树立战略远

见有助于各国政府应对以下挑战 ：

•	 解决迫切需求，不仅要识别风险，还要将风险

预案以制度形式确立并有效实施。比如，新冠

肺炎疫情就是一个已知的未来风险，但全球各

国却仍未对其到来做好准备；

•	 回应大规模出现的错误信息以及对科学数据和

技术政策的不信任；

•	 将分散、孤立的政策制定方法进行整合，解决

人类福祉的诸多方面，通常涉及多学科领域，

如健康、教育、体面就业和住房等；

•	 面对如何从疫情影响中恢复这个问题，人们的

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非集体性的。因此，

拥有战略眼光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未来可能出

现的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时，缓解其对如何进

行多边合作及如何团结协作的担忧；

•	 缓解代际矛盾，平衡当代人与后人的需求。

本文探讨了关于战略远见实践的最新进展，围绕如

何加快应用战略远见实践来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及

如何加速实现《2030 年议程》进行了概述，尤其是在

国家政府层面。

为什么实现《2030年议程》需要战略远见？

战略远见是进行有效治理的支柱，其必要性源于以
下三点 ：

•	 有助于推动权衡：权衡管理不是一种自上而下

式的技术官僚分析的客观科学活动，而是一个

需要以原则驱动决策的政治性问题。社区要就

共同问题和未来决策影响达成共识，这一点至

关重要。这有助于促进早期行动，加强预防投

入。树立前瞻性的系统思维逻辑，有助于探索

可替代性方案，了解如何最好地利用稀缺资源

来制定弹性政策。

实施战略远见，更好地帮助各国政府在后疫情时代管理权衡和协同，
以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Catarina Zuzarte Tul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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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助于推动能力建设：世界各国政府正面临着

重大危机，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众的信任度不断

降低。政府正做出努力，寻找可以应对未来公

共管理挑战的最佳方法。要尽早、尽快地采用

前瞻性的政策制定方法，提供充足的资源支

持。5 
•	 有助于推动实现《2030 年议程》中提出的雄心

勃勃的原则，即相互依存、普遍和不让任何一

个人掉队的原则。在议程实施的前半阶段，决

策者往往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看作是一个由

17 个孤立的目标组成的静态愿景，而非一个相

互关联的、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动态和综合

性的框架解决方案。这就导致实施过程呈现出

的是渐进式的变化，而非变革性的变化。可持

续发展目标中期审查可以成为一个转折点。该

审查提倡，要将广泛采用战略远见作为基础，

寻求可以推动实现《2030 年议程》的“新方法”，

这一愿景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我们的共同议程》

中也得到了概述。6    

迈向新方法：良好实践为何样？

近来，有很多国家级层面应用创新战略远见实践的

案例，这些方法一般耗资成本低，资源利用少。7 战略

远见具有适应性，有助于建立新兴战略规划，推动设计

和实施有效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并对其内在的相互

依存关系予以考量。以下这些例子展示了该方法的特

点、多样性应用及目的。8 

比如，来自中国、日本、蒙古和韩国的年轻人参与

设计了由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发起的“东北亚

未来和平”（Futuring Peace in Northeast Asia）倡议，并

为其推广做出了贡献。该倡议采用风险管理的方法，树

立战略远见，寻求新的方式，共享对东北亚地区和平的

愿景。这群年轻人对多种未来情景进行了讨论，目的是

更好地了解该如何识别预期挑战，如何在当下做出明智

的决定，以实现更美好的未来。9 树立远见是战略规划

的方法之一，主要是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的情况、能力和

优先事项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国家进程，比如“南

南合作”和互相支持等。例如，柬埔寨制定了一项长期

发展计划，即“到 2050 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10，实现

净零排放 11 ”。与之类似，佛得角共和国制定了《2022-

2026 年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北马其顿共和国制定了

《国家发展战略》，这些都是采用战略远见作为规划工具

的例子。12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战略远见工具被用于社

区赋权和土著管理的积极案例。在新西兰，毛利社区正

在采用前瞻性方法，目的是融入青年文化，推动由青年

主导的变革。该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在社区内培养面向未

来的技能，同时提供自治工具，最终愿景是到 2040 年

实现收入、教育和就业平等。13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曼

吉尼奥斯（Manguinhos）贫民窟，青年公民聚集在一起，

参与到一项名为“曼吉尼奥斯贫民窟的种子“（Sementes 

Manguinhos Favela）项目中，重新构想他们理想的社区。14

巴巴多斯启动了一项围绕领导力的战略远见，新兴政治

领导人正借助前瞻性战略来建立共识，以应对气候变化

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影响。15 在南非，政府公共服务创新

中心支持创建了名为“吉库尔查“（Geekulcha）的平台，

该平台最近正开始利用前瞻性战略来推动代际公平，通

过帮助年轻人提高技能，进而鼓励他们更深入地了解技

术的未来及其对社会的影响。16 

有趣的是，不同政府部门和层级在培养战略远见能

力上的趋势也在日益增长，这也反映了生态系统方法的

逐步应用。经常提到的例子是芬兰和威尔士，这两个国

家已经将战略远见文化、流程和机构系统性地应用在了

公共行政部门、区域机构和地方市政当局中。此外，一

些其他国家也开始了这一旅程，其战略远见能力在政治

转型中幸存了下来。例如，在哥伦比亚，战略远见工具

已稳步融入公共行政，可见于多种语境下的政策制定过

程中。比如，在城市层面，巴兰基亚创建了 2050 年及

之后到 2100 年的多学科增长框架，还创建了鼓励青年

参与的战略，作为对 2021 年示威活动的回应；在法律

层面，战略工具被纳入前检察官的外联工作中；战略工

具还被融入到了国家规划部的能力建设和改革过程当

中；也成为了《2022-2026 年国家发展计划》全国对话

的一部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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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策制定者的启示

有以下两点启示，可供那些希望运用战略远见实现
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者参考。 18 

第一个启示是，要采用国家治理生态系统的综合方

法，支持公共行政部门和国家机构努力为未来做好准

备，这一点非常重要。19 建立前瞻性的治理结构和流程，

创建跨机构的战略远见倡导者网络，对于维持长久影响

至关重要。它们可以构成一种内部基础设施，将未来信

号与当今广泛领域的决策联系起来，如政策制定、战略

规划、风险评估、投资、创新和招聘等。要实现这一点，

需要引入新的数据抓取方法、基于人工智能的信号调整

以及有效的内容收集，因为只有获取面向未来的数据和

信息，才能维持政策的长久一体化和一致性。

建议采取的第一步是，在政府核心区域建立一个战

略远见卓越中心，负责确保战略远见与政策影响相联

系。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可以建立高质量的智库，以提

供充足的洞见，其次要教授高级决策者如何运用这些洞

见，最后是要对整个政府现有的能力进行协调，从而实

现这些洞见。 

通过长期利用战略远见工具解决分歧，并将这种治

理文化确立下来，有助于最终推动实现深刻而持久的变

革。要保持一致性和坚守承诺，以免后续政府在进行战

略远见能力整合的过程中摇摆不定，出现时而建立、时

而终止的情况，还要在这种情况下对其提供引导。20 要

建立集体资源和网络，传播成功案例，对那些记录和建

立有效案例证据的行为予以支持，这一点至关重要。尤

其是对于那些长期面临严重挑战或不确定性的国家来说

非常必要，比如那些正处于分崩离析、稳定性受挫或受

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21 要将这个过程看作一场马拉松，

而不是一次短跑，因为体制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

虽然数字技术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对于创建用于战略远见整合的制度建设来说也至关

重要，但是，技术官僚方法本身并无法带来足够程度的

社会转型来实现《2030 年议程》中所希冀的愿景。因

此第二个启示是，要想利用战略远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社会转型，必须有两个额外要素，即公民参与和领导支

持，这样才能为当代和后代创造更公平的未来。

必须让公民参与到塑造自己的未来的过程中来，尤

其是参与到战略远见过程中来，比如树立战略远见，并

将其融入到预算和公民大会的设计中，这一点至关重

要。如前所述，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权衡管理上，更多

地是出于社会考量，而非是一种技术官僚式的解决方

案。要支持公共行政官员所付出的努力，鼓励其制定弹

性政策，评估权衡选择，并将全社会的声音和创新想法

联系起来，从而发挥前瞻性战略的作用。但是，整个社

区必须在共同问题上达成共识，要激发全员想象力并产

生回应，探索这些决定对未来的影响，还要积极考虑子

孙后代的利益。要激发有意义的参与，充分验证生活经

验及社区知识和管理，包括青年团体和土著社区，这是

产生深刻变革的基础。

同样重要的是，要鼓励领导人做出决策，推动代际

公平，并要求政治领导人对政策的代际影响负责。公共

行政部门往往会因为缺乏政治支持而无法制定长期政

策，或无法解决那些在政治任期之外出现的棘手问题。

但是，疫情改变了这种政治考量。它不仅加剧了对未来

的不确定性，还提高了人们对代际影响及其政治重要性

的认识。公民现在更关心的是相关措施的成本及收益分

配，尤其是那些跟就业、教育、住房和健康等优先事项

相关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会影响到现在和未来几代人

的利益。一些政治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支持代际公平，

并鼓励所有公民保持团结，不仅是当代公民，还有未来

公民。22 最具变革潜力的一个发展重点是，要探索如何

激励公共行政部门，推动其去调查当前政策和投资所产

生的长期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影响。

下图从战略远见角度展示了社会转型与有效治理之

间的三角关系。

给政府和国际利益相关方的总结建议

对于公职人员 ：
•	 创建战略远见卓越中心，带头开展精益和成果

导向的多年期规划，在行政、立法、审计机构、

政府机构和市政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预期管理

生态系统。

•	 将战略远见纳入公务员培训体系以及对当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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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公职人员的教育体系中。

•	 公共部门要优先考虑对当代和后代的公平问题，

从代际公平的角度对政策进行评估。

•	 鼓励全球创新，保护当代和后代的权利。例

如，努力制定后代权利宣言，倡导建立“面

向未来一代的特使“（Special Envoy for Future 

Generations）等强有力的多边政策审查角色，致

力开展全国倾听活动，将有远见的代际未来对

话与国家战略规划联系起来。23 

对于多边组织和捐助者 ：
•	 充分利用未来几年举办的联合国峰会，如 2023

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2024 年的未来峰会

以及 2025 年拟办的世界社会峰会 24 等，并以此

为机遇，旨在快速采用战略远见工具，将其作

为实现《2030 年议程》的“新方法”的基础，

制定出适合二十一世纪的地方级、国家级和多

边的公共管理和全球预期管理模式。

•	 鼓励支持政府制定雄心勃勃的能力建设计划，

提高战略远见能力。

•	 倡导一种负责任的战略远见议程，推动实现社

会转型。这包括，要认识到表象采用战略远见

的风险，学会挑战现有的组织文化和工作方式，

优先考虑服务于社会转型的价值观。此外，还

要把那些旨在解决关键性优先事项的具体承诺

纳入国际标准、项目设计和《我们的共同议程》

的提案中，例如加强代际公民特别是来自全球

南方（Global South）公民的参与度，制定用于

评估政策决议对不同代际的影响的问责。

图：变革性战略远见三角：利用综合战略远见，实现社会转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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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新兴国家和发

达国家解决熟悉但复杂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提供了雄心勃

勃的整合战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关联性要求采取

全面和整体的方法，这离不开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

合作，要求它们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增强机构

整合，增加政策协同。

跨国网络和专业交流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得以整合实

施的重要资源，涉及从业者、公务员、学术界、民间社

会、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等。各种跨国网络有助

于促成相互合作的应对措施，网络成员可识别和描述共

同挑战，寻找解决方案，讨论解决全球问题的不同政策。

这些论坛在推动技术讨论，支持知识、经验和良好实践

交流，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创新实践上成果丰硕。

这一章节选取了一个汇聚了全球不同国家年轻专业

人员的网络案例，探讨了跨国网络和国际专业交流将如

何促进可持续发展，强调了可获取和包容性能力建设与

合作方法的重要性。在实施《2030 年议程》的这个关

键节点上，为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环境，加快推进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落实，整合式地推进方法就显得更加重要

了。

网络是变化的催化剂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挑战，如新冠肺炎大流行、气

候变化和移民，跨国网络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复杂的全

球性问题需要合作性解决方案，任何单一国家或行动者

都很难独自完成。社区和社会应共同合作，界定问题、

商定解决方案；广泛的合作可分享多种视角，并增加替

代政策的合法性和地方适用性。

《牛津公共政策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将“政策跨国网络”定义为“一系列政

府行为者和其他行为者之间的正式性的机构联系和非正

式性的联系，围绕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构筑共同的信念

和利益。上述行为者相互依存，在彼此的互动中形成政

策。” 2

跨国网络能促进合作、增加协同，并为共同对话创

造空间。3 它们有望成为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

纽带。4 对循证政策的制定来说，这一工具意义重大，

尤其是在“假新闻”和错误信息等社会现象可能影响政

策进程，并破坏政策合法性的时代背景下。跨国网络不

仅能将行动者和知识连接起来，还有助于推动政府政策

和方案走向合法化。

此外，为了最终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

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明确跨国网络对政策制定

和实施发挥影响的渠道，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好处和成果

就显得十分必要，特别是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

跨国网络可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上促进能力构建

和贡献： 5

•	 个体层面：通过培训、经验、动机和激励措施

提高个人的技能、知识和绩效；

•	 组织层面：通过优化和利用战略、计划、规则

和条例、伙伴关系、领导力以及组织政治和权

力结构，通过加强组织系统、流程、作用和责任，

提高组织绩效；

•	 环境层面：为改善政策框架创造有利环境，以

连贯和相辅相成的方式处理经济、政治、环境

和社会因素，包括经济增长、融资、劳动力市场、

政治背景、政策和立法环境、阶级结构和文化

动态。

跨国网络和专业交流在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整合实施方面的作用 
Carlos Eduardo Lustosa da Costa，Isabela Maria Lisboa Blumm 和 Simran Dhingr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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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相互关联层面的能力

环境层面的能力

个人层面的能力 组织层面的能力

跨国网络有助于实现能力建设和共享、知识传播和

合作。通过持续沟通、相辅相成的活动、共同目标和共

同议程等关键元素，跨国网络可促进或支持不同利益相

关方在整合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达成合作。此外，

跨国网络有助于识别相似问题、达成共同谅解和愿景，

并有助于识别更广放的利益相关方之间存在的盲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国网络可促进不同层面（包括

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的成长和发展。跨国

网络的影响力通常与其所阐述的既定目标的进展相关，

不同跨国网络的既定目标各不相同。例如，一个主要致

力于促进信息交流的跨国网络可能不会采取集体行动，

但可能会对下游的政策结果产生明显影响。6 

最终，可持续发展政策网络的有效性将取决于政府

是否根据跨国网络的努力改变政策或决策。例如，各国

根据是否签署了某项国际条约，在执行卫生政策时会

采取不同的行动。7 跨国网络能影响其成员的能力、技

能和做法（包括合作），因此一个有效的跨国网络有助

于促成更加全面、连贯和包容性地实施可持续发展目

标。

衡量跨国网络的影响力面临一定的挑战，要求较低

的监测和评估形式可考虑中间指标，并根据不同跨国网

络的目标、评价标准，和对其成员的影响力，侧重于预

期的交付成果或产出。一些可使用的指标包括策划或实

施联合项目，采用新的或改进的做法，以及在决策过程

中更包容和多样地参与。8 这些指标可能会与不同的能

力水平有关。

从理论到实践

《2030 年议程》的有效实施需要一个涵盖多个利益

相关方的丰富生态系统。虽然也有几个可持续发展跨国

网络的例子 9，但是这一节重点介绍了全球治理管理学

院（Managing Global Governance，MGG）的经验，以

及它是如何通过动员、连接和增强全球专业知识以及促

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用解决方案，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

施做出贡献的。

全球治理管理学院是一个由德国发展与可持续研究

所，自 2007 年以来组织的年度培训项目。它汇集了来

自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和欧

盟不同背景的年轻专业人士，共同解决全球挑战。目前，

全球治理管理学院有 100 多个机构和大约 380 名校友，

他们通过在线平台、国家会议和全球会议进行互动。

全球治理管理学院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打造“多利益

相关方合作的创新平台”，促进可持续发展。该项目基

于行为科学的观点而建立，旨在构建跨国合作，以促进

关系而非交易或工具为目的。10 

全球治理管理学院还致力于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变

革者提供专业化和个人化的服务。参与者参加为期四个

月的培训项目，涵盖了实践经验和参与方法、培训、讲

座、专家讨论、考察旅行，以及通过学术、领导力模块

和变革者项目进行的同行辅导等一系列内容。

对于变革者项目（change-maker projects, CMPs），

参与者必须开发一个原型，并据此提出一个应对真实世

界挑战的实用解决方案。变革者项目主要包括深入了解

挑战或问题，评估原因和影响，思考替代观点，制定可

能的解决方案。该项目鼓励参与者采用综合方法，运用

包括系统思维方法在内的分析工具，以创新方式应对复

杂的可持续发展挑战。

变革者项目考虑的挑战十分多样化，涉及不同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例如，过去的项目曾聚焦绿色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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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的使用（可持续发展目标 12）；扩大无分行银行业务，

从而改善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妇女的数字和金融包容性

（可持续发展目标1, 2和5）；利用小型民间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的声音促进地方政府围绕

《2030 年议程》开展更有效的合作（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和 16）。

开发这种原型有助于增强个人、组织和环境层面的

不同能力。例如，其中一个项目旨在利用小型民间社会

组织的声音（推出一项名为“BW4SD”的倡议），赋能

民间社会组织网络，同时为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潜在合作

开辟途径。它像一个变革者集市，为民间社会组织提供

空间，吸引人们关注项目的独特价值，并分享目标和成

果。此外，它还致力于利用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在共同议

程方面的伙伴关系，为民间社会应对共同挑战、开展新

的研究和案例学习、构建新的伙伴关系等提供机会。

在开发这些项目的过程中，参与者应用并加强创

新、转型和合作方面的不同能力。11 不同国籍的年轻专

业人员组成小组，他们必须考虑不同的价值观、交流观

点、激励他人、管理冲突、锻炼对变化进行战略干预的

能力，并运用设计思维从全局探索问题、关注共同利益、

运用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知识，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积极影响社会。

这一经验表明，跨国网络作为能力建设和交流的纽

带，可以帮助加强软技能和硬技能（特别是在年轻人当

中），促进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积极变革。跨国网络

将来自南半球和北半球、拥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聚集在

一起，鼓励真正的合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创造和维持

更具包容性的知识生成和能力建设方法。全球治理管理

学院网络不仅可以影响个人的职业生涯和能力，还可以

影响机构能力建设，如下图所示。

通过创造一个反思和创新的空间，跨国网络能够促

进其成员识别和界定政策问题，形成共识，并理解当前

挑战的原因和后果。跨国网络有助于传播相关概念和分

析框架，促进对复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解，如气候

公平背景下与不平等有关的权衡。跨国网络强调整体和

全局的方法，同时鼓励使用现有工具支持政策的一致

通过管理全球治理伙伴进行机构能力建设的观察性证据

管理全球治理项目支持在巴西和中国建立多利益相关方的自愿可持续发展标准（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VSS）平台。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南非的标准机构和部委也在着手建立类似的机构。管理全球

治理智库已扩大了其专业范围，并为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标准平台和标准机构

提供建议。管理全球治理还促进了国家平台和其他参与者与联合国系统展开互动。

2017 年德国担任 20 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管理全球治理在将南半球智库纳入“智 20”（Think 20，

T20）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管理全球治理合作伙伴在 T20 工作团队中担任联合主席的比例达到了 50%。

也正因为此，T20 成立了非洲常设小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也参与了该小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服

务于 20 国集团国家和非洲的知识机构。

印度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the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RIS）

利用管理全球治理项目获取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发展合作模式和经验。这有利于该机构在南南合

作和三角合作方面的分析和咨询工作。在主办有关这一主题的国际论坛时，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广泛

吸引了管理全球治理网络中的合作伙伴。

资料来源：Thomas Fues, Investing in the Behavioural Dimensions of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A Personal Assessment of the Managing 
Global Governance (MGG) Programme, Discussion Paper 12/2018 (Bonn,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Entwicklungspolitik, 2018), available at https://
www.idos-research.de/uploads/media/DP_12.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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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正如《2030 年议程》所呼吁的那样，这些要素是

系统性方法的基础所在。

结论

跨国网络提供一项有效机制，支持政府和非国家利

益相关方构建整合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跨国网

络有助于形成和包容性方法，促进能力建设和知识生

成。跨国网络应增加历史上代表性不足的地区、国家和

行动者的参与度，提供一个能公平汇聚所有声音的平

台，使所有参与者都能公平地为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挑

战贡献力量。此外，全球跨国网络能促进分析工具和模

型的传播和采用，支持政策的一致性、一体化和实际应

用。跨国网络成员可了解这些工具的价值，提供实用建

议，并获得切实可行技能。最后，跨国网络采用全球合

作的方法，利用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项目来影响个人和

国家走向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未来，所以跨国网络是识别

各项协同和共同利益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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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确定优先事项要从根本上评估政策目标之间如何权

衡及协同。在评估时，要考虑如何在长期和短期目标之

间寻求平衡，如何满足多个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以及如

何用不完整和不完善的信息对政策行动进行排序。风险

管理为政策权衡和协同的评估提供了另外一个维度，同

时有助于识别单个目标以及多目标联动方面的不确定

性。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风险管理将如何

更好地改善循证优先事项的设定？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权衡和协同的评估，反映

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政策一致性的必要性。2

在最近的一份战略指导说明中，联合国公共行政专家

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主张将风险管理纳入优先事项的制定过

程和制定机构。3 风险管理组合的整合意味着扩大特定

可持续发展目标试点结构（如政府中心）的关键协调职

能。4 本文借鉴新冠肺炎经验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结

构的演变，探讨了风险管理在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

方面的潜在作用。

新冠肺炎危机管理的经验和评价

新冠肺炎大流行和多重全球危机极大地提高了人们

对风险管理的认知，尤其是公共部门进行风险管理的重

要性。风险的跨国性和相互关联性日益增强，已成为风

险管理面临的一个相对较新的挑战，这要求在对不确定

事件进行系统评估之后，还必须采取行动。世界经济论

坛《2030 年全球风险报告》阐述了最新的全球风险感

知调查结果，如下图所示，为风险类别之间复杂的相互

联系提供了宝贵的见解。5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

新冠疫情之后的风险管理：在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方面，
其对改善联系评估、加强协同的作用 
Rolf Alter 1

危机管理上，而风险政策周期的关键早期阶段，即风险

预期和准备，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在了一旁。与新冠

肺炎相关的风险管理的国际对比和全面评估尚不可用。

个别国家在不同时间点对具体层面、部门和工具进行了

评估，但主要是为了应对紧急决策需求，这就使得比较

分析十分困难。此外，因缺乏有效证据证明关键部门对

新冠大流行的准备情况、政策反应的相称性、政策反应

的一致性，以及（通常被视为集中、混乱和代价高昂的）

政府干预措施对公民信任度的影响，所以上述评估的可

比性也被削弱了。显然，在政策层面通过学术研究进行

进一步的事后分析十分必要。

尽管如此，我们也在各种各样的评估中发现了一些

共同特征，最近一次是在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成

员国的调查中。6 具体为 ：首先，疫情准备工作普遍不

足。7 其次，各国调动了大量预算资源来减轻经济和财

政影响。最后，利益相关方和公众参与与风险相关的决

策只是个例外。虽然这些结论尚处于早期阶段，但风险

管理方面的一些相关经验教训已可以总结获得。

对风险预测能力和关键部门的投资十分必要，可通

过早期预警系统、系统的前景扫描、情景规划和风险评

估，加强对流行病和其他重大危机的防备。8 必须通过

额外的数据收集弥补更高程度风险关联性方面的缺失，

必须深化政府专业知识以充分利用现有数据，并向决策

者提供循证建议。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要求任命国家风险和复原力官员似乎反映了这

一关切。9 

还必须增加预期措施对实际准备的影响，或者换句

话说，减少“影响鸿沟”。尽管各国的风险评估经常涵

盖流行病风险，且会重点强调，但面对新冠肺炎的爆发，

各国的应对措施仍然不够充分。很多国家制定了国家安

全战略，包括国家风险评估和体制框架，但是侧重于对

紧急情况进行集中、自上而下的部门管理，因此也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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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

就风险预测和危机管理而言，机构间的合作要求领

导层做出更有力的承诺，并建立明确规定了任务且符合

目的的治理结构。为决策提供宝贵科学证据的科学咨询

机构需要依赖更多种类的专业知识来源。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的，且各国关联紧密，

但在疫情期间，风险预测和危机管理方面的国际协调却

十分不足，各项紧急措施主要都局限在单个国家内部。

各国在应急设备、资源和保护方面竞争激烈，缺乏国际

协调，致使公共资源浪费严重，也降低了应对措施的有

效性。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

上受到这些风险管理的负面影响，尚未可知。然而，为

保护公民和私营部门而紧急、大规模调动预算资源，很

可能转移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资金。10 

新冠肺炎危机管理的初步结果和教训表明，风险管

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先事项的设定，可能贡献有限。

风险管理系统中的现有差距急需关注，以提高系统本身

的性能并加强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贡献，特别是

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增加以及当前和未来风险可能

资料来源: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认知调查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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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重大影响的背景下。

对现有的风险政策和机构进行优化升级，不应该仅

仅局限在风险准备、风险缓解和风险适应概念的技术修

改上。2014 年经合组织理事会关于关键风险治理的建

议 11 提出了一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方法，也可以解读为

“构建风险文化”。该方法旨在提高风险意识、促进公众

更好地理解风险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同时强调所有利益

相关方和公众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个人和集体责任。

基于对风险的理解和风险的透明度建立的风险文

化，可能会改变所有利益相关方对风险责任人的态度，

同时有助于更有效地分配风险责任。就风险的政治经济

学而言，政府风险管理将较少受到“预防悖论”的负

面影响。12 人们将不会期望政府独自承担风险和危机管

理责任，不再期待政府独自承担对损害和损失的经济补

偿。公民将能根据他们的风险偏好来选择保险。这也将

激励私营部门更好地为不确定性做好准备，防范于未

然，并对企业的恢复力进行投资。最后，良好的监管将

为利益相关方之间更密切的协调合作提供条件，从而更

好地预测或者为风险做好准备，并能应对紧急风险情

况。

将风险管理整合进现有的优先事项设定架构中

公共风险管理在支持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权衡

和协同评估方面的作用和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表

现。如何有效地将风险管理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决策

过程的架构中，包括 CoG 及跨部长级组合的协调职能，

同样重要。

原则上，应建立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试点结

构，以整合风险管理职能，并加强优先事项设定的能力。

然而，实施这一方法仍然十分复杂，主要有两个原因。13

首先，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试点结构可能对其职能和

责任并不十分了解。经合组织在其 2017 年关于政府中

心组织和职能的调查中发现，83% 的 CoG 承担了风险

管理的部分责任，超过三分之一承担了主要责任。尽管

有这些数字，但也只有约 10% 的受访 CoG 将“整个政

府的风险管理和战略远见”列为关键责任。14 

第二，尽管许多国家都对 CoG 进行了令人印象深

刻的改革，但确定优先事项的进程仍然受到重大制约。

例如，芬兰被认为是创新治理的领先者之一，但其面向

未来的政策雄心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15 相关制

约因素包括各部委各自为政的心态（特别是在预算领

域），缺乏对未来的系统规划，以及对可能的影响看法

不一等。虽然新冠肺炎危机管理缺乏及时应对疫情的协

调能力，但这场危机引发了针对新冠肺炎特定情景的准

备（2021年4月发布），其中包含三条可能的发展路径（从

2021 年夏季到 2023 年底）。16 

近期，一份针对巴西 CoG 进行的深入审查 17，旨

在更好地支持决策和指导政府行动，从而确定和实现高

级别的优先事项。该审查明确了两个主要制约因素：缺

乏共同的政策目标和体制碎片化。前者意味着在政策制

定和决策方面存在相当大的体制差距，而后者可能导致

任务交叠。事实上，负责该国 CoG 内的战略前瞻和风

险预测的有四个机构，分别是 ：机构安全局（负责国家

安全，包括网络安全和网络事件管理）、外交部、战略

事务特别秘书处，和 Casa Civil（巴西总统办公厅）。

尽管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机构安排范围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但《2021 年世界公共部门报告》

（World Public Sector Report 2021）证实，大多数国家都

依赖试点结构来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18 将风险管理纳

入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架构仍然是可取的，但非常复

杂。如果整合式的风险管理也有助于提高整体协调能力

和绩效，那么激励措施可能会更有效。

在 CoG 和其他协调机构的未来工作中，应注意政

策权衡和协同方面的风险知情评估所带来的潜在机会和

好处，包括重建对政府的信任，更好地调整跨部门和长

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公共投资，保护公共资产，

减少公共资源浪费，以及增强国家韧性来实现更大程度

的繁荣。

国际合作的备选方案

国际合作有助于增强风险管理在制定政策优先事项

中的作用，有助于其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权衡和

协同评估方面发挥作用。

交流风险和危机管理监测和评估方面的良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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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弥补知识差距，了解哪些做法行之有效，哪些做

法今后应该避免。汲取见解和经验教训将有助于“重建

得更好”，也有助于深化围绕风险、危机和复原力管理

等的国际协调。加强数据治理，加快生成可靠、及时和

共享的数据，并确保通过兼容技术方便地访问数据，将

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议题。

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风险管理人员以及政治领导人都

应参与讨论如何最好地缩小与风险管理有关的影响差

距。在风险文化的背景之下，个人和集体对灾难准备的

意识和理解水平更高，因此可在此基础上探讨预防悖

论。持续进行的知识共享和同行学习交流包含广泛的经

验和做法交流，为了加强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这些做

法也应该涵盖在次国家级当局机构的行动中。

一些 CoG 和其他试点架构在将风险预期纳入权衡

和协同评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向它们学习，对于

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可能是一项艰巨但却很有

回报的工作。良好做法和经验的交流可能会在区域一

级发生，正如非洲同行审议机制（African Peer Review 

Mechanism）那样。此外，风险管理在政策制定、优先

事项设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中的作用可能会在自愿

国家审查和自愿地方审查过程中明确提出。

结论

风险管理纳入优先事项设定过程的做法主流化，将

有望改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围绕新冠肺炎危机管

理的经验表明，对政策权衡和协同的风险评估要想取得

成果，就需要对构建风险预期能力和风险准备进行大量

投资，也需要在政府中心或其他协调架构中建立有效的

协调机制。

当今世界不断出现以及持续发展的危机，和持续存

在的高度不确定性状态都表明，在实施《2030 年议程》

的这个关键节点，制定一项中期投资战略来管理风险、

改革协调架构迫在眉睫。支持共享学习和良好做法交流

的国际合作可以促进更好（更快）地制定国家可持续发

展目标战略的优先事项，并最终加快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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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性全球事件进一步加剧了

经济衰退，一方面导致可用资源更加有限，另一方面也

导致需求日益增长，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做出艰难

的预算选择，而这些预算选择带来的效率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重要。让关键利益相关者参与预算选择过程，

将有可能更好地支持健康公共财政，产生更好的财政成

果，并带来响应更及时、更有效也更加公平的公共政策。

他们的参与也将增强这些预算选择的合法性，同时有助

于增加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

为了做出明智选择，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至

少需要获取高质量的信息，来衡量各项政策选择可能产

生的积极和消极后果。为关键决策者提供可靠的数据，

有助于优化协作性的资源分配过程，从而有助于实现长

期发展目标，也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预算是这一过程

的关键，它能反映出一些无法避免的权衡取舍，从而有

助于利益相关者相应地规划公共政策。预算能多大程度

上为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提供信息，取决于预算系统在技

术上是如何设置的，以及从中产生的信息是否达到质量

标准。为了让政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能够更加有效地参

与，从而产生应有贡献，就需要为他们提供这些信息的

访问权限，开放参与空间。

这一部分内容将预算标签作为一种串联预算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方法，它有助于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量化优先资源需求，相应地确定资源目标，监测结果，

并根据需要采取校正行动。一些国家的实践案例表明，

这一方法可实际应用，且行政部门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

者的参与十分重要。这一部分也指出了这一方法当前存

在的一些不足，并提出了弥补建议。

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基于证据的资源优先排序 
Raquel Ferreira, Aura Martínez 和 Juan Pablo Guerrero 1

什么是预算标签，其好处是什么？

从技术上讲，预算标签可将预算中的财政资源与优

先发展目标联系起来。在这种方法中，当个别预算拨款

或方案被认为会影响特定的优先目标时，将对其进行评

估并给予特定的标签。当然，这一方法根据不同的颗粒

度和覆盖范围会有所不同。这里的优先发展目标可以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直接挂钩，也可以与特定的国家发展目

标挂钩，例如妇女、儿童、青年和土著人等传统上被边

缘化的人口群体，甚至可以与气候或绿色目标等具体的

议程有关。它们还可以涵盖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和不同

的预算分类级别。

在政府内部，预算标签有助于内部审查，包括识别

优先目标资源需求、预算拨款和实际支出，以及用于实

际支出与预算拨款之间的比较（以评估预算可信度）。2

此外，它还为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了参与预

算制定和监督预算执行所需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它有

助于识别哪些政策优先取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理解与认

可，也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一个可直接使用且具有

普遍一致性的工具，方便他们将公共财富管理（public 

fi nancial management，PFM）决策与长期发展成果联系

起来。

预算标签也让监测和评估更加多样化。它不仅有助

于监测日常行动的后续跟进，也有助于决策分析，且能

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比较成为可能。当财政资源与优先

目标挂钩，且预算制定和监督获得了强有力的公众参

与，公共支出的影响就会变得可追踪、可衡量，从而有

望极大地促进社会发展。下表详细介绍了在整个预算周

期中，可持续发展目标标签法所带来的一些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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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可持续发展目标标签法在特定预算阶段所能带来的好处

预算编制 立法批准 预算执行 审计和监督

• 便于识别发展目标的资源需求

• 支持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仲

裁工具和循证拨款调整的驱动

因素

• 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

努力纳入财政部指导职能部委

的操作程序之中，使这一努力

成为主流

• 使围绕拟预算的辩论更加丰

富，显示针对发展目标的拨款

情况

• 有助于目标人群投资，以及儿

童和青年、性别、气候等跨领

域优先事项的明确识别和沟通

• 丰富与非公共财富管理导向的

民间社会团体和私营部门的沟

通

• 改进预算绩效评估

• 允许为决策者和公众设计预算

监控面板

• 通过交叉优先视角监督开支，

促进循证分配

• 将对特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

注纳入支出审查

• 允许最高审计机构对可持续发

展目标相关政策的影响进行审

计

• 允许议会和其他监督利益相关

方审查政府在实现发展目标方

面的表现，并在偏离预算目标

的情况下提出纠正措施建议

预算标签实践

一些国家，包括全球财政透明度倡议（Global 

Initiative for Fiscal Transparency，GIFT）网路的成员和

合作伙伴的所在国，3 一直在努力将发展目标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纳入预算系统。

在美洲，墨西哥财政和公共信贷部（Ministry of 

Finance and Public Credit）在其 Transparencia Presupuestaria

网站上发布了一个数据库，详细展示了政府计划和项目

是如何在每个财政年度及预算周期全阶段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联系起来的。4 这些信息是以开放数据格式提供

的，公众很容易访问。这些年度信息支持了用户参与倡

议——该倡议重点对可持续发展预算数据进行创新分

析。虽然这些活动是由部委和地方数据驱动的民间社会

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共同发起的，

但全球财政透明度倡议在其 Dataquest 和 Rally 概念说明

中记录并推广了这一模式。5 该说明经调整之后，目前

已被用于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国家一级和波哥大

市）、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蒙古、菲律宾和乌拉

圭等国家，同时也被用于次国家一级的政府机构，如墨

西哥的瓜纳华托和墨西哥城。瓜纳华托在预算编制中的

性别考量领域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

阿 根 廷 的 财 务 管 理 信 息 系 统（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FMIS）集合了国家预

算分配的一些数据，包括优先分配给某个性别、青年和

儿童等相关的政策数据。此外，还发布了季度开支报告 6，

该报告中的数据以开放格式数据呈现，公共行政机构可

重复使用这些数据并发布进度表。在哥伦比亚，7 国际

合作伙伴为 169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了可持续发展

目标预算编码和标记方法，详见本章概述部分的边栏

2.3。

在非洲，加纳政府已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预算编制

和融资纳入其国家预算编制过程，并在其标准账户表中

添加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代码。财政部定期发布可持续发

展目标预算报告，详细说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每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年度预算拨款。但其实际支出数据尚未公

布。加纳统计局发布了一个在线交互式仪表盘，用于监

测该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8 为了帮助填补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数据空白，肯尼亚国家统计局与民间社

会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并将一套公民生成数据的质

量标准纳入肯尼亚统计质量保证框架（Kenya Statistical 

Quality Assurance Framework）。9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和 GIFT 的支持下，

埃及和莱索托还采取步骤，将其基于方案的预算与贯穿

各领域的发展目标联系起来。

在亚洲，菲律宾采用政府一体化的方法，正在对可

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方案、活动和项目进行基于政策的统

一编纂。这将为预算和公共资源优先次序，以及预算和

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私人投资项之间的关联提供基

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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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角色

政府部门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可倡导对高质量预算信

息进行公布，并倡导建立公众参与空间。他们可以积极

利用信息为政策决策做出贡献，并监督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施的预算执行情况。如果政府以外的人不要求提供信

息，或者不使用所提供的预算信息，那么公共部门几乎

不会有公布或者持续产生此类信息的压力或者动力。此

外，利益相关者可以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研究、提供

见解、监督或者倡导，还可为在 PFM 方面教育公众提

供机会。来自 GIFT 网络中的相关例子阐释了这一点。

许多民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预算监督、研究和宣

传工作。墨西哥智库经济与发展研究中心（the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Económica y Presupuestaria，CIEP）11

和中美洲财政研究所（the Instituto Centroamericano de 

Estudios Fiscales）12 分析了预算分配和执行情况，包

括代际影响。CIEP 以发展融资评估（Development 

Financing Assessment）方法为基础，利用综合国家融

资框架，开展了一项摸底工作，将资源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进展进行关联。13 国际预算伙伴关系（the 

International Budget Partnership）14 协调了各国的国家研

究，旨在探讨预算可信度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

之间的联系，上述国家研究揭示了关键的数据差距以及

加强预算可信度以支持实现发展目标的方式。15 

2019 年以来，哥伦比亚国会和独立观察员一直在使

用妇女公平预算跟踪器提供的信息来监测这一优先领域

的预算分配。墨西哥众议院预算和公共账户委员会（the 

Budget and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f the Chamber of 

Deputies）开发了一些技术工具，指导决策者从可持续

性视角出发，分析、审查、讨论和批准预算，为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分配公共资源。《墨西哥实施 2030 年议程

国家战略》（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enda 2030 in Mexico）16 指出，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国家委员会执行秘书处每年报告一次该战略的进展

情况，包括分配给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预算。

学术界也可以做出宝贵贡献。例如，阿兰 • 图灵研

究所（Alan Turing Institute）的公共政策项目在一项调

查的基础上，利用预测统计模型，预估了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实现轨迹将如何受到特定政策工具现有拨款的直接

影响。17 

当前限制

上述实践案例令人欢欣鼓舞，表明各级政府和不同

关键领域的信息越来越多。这些信息可被民间社会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所用。GIFT 网络等国际平台为促进经验

交流和同行学习提供了重要空间。尽管出现了这些发展

和机遇，但也仍然存在很多限制因素。

正如《联合国 2022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2） 所

示，18 很少有国家拥有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可

比数据。往往是信息可用时，质量不达标：信息的过度

汇总会使其可用性大大降低，在政府内部的信息转移

中，通常会出现重复计算；可持续发展目标清洗时常发

生，往往只对积极贡献进行标记，而忽略负面影响；并

非所有公共资源都可整合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标签法之

中，包括为意外事件或债务融资预留的公共资源；各级

政府和部委的信息质量往往因记录和管理的官员不同而

参差不齐；公开可用的数据可能因官方来源不同而各自

迥异；预算标签产生的信息主要用于编制报告，而不用

于预算周期其他阶段的决策过程。

预算标签存在多种方法，19 因此也会导致缺乏统一

性，如此一来，客观评估系统所产生的数据以及生成国

际可比数据就变得十分困难。最高审计机构（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 ，SAIs）等关键利益相关者也经常被排

除在这一过程之外。此外，虽然预算标签可提供诊断，

但是它无法加速缩小发展差距。最后，预算标签所施加

的行政负担与其产生的附加价值之间的平衡并不总是十

分明确。

克服限制

一些行动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各国政府应以充

分分类的方式将发展目标或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预

算周期的各个阶段。应对行政、经济、职能和方案的

结构化数据进行分类汇总，且保持开放性，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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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持续发展目标采用预算标签的基石。可持续发展

目标规划不仅要考虑积极联系，还要考虑消极联系和

溢出效应。

各国政府应披露其所采用的优先排序方法，并提供

理由和证据依据。PFM 决策和发展成果之间的系统联

系应该能够明确预算对特定群体和政策议程的影响，以

及它们是如何受到这些权衡取舍的影响的。如果民主制

衡十分到位，那么政府就可以更好地管理公共利益之间

的权衡。

自动化方法对于扩大标签方法的使用范围，以及将

其纳入日常实践至关重要。国际金融机构可通过开发一

个简单的、得到国际认可的预算标签和优先顺序模型，

来帮助各国政府做到这一点，各国政府应能自由使用该

模型将预算和支出与发展成果联系起来。他们可以向各

国政府提供技术援助，使其能将目标导向法纳入整个财

政政策周期。

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都应参与进来。如果他们能获

得高质量的信息和参与空间，那么他们就可以帮助政府

改革者识别哪些政策选择更有可能得到广泛支持。信息

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透明度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但

最终还是需要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采取行动。民间社会需

要结成联盟，为预算表增加一股额外的力量，同时抓住

机会为重要的全球行动服务，包括那些关注性别、气候

和其他关键领域的行动。例如，气候变化行动强大有力，

但是倡导者往往不是十分了解预算的影响。民间社会组

织可以基于各种信息提出各自的论点，提供支持这些行

动的预算证据和信息，从而帮助他们争取必要的 PFM

调整。

应该借助整个责任生态系统，包括立法者、最高审

计机关、媒体、独立财政机构和学术界，来推动这一进

程。立法者在批准和监督预算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审

计员在审计中应重点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独立评估

中也应将可持续发展指标纳入考量。对 PFM 附加值采

用这一方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有助于记录收益，也有

可能明确在整个财政政策周期内实施 PFM 带来的净收

益，从而明确其对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

结论

尽管预算标签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中都取得了良

好效果，但也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其经验教训表明，各

国政府、国际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采取行动，克服

相关挑战，充分实现将预算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挂钩带来

的潜在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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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计算模型有助于加快实施《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这一章节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了政

府支出与发展成果之间的联系，进而从多个维度的不同

视角审视了所能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这一章节以政策

优先推理（Policy Priority Inference，PPI）研究计划为

基础，2 该方案使用计算分析方法分析预算优先事项如

何影响相互依存政策层面的不同发展指标。PPI 中开发

的计算方法能够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进行多维度

的影响评估。其新的开放支出数据集可被用来了解政策

优先事项是如何动态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的。这

部分内容对各种学术和政策研究的洞见进行了总结和思

考，特别是有关政策含义的内容。它重点着眼于单个国家

（墨西哥）的研究，然后再对几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3 

数据挑战：政府支出、指标和计算模型

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公共行政部门和国际组织努力

制定数据集发布标准，政府支出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因此

都有所提升。4 这些举措的主要目标是支持善政议程，

并允许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利用财政透明度监督公共资金

来对其赋能。尽管这些努力值得赞扬，但只是以提高透

明度为目的使用公开支出数据却显得十分局限。鉴于目

前的多重危机，当下应超越监督这一维度，进一步考量

影响评估面临的挑战。当决策者需要协调政府预算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时，这种类型的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要采用详细的开支数据在多个相互关联的发展维度

展开影响评估面临一些障碍，正如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反

应出来的一样。首先，支出类别通常与发展指标所涵盖

的政策问题不匹配。这一缺陷意味着支出计划与结果变

量之间的映射还远非完美。5 其次，由于开放支出数据

集相对较新，所以对于它们的历时观察还很少（许多发

展指标都是如此）。这种“小”数据不符合计量经济学

政府支出与可持续发展优先级：政策优先推理研究计划的经验教训 
Omar A. Guerrero 和 Gonzalo Castañeda 1

和机器学习方法的要求，无法产生有效的影响评估。6

再次，即便支出和指标数据都很“大”，根据可持续发

展目标调整预算也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

依存关系是需要考虑的，而这对于专家分析或者传统的

定量工具来说，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最后，政府支

出的效果因每个国家的制度背景而异；因此，将治理和

政治经济特点纳入考量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技术效率低

下和腐败。

计算框架可根据政府支出和发展指标之间错综复杂

的多级因果链做出调整，从而帮助克服上述挑战。这些

分析工具可根据理论和专家知识详细描述政府项目对结

果造成影响的动态过程。这一级别的理论内容对于填补

数据缺乏造成的空白十分必要。与建设有形基础设施或

制定扶贫计划等结构性干预措施不同，金融干预措施侧

重于短期效果，因为它们往往是在现有的政策之下运

作。因此，设计分析短期干预措施的计算工具要能充分

理解预算对政策优先次序影响的范围和口径。PPI 研究

计划就是一个例子，该计划是在一项称为代理建模或代

理计算的人工智能的基础上建立的。

政策优先推理研究计划

PPI 计算模型模拟了一个中央政府分配资源的场

景，该中央政府需要把资源分配给一组必须实施现有计

划的机构。在该模型中，假定这些项目的实施效率不

高，因为公职人员的激励措施相互冲突，甚至包括设

置了相互竞争的目标。此外，这些计划的有效性也受

到长期结构因素的限制，如基础设施差、能力不足等。

最初，PPI 模型模拟了，在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的环境

中，政府是如何针对预算制定政策优先事项的。7 然后，

通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合作，该框架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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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够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与不同粒度的开放支

出数据一起使用。

PPI 解释了影响一个国家治理质量的指标和制度因

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为它是一个模拟工具，所以

它能进行反事实分析，能较高程度地分解、评估政府支

出。这对于进行多维度的影响评估和量化持续发展目标

实施讨论中的概念（如加速器和瓶颈）至关重要。最后，

鉴于 PPI 的算法性质，所以可以在其模型中纳入专家知

识，从而区分可能受到政府计划（工具性）影响的政策

问题和政府影响力有限或没有影响力的政策问题（附带

性）。

PPI 已被用于与地方和国家政府（包括哥伦比亚和

墨西哥）、专门机构（如威尔士公共卫生局和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家统计局）和国际组织（包括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作之中。在某些情况下，它已经

纳入规划过程和评估工作之中了。本章节的其余部分阐

述了 PPI 是如何在《2030 年议程》的背景之下，被用来

获得与各国政策优先次序相关的新洞见的。

国家一级的经验：以墨西哥为例

PPI 的开发得益于针对具体国家的研究。其中一些

研究重点关注墨西哥（2008 年到 2021 年间），原因是

墨西哥政府的支出数据集无论是在分类还是在时间跨度

方面都是最好的。例如，其中一项研究量化了加速器概

念——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如果资金充足，可通过间接

影响促进其他方面的发展。令人惊讶的是，在墨西哥，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加速器要比瓶颈多（在共计 75 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有 33 个是加速器）。在这些催化剂

中，目标 3.7（确保普及性健康和生殖保健服务）和目

标 16.5（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行为）是最具

影响力的两个目标。政策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考虑类

似发展水平的发展维度时，决策者应确保为加速器相关

的目标提供资金，从而让其产生更加系统性的影响。

PPI 还被应用于调查墨西哥的社会经济剥夺 8 在政

府计划、还款和家庭收入融资的作用下是如何演变的。

其结果表明，家庭汇款在减轻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不仅因为其在货币方面很重要，还因为其通过公共

支出以外的渠道实现了目标。此外，这些结果也表明，

收入冲击会严重损害社会进步，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针

对性的公共支出来落实补偿措施。

最后，考虑到墨西哥 32 个州之间的巨大财政失衡，

PPI 也被用于分析国家以下一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

情况。分析的重点是如何重新配置联邦政府对各州的转

移，以实现某个特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同时实现所有

这些目标。9 这些转移传统上以补偿与贫困相关的历史

不平等为理由（可持续发展目标 1），每年通过《财政

协调法案》（Fiscal Coordination Act）利用数学公式进行

分配。PPI 用于评估当政府优先考虑可持续发展目标 1

时，《财政协调法案》所采用的公式是否提供了最好的

分配方式。结果表明，最优分配对政府的发展目标高度

敏感，联邦转移可以根据政府优先寻求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进行更好地分配。

为什么公共支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不大？

从多国研究来看，从 PPI 得出的第一条教训并不奇

怪：《2030 年议程》过于雄心勃勃了。即便不考虑新冠

肺炎大流行，到 2030 年，甚至 2040 年，也仍然会存在

很多发展差距，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指标和国家之间存

在巨大差距。10 如图 1 所示，西方国家的平均可持续发

展目标差距预计会在 8.3%，东欧和中亚为 11.2%，东亚

和南亚为 14.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为 18.4%，中东和

北非地区为 26.0%，非洲为 41.5%。

发展指标对预算变化的反应因可持续发展目标、国

家和地区而异。衡量其潜在影响的一个方式是，通过持

续数年的预算增加或减少的不断累积来弥补预算差距。

例如，对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一个普通国家来说，预

算增量的最大影响对应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13，而最小

影响对应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8。相比之下，对于西方的

一个普通国家来说，预算增量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5 的影

响最大，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1 的影响最小。这种类型的

分析会影响政府对政策问题的识别——这些政策问题能

很好地应对额外的公共支出，同时也能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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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一些指标对金融干预反应良好，但由于基础

设施薄弱、能力不足或政府计划设计不当等长期结构性

因素，政府对其他指标的支出是无效的。这些限制因素

造成了特殊的瓶颈，并因政策问题和国家背景的不同而

异。

当把所有国家的预估值都汇总在一起时，我们会发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9“脱颖而出”，成为最突出的潜在

瓶颈。相反，在 6 个国家组别中，都不存在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 8 相关的瓶颈。当对国家组别进行分析时，东亚

和南亚尤其突出，因为这一地区受到特殊瓶颈影响的指

标最多。有趣的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与减贫有

关的计划中没有出现瓶颈（尽管这一地区普遍存在这个

问题）。它们这一结果不佳可能与资金不足有关。这类

结果对政府采取短期财政干预至关重要，其有助于政府

了解短期财政干预措施是否会产生重大影响，或者是否

有必要改革政府计划。

另外一项相关发现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和治理

质量对腐败的影响。在预算分配方面，涉及改善治理和

其他政策维度之间寻找正确组合时，欠发达国家面临更

大挑战。治理方面的额外公共支出可能导致更高程度的

腐败，因为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表现较差可能会导致公

务员更加侧重增加腐败的战略，例如，在提供服务时收

受贿赂。鉴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互依存，社会规范

更易滋生腐败，制度的不确定性也更高，因此，在这种

2030年时的预期差距

资料来源：Omar A. Guerrero and Gonzalo Castañeda, Complexity Econom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omputational Framework for Policy Priority Inferenc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注：每一个条柱都表示2030年某一特定指标的预期差距，为同一组国家的平均值。条纹区域是指，该组中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这一指标。虚线环表示平均预期差距，其数值

显示在右侧。同心圆和条形图以对数刻度表示，因此外圈的差异较大。这些预估使用了《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指标数据；可持续发展目标12在该数据集中缺乏观测结果。

（a）非洲

(d)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b）东欧和中亚

(e) 中东和北非

(c) 东南亚

(f) 西方国家

无贫困 零饥饿 良好健康 优质教育 性别平等 清洁饮水和 经济适用的 体面工作和 产业、创新 减少 可持续城市 和平、正义 促进目标实现气候行动 水下生物 陆地生物
与福祉 卫生设施 清洁能源 经济增长 和基础设施 不平等 和社区 与强大机构 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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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在不同国家组别，国际援助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

资料来源：Omar A. Guerrero and Gonzalo Castañeda, Complexity Econom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omputational Framework for Policy Priority Inferenc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注：图示（点、叉和星）表示影响指标的统计显著水平：星=99%的显著性；叉=95%的显著性；点=不显著。竖线表示影响指标的分布范围。影响指标衡量的是相关援助基

金占发展的百分比；见 Omar A. Guerrero, Daniele Guariso and Gonzalo Castañeda, “Aid effectivenes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World Development, 
vol. 168 (August 2023), 106256, 信息获取可通过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23.106256.本研究中的样本时期为2000-2013年。该数据集仅包含援助接受国。指标数据来自

《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12缺乏观察结果）、AidData的援助流量数据，和世界银行的政府总支出。

更加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腐败对政府支出变得十分敏

感，想要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就十分困难。这一结果与

国家一级的数据吻合，尽管在改善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

投资，但南方国家的腐败并未减少（腐败相关文献中的

一个众所周知的悖论）。

国际援助对多维度发展的贡献

PPI 也被用来预估国际援助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

响。结果表明，援助对几个国家组别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的新

兴经济体没有影响。从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平均影

响来看，74 个指标中有 52 个表现出了统计上的显著影

响。援助有效地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2、3、4、6、7、

11 和 17 的几个指标的进展。相比之下，援助对可持

续发展目标 8、9、10、14 和 15 相关指标的进展影响

不大。

呼吁在循证决策中使用更好的数据和计算模型

PPI 等计算框架在帮助各国政府应对可持续发展目

标实施的挑战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为了发挥这一潜力，

各国政府必须致力于系统地生成高质量的指标和政府支

出数据。此外，各国政府还应努力将支出数据进行标签

化，标记为不同的发展类别，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从

而将支出计划与发展指标联系起来。新的人工智能方法

可帮助扩大预算标签的应用范围。11 

目前，在更大范围内采用计算模型为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实施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信息仍然存在技术障

碍。政府技术团队和社会科学学者在计算能力和对复杂

系统的理解方面都面临挑战。因此，各国政府、研究和

教育机构应进一步投资于新兴的计算社会科学领域，赋

予新一代决策者和社会科学家更加综合的技能和跨学科

能力，使他们能够推动全面和创新政策，应对二十一世

纪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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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政策选择往往涉及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的艰难权

衡。在当前多重危机的背景下，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进展需要利用协同效应和管理权衡。不同国家和不同人

口群体之间的权衡各不相同。权衡可以被视为两种或两

种以上可取但却相互竞争的政策之间的妥协。因此，它

不可避免地会牺牲一个方面的利益，来获得另外一些方

面的权利，且往往这种权衡是不可避免的。要确保权衡

的结果合法和可接受，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进行公开、透

明和包容性的决策。充分利用公共理性是很难实现的，

需要政治意愿、体制改革和对人员、时间和资源的不断

投入。2 

近期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给了我们一个惨痛的教训，

保护人民免受致命流行病的伤害需要人们承受沉重的负

担。拯救生命（可持续发展目标 3）和保护生计（可持

续发展目标 1、2 和 8）目标之间的权衡，带来的结果

是利益和负担的分配变得争议不断，在疫情爆发的某些

地方和阶段，其分配既低效又不公平。3 另一项权衡与

向可再生能源过渡有关，对一些国家来说，保护煤炭和

化石燃料相关行业的就业和收入（可持续发展目标 8），

与净零碳排放（可持续发展目标 13）的目标相竞争。

第三个例子与设定卫生保健优先事项有关。在大多数国

家，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期望值不断

提高，以及昂贵的新技术（包括先进的癌症药物和治疗

方法）的激增，迫使各国限制公共卫生服务支出，来

保护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其他部门的开支（可比较可持

续发展目标 3，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4 和 9）。卫生当局

必须决定他们能负担得起什么样的服务，有时还必须

根据治疗效果、成本及分配数据对各项措施进行排序。

涉及医疗、伦理和政治分歧的优先事项往往都比较棘

手。4 

建设开放、透明和包容的政府来为艰难的政策选择和权衡构建合法性 
Ole F. Norheim 1

对权衡取舍的管理既是一项基于客观科学知识的工

作，同时也是一项基于价值的工作。需要围绕政策选择

和对问题的共同理解来构建合法性和共识。这就要求建

设公开、包容的审议流程。使决策过程公开和包容十分

重要，这一论点已无需赘言，它要求不仅要考虑科学和

专家知识，还要考虑其他知识来源，包括公民个人、当

地社区、土著居民、青年人和老年人等。

要求决策过程公开、透明和包容的理由

由于此类艰难的政策选择经常发生，因此必须坚定

地将公开、透明和包容的决策流程制度化。在后疫情时

期，管理好权衡取舍来加快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进

展，再次变得紧迫而重要，这同时也凸显了体制和民主

变革的必要性。

进行开放、包容决策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建立在民

主原则、政治和人权的基础之上，开放和包容的决策可

提高决策质量，增加信任度、合法性和落实效果。5 包

容性决策建立在民主理想之上，即所有人都应有公平参

与和影响决策的机会。6 它能保证各国政府按照国内法

和国际法，特别是人权法和负责任的政府原则规定的政

治参与权利展开行动。公开和包容的决策可以减少社会

分歧，即使在选择做什么时面临两极分化的观点，公平

的程序也有可能会帮助达成最终一致。在公平程序的基

础上产生的政策，即使是那些有自身实质性立场的反对

者，最终也会选择接受。

关键原则

不同学科的大量文献都对公开、透明和包容性决策

的原则进行了定义、论证和讨论。虽然表述有些不同，

强调的某些标准也存在一些差异，但类似概念的哲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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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却是一致的。卫生保健部门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

了公平合法流程的三项核心指导原则和七项实施标

准。7 

核心原则包括平等、公平和一致性。平等建立在以

下理念之上，即政治平等、相互尊重，以及不论社会或

权力地位、性别、种族或宗教如何，人们在决策过程中

都拥有平等获取信息和表达观点的机会。公平要求决策

者做出公正的评估。其决策不应受到自身利益的驱动，

也不应受到既得利益者的不当影响。一致性要求决策程

序要保持长期稳定和可预测，以增加接受度、可持续性

和信任感。对决策程序的更改应加以解释和说明。

七项公平程序标准具有广泛适用性，具体是指：透

明度、准确性（信息）、公众理性、公众参与、包容性、

可修订性（根据新证据），和执行性。如果遵循这些原则，

就能显著改善艰难政治选择的流程，从而有助于增强信

任、合法性和政策接受度。8 

如果能够准确描述情况、提供有效证据，那么政策

决策就会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效。明确传达理由、不确

定性和证据，就可以预防虚假信息。真正公开和具有

包容性的决策可构建信任和合法性，从而提高政策的

遵守度，也使其更加有效。政策越有效，人们对决策

者的信任度也会越高。因此，开放决策促进了信任度

增加、政策遵守度提高和政策有效性之间的良性循环。

从最差的角度看，公平的流程也至少可以防止信任受

到侵蚀。

开放和包容程序面临的障碍

新冠肺炎疫情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忽视或缺乏开放

和包容程序带来的后果。例如，由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流行病防备和应对独立小

组委托编写的一份关于墨西哥新冠肺炎应对措施的报告

中就列举了一些不足之处，并将其与政府权力集中、广

泛使用自由裁量决策和缺乏审议联系了起来。9 由世界

卫生组织独立小组委托编写的另一份关于美国应对新冠

肺炎的报告也指出，“信任赤字”可能是导致疫情应对

不力的一个风险因素。10 即使在拥有完善和包容审议机

构、听证会和公众参与机制的北欧国家，在疫情的第一

阶段，依赖专家决策也几乎是常态。但几个月之后，这

些国家的公共卫生当局和政府（例如丹麦、瑞典和挪威）

就变得越来越透明了，它们通过向政府提交报告和建议

的专用网站，向公众定期提供信息，更新证据，并公开

政策变化的原因。世界卫生组织独立小组认为，这些机

制增加了信任度。11 

在落实审议程序方面，存在几个众所周知的障碍。

除了民主进程会导致权力下放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之

外，审议程序还可能会十分耗时、成本高昂，而且要求

公共实体在问题紧迫和复杂时能协调其自身行动。另外

一个障碍是公共机构能力不足。公职人员通常并不真正

具备开展详细审议程序的能力。增强公职人员这方面的

能力也增加了实施审议程序的成本。

决策效率和包容性治理之间可能存在权衡取舍，这

种权衡既耗时又可能成本高昂。真正彻底的开放包容程

序，通常可能涉及数千名参与者，需要支付交通费用或

提供补偿，才能实现平等参与和不歧视。但是，使用线

上渠道进行审议可能会降低相关成本、提高影响力和参

与度。与民主程序关联的所有障碍和成本都必须进行考

虑，并在其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提高合法性、信任度、

质量和遵守度）之间做出认真权衡。

科学的作用

对于风险程度和不确定性较高的政策选择，如在新

冠疫情早期阶段，包容性决策可能会被认为是不恰当

的，认为依靠专家的决策更为重要。然而，科学家在应

对这些不确定性时，往往必须诉诸伦理或者政治价值

观，即哪些风险更值得认真对待。12 这是一个风险管理

问题。管理风险牵涉所有利益相关者和公众的个体和集

体责任。这个观点反对在风险更高时只依赖专家。因此，

在事实和价值观之间划清界限，在风险管理中找到专家

和公民的适当角色，并不总是那么简单。由此看来，科

学家和公众之间的互动十分必要。

也就是说，专家参与决策并不违背审议程序的理

念。科学界不仅能提供客观的数据和证据，也可在基于

价值和信念的政策问题上帮助达成共识，正如近期科学

政策文献所强调的那样。13 忽视甚至否定科学证据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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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审议民主的关键原则。

机制

如果有政治意愿，开放和包容程序的前景将十分明

朗。鼓励建立开放、透明和包容的政府，并对其进行制

度化，基本上有三种机制：包容性的审议机构、系统的

听证会和自我选择的公众参与机制。14 

设立包容性审议机构是为了给相关专业知识、经

验、声音和利益的分享提供空间和支持，并产生深思熟

虑的建议。特设公民大会、永久公民小组、生物技术咨

询董事会和咨询委员会等都是其中的例子。15 

许多国家都设立了系统性的听证会，收集专家和利

益相关方对立法和政策草案的相关见解。听证程序往往

与正式决策密切相关，可以作为民间社会、专家和政府

之间的共同舞台或桥梁。它们有可能为公众辩论提供信

息并激发公众辩论，并为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创造合法

性。它们可以扩大考虑的观点和利益范围，并提高决策

的质量和可接受度。法律规定的听证会或选择性听证会

就是其中的例子。16 

自我选择的公众参与机制往往是在政府之外设计

的，原则上是可以让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开放

的、自我选择的公众参与机制包括市政厅、（面对面或

在线）乡村会议、广播和电视节目、请愿和众包。

为促进公众理性而建立的各种制度和机制在世界

各地蓬勃发展。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Dryzek

和其他人强调的爱尔兰制宪会议和公民大会（the Irish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and Citizens’ Assembly）， 其

开放和包容的程序真正地让人们参与了进来，并改变

了关于同性婚姻和堕胎权的公开讨论和决定。17 另外

一个例子是英国公民委员会，该委员会就艰难的优先

事项决策交流意见和建议。18 公民委员会成立时，其

成立理由直接与所谓的理性问责制（accountability for 

reasonableness, A4R）的审议民主和主导框架理念相关。

理性问责制在挪威、荷兰、瑞典和英国等国得到了完全

或部分支持。19 医疗保健配给显然会产生赢家和输家，

而且对于哪些选择是正确也可能存在合法分歧，所以这

些国家采用了审议民主和制度化医疗技术评估的原则，

并实施了公开透明的决策。理性问责制要求配给决策公

开且由公众参与，提供相关理由（例如，服务不具有成

本效益），提供投诉和修改机制。

这一程序本身应当制度化。如果条件得到满足，就

可以将医疗配给相关的决定与更广泛的民主程序联系起

来。这些条件似乎越来越被接受，但也受到了批评。20

爱尔兰和英国的机构是包容性审议机构的两个例子。

将定期听证程序纳入参与式治理平台的一个很好的

实践是泰国的国家卫生大会（National Health Assembly，

NHA）。非专业人士可通过该大会听取和评估证据，表

达自己的需求、经验和关切，目前，泰国国家卫生大

会已成为一个良好平台，帮助民间社会构建参与决策

过程的能力，并将其生动经验更强有力地纳入政策讨

论。21 

最后，自我选择公众参与机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Participedia，22 这是一个面向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

从业者、政策制定者、活动家和其他对公众参与和民主

创新感兴趣的人员的全球网络和众包平台。

建立信任和合法性是可能的

公开、透明和包容的决策可以提高决策质量，增强

信任、合法性和政策遵守度。的确存在障碍，但可以克

服。爱尔兰、英国和许多北欧国家已经成功地测试和使

用了由相关当局任命的包容性审议机构。许多国家也都

实践了听证会制度，并证明这的确是一种有助于所有关

键利益相关者利用公众推理参与其中的一种可行、成本

较低、且透明的方式。其中的关键是保证决策者对听证

会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和论点做出回应。自我选择的公众

参与机制提供了让政府机构以外的人参与进来的新途

径；它们往往建立在强有力的社会激进主义和倡导之上；

它们有可能比政府机构更具吸引力和有效性。

上述所介绍的原则和案例的关键信息如下：

• 要使艰难的政策权衡结果具备合法性和接受性，

一个重要方法是公开、透明和包容性的决策。

• 采用公开、透明和包容决策的最重要原因是，

它们尊重政治权利，可以提高决策质量，并增



122  |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

加信任度和合法性。

• 合法程序的可执行标准包括透明度、准确性、公

众推理、公众参与、包容性、可修改性和执行性。

• 公开、透明和包容的决策必须制度化。政府可

以建立包容性的审议机构（如公民陪审团、永

久公民小组、生物技术咨询董事会和咨询委员

会），并举行让主要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的系统

性听证会。在政府之外，应当鼓励自我选择的

公众参与机制。

•  实施审议程序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因素必须

纳入考量，并与收益进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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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A.关于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一体化和政策一致性的专家建议

领	 	域 行动要点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

和审查
• 鼓励和指导会员国在高级别政治论坛和其他全球论坛上，通过监测和报告机制， 分享关于不可分

割与一体化原则的经验。

• 在高级别政治论坛上促进关于如何在实践中以及各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过程中进行协同作用

管理和权衡的知识交流（例如，通过国家自愿审查）。

• 将风险管理在决策、确定优先事项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纳入国家/地方自愿审查进

程。

• 通过具体的政府行动，支持全球创新以保护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权利（包括为《后代人权利宣言》

做出贡献，倡导后代人问题特使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 以 2023—2025 年期间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为契机，推动战略预测方法的采用，并将其作为预测性

全球治理和公共行政“新方法”的基础。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依存

性、 协同作用、权衡和优先

次序

• 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各国的具体国情下是如何发生的，要考虑当地情况，并利

用基于系统思维的工具支持决策。

•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特定国情下，对相互关联的目标和 2030 年议程愿景的进展产生支持作用

或阻碍作用的优先程度，重新审视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战略和行动计划。

• 报告各国政府如何利用查证和分析工具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并就所做的政策选择、其带

来的影响以及如何改进所选择的政策进行交流。

• 确保充分协商，尝试新思路，预留充足的时间，评估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以确定有效的政策解

决方案，并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

通过透明和包容的决策加强

一体化和政策一致性
• 在某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事项应怎样与其他目标进行权衡以及对不平等现象的影响方面，确

保政府政策选择的透明度。

• 选定透明度、准确信息、说明理由、公众参与、包容性、可重审性和强制执行等方法的操作标

准，以增强政府选择可持续发展目标政策的合法性。

• 各国政府以实证为基础，提供所使用的事项优先级排序方法的理论基础，并分享用于确定优先事

项的方法。

• 建立包容性审议机构（如公民陪审团和常设公民小组）并与利益攸关方举行听证会，使决策的制

定制度更具公开性、透明性和包容性。

• 鼓励可以自我选择的公众参与机制（如市民集会和众包模式），包括政府外的参与机制，以使每

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通过预算机制和公共财政管

理（PFM）支持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完整实施

• 以充分分类的方式将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预算周期的各个阶段。

• 在绘制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时，不仅要考虑正向联系，还要考虑负向联系和溢出效应。

• 加强 PFM 决策与发展成果之间的系统性联系，以确定预算机制对特定群体和政策议程的影响，

以及它们如何受到权衡机制的影响。

• 组建广泛的民间社会行动者联盟，为预算工作的进行带来更多的力量，并且抓住机会支持和参与

包括性别、气候和其他领域在内的全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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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A（续）

领	 	域 行动要点

数据 • 在发展指标和政府支出方面，推进系统地生成高质量的预算数据和公共财政管理数据。

• 推动各国政府将支出数据标记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发展类别之中，从而将支出方案与发展指标联

系起来。

• 编制有关行政、经济和计划分类的开放的、结构化的、高质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可持续发展目

标预算标记的支柱。

• 加强数据管理，以加速生成可靠、及时和共享的数据，并确保通过兼容技术方便地获取数据。

前瞻性和代际方法 • 在所有公共部门优先考虑对当代人和后代人公平的原则，并从代际公平的角度评估政策。

• 建立战略预测示范中心，在行政部门、议会、审计机构、政府机构和市政机构之间建立预测性治

理生态系统。

• 开展由各国政府主导的“国家倾听活动”，将展望未来的代际对话与国家战略规划联系起来。

风险管理 • 从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试点机构的良好做法中，学习如何有效将风险预测纳入权衡和协同作用

评估，这将带来在地区层面进行经验交流的可能性。

• 交流在风险和危机管理的监测与评估方面的良好做法，例如哪些做法行之有效、哪些做法今后应

予避免，以帮助弥补知识差距。

• 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风险管理人员之间以及与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交流，探讨如何最有效地缩小在

风险管理影响方面的差距，并提倡风险文化，从而提高其对个人和集体备灾责任的认识和理解。

监督和评估 • 对机构措施是否使优先事项的确定和实施更加系统化，以及是否提高了管理协同作用和权衡的能

力进行独立评估。这些评估有助于确定解决或缓解权衡问题和发挥协同作用的方法，并在可持续

发展目标决策中应用支持系统思维的工具。

• 在对预算程序和财政政策进行独立评估时，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考虑在内。

• 考虑在最高审计机关的外部审计中进一步采用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聚焦。

通过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

支持一体化和政策一致性
• 促进科学家和决策者之间的合作，以建设相互依存方面的能力（例如，通过培训和知识交流）。

• 利用全球网络来促进分析工具和模型的传播与采用，以支持政策的一致性和一体化，并鼓励其实

际使用。工作者可以了解这些工具的价值，并掌握在实践中使用它们所需的技能。

• 将战略预测纳入公务员培训以及对当代和下一代公职人员的教育。

• 政府、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增加对计算社会科学的投资，使新一代决策者和社会科学家掌握各种

技能和跨学科知识。

• 让国家以下的各级政府参与正在进行的知识共享和同行联合学习活动，以促进各级政府之间的协

调合作。

• 提高历来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网络中代表性不足的地区、国家和行动者的参与程度，以确保所

有声音都能平等地为制定切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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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A（续）

领	 	域 行动要点

科学和研究支持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整合与一致性
• 确保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依存和权衡问题的工具与决策者在不同情况下的需求更加一致。

• 以具体实例说明工具在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复杂的权衡问题和面对紧迫挑战方面的价值。

• 支持努力通过新的人工智能方法扩大预算标记的规模。

• 通过进一步研究预算标记对 PFM 的增值作用来记录其益处，并显示在整个财政政策周期内实施

预算标记的净益处及其对各利益相关方的价值。

• 让科学界参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过程和优先事项确定过程，以帮助提高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并支持具有包容性的知识生产。

• 探索如何使科学体系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以便让更多的声音、机构、知识类型和方法参与其

中。

• 确定既能加强科学与政策之间的联系、又能加快地方可持续发展转型的治理模式和安排。

多边组织和捐助者的支持 • 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下，开发一个简单的国际公认的预算标记和优先次序模型，该模型可自由

使用，以便将预算和支出与发展成果联系起来。

• 向各国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它们在整个预算过程和财政政策周期中采用以目标为导向的方

法。

• 通过将具体承诺纳入国际标准、计划设计和《我们的共同议程》提案（包括代际公民参与，特别

是来自南方国家的公民参与，以及评估政策的代际分配影响的问责机制），倡导负责任的社会变

革展望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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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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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引言
2015 年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引发了

对重构与改革公共机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重要性的深刻思考。与最初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时相

比，当前的情况要不利得多。政府面临着诸多挑战，例

如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具有外溢效应的暴力冲突、环

境危机、粮食短缺以及高债务水平和预算收缩情况下的

供应链中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的是，国

家和高效、包容、负责任的公共部门扮演着“不可回避

的管理角色”，亟需找到创新解决方案以应对这些重叠

危机带来的后果。1 疫情已经恢复了国家作为合法权威

和“首要原则”的地位，各国处于危机应对的最前沿。

疫情中断了公共机构以往的工作模式。实时响应的

紧迫性放宽了制度限制 2，迫使公共机构迅速尝试替代

操作方案 3，这两点都加速了创新。除了实施缓冲措施

以维持基本公共服务外，这场危机还为公共行政转型提

供了机会，而这在“正常”时期是难以实现的。例如，

在意大利，疫情迫使公共部门管理者在缺乏政策制定者

指导和财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做出通常需

要漫长审批程序的决策。4 正如本章所探讨的，在某些

情况下，人们发现了提供公共服务的更高效、更有效的

方式，其中许多可能成为“新常态”。尽管如此，目前

尚不清楚这种在疫情期间观察到的灵活决策、试验和创

新的势头是否会延续到未来。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一旦

危机结束，常规程序和流程恢复后，如何在公共机构中

促进创新。

为了保持公众信任，政府必须大力创新并做好准备

应对未来的系统性冲击，争取在问题出现并成为危机之

前加以解决。同时，新冠疫情后不断涌现的连锁危机对

政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迫使他们找到创新的方法来更

好地服务其选民。各国政府可以利用疫情防控的创新成

果加快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公共创新举措

涉及利用公共手段来制定具有公共目的的解决方案，因

此需要采取包容性的方法，即提出“变革对谁有利？”

在危机迅速蔓延的情况下，政府可能没有对这一问题给

予足够的关注。5 

尽管创新无疑在提升机构效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但必须承认，创新只是未来广阔前景中的一个要素。

公共机构要想取信于民，就必须履行职责，提供有效、

公平的服务，对公共资金进行有效管理。为此，公共机

构需要有充足的资金和必备的能力，还需要对公众负责

并保持透明。如本报告此章及其他章节所述，公共机构

的有效参与不仅有助于制定应对复杂社会问题和紧急情

况的政策和服务，还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相互信任的关键

要素。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要建立包容、性别平衡、多

样化，并且准确反映人口结构的公共服务体系。享有人

民信任的公共部门可以利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专业知识，

创建一个符合公众需求的共同议程，并制定后疫情时代

“新常态”下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流程和服务。

在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本章重点探讨了政府如

何利用疫情期间公共部门的成功创新来制定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长期战略和政策。为了应对复杂危机并加速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在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

的维度上寻求创新方法。第一个维度涉及政策创新以及

公共部门内部的行政、组织和系统性变革。第二个维度

则是政府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动的转变，特别是在公共

服务供给环节中，个人与公共机构之间的交互正在发生

深刻的变化。下一章节将详细探讨这些维度。

资料来源：作者阐述。

图3.1
公共部门创新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增强应对危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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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问责

数字化转型

公共部门内部创新多层次治理 公职人员的
作用

3.2 政策创新和公共行政改革
关于如何促进公共部门创新以及成功实现创新所需

的能力、技术和资源，尤其是如何在危机时期创新，这

些问题仍有待探索。公共部门在创造适宜环境以培育创

新并将其制度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6。疫情期间的观

察表明，政府应将公共问责制、各级政府之间的一致性、

公共服务人员专业能力的提升，以及数字化转型等要素

图3.2
公共行政管理内部的政策创新与变化

视为促进公共行政内部改革的战略基石（见图 3.2）。本

节将依次探讨这四个要素。

3.2.1		创新与转型

文献表明，创新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是

渐进式创新，即持续改进；第二种是改变或替代流程或

服务的颠覆性创新。7 新冠疫情迫使各国政府迅速寻找

解决方案，以适应急剧变化的环境。据世界银行称，高

效的公共部门机构尝试了新的运营方式，通过政府中心

协调的措施来加强危机管理和应急准备（见专栏 3.1）。8 

危机引发的一次性创新可能不足以促进长期转型并

加快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速度。专家认为，政府需要

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系统地将创新置于政策制定和

公共管理的核心位置。9 

加快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步伐需要重新思考公共

部门的运作模式，正如 Geert Bouckaert 所详细阐述的那

样。专家强调，新的模式应以人为本，并采用包容性方

法，以 2030 年议程的核心原则为基础，即不让任何人

掉队，并以诚信和道德为准则。10 公共部门的新运作模

式会将增强的危机管理能力与从等级制、静态和孤立向

动态、协作和赋能的结构转变相结合。11 至于公共部门

的创新，尤其是当这些创新是为了应对危机而开展时，

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其对提高效率、优化资源

和包容性地获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影响。

专栏3.1柬埔寨新冠疫情应对策略

柬埔寨政府成立了由首相领导的国家应对委员会，以制定应对新冠疫情的国家政策和战略，并领导实施

疫情防控计划。(a) 委员会负责尽量减少社会经济影响，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实施多部门和跨部委措施。(b) 在对

柬埔寨疫情应对措施的评估中可以看出该国在最初一年内迅速采取行动和有效的控制措施，成功遏制了疫情

的蔓延。到第二年，柬埔寨实现了广泛的疫苗接种覆盖率。(c) 评估结果表明强有力的领导和变革性治理在该

国应对疫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资料来源： ( a ) J ana  Kun icova，“从中央层面推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确保全政府协调的体制机制”，世界银行治理全

球实践部（GGP）（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集团，2020 年  11 月），获取方式：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
en/944721604613856580/pdf/Driving-the-COVID-19-Response-from-the-Center-Institutional-Mechanisms-to-Ensure-Whole-of-Government-
Coordination.pdf 第24页和第42页； (b) 同上，第42页； (c) Srean Chhim 等，“对柬埔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措施及经验教训的描述性评估，

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BMJ Global Health》，第8卷，第5期（日期不详），可在 http://dx.doi.org/10.1136/bmjgh-2023-011885 获取。

资料来源：作者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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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创新与公共问责

透明度和问责制是公共机构效能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转型过程中不可忽视。正如《2021 年世界公共部门

报告》所指出的，抗击疫情增加了在公共资源分配和使

用以及政府核心职能方面清廉失守的风险。疫情迫使社

会服务和社会保障规模迅速扩大，给公众监督带来新的

压力和挑战。紧急情况被当做借口为立法和行政提供便

捷，有时会缺乏透明度，并削弱议会和最高审计机构等

监督机关要求政府问责的能力。尽管如此，监督机构

还是找到了利用创新促进信息获取、增加透明度和加

强问责制的方法。12 在此背景下，人们注意到疫情阻碍

了最高审计机构与组织公民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作趋势，

而这种合作是加强公众监督的重要渠道（参见本章中

Jonathan Fox 的论述）。

Fox 在其文章中指出，当国家遇到紧急情况需要迅

速做出政策决策而不是协作监管和公众监督时，透明

度、参与度和问责制改革的制度韧性就会受到挑战。他

警告说，单靠法律措施可能不足以确保危机期间相关机

制和制度的稳定性。在多个政府层面巩固这些机制和制

度可以增强政策的可持续性。这创造了一种制衡机制，

并使不同层级的政府决策者能够抵消其他各级政府不作

为或改变优先事项带来的影响。

3.2.3		地方层面的多层次治理与创新

基于具体情况的危机应对政策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

得以体现。13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地方政府（包括州、

省和市）处于危机管理的前线，并在恢复期继续发挥核

心作用。地方政府的创新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利用与公民

的密切联系，实现了更灵活和更快速的危机反应。14 专

栏 3.2 提供了拉丁美洲地方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

行的例子。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地方能力不足，结果可

能喜忧参半。在后疫情时代，公共部门机构可以考虑如

专栏 3.2. 巴西和智利地方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

2020 年 2 月 26 日，巴西确诊了首例新冠肺炎病例，随后病毒迅速在该国主要城市蔓延。由于中央政府

缺乏指导，各州和市议会不得不协调卫生措施，包括监督隔离、重新部署卫生工作队伍和资助疫苗研究。萨

波彭巴区位于圣保罗，约 20%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市民缺乏自来水供应和排污基础设施等基本服务。

市政委员和国会议员支持市民与市政府部门召开会议，以共同协调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分发企业捐赠的

口罩、协调教育活动以及与学校社区组织讨论复课事宜。在社区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下，确定了感染风险较高

的地区，以及疫情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并更为有效地确定了风险应对措施的优先级。

在智利，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于 2020 年 3 月 3 日确诊。当时，该国正面临社会和政治危机，全国爆发大

规模动荡，公民要求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呼声不断，这为国家制度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地方层面组织了多

项举措，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持，这些举措集中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供自我疗愈活动、清洁公共场所以

及生产和分发口罩。实施的措施帮助减轻了公共卫生当局的负担，并动员社区力量，团结一心以应对新冠危

机，如同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衰退期间那般齐心协力。根据该国进行的一项调查，有三分之一参与社区行动

的个人都与当地卫生团队或当局一同合作抗击疫情。尽管在疫情期间对公共机构存在普遍的不信任，但社区

参与仍然作为与政府合作的一种方式发挥着作用。

资料来源：Christian R. Montenegro,Felipe Szabzon,“我们参与社区活动：拉丁美洲抗击疫情的经验与看法”，收录于《快速响应：新

冠肺炎疫情与健康和社会护理研究、政策及实践中的共同生产——第一卷：共同生产的挑战和必要性》，Peter Beresford 等编（英国

布里斯托尔，布里斯托大学出版社/政策出版社，2021年），可在 https://policy.bristoluniversitypress.co.uk/covid-19-and-coproduction-in-

health-and-social-care 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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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整合和扩大地方层面的创新实践，这些实践有可能会

改变疫情前的标准。然而，这需要专门的流程来检测、

评估和制度化创新，而这些流程可能并不存在。

Louis Meuleman 在其文章中指出，由新冠疫情和

其他危机引发的集权化趋势给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

系带来了巨大压力。他认为，这场疫情加剧了多层级治

理的挑战，碎片化治理阻碍政府的应对措施发挥作用。

Bouckaert 在其文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确认，一些政府已经建立了多层

级对话、协调、合作和筹资机制，以减少碎片化现象。

多层级合作机制依靠可靠和及时的数据，旨在加强危机

管理、响应效率和信息共享。在希腊、意大利和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政府加强了数据收集和汇总，以推动基于

证据的政策制定。其他专家补充说，在疫情后不同政府

层级之间收入和支出失衡背景下，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

更为重要。15 

加纳为应对新冠疫情采取了灵活而集中的措施，中

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信息和指令。16 为了提供必要的

紧急措施，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机构，由地

方政府和农村发展部负责协调地方活动并促进遵守疫情

健康协议。这种方法加强了全国范围内政策设计和执行

的统一性。

转型战略需要协调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

法，适应并采用在危机期间应运而生的成功创新经验。

Meuleman 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在德国，两级危机管理

体系的重要性在疫情期间比疫情之前更加凸显。他认

为，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有助于促进创新，解决能力和

资源限制问题，并指出与国家层面的协调对于将本地化

创新经验融入社会治理至关重要。

3.2.4		公职人员的作用

转型依赖于公职人员的能力和绩效，以及对公共

部门员工的有效管理。新冠肺炎 疫情凸显了公职人员

在确保公共服务不间断提供和国家基本职能持续运行方

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凸显了他们在面对挑战时的适应能

力。17 公职人员在疫情期间推动创新方面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打造了新的公共服务模式，并利用数据和工具推

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难民大量涌入，罗

马尼亚公共部门认为需要进行全面的技能开发和学习，

改变聘用标准和能力模型框架，并纳入公务员创新所需

的软技能。技能开发是综合战略或系统方法 18 的一个关

键特征，该方法将“创新能力融入政府的框架、文化和

流程中”，以支持有效政策的实施和设计能够处理复杂

情况的服务方式。19 

如 Odette Ramsingh 、 Carlien Jooste 、 Ankita 

Meghani 和 Taryn Vian 的文章所示，在疫情期间加强公

职人员能力建设是一项挑战，因此培训方法必须具有创

新性。例如，在南非，对卫生人员的培训亟需转型，对

在线平台的依赖大幅增加。各国政府可以在疫情之后将

线上平台作为线下培训的替代方案，以确保人们获得包

容性的发展机会。

关于公共部门创新的常见叙述强调，需要营造有利

的环境，拥有适当的法规和基础设施，以及以创新为导

向的组织文化、思维方式、能力和工具。还强调公职人

员需要具备创新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并拥有在技术、战

略预期、危机管理、适应性、韧性和变革管理等领域的

强大能力。

在疫情期间，公共部门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往往背

离这一总体概念，没有完全具备这些能力就进行创新。

这反映了“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

在正常的非紧急情况下，公职人员可能通常不被允许尝

试创新，没有机会从失败的尝试中吸取教训，或了解如

何管理与创新失败相关的风险。无法探索提供公共服务

的新方式，也无法利用数据和工具来辅助创新，因此他

们可能还缺乏必要的乐观、影响力和动力。而在危机期

间，所有这些情况都可能发生剧变。

Ramsingh 和 Jooste 提到，在疫情期间南非 Sefako 

Makgatho 健康科学大学公职人员之间的协作能力大幅

提升，创新速度比正常情况下基于标准管理办法所能实

现的速度快得多。应对危机的需求强烈激发了教职员工

的决心和目标感，最终，原定作为五年战略计划进行的

数字化转型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此外，为

确保教职工和学生的安全，该大学的人力资源团队在全

国封控公告发布后的当天就发布了在家办公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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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数字化转型

在新冠疫情封控期间，公共部门机构利用数字技术

照常提供服务。例如，一些公共机构在线进行面试以

填补空缺职位，这种做法前所未有。正如 Ramsingh 和 

Jooste 所指出的，南非 Sefako Makgatho 健康科学大学

的数字化转型使招聘的行政和后勤成本降低了 50% 以

上，并加强了不同行政职能之间的协作。

随着疫情的蔓延，政策制定者利用数字化采取了新

的系统性应对措施。美国商务部为应对疫情实施了技术

驱动流程和核心功能系统的转型，其创新包括设计并使

用多功能模型，涵盖该部所有 12 个下属局的人力资源、

财务管理和信息通信技术 (ICT) 职能。20 专栏 3.3 展示

专栏 3.3. 新加坡在疫情期间实施公共服务数字化的系统性方法

新加坡将新冠疫情带来的破坏转化为加速公共创新的催化剂。政府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措施，利用数据收

集、综合运营和技术开发了抗击病毒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这种方法根植于该国致力于将创新作为核心价值的

承诺，促进了公共机构之间的合作，并采用敏捷方法通过全政府战略提供服务。

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需要转变政府数字服务交付方式，重点满足公民和企业的需求。新加坡政府科

技局建立了工作流程将人民的需求作为优先考虑事项。这些工作以国家的数字政府蓝图为指导，并得到新加

坡政府技术堆栈（旨在简化应用程序开发的数字工具）的支持。技术堆栈能够使政府机构通过利用可重用代

码加速数字应用程序的开发。

疫情还刺激了数字解决方案的众包。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等问题得到了改善，所采取的解决方案（包括

帮助老年人获得医疗服务以及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旨在不让任何人掉队。

新加坡：数字政府蓝图

资料来源：新加坡，政府科技局 (GovTech)，“数字政府蓝图”，网址：https://www.tech.gov.sg/digital-government-blueprint/；Ang 
Hak Seng 和 Sueann Soon，“新加坡公共服务转型：疫情后变得更强大”，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出版物《Ethos》第22期：从危机中学

习，Tharman Shanmugaratnam编辑（2021年6月），网址：https://www.csc.gov.sg/articles/transformation-in-the-singapore-public-service-
emerging-stronger-from-the-pandemic；新加坡，政府科技局，“新加坡政府技术堆栈”，网址：https://www.tech.gov.sg/products-and-
services/singapore-government-tech-stack/；新加坡，政府科技局，“技术人员如何促进经济复苏”，technews，2020年5月22日，网

址：https://www.tech.gov.sg/media/technews/how-techies-can-facilitate-the-post-circuit-breaker-economy。

数字政府

数字化
核心

数字政府为谁服务？

	 	公民
	 	企业
	 	公职人员

数字政府的要素是什么？

	 	 	 便利、可靠的服务

		 	 无缝数字交易

		 	 安全的系统和数据

		 	 数字化公共服务团队

		 	 数字化公共服务场景

如何实现数字政府？

贴心的
服务

加强政策、运营和技术之
间的整合

重构政府的信息与通信
技术（ICT）基础设施

运行安全可靠、有弹性
的系统

提高创新所需的数字
能力

以公民和企业的需求为
导向整合服务

与公民和企业共同创造，
促进技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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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4. 波兰利用数字技术分析疫情期间的健康和生活习惯

波兰卫生检疫总局开发了国家卫生监察记录系统（SEPIS），该系统整合了卫生检疫总局全国和地方分支

机构的多个系统，实现了实时信息交换，有效减缓了新冠肺炎的传播。卫生检疫总局利用网站、热线电话和

移动应用程序等多种渠道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收集有关人们健康和生活习惯的信息，以更好地了解疾病传播

情况。SEPIS 允许用户登记疫情信息并更新疫苗接种记录。该系统还通过缩短处理公众诉求的时间等方式提

高检疫总局的工作质量和效率。通过 SEPIS 收集的数据，决策者能够分析不断变化的疫情形势，从而有助于

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

资料来源：联合国公共服务创新中心、2022年联合国公共服务奖获奖者，重点介绍波兰卫生检疫总局及其国家卫生监察记录系统相关

的举措，网址为： https://publicadministration.un.org/unpsa/database/Special-Category-on-covid-19-response/SEPIS。

了新加坡为应对疫情设计了一套系统性方案，并利用数

字化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21 

数字技术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些国

家，数字技术有助于发放社会保障福利并确定受益人，

尤其是在已建立现有体系的国家（见本章中 Fox 的论

述）。数字技术使政策制定者能够访问和分析与行为相

关的数据，以确定发展趋势和模式，包括与健康和生活

方式选择相关的趋势和模式，如专栏 4 所示。这些数据

为决策提供支持，例如，为了应对疫情，封控策略需要

改变人们的行为。然而，专家警告说，提取数据来推动

算法决策的过程可能会造成或加剧歧视问题。22 此外，

由于数字技术产生的变化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预测，

因此过于简单化地描述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积极

影响具有误导性。专家认为，信息与通信技术（ICT）

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其本身并不是解决方案。需要

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尤其是在地方层面。23 

3.3 政府与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互动
以及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转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与非国家行为者的互动

与合作对政府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既可以提高决策的

合法性和有效性，也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本报告

第一章探讨了政府与其他行为者之间构建更广泛关系的

要素，包括发言权、财政公平、正义、信息和数字化转

型，而第二章则探讨了政策制定者、公民和科学界在政

策整合和政策一致性背景下的合作。

应对新冠疫情的创新措施再次强调了系统思维和政

府在“建设创新型社会和为新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方面

的作用。24 例如，尼日利亚建立了一个国家应急响应系

统，该系统汇集了具有学术、卫生政策和服务专业知识

的利益相关者，以评估封控等应对措施对该国人民生活

水平和商业活动的影响。25 

在多重危机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公共部门越来越多

地被要求建立创新生态系统，以促进多个组织和跨部门

之间的动态联系。26 本节探讨了通过共同参与、共同生

产、共同创造和增强服务交付来实现政府与利益攸关方

之间发生的变革。

3.3.1		创新且有弹性的参与机制

Fox 在其文章中强调，在疫情期间利用现有的制度、

机制和体系来提供新的或改进后的服务。菲律宾的有条

件现金转移支付 (CCT) 项目是由社会福利部管理的社会

保障项目，覆盖了 440 万个家庭。该项目致力于提高公

民意识，得到了由受益者组成的广泛自治组织的支持。

在疫情期间，菲律宾政府利用 CCT 交付机制推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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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社会民生改善项目，惠及的家庭数量创新高。另

一个例子是马德里市议会通过 Decide Madrid 门户网站

在现有的公共空间中提供渠道，允许市民在疫情期间提

出解决方案并对公共服务提供反馈。27 

自疫情爆发以来，还出现了新的创新参与机制，允

许公民和社区参与决策并共同制定公共政策。德国柏林

参议院制定了《2020-2025 年柏林参与战略》为这一广

泛参与提供战略支撑，该战略旨在加强政府与民间社会

的合作，鼓励柏林市民齐心协力共同塑造一个充满活力

和团结的社会，战略还包括加强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的

对话和支持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等措施。28 

要想让参与机制取得成功，就必须以规则为基础，

将机制融入公共行政的常规流程中。29 公共部门需要考

虑的关键因素是参与式决策和协作创新的结果和影响。

为了更快、更有效地应对危机，公共行政部门需要了解

各种激励因素，以创造有利的合作条件并制定激励措

施。30 更广泛地了解需求有助于优化创新，实现参与效

果最大化，并加快参与者的转型步伐。31 

图3.3
政府与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互动以及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转变

资料来源：作者阐述。

3.3.2	共同生产、共同创造和服务交付的变化

长期以来，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和提供服务时，一

直与企业、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进行共同生产和其他形式的合作。共同生产使服务提供

者和用户之间建立了平等的伙伴关系，用户不仅接受服

务，还参与创建服务。32 疫情前后，公共服务共同生产

的例子已在农业、教育、医疗保健和执法等多个领域出

现。33 

正如多位专家在其论文中指出的那样，由于封控期

间公共部门与公共服务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受到严重干

扰，许多国家和机构迅速在医疗保健、社会保障、交通

和教育领域开展合作。疫情给巴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

难，暴露并加剧了社会脆弱性。巴西国家粮食库（Sesc 

Mesa Brasil）计划利用联合生产的优势缓解了一部分危

机，这一计划促进了社区和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

以应对粮食和健康安全危机，并使社会组织发挥余热，

以满足民众的需求。34 在教育领域，一项关于突尼斯公

立大学的研究揭示了远程教育的受益者在疫情期间如何

与服务提供者共同创造价值。在封控期间，学生们成

为共同生产者，并根据自己的需求保证了远程学习的质

量。该研究声称，这种形式的合作提升了远程学习的效

果和满意度。35 

很难衡量共同生产对公共服务的响应能力、创新性

和效率的影响。36 但从广义上讲，疫情后公共支出的压

力以及公共机构维持高标准服务交付所面临的多重挑

战，凸显了与多方合作应对政策和运营挑战的重要性。

疫情期间发展起来的一些共同生产模式为未来带来了希

望。在日本，疫情促成的服务提供者、社区成员和服务

接受者之间的合作，不仅改善了危机期间的服务交付，

而且据专家称，这种合作模式还将成为该国后疫情时代

在医疗卫生领域大规模共同生产新模式的基础。37 

Meghani 和 Vian 在其论文中强调，与私营部门的共

同生产对于应对新冠疫情至关重要。公私伙伴关系的建

立促进了新冠检测、治疗和疫苗的快速发展。通过与私

营部门合作，加纳、尼泊尔和尼日利亚的实验室检测能

力得到了提升，加纳、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医院容量得

到了扩大。这些例子都表明了伙伴关系和共同生产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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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更具弹性的未来和实现疫情后生产方式变革方面的潜

力。38 

尽管共同生产具有潜在的好处，39 但扩大规模的过

程仍然充满挑战。政府若希望这一临时措施向系统性方

法过渡，并将共同生产纳入其标准化运营管理中，以培

育合作精神、加强合作能力并确保为未来危机做好准

备，那么就必须考虑制度性因素，如能够促成共生产的

立法框架，以及影响利益相关者共同生产意愿的透明度

和问责制。40 政府还必须解决疫情期间在共同生产过程

中尤为突出的挑战，包括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的紧张关

系、成本压力和激励问题。此外还有公职人员的服务态

度问题，因为他们对公共部门决策中利益相关者角色增

加而感到不满（参见 Ramsingh 和 Jooste 的论述）。41 

3.3.3	包容性服务交付

疫情过后，鉴于贫困、不平等和脆弱性等不利趋势，

各国政府面临更大压力，需要提供人人都能获得且负担

得起的公共服务。42 对于与民众福祉息息相关的服务尤

其如此，包括与健康、教育、供水、卫生设施、营养和

社会保障相关的服务。

疫情加速了医疗创新，采用了许多创意方案以减轻

医疗系统的负担。43 创新不仅扩大了人们获得医疗服务

的机会，还促进了服务的包容性和参与度。韩国通过与

诊所、福利机构和护理中心建立伙伴关系，使低收入且

孤寡的老年群体更容易获得医疗服务。据评估，该措

施将有医疗需求但未获得治疗的人口比例减少到 8.7%，

在多方的合作努力下，超过 90,000 个案例受益显著。4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疫情期间启动了一项国家计划，为

残疾人提供家庭检测。45 在美国，Health+ Long COVID 

项目基于以人为本的原则，与新冠肺炎患者携手合作，

制定以患者为中心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组织“健康马

拉松”（Healthathons）活动，在社区的帮助下迅速制定

和实施解决方案。46 

在教育领域，许多国家都实施了旨在为学生创造机

会的新举措。过去三年来，巴瓜拉拉佩斯区政府通过

向来自低收入家庭且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提供进入中等

技术学校的机会，提高了教育的包容性。据评估，该措

施对学生进入技术学校的入学率产生了显著影响。此

外，完成初中教育的学生辍学率下降了 27%，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47 博茨瓦纳通过创建面向学生和教师的网

络互动平台，增强了教育包容性，这不仅带来了更具包

容性和公平性的优质教育资源，还改善了教育状况和服

务质量。48 加纳通过向偏远和资源匮乏的学校提供移动

计算机动手实践课程，提高了初中学生的信息与通信技

术（ICT）教育水平和考试通过率。49 爱尔兰任命了个

案工作者来满足贫困儿童的特殊需求。个案工作者的定

制计划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并为他们提供在线教

育机会，包括提供笔记本电脑、宽带连接和数字素养培

训。因此，弱势儿童获得了参与在线学习所需的工具和

支持，这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50 

3.3.4	技术驱动服务交付

数字技术的使用帮助公共机构转变了服务交付方

式，增强了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响应。51 在卫生领域，卢

旺达推广使用无人机技术在农村地区运输药品，并使用

机器人执行医疗任务。其他公共服务创新包括扩展远程

医疗和远程保健平台，创建在线门户网站以促进疫苗接

种和移动医疗应用程序的访问，使用数据分析，以及有

针对性地应用人工智能以增强公共部门的响应能力（参

见 Meghani 和 Vian 的论述）。52 在疫情期间，数字技术

还用于在线教育、司法程序、议会程序中的电子投票，

例如在印度，公民的银行账户与手机相关联，以实现新

冠肺炎疫情救济金的发放。53 

在整个政府层面，数字化政府的实践也有创新点。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希腊开发了在线系统并推行电子

政务，使公民能够远程访问公共机构，并允许公职人员

远程办公。通过这些改革，公民能够实时与政府部门沟

通并处理官方文件，减少繁文缛节，也降低了传播病毒

的风险。这一创新促使希腊于 2020 年推出了统一的数

字门户网站，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形式，使公民和企

业能够轻松、集中地享受数字服务。 54

在后疫情时代，社会经济和数字化差距不断扩大，

为维持政府运转并降低成本而转向数字化运营，在某些

情况下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现象。数字技术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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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然增加加剧了各国在性别、年龄、残疾、地域和社

会经济地位方面的数字鸿沟。随着许多基本服务虚拟

化，那些没有宽带互联网接入的群体被排除在外，其后

果可能是长期的。这种情况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

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这些国家很大一

部分人口的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使用率仍然很低。55 专家

强调，需要采取细致入微和因地制宜的数字化方法，既

能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又能解决数字鸿沟问题，56 这种

方法可以缩小老年人的数字技能差距，57 并为残疾人提

供无障碍环境。58《2022 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强调了识别男女不同需求的重要性，并利用技术提供有

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提高向边缘化和弱势群体提供的公

共服务质量，并扩大服务范围。调查列举了解决后疫情

时代数字鸿沟问题的措施，包括日本和韩国提高移动应

用程序的可访问性，以及新西兰开发了更易于访问的网

站。59 

公平、包容、普及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混合的服务交

付模式。60 整合线上线下的混合或多渠道服务交付使政

府能够为所有用户提供无缝体验，包括服务匮乏地区的

用户和弱势群体。61 2020 年，巴拿马卫生部采用混合服

务交付方式管理全国疫苗接种活动。这使互联网连接受

限或没有互联网连接的偏远地区的人们能够离线访问疫

苗接种系统。该系统支持离线应用和本地存储疫苗接种

记录，偏远地区的疫苗接种中心可以将记录上传到政府

云端。62 

疫情期间及之后，数字化进程加快，数字服务监管

也愈发紧迫。相关政策应促进创新蓬勃发展，同时也

要保护用户权利，确保数字服务的安全和公平，例如，

保护妇女免遭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日益增多的网络暴力。
63 

3.4. 未来前景
疫情及后疫情时期强调了超越危机管理并解决复杂

长期问题的必要性。为了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框架内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采取一种新的创新和转型方

法。这种方法应以有效性、问责制、包容性、协作治理

和公平为中心，并借鉴公共行政内外的各种知识。

公共机构需要发展成为具有创新能力和娴熟技术的

实体，具备与非国家行为者互动和共同创造的能力。正

如疫情所揭示的那样，这个过程需要从传统的强调效率

和最小化政府干预转向更具参与性和多利益相关方参与

的治理形式。通过实施公共部门的转型计划，组织者可

以释放其能力，而不仅仅是应对干扰。培养转型和适应

性思维对于预测并有效应对社会中的紧迫挑战至关重

要，即使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也是如此。64 为了确保所

有人平等地获得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并利用各国政府的

资产和创新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加强对未来危机的

准备，必须将男性、女性、老年人、青年、残疾人和弱

势群体置于公共服务的中心。

本章其余部分将进一步探讨疫情期间出现的创新解

决方案，以改革公共部门的现行运营模式，支持跨层级

和跨行为者之间的合作，并改善公共服务。在 Fox 的文

章中，从制度韧性的角度研究了治理转型和公共服务。

Meghani 和 Vyan 概述了医疗保健系统和服务交付方面

的创新。Meuleman 研究了疫情后多层级政府之间协调

和实践的创新形式。Ramsingh 和 Jooste 研究了南非一

所大学采用的混合学习模式及其对创新和绩效的影响。

Bouckaert 对疫情后公共部门的现行运营模式展开了思

考。Thijs 和 Berryhill 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的角度对共同生产提出了看法。本章末尾的表格总结了

这些论述中的主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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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国家和国际政策改革者一直试图通过

透明度、参与度和问责制等方面推动创新，以改善公共

服务。通常采用协作治理战略，将公职人员、公民和民

间社会组织聚集在一起，以及时收到反馈并从一线推动

问题解决。这些努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16.6 
和 16.7 提供了支持，这两个目标分别呼吁建立“有效、

负责和透明的机构”并确保“各级决策的响应性、包容

性、参与性和代表性”。

怀疑论者指出，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践很少发现有影

响力的证据，但这些评估仅针对以工具为主导的局部干

预措施。2 这些“轻触式”微观层面的治理创新，并未

回答更大规模、更具战略性的公共服务改革可能产生的

影响问题。然而，开放政府、参与式治理和问责制改革

的怀疑论者和支持者可能都会认同，他们的制度韧性是

不确定的，尤其是当改革倡导者离任时，或者当国家危

机优先考虑快速政策响应而不是参与式共同治理和公民

监督时。同时，许多多边实践的长期影响尚未得到独立

评估，例如世界银行授权在其所有投资项目或开放政府

伙伴关系的国家行动计划中纳入公民参与措施等显著案

例。

即使在疫情爆发之前，这波国际透明度和问责改革

浪潮就在许多国家面临着日益不利的国家政策环境。随

后，由于疫情驱动的紧迫性，扩大服务提供和社会保障

的紧迫性给公共监督和共同治理改革带来了新的负担和

威胁。例如，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加强最高审计机构和

有组织的公民之间的合作，以实现更有效的公共监督，

但疫情阻碍了这种合作的势头。3 事实上，还是存在成

功创新的案例，菲律宾的“公民参与式审计”即使在停

止公布合作成果后，仍继续赢得国际赞誉。4 与此同时，

一些公共监督和共同治理创新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成功地

应对了最近的挑战。韩国等国家应对疫情的成功案例凸

显了国家与社会协同的关键作用。5 
本文简要回顾了四个国家中具有制度韧性的参与式

监督改革，重点介绍了在创新规模扩大的前提下，混合

式协作治理在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然而，由于经常存

政务改革与公共服务交付：制度韧性与国家和社会协同 
Jonathan Fox 1

在实施和评估方面的差距，衡量这些改革的影响变得复

杂。不同国家地区和部门之间的高度差异凸显了识别正

异常值的重要性，这与传统的政策评估寻找平均影响相

反，后者会隐藏瓶颈和突破点。6 
印度社区卫生工作者项目（Mitanin）于 2002 年在

收入极低的恰蒂斯加尔邦启动，该项目因其大规模、全

社会参与的一线服务提供方式而脱颖而出。7 该邦项目

的 70,000 名社区卫生工作者都是来自社会边缘社区的

基层女性领导者，她们具有强烈的公共服务热情和负责

任的地方领导精神。该项目由邦卫生资源中心支持，该

中心由政府和民间社会联合委员会管理。Mitanin 项目

独特之处在于，它鼓励社区卫生工作者超越传统的基本

预防性保健服务。项目参与者积极捍卫社会边缘群体的

权利，包括获得医疗保健、提交申诉、对抗性别暴力、

享受政府粮食计划以及捍卫森林的权利，这些权利通常

在其他社区卫生工作者和 / 或其项目主管的支持下进行。

在疫情期间，邦卫生部门征召社区卫生工作者积极参与

包括疫情高危人群的追踪和疫苗接种在内的政府危机响

应工作，并承诺提供额外的补偿。当政府没有兑现承诺

时，社区卫生工作者发起了广泛的罢工行动，凸显了他

们对极高的公众合法性和稳定性的追求，尽管这份收入

不到最低工资的一半。

巴西长期以来因其市政参与式预算创新及其对扶贫

工作的贡献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尽管这些改革在国

内已是过去式，但这种认可在国外仍然持续存在。8 相

比之下，自 1990 年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的伙伴关系推

动了联邦法律和法规的出台，稳步构建了一个更加制度

化、更加全面的参与式政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

层级市政委员会共同实施了重点大型社会项目，关注健

康、福利和儿童权利等优先事项。9 政策委员会制度结

合了联邦授权、民间社会合作和市政干预，使其在巴西

大部分地区得以制度化，不受联邦执政党的影响。2019 
年，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削弱了敌对国家政府下令

取消联邦政策委员会的影响，政策委员会制度表现出高

度的制度韧性。最近的评估发现，三分之一的联邦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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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原封不动地存续下来，另外三分之一遭到破坏但仍

保留下来，超过五分之一的理事会被解散，15% 的理事

会已经停止运作。10 在联邦卫生部没有制定科学政策的

情况下，其中一个联邦理事会——国家卫生理事会在推

动地方政府应对疫情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主

流媒体的支持下，国家卫生理事会发布了许多疫情防护

建议，包括保护医护人员，并促进各级卫生系统之间的

协调与应对。新一届国家政府预计将恢复此前的长期趋

势，即进一步制度化市议会的社会政策体系。

菲律宾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 (CCT) 是该国最

大的社会保障项目，也是世界第三大社会保障项目，覆

盖了 440 万户家庭。社会福利与发展部于 2002 年启动

了贫困家庭帮扶 (4Ps) 计划，政府在四届总统任期内一

直推行这一计划，这与其他高调的脱贫计划形成了鲜明

对比。11 与大多数 CCT 不同，4Ps 包括家庭发展和青年

发展培训计划，旨在促进公民教育和社会问责要素（至

少在某些地区）。更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可能是世界

上唯一一个 CCT 项目由受益者自己建立的、具有广泛

基础和自主性的组织支持的国家。该组织成立于 2016 
年，拥有 77,000 名受益人，他们呼吁制定法律，保护 
4Ps 计划不受未来政策逆转的影响，该法律于 2019 年通

过。12 为了减轻疫情封控的影响，菲律宾政府利用 CCT 
计划现有的交付机制部署了一项新的、规模更大的社会

救助计划。这项疫情社会保障计划覆盖的家庭数量超过 
1700 万，是 4Ps 计划的四倍多，而且大多数在两个月内

就完成覆盖了。13 在疫情之后，CCT 受益人组织一直对

政府可能减少受益人名单的行动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利

用法律进行问责。

在哥伦比亚，2016 年的和平协议不仅解散了该国

最大的武装抵抗力量，还让政府承诺通过在冲突地区实

施民主治理和提供缺失的社会服务来解决冲突的根本原

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协议包含了许多创新元素。

协议强调了新的和现有的官方公民监督机构对鼓励政府

履行政策承诺的直接相关性。14 该协议包括多利益相关

方监督委员会，以及旨在监督和鼓励尊重民族权利的论

坛，该论坛以广泛的非洲裔和土著社会组织为基础。尽

管该协议在法律上是哥伦比亚政府的一项为期 15 年的

承诺，但 2018 年政府更迭削弱了对改革承诺的执行力

度，并延缓了官方混合监督机构的启动。15 尽管如此，

疫情肆虐，政府对协议执行不力，但国家民族权利政策

监督机构还是幸存了下来，并于 2021 年 9 月向总统和

高级官员提交了对协议的独立评估。16 当新政府重新承

诺执行和平协议时，创新的多民族监督论坛就会随时准

备启动。

上述列举的制度韧性案例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

征：它们经受住了失去国家决策者和疫情危机的双重挑

战。有些案例仍然依靠政府内部的政策盟友，这些盟友

要么驻扎在地方政府，要么驻扎在认可可持续发展目标 
16.6 和 16.7 的政策承诺的技术机构。然而，与完全依

赖高层变革倡导者或可以随时接触媒体的民间社会知名

人士的治理改革创新相比，这四个案例具有另一个关键

特征：它们基于与组织化公民的持续、实质性互动。这

些案例提出了以下关键主张：

• 政策改革者与自主的广泛社会组织之间的伙伴

关系可以增强优先响应公民需求的创新政策的

韧性，尤其是在有法律支持的情况下，如巴西、

菲律宾和哥伦比亚。

• 国家与社会协同的理念表明，政策制定者、公

职人员和有组织的公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可以在

系统受到冲击时产生适应能力，无论是疫情还

是国家政策环境的重大变化。当治理改革涉及

包容社会边缘群体时，这些改革可以得到代表

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惠及人群的组织的支持，例

如菲律宾 CCT 项目的受益人、巴西的国家卫生

理事会、印度的社区卫生工作者和哥伦比亚的

非裔土地委员会。

• 这些有组织的社会团体具有合法性和监督能力，

可以通过发现瓶颈、应对反弹和追究政策制定

者的责任来支持改革议程。它们在权力转移和

公共问责方面的潜力与广泛采用的仅限于个别

公民的治理改革形成鲜明对比，这些改革包括

许多反馈与申诉机制，而这些机制将响应权交

给政府官员自行决定。17 
• 多层级治理改革也有助于增强韧性，以便在改

革倡导者离职时，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可以

阻止改革进程的倒退。在面对疫情等危机时，

多层级、参与式的制度化监督可以缓冲国家政

策不作为的影响。

总而言之，以国家与社会协同为基础的公共服务治

理创新更能应对挑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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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创造是公共部门创新的基础

当今政府面临的挑战规模巨大、复杂多变，迫使公

共机构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来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这意

味着政府必须能够开发创新措施，以应对长期的变革。

政府需要通过公共部门创新来了解、测试和嵌入新的工

作方式。与公众接触并与公民和居民共同制定公共部门

政策和服务是实现变革的基础要素。2 全球 43 个国家在 

2019 年经合组织的《公共部门创新宣言》中强调了这

一点。3 该宣言包含以下主要优先事项：

• 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和个人行

动者聚集在一起，通过合作、协作和共创来开

发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或新方案。

• 建立伙伴关系并将其连接到创新系统内部、外

部和跨系统的现有交流网络，以提高创新能力。

• 开展一系列参与和共创实践，进行不同形式的

共创活动，以确保创新工作以生活经验和相关

专业知识为依据。

• 寻找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机会，以应对跨境创新

挑战。

• 倾听新的声音，以捕捉变化发生的微弱信号，

这有助于发现新的创新需求或机会。

共创赋予人们在关切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的权力，

近年来公众信任度几近历史最低点，共同创造可以加强

政府计划的合法性并建立公众信任，并有助于加强民

主。

虽然各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多地利用共同创

造这一创新模式，但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了其必要

性，因为政府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建立在“新常态”下

运作的流程和服务，同时满足人们的需求。疫情带来的

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是，各国政府必须要以民为本，将包

容性置于政策制定的中心。4 

通过共同创造推动创新：实现从本地到全球的跨越式发展 
Nick Thijs 和 Jamie Berryhill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共部门创新观察

站（OPSI）5 和治理与管理改进支持 (SIGMA) 计划 6 致

力于探索政府的创新共创方法，及其帮助公共部门应对

当前和未来挑战的秘诀，并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所

收集的大部分信息都包含在 OPSI 关于政府创新趋势的

报告、7 COVID-19 创新响应追踪器 8 和案例研究库 9 中。 

案例研究库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资源库，包含了 700 多个

案例研究，公共服务人员可以在这里了解全球的创新项

目，甚至可以联系这些项目背后的团队以了解更多信

息。下文提到的案例可以在这些报告中找到。

实践中的共同创造

新冠危机在许多方面成为了公共部门创新的催化

剂，无论是疫情下的短期应对还是长期谋划，都涌现出

了许多富有创意的想法和举措。共同创造一直是主要方

法之一，如以下案例所示：

• “Hack the Crisis” 最初是爱沙尼亚举行的一场 48 

小时“黑客马拉松”，旨在将具有公民意识的公

民和政府机构聚集在一起，这一活动随后在全

球范围内被复制，最终促成了“全球黑客”计划。

在一些国家，此类活动已经长期嵌入政府治理，

例如德国的“UpdateDeutschland”计划。10 

• 在美国，Health+ Long COVID 项目采用以人为

本的设计，与相关方共同创造以患者为中心的

解决方案，包括设计了“Healthathons”，以便进

行快速原型开发并与社区一起提供解决方案。

• 疫情爆发后，南澳大利亚共同创建了一个关怀

理念，为心理健康服务提供支持。新的关怀标

准以经历过困境、危机和紧急情况的人为中心。

• 全球城市创新合作组织作为一种跨境创新形式，

使世界各地的城市能够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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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全球开放式创新竞赛，邀请有创意的个人

共同开发解决方案，以应对新冠疫情挑战，促

进经济复苏。

各国政府在努力应对疫情影响的同时，还必须应对

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冲击，以及气候变化、数字化转型和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问题。各国政府及其合作伙伴在

应对疫情以外的众多政策领域都开展了创新合作，这方

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社区重构方面，无论是为了应对疫情危机还是为

了改善社区空间，乌克兰、爱沙尼亚和哥伦比亚都堪称

典范。ReStart Ukraine11 是一个开放的集体，探索战后

使用共创工具来赋能市政当局和重建受灾地区的方法。

爱沙尼亚的 Avalinn AR12 使居民能够使用增强现实应用

程序共同创建城市发展解决方案。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市

正在共同创建公共空间以改善社区环境。13 

气候变化仍然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在丹麦，crea.

visions 使公众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发人深省的乌托

邦和反乌托邦愿景，以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认

识。欧盟资助的“地平线 2020”公民和多方参与者磋

商（CIMULACT）项目 14 汇集了来自 30 个国家的一千

多名公民，致力于共同创造可持续未来的愿景并将其转

化为创新议案。

在保护边缘群体的政策领域，德克萨斯州奥斯

汀的“反流离失所行动”项目（the Activation Anti-

Displacement programme）通过共同制定反流离失所战

略和运用数据驱动工具来降低流离失所风险，从而解决

无家可归问题。在佐治亚州，政府的服务实验室与听力

障碍人士合作合作，共同设计了一条具有视频聊天和手

语功能的紧急服务热线。

数字化转型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为共同创造提供助

力。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局人工智能实验室（NHS AI 

Lab）15 正在召集跨部门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围绕人工智

能进行共同创造和实验，以彻底改变医疗保健行业。比

利时公民实验室（CitizenLab）为公职人员提供人工智

能增强（AIA）技术，以分析公民意见并加强协作。在

哥伦比亚《新兴技术手册》（ETH）16 通过使用新兴技

术来促进创新和共同创造，以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些案例仅仅是冰山一角，政府利用创新方法与人

民共同创造以应对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关键是将这些

方法融入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并在各个层面建立新的协

作模式和文化，从最小的团队到国家系统，甚至超越国

家，扩展到跨国和全球生态系统。

专栏   灵感来源：资源导航与创新指南

除了 OPSI 案例研究库中收集的数百个公共部门创新案例外，还有许多其他量身定制的资源可以帮助政

府借鉴共同创造的成功方法。OPSI 通过引导用户浏览大量创新资源（包括开放政府合作伙伴关系的共同参

与和创造，以及思想交流和伙伴关系的共同设计）来提供支持，以便用户能够找到最适合其情况和需求的资

源。

此外，还有各种优质资源可以促进和实现共同创造。创新指南为实施公共部门创新宣言提供了可操作的

工具，以及培育新的伙伴关系和吸纳不同声音的关键行动方针。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公共部门创新观察站，“资源导航：将创新理论付诸实践”，网址：https://oecd-opsi.org/toolkit-navigator；《创新

指南：将公共部门创新宣言付诸实践的三步走》（2022 年 4 月），网址：https://oecd-opsi.org/publications/innovation-playbook。

注：在宣言中，部长和其他国家代表确认了对公共部门创新五个关键行动领域的承诺，其中之一是培育新的伙伴关系和吸纳不同的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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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时措施向系统性方法过渡，以适应当前和未来

各国政府逐渐从对疫情的短期应对过渡到长期谋

划，并将注意力转向新出现的挑战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等长期优先事项。在共同创造方面，各国政府越来

越认识到，关键见解和好点子往往来自政府之外。然而，

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从狭隘的临时方案中脱

离出来。为了使创新蓬勃发展，各国政府需要摆脱将创

新视为零星活动（主要由危机推动）的做法，而要将创

新系统地嵌入政策制定和公共管理的核心。

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必须增强其系统性创新

能力。OPSI 制定了《政府创新能力：系统框架》17 以

促进这一进程。该框架通过四个创新视角（创新目的、

创新潜力、创新能力和创新影响）支持三个层次的分析

（个人和团队、组织以及整个系统）。虽然该框架比共同

创造更为广泛，但各国政府仍需要提高合作能力，并协

调整个流程，将创新和共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可持

续发展目标本质上具有系统性，各国政府需要确保其共

创活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

虽然政府在应对当今危机和挑战时可能不堪重负，

但也必须为未来做好准备，与公民和居民合作，预测可

能出现但尚未出现的状况，并在某些情况下，积极预测

未来的可能性，为后代创造美好的未来，这需要激发并

利用集体的想象力。想法和实践必须能够渗透到政府内

外的组织中，然后被听到并付诸行动，即使投资回报可

能并不明确。因此，除了加强创新能力外，政府还应寻

求建立良好的预见性创新治理，以便能够应对未来的冲

击。18 

图：创新能力框架

资料来源：Misha Kaur 等人，《政府创新能力：系统框架》，经合组织公共治理工作文件第 51 号（巴黎，经合组织出版社，2022 年 9 月 19 日），网址为 https://oecd-opsi.
org/wp-content/uploads/2022/04/innovative-capacity-wp.pdf，改编自图 1，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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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实施封控措施并发布居家令，扰乱了卫生服务

的提供。尽管各国试图在疫情期间保障基本卫生服务，

但疫情给卫生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医疗用品、病床和

医护人员严重短缺。肺结核筛查、艾滋病毒检测以及妇

幼保健服务也随之下降。2 然而，疫情也加速了创新的

步伐。一些举措成为维持卫生服务的权宜之计，而另一

些举措则帮助卫生信息系统、远程医疗和监管政策领域

取得了跨越式进展，所带来的效率提升甚至可以应用于

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之外。本文介绍了一些疫情期间实施

的创新方法案例，并对其在后疫情时代的适用性进行了

探讨。

监管和仿制药生产方面的创新

疫情给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监管政策制定带来了新的

挑战，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关键创新经验。监

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加强监管合作和协调区域监

管政策的重要性，以促进感染病例诊断和治疗方法的批

准和获取。监管方式的创新体现在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的

紧急使用清单程序、严格把控监管机构所做出的决定 3

和实施药品的附条件上市 4，监管机构接受滚动提交，

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只有在所有数据最终确定后才接受

提交。通过药品检查合作计划（PIC/S）5 建立的伙伴关

系由特定监管机构组成，符合药品良好生产和分销规范

的协调标准。PIC/S 被视为是促进监管融合与合作的重

要平台，可以帮助监管成熟度各异的国家确保获得优

质、安全和有效的药品。

汲取了“疫苗鸿沟”的教训，各国政府和多边组织

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利用和加强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的生产能力，以促进仿制药生产的快速扩大。这促

疫情期间医疗服务交付的创新 
Ankita Meghani 和 Taryn Vian 1

使世卫组织建立了一个名为“新冠肺炎技术获取池”的

全球平台 6，该平台旨在让新冠疫苗、治疗药物和其他

卫生产品的开发商与制造商共享知识产权和数据。通过

这一流程，专利权人自愿开放许可其专利，然后将这些

专利再许可给经过资格审查和验证的仿制药制造商，制

造商在销售药品时支付专利使用费。

检测和疾病监测方面的创新

疫情迫使人们在病情检测、接触者追踪和疾病监测

等领域进行创新。SARS-CoV2 的无症状传播意味着需

要进行大规模检测以控制疾病；然而，由于复杂的物流

和基础设施要求，各国在实施聚合酶链反应 (PCR) 检测

方面面临挑战。维也纳市启动了“Alles gurgelt”新冠病

毒漱口水PCR检测 7以应对这些挑战。该计划允许学生、

工人和其他居民通过在线注册、获取条形码并通过数百

家参与的药店领取家庭 PCR 检测包。8 680 家超市、药

店和加油站均可提交检测样本。邮政服务将样本送至实

验室，并在 24 小时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检测结果。

批准使用快速抗原检测法进行新冠肺炎的非处方

(OTC) 居家检测也是一个重要的创新举措。新加坡卫生

部提供了如何使用 OTC 抗原检测进行筛查的指导，适

用于体育赛事、音乐会、婚礼和葬礼等大型聚会前的筛

查，使人们能够更安全地聚集并恢复正常生活。 美国

政府要求私人保险承担检测费用。德国、奥地利和英国

都将快速检测作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战略的一部分，通

过学校、药房和志愿者上门等方式提供检测服务。

最后，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的 50 个国家利用

由奥斯陆大学健康信息系统计划（HISP 中心）开发和

协调的区域卫生信息系统（DHIS2）开源健康管理信息

平台，进行新冠数据监测和追踪。9 斯里兰卡卫生、营

养和本土医学部在四个月内开发了八个新冠肺炎追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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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包括数字疫苗接种证书。这些开源模块旨在帮助各

国监测传播情况、发现新病例、进行风险评估和数据汇

总，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提供指

导。另一个开源应用程序——疫情监测响应管理和分析

系统 (SORMAS)——由德国一家非营利基金会开发。该

系统帮助公共卫生部门识别和监测可能接触过感染者的

个人，并对其进行病毒检测和治疗。德国、法国、瑞士、

尼日利亚、加纳和斐济的多个联邦卫生部门都使用了

SORMAS-ÖGD 应用程序。10 

服务交付的创新

在疫情初期，卫生部门制定了新冠肺炎分诊系统，

以快速响应服务需求，并根据病情严重程度为患者提供

适当的护理。印度、巴基斯坦和日本建立了一个集中式

系统，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将新冠肺炎患者转至不同的

私立和公立医院。11 这些医院配备了相关的医疗专家，

根据患者的病情分类（轻度、中度、重度或极度严重）

提供特定级别的医疗服务。

疫情期间，远程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规模急剧增加，

视频会议工具、电话和在线平台被用于提供远程医疗服

务。例如，在印度，2020 年 3 月全国封控后，远程医

疗成为一种即时的响应措施，使医生能够与患者保持联

系。这一经验为印度制定《远程医疗实践指南》铺平了

道路。12 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政策允许在公共卫

生紧急情况下例外地实施远程医疗。韩国目前的政策讨

论表明，远程医疗将成为新常态的一部分。13 在美国，

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将远程医疗的服务范围从

仅限于居住在农村地区或特定医疗机构的医保患者扩大

到所有患者。事实证明，远程医疗的扩展可以增加居住

在最贫困社区的人们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14 这场疫情

还激发了对远程精神病学服务的需求，这一需求在各个

国家都有所增长。15 

同样，在医疗卫生人员培训领域也出现了创新迹

象，通过在线平台以远程服务的方式提供培训。研究结

果表明，在线培训增加了学习机会，而不会影响培训质

量和知识获取，是经济实惠且方便的培训替代方案，特

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中。16

最后，疫情使人们对创新的依赖程度增加，例如利

用无人机技术将疫苗和治疗药物运送到交通不便的地

区。例如，在卢旺达，公共卫生部门与一家营利性无人

机公司合作，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癌症患者运送药品。
17 虽然这种方法在长期内的可扩展性、可行性和适用性

尚不明确，但它仍然为如何利用非传统技术解决卫生领

域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数据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疫情激发了数据数字化方面的关键创新，体现在

管理供应链和跟踪疫苗接种情况，以及加快决策数据

收集。印度扩展了其电子疫苗情报网络 (eVIN)18，该网

络于 2015 年开发，用于在国家免疫计划中追踪疫苗在

整个供应链中的流通情况，提供接种数据并向尚未接

种的人发送提醒。巴拿马开发了一个名为“Panavac19”

的系统，居民可以该系统的门户网站上预约疫苗接种

并下载数字疫苗接种证书，还可以查看新冠检测结

果。19 沙特数据和人工智能管理局与卫生部开发了名为

“Tawakkalna”的新冠肺炎数字追踪系统，以帮助人们

进行检测，并在疫情解封后开放了其服务。20 

在疫情期间，数字疫苗接种 ID 被用来提供人们接

种的疫苗类型、接种时间以及需要接种加强针的时间等

信息。这有助于确保疫苗库存充足，并可以在需要时随

时随地获取。加纳使用一种名为 Simprints 的数字识别

系统来记录新冠疫苗接种情况，该地区的许多人没有正

式注册的出生信息和正式的身份证件。21 中国和南澳大

利亚州使用健康二维码系统，要求公民通过手机应用程

序上传个人信息以评估接触风险。虽然这些系统很有

效，但其中一些系统被认为存在争议，因为收集到的信

息可能被用来限制人们的行动和进入公共场所的权限，

或对密接人员实施隔离。

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对于应对新冠疫情至关重要。从

疫苗开发和加强诊断能力到为新冠患者提供服务都体现

了与私营部门的合作。美国政府投资 180 亿美元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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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支持了面向美国人

的新冠疫苗早期开发和生产活动。22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

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则

投资 14 亿美元扩大了全球获得新冠疫苗的机会。这些

努力推动了疫苗市场以加速生产活动。未来，此类公私

合作伙伴关系将有助于推动疫苗安全性和病毒变异方面

的研究，并加强全球应对疫情的能力。

在疫情期间，公私合作往往会产生协同效应，推动

创新并加速进步。与私立医院和实验室的合作有助于拓

宽新冠检测渠道并增加新冠感染者的治疗机会。在印

度北方邦，政府迅速动员私立实验室并招募私立医院

以共同提供疫情相关的服务。23 荷兰的一个公私合作联

盟迅速设计并实施了 SARS-CoV2 高通量诊断平台。24

疫情期间使用机器人和创新进行系统测试的开源平台 

(STRIP) 每天可进行 14,000 次测试，为全国基础设施奠

定了基础，并加强了对未来疫情的防范。同样，公私合

作伙伴关系提高了加纳、尼泊尔和尼日利亚的实验室检

测能力，并扩大了加纳、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医院容量，

这些国家的城市人口严重依赖私营医疗机构。26 

私营企业帮助改造私人场地以供隔离期间使用，提

供资金和实物捐助以确保治疗所需的物资和设备充足，

组织大规模的新冠肺炎疫情宣传活动，并提供粮食救济。

调动人力资源并扩大工作队伍

疫情期间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高需求推动了工作队伍

的壮大。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会选择雇用临时工来支持

危机管理工作，而在其他情况下，政府则开辟了一条途

径，将临时工纳入政府的长期卫生工作队伍。26 例如，

在泰国，卫生部将其 15 万名临时医务人员中的 4 万人

转为正式职工，以表彰他们在抗击疫情中做出的关键贡

献。27 

印度发起了“新冠勇士”计划，以支持抗击新冠疫

情，并将退休医生、武装部队医务人员和私营部门医疗

专业人员纳入考虑。28 还召集了医学院毕业班学生和护

理专业学生进行病毒筛查、接触者追踪和疫苗接种。同

样，巴西鼓励医学院毕业班学生支持新冠医疗卫生服

务，并为居住在巴西的古巴医务人员重新颁发行医执

照。29 墨西哥雇佣医务人员以扩大国内卫生工作队伍，

并呼吁各专业的医生参与抗击新冠疫情。30 

结论

疫情期间，创新蓬勃发展。一些创新是作为权宜之

计自发实施的，而其他创新，如远程医疗和数字医疗技

术，则往往由各国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系统地实施。从

创新实践中吸取的教训表明，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

系、保持强大的卫生队伍、加强国家监管体系以及利用

远程医疗和其他数字医疗技术对于抗击疫情尤为重要。

随着经验教训的不断扩充，各国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创新

经验对当地情况的适用性，以便为下一次卫生危机做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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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多层次治理造成了何种压力，并
产生哪些创新？	

新型冠状病毒病肆虐，其引发了气候灾害、经济危

机、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危机，对各级政府的职能行使

及运作流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家和地方

政府重新掌握主导权。过去数十年间，尽管众多国家曾

推行效率为先的政策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却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政府应对关键社会问题的能力。在全面危机管

理中，国家政府固然发挥着领导作用，但次国家政府（即

州、省、市等各级地方政府）始终坚守在基层治理的第

一线。他们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挑战，这些挑战具有高度

的复杂性，但这也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悖论：一方面，许

多重大挑战表现为危机，需要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另一

方面，这些挑战又表现为复杂问题，需要多方参与和长

期渐进式的“小胜利”来逐步解决。近年来，一系列危

机使得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加强对多层次治理

所面临的新旧挑战进行持续关注与研究。

多国在其自愿国家审查中报告指出，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新冠疫情的爆发迫使其对体制结构进行了必

要的改革。2 阿根廷为此建立了省级政府的联邦可持续

发展目标网络，旨在加强各级政府间关于《2030 年议程》

执行情况的交流与战略协作。同时，新冠疫情也加速了

科学数据在决策过程中的应用。受此影响，希腊、意大

利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纷纷向数字服务转型，通

过更加高效的方式收集、整合数据模式，进而推动决策

的科学化和证据化。

尽管各国政府通常在法律和政治层面上是有所区

分，但在实践中它们往往相互交织，共同参与多层次治

理过程。一般而言，各国通过地方一级层面的政府来了

解地方和超地方挑战之间关联的能力，从而获得应对更

大规模挑战的能力。由于地方政府与居民之间的距离更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所开展的多层次创新治理与准备工作 
Louis Meuleman 1

为接近，它们往往是最先并应对新出现的经济、社会和

环境挑战的国家机构。因此，危机尚未蔓延至全国范围

之前，地方政府可能更具备有效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虽然各个国家独具特色，拥有不同的政治文化、社

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但它们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共

性。当前，全球正面临着多边形危机的严峻挑战，各国

政府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调动财政和其他资源以应

对。由于危机和灾害管理通常是由极端紧急情况所驱动

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为了适应危机形势，标准规则

和程序可能会被暂时搁置。为了迅速应对危机，政府采

取了立法捷径，有时甚至会绕过立法者和关键利益相关

者，放弃循证的监管影响评估。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快

速实施应对措施，但也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随着

危机的持续，各国政府可能会逐渐将危机治理视为一种

“新常态”，这将在国家一级产生深远的后果。例如，到

2030 年（及以后），由于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

展的其他方面所需的长期战略的投资可能会减少，这将

严重制约各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让

任何人掉队的关键原则可能会被置于较低的优先级，而

科学和利益相关者的证据也可能在政策制定中受到忽

视。在次国家一级，国家的重点可能会因危机而发生变

化，导致一些原本重要的领域得。

联邦系统普遍设有职能强大的二级政府，而联邦政

府则在诸多政策领域保持克制，避免直接干预。这一特

点可能引发多级政府体系内的紧张态势。以比利时为

例，该国设有三个地区政府，分别负责管理各自辖区内

的地区、省及市政府事务；而德国设有 16 个联邦分区

（即兰德尔），奥地利设有 9 个；西班牙则拥有 17 个自

治社区，每个社区内的省市政府均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

权。这些国家及其他具有类似行政架构的国家，共同构

成了非层次化的多层次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

类治理体系下，区域政府往往肩负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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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重要职责。因此，有必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机制和结

构，以促进多级政府间的有效协同，共同推动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顺利实现。3 

从分裂到协作

责任的分配与任务的划分，在各级政府的层面上，

通常由国家宪法进行明文规定，此举既可被视为“分裂

化”，亦可视为“专业化”，具体情形需视情况而定。其

中，“分裂化”一词往往蕴含消极意义，而“专业化”

则多被赋予积极内涵。然而，当各部门间沟通不畅、协

调困难时，原本的专业化便可能演变为碎片化。在政府

层面，分裂现象纵向发生于不同层级之间，横向则发生

在政策部门及其所属机构之间。在理想情况下，对于垂

直与水平两个维度上的碎片化问题，应一并加以解决。

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体制框架内，组织上和精神上的孤岛

现象严重阻碍了采取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整体性方

法。因此，建立信任成为克服竖井思维、推动政府各部

门间有效沟通与协作的关键途径。此外，信任水平也是

衡量民主国家政府机构质量及其与公众互动效果的重要

指标之一。4 

在致力于对抗分裂、深化各级政府间协作的坚定立

场下，意大利在其 2022 年自愿国家审查报告中特别对

可持续发展目标定位努力的专题深度剖析。自愿国家审

查亦囊括了由地方当局与中央机构携手推进国家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所撰写的自愿地方审查报告。为确保

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致性与连贯性，意大利已将关于政

策一致性的国家行动计划作为其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附件，以此实现政策一致性的制度化进程。

从滞后到实时协作的多级治理

为了应对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间传统基于规则的关

系所表现出的僵化和迟缓问题，部分国家已着手实施实

时的多级协作治理模式。荷兰，以其深厚的参与性治理

文化为基石，构建了一套机制，旨在解决战略政策层面

的难题，尤其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议题。在这一机

制下，政府间成立了档案小组，旨在促进国家行政系统

中三个不同层面——国家、省及地方之间的密切沟通与

协作，以便通过强有力的多层面手段共同应对所面临的

挑战。这三个治理级别在实时互动中紧密结合，共同探

讨并寻求解决具体的紧迫问题的有效途径。这一举措为

一种补充性方法，绝不破坏辅助性原则或各级之间的法

律等级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同国家中，多层次的

合作模式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通过比较研究城市可

持续性转型的案例发现，不同国家治理文化背景下的多

层次关系可能存在显著差异。5 

实时协作治理的另一例子是在哥伦比亚，该国通过

多级进程的有效实施，实现了预算资源在不同领土间的

合理分配，并成功构建了统一的报告格式，以促进信息

的标准化与共享。6 

对国家资源的审查表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设定旨

在促进国家和地方政府间更为紧密与高效的合作。7 在

佛得角，已有 22 个地方平台成功建立，作为多利益相

关者共同参与的空间，有效连接了国家与地方层面的可

持续发展战略。在西班牙，地方实体网络针对 2030 年

议程的推进工作，已经整合了 317 个地方行动者，致力

于提升地方层面行动的协调性，以更好地落实 2030 年

议程的各项目标。

危机是检验实时协作多级治理机制有效性的绝佳

时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德国联邦政府采取了

一套系统的两级大流行危机管理机制，即德国联邦州

总理会议（Ministerpräsidentenkonferenz）与联邦总理

（Bundeskanzler）的积极参与。这套机制在新冠疫情的

紧急状态下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与正常时期相比，其

运转的频繁程度和决策的影响力均显得尤为突出），会

议频繁召开，各项决策亦得到迅速制定和执行。然而，

在实施过程中，部分决策得以成功落实，而另一些则未

能达到预期效果。8 这种结果的好坏参半，不仅反映了

治理机制的复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民对复杂

结果的困惑和不解。

自上而下的治理与自愿的地方审查相结合

传统的多级治理模式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总统

制框架下，地方政府被授予的权力通常有限。以新冠疫



154  |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

情爆发期间为例，尽管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在危机时

期能够迅速响应，但在其他情境下往往显得迟缓。国

家法律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往往需要历经数年的筹

备，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深入地方层面得以贯彻。例如，

自欧盟委员会通过新的欧盟立法起，地方层面的新法

实施可能需要长达六七年之久，其中部分原因在于，

这些法规首先需转化为国家层面的立法，并与相关行

动计划相结合，随后再逐层下放至不同层级的政府执

行。

辅助性原则（如《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第 3b 条

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由上至下的方法。辅助性

原则旨在确保决策在最“适宜”的层级进行，这里的适

宜是指各级政府就与其直接相关的问题制定决策并执行

相关政策的能力。通过赋予地方政府相应权力，使得自

下而上的治理模式更为高效，因为能够在基层层面采取

切实措施并实现有效执行。

在 2022 年可持续发展高端政治论坛上发表的自愿

国家审查报告充分证实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土化的趋势

正日益凸显。9 Eswatini 政府认识到，迫切需要下放职

能并将权力下放给地方一级，以便快速发展发展项目和

方案，并减少差距。印度尼西亚则选择了一种更为集中

指导的方式，旨在强化国家与次国家层级间的协调合

作，以切实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地实施。10 此外，

该国已明确提出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国家中期发展计划

融入中期区域与地方规划的具体要求。对于在次国家层

级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他行动计划、年度报告与半

年度监测系统的过程中，亦需制定详尽的路线图以指导

实践。意大利的自愿国家审查报告着重展示了其地区、

自治省及大都市区在地方层面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

时所采取的富有成效的多层次治理举措。为此，中央与

地方当局间已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菲律宾政府亦报

告称，其正努力通过在各层级次国家层面实施跨部门可

持续发展目标方案、活动及项目，推动形成自下而上的

整合方法，而非传统的自上而下模式，以促进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全面融入与实施。

2015 年推出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其核心理念似乎

倾向于激发地方政府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中的积极参

与。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可持续发展规划正式实施之

前，诸多城市已然融入多个国际网络之中，诸如《关

于气候和能源问题市长全球契约》、《地方政府可持续

发展公约》以及《城市和地方政府联盟》等。这些城

市在应对社会挑战、缓解气候变化压力以及解决其他

环境问题等方面，均展现出显著的先导性。然而，不

容忽视的是，部分领先的大城市对于国家层面政府在

创新方面的态度持有疑虑，认为其可能对创新持反对

立场，进而阻碍社会进步。至少，这一现象反映出在

多级治理的复杂环境中，各级政府之间缺乏有效的协

作与沟通机制。

地方和次国家政府的声音日益凸显，为确保他们的

意见能够得到有效传达，国家自愿审查以及可持续发展

目标实施情况自愿次国家审查等渠道被积极利用，以倾

听并吸纳这些意见。在 2018 年 7 月举行的高端政治论

坛会议期间，仅有四个地方自愿审查案例（分别由日本

的北九州、下川和富山以及美国的纽约市发起），然而，

这种审查形式已逐渐获得广泛认可与接纳；至 2022 年，

已有 26 份地方自愿审查报告在论坛上得以展示。联合

国在编制地方自愿审查方面亦提供了必要的指导与

支持。

多层次能力建设

鉴于各类问题所需治理方式与工具之差异，特定层

级的治理框架在国家与地方政府间任务划分过程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在应对气候因素引发的洪水灾害时，地方

当局层面的协调通常至关重要；对于复杂问题的处理，

则需贴近民众，以更好地洞察挑战所在；至于某些常规

问题，应避免陷入官僚主义或冗长对话的泥潭，而应考

虑将其外包给高效的私人运营商。这种层级化的治理方

法应当协同进行，然而，若各级别间关系未能妥善管理，

则可能引发分歧，进而阻碍进展。因此，各级均需加强

能力建设，以增进对其他政府部门情况的了解与反应效

率。

鉴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 11）的推进，其

实现必须扎根于城市层面，这必然依赖于地方行动者及

机构的深入参与和协作。为此，可能需进一步推动权力

的下放与分配，确保市政当局在享有权力的同时，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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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然而，鉴于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间相互关联且错综复杂，对于资源能力有限或面临类似

挑战的城市而言，这无疑会构成一定的实施困难。11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 17.14 的明确要求，制定和实

施加强可持续发展政策一致性的国家行动计划，对于各

国政府而言，具有显著提升跨政府各级有效协调能力的

重要作用。在这一方面，意大利目前已经成为该地区的

佼佼者之一，其取得的显著成果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学

习。12 

结论

传统的多级治理模式，即国家政府对次国家政府实

施控制的方式，并未消失，甚至近年来由于中央危机管

理的需求，其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加强。然而，同时我们

也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协作与自下而上的方法正在逐渐

获得动力。这一趋势至关重要，原因在于，可持续发展

的多层次治理需要有机融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

法，并全面整合横向、跨部门的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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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新冠肺炎疫情已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且不可逆转

的影响。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无论是

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和社区相

关问题的严峻挑战，这些问题几乎需在一夜之间得到妥

善解决。在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下，没有任何一个部门

能够幸免于难，其副作用使得包括医疗和教育等在内的

社会部门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全球教育领域

中，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空间的关闭，包括学校的停课，

影响了全球 94% 的学生。2 统计数据进一步揭示，来自

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 99% 的学生都受到了新冠

肺炎对其国家教育系统的深刻影响。3 

2020 年 3 月 20 日，南非政府决定实施全国范围内

的封控措施，此举导致所有学校关闭，进而影响了大约

1700 万名学生，范围涵盖了从幼儿学前教育到中学各

阶段学生的教育。4 在高等教育和培训领域，亦有大约

230 万名学生受到波及。5 封控令的宣布，使得教育系

统骤然陷入停顿状态，而该国宪法明确规定，每个人都

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6 可持续发展目标 4 也呼应了

这一理念，该目标呼吁各国政府致力于确保包容性、公

平性的优质教育，并为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机会。

新冠疫情的骤然爆发迫使各组织在短暂的停摆状态

后迅速恢复运营，并由此催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敏捷应

变能力。7 各规模的教育机构均须适应并调整至新的工

作模式。其中包括后勤层面的转变，例如调整时间表以

适应新的教学环境。此外，教育机构还需反思并研发新

的教学方式，以应对学生在家学习的迫切需求。在这一

关键节点上，危机与创新相互交织。教育者在长期的不

确定性和动荡环境中，不懈追求最佳的学习成果，教育

机构必须展现出更加卓越的创新精神以保障教育的完整

性和高质量学习体验。教师、讲师、管理人员及领导者

医疗高等教育中的混合式教学：
疫情催生的新模式及其对南非一所公立大学创新和绩效的影响 
Odette Ramsingh和Carlien Jooste 1

等教育行业的中坚力量，需积极适应这一变革趋势，充

分利用自身的创新精神，迅速推进新计划的实施，并灵

活应对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多数教育实体已加速推进

数字化学习战略的实施。南非的 26 所大学正处于实施

数字化和混合式学习的不同阶段。这些大学必须探索并

发展创新的教育方法，以挽回本学年的剩余时间，并确

保在面对长期危机时能够保持教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然而，实现数字化学习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南非这样的

国家，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匮乏、数字化和数字接入的

高成本以及数字鸿沟等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导致来

自低收入或贫困家庭的学生要么寻找其他方式在线获取

信息，要么根本无法学习。尽管该国 77.5% 的家庭可以

通过手机上网，但只有 10.4% 的家庭可以使用光纤或非

对称数字用户线路技术在家中接入互联网，这些技术允

许在高带宽下快速传输数据。8 为应对这些挑战，部分

大学已与南非的移动运营商达成合作协议，为学生提供

数据访问服务；同时，另一些大学则获得政府专项资金

支持，以缓解学生和教师在技术设备方面的困境。这些

大学通过调整预算方案并争取新冠疫情相关政府资金，

成功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数据访问服务，确保他们能够顺

利参与在线学习。负责高等教育学生教育工作的机构在

推动后勤和学习创新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

机构的管理层需确保员工保持高效的生产力，并帮助他

们适应混合学习环境，实现教育和组织目标，以利用剩

余学年并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充分准备。虽然这一时

期充满了紧迫的挑战，但也为各机构展现创新能力、教

学能力和韧性提供了机会。

作为一项说明性案例研究，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南非

一所卫生科学大学在在疫情驱动下所采取的举措。该大

学肩负着重要使命，以教育和培养致力于促进健康生活

和实现全民福祉的未来医疗保健专业人才（可持续发展

目标 3）。在疫情肆虐的严峻时期，Sefako Makgatho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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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学大学不仅需要关注学生的理论教育，还需为在国

内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进行实践学习的学生提供必要的

支持与保障。同时，大学还需确保教职员工及学生的生

命安全。本文着重探讨健康与教育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并依据对一所公共卫生科学大学环境的实地观察展

开论述。在该大学，疫情严重威胁着学年的教学活动，

并对大学在推动国家医疗保健科学变革中的使命产生了

深远影响。本文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于探讨：在资源有

限、挑战重重且面临前所未有危机的背景下，如何激励

教职工和学生克服提供健康教育与服务过程中的种种挑

战，并深刻认识到一旦失败将对更广泛的目标产生严重

威胁。

健康科学教育领域的创新

Sefako Makgatho 健康科学大学拥有各种校内实践

学习设施，其中在主校区毗邻处便设有一家教学医院。

该校学生主要来自于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他们依靠

国家学生财政援助计划所提供的政府教育资助，得以顺

利完成高等教育。然而，随着疫情的爆发及后续对学校

所施加的限制措施，该大学不得不重新思考与学生的互

动方式，并积极协助教职工适应全新的教学模式。在疫

情期间，由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被归为基本服务提供

者，必须坚守岗位，因此南非政府特别允许该领域的学

生继续开展实践研究活动，而理论教学部分则必须转至

线上进行。

经过此次妥协，大学成功地制定了一份契合目标的

协议，有效减少了校园及实践教学基地中的学生数量，

并引入了在线平台，用以教授理论课程。在线教学的实

施融合了传统方法与创新手段；学术领域的专业人士不

仅负责进行标准化的授课，还负责管理小组讨论，并利

用在线平台提供的互动媒体和视频资源。所有授课内容

均被录制并存档，供学生随时观看，以便他们可以随时

查阅相关资料，为各类活动和考试做好充分准备。数字

化作为五年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

得以实现。同时，该大学积极与私营公司展开合作，为

员工提供数据访问权限，并为学生提供快递服务，确保

农村地区的学生能够获得所需的笔记本电脑。在封控消

息宣布后的 24 小时内，大学的人力资源部门迅速发布

了在家工作（WFH）的协议，为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提

供了明确的指导，并为他们及其家人提供国家和学校心

理社会服务。在此过程中，学校、讲师以及学生之间的

沟通成为首要任务，各类校园活动的协调亦不容忽视。

由于该大学有学生在校，也有医学生在实地工作，

因此教员和管理层深刻认识到确保工作人员与学生安全

的必要性。为此，学校的一位学术领域专业人士研发了

一款新冠筛查应用程序（数字化工具），并于全国宣布

封控后的三个月内成功上线。该应用程序旨在有效遏制

病毒传播，并实时监控教职员工及学生所报告的症状信

息。9 通过该程序，学生和工作人员在进入校园前，均

可通过回答一系列与新冠相关已知症状的问题，进行自

主健康筛查。该应用程序进一步记录了学生和教职员

工可能接触和检测的信息。10 在收集到所有信息后，该

应用程序能够提供基于数据分析的风险评估及相关建

议。11 鉴于该应用程序在发布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使

用，尤其是在当前人们普遍面临高度恐惧和焦虑的背景

下，其实施过程并未采取冗长的变更管理计划，而是迅

速有效地满足了校园安全管理的需求。

新冠疫情期间的绩效管理

创新成果的实现依赖于组织和员工。为了构建适宜

的创新环境与空间，必须深入剖析疫情对大学工作环境

的影响。突如其来的封控措施和居家办公指令，使得员

工与管理者无法再维持既有状态，传统的目标设定、绩

效的衡量以及同事间互动模式均受到严峻挑战。这一

新的现实要求“在碎片化的工作环境中重新诠释生产

力”。 12 员工们努力恢复工作秩序，不断熟悉并掌握沟

通、教学、学习以及领导和管理所需的数字技术与在线

工具。13 

无论是因为员工们深切认识到自身有义务支持大学

专业医护人员，还是因身处危机前线，对不断攀升的死

亡率数据感到担忧，该大学内部已作出积极响应，并要

求迅速采取行动。在线教学和学习得以迅速实施，应对

挑战的速度远超过原先设定的战略计划。学校也已开始

推行在线面试（此举先前未曾考虑过），招聘的行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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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成本减少了 50% 以上。同时，不同行政职能部门

之间的协作也得到了加强，以及自我驱动问责也取得了

相应成果。员工能够独立管理任务，无需主管持续监督，

即便后者可以通过在线方式随时查看他们的进度和表

现。然而仍需注意避免过多的沟通，以确保工作的高效

推进。14 

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了卓越的业绩。此次危

机的严峻性和紧急性，极大地激发了创新精神，并催生

了集体的使命感和协作精神。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人

们逐渐淡化了对地位和等级制度的过分关注，而是将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共同应对新挑战，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环

境中提供尽可能优质的教育和支持。在绩效管理和评估

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传统的绩效指标和管理

方式得到了修订和完善，物流方面的关注有所减少，而

质量和适应性则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结论

自疫情首次席卷各机构以来，已过去了三年多。在

这段时间里，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疫情及其带来的

挑战如何成为创新的契机，以及这些创新是否具有可持

续性。同时，也需深入探究绩效管理的转变方式是否在

危机后得以保持。从本案例研究中，我们获得了如下经

验教训和观察结果：

• 疫情创造了许多新机遇，并做出了许多早就应

该做出的积极改变。该大学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是投入大量资源建立和加强数字能力和在线系

统，此举将对机构之灵活性及绩效管理等领域

产生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 在疫情肆虐期间，部分传统绩效衡量标准（诸

如考勤签到与工时记录等）的作用已显著减弱。

相反，结果导向与绩效目标之间的关联日益紧

密，而绩效目标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责任心与

使命感所驱动。

• 许多大学的传统文化具有某种孤岛心态，专注

于离散的变革管理项目。然而，此次危机却催

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团队协作精神，将大学内

部的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共同克服紧迫的

挑战并实现共同目标。

• 具有时间预测的战略计划很重要，然而，在拥

有强大员工支持的基础上，我们更有可能实现

更为迅速且卓越的成果。

• 技术在教育供给、成本控制及获取渠道等方面

均重塑了行业规则，而数字学习工具的应用则

有助于缩小教育差距。在疫情期间，学生们得

以借助笔记本电脑与数据资源，顺利参与在线

课程并持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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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一

重大卫生紧急事件只是一系列全球危机之一，这一危机

严重破坏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以及《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中为人类、地球、繁荣、和平与伙伴关系

制定的行动计划。世界各国及其社会面临的挑战日益复

杂，由此延伸出来一个问题，公共部门当前的运营模式

是否与未来的发展目标相适应。这一问题或许可以从公

共部门对于近期危机的处理方式找到答案，因为在危机

面前所采取的行动可以体现公共部门的能力。预防危机

比解决危机更加重要，至于世界该如何为未来的危机做

好准备，大众的普遍信念是，实现大部分或所有可持

续发展目标有助于预防未来的危机，或者至少增强社

会的能力和机构的韧性，以便更好地应对可能发生的任

何危机。

最近席卷全球的危机对公共部门运作产生的影响好

坏参半。在疫情期间，公共机构的核心职能（包括服务

交付、立法和政策制定）受到了负面影响。然而，这也

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因为疫情带来了行政管理和利

益攸关方参与方面的创新，提高了透明度和问责制，以

及对新系统和新方法必要性的认知不断提高。2 

公共部门系统和机构在法律框架、历史发展和文化

传统方面各不相同。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也有公认

的国际标准，包括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治理原

则，这些标准为良好的公共行政、管理和治理提供了强

有力的框架和坚实的基准。3 有了客观的参照点，就可

以评估在何种条件下什么方法有效、什么方法无效，以

便各国政府可以相互借鉴经验。在复盘疫情防控工作的

过程中强调了三个关键点：

• 快速应对危机；

• 有效管理危机；

• 建立目标管理系统，为未来的系统性冲击做好

准备。

关于后疫情时代公共部门运营模式的思考 
Geert Bouckaert 1

尽管大多数政府现在在危机应对和管理方面有了相

当多的经验，在公共部门运作中整合了成功的创新经验

并将其制度化，但拥有危机管理经验的政府相对较少。

正如近期危机所揭示的那样，系统性冲击需要公共部门

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因为这些冲击会破坏整个国家

和社会的稳定性，并波及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从近期

危机中吸取的一大教训是，必须为所谓的“动荡治理”4

做好准备，建立能够遏制和应对冲击的系统。

快速应对危机至关重要

风险和影响评估表明，快速响应对于减少负面影响

至关重要。从近期危机的经验来看，很少有公共部门将

快速反应时间列为其关键能力之一。5 疫情爆发后，许

多发达国家在应对疫情时缺乏准备，即使进行了风险评

估、建立了国家模型和情景分析，并根据以往的灾难制

定了路线图。6 一些曾经抗击过非典的亚洲国家在某些

方面领先一步，因为他们可以将一些早期的应对策略制

度化，特别是在疫情监测、检测和追踪方面。

现有证据表明，政府对重大灾难做出反应并采取重

大干预措施的速度取决于以下因素 7 ：

• 相关决策者迅速识别危机状况，深刻理解其影

响，并认识到危机的紧迫性；

• 坚信危机政策措施的可行性和适当性；

• 决策架构的状态（参与者及其关系）。

其他一些变量也会影响响应速度，包括中央集权或

分权的程度、分散或协调的程度、治理文化是偏传统的

还是更具适应性的、是否有开放学习和愿意试验创新的

态度，以及公共部门在关键能力方面的状况。

在对 150 个国家的危机响应时间进行的比较研究

中，Marlene Jugl 观察到，设立专门的危机响应部门可

以“显著加快危机响应速度，使响应速度加快数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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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引证内容表明，拥有独立卫生部门的国家能够更

快地响应卫生危机。当未来危机来袭时，如果没有能

够快速监测和响应的独立部门或机构，响应时间可能

会更慢。

横向碎片化和专业化对响应时间可能产生或积极或

消极的影响，这取决于协调和优先级的程度。例如，如

果专业化与危机类型相关联，则可能是一种优势，尽管

有时集中注意在一个领域可能会牺牲其他相关的政策领

域（例如，优先考虑健康而忽视经济和教育）。纵向碎

片化和权力下放可能会阻碍快速响应，但对于某些地区

而言，权力下放（取决于自治程度）也可能促进更快地

采取行动。

各国政府可以从自身或他国应对类似或不同类型

危机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就新冠肺炎疫情而言，似乎

“危机期间的经验互鉴比总结自身以往抗疫经验更加有

效”。

从过去的经验中可以吸取一些重要的教训。其中一

个主要收获是，设立专门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构可以

加快危机响应速度。由于危机形式多样，且可能对特定

行业产生严重影响，各国政府最好创建一个灵活的矩阵

工具，以应对不同类型的潜在危机，如网络崩溃、极端

天气事件和流行病。9

管理和遏制“典型”危机

各国在应对卫生危机和其他危机时的监管体系设计

有所不同。10 疫情来袭时，许多拥有传统危机管理系统

的国家最初对变革持抵制态度，然而，应对这一前所未

有的危机需要创新的解决方案。因此，政府在探索和尝

试新理念方面表现出更大的意愿，并在公共部门的行政

和管理文化中融入变革性实践，也鼓励人们跳出固有的

思维模式，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那些经证明成功的

临时解决方案需要正式纳入危机管理系统，并成为其标

准操作程序的一部分。应采取措施，将与数字化就绪、

适应能力、简化采购、共同创造、共同生产、公民参与、

人员流动和沟通交流相关的创新制度化。 11

疫情期间，数字化就绪程度有所改善，例如虚拟会

议、电子签名和数字身份识别、无纸化决策流程和在线

医疗服务（远程医疗）的使用增加且相对常态化。然而，

数字鸿沟在教育（在线教学和学习）、医疗保健可及性

和流动性（人员和货物运输）等关键领域变得更加明显。

数字隐私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疫情的防控措施涉

及访问和共享个人健康数据，有人担心用于追踪接触者

的数据库可能会被用于其他目的。为此，一些国家进行

了专门立法来保护数字安全和隐私。

疫情期间，物流速度和效率变得尤为重要。政府能

够在不影响招标程序的情况下简化采购流程。各国政府

援引不可抗力来做出旨在简化运营的变革。建立了确保

关键物资和服务交付的系统，并调整了行政流程（包括

管理招标和公共采购的流程），以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

和灵活性。

疫情期间，共同创造、共同生产和公众参与被赋予

了更高的优先级。封控和其他限制公众活动和接触的措

施影响了社会互动，包括公共部门和公民之间的互动。

为此，许多国家及其机构迅速采取行动，在卫生和教育

等多个领域建立了社会参与机制。

疫情期间，公共部门内部的人员流动性显著改善。

在传统制度下，人员分配和流动往往是僵化的，且局限

于各自的领域。然而，当需要填补空缺以确保治理的有

效性和业务的连续性时，就为人员重新分配和调动提供

了新的机会（受机构需要和个人志愿服务的双重驱动）。

对于传统做法的调整可总结出如下经验：政府应建

立一种创新文化以支持和促进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应采

用灵活、透明的程序来创造性地分配人力资源，应维护

招标制度，使公共机构能够充分利用市场上所有资源，

应积极促进国家和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之

间建立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加强服务交付。

帮助公共部门做好应对未来全球和系统性危机的
准备

传统官僚机构不仅需要引入系统性变革以进行危机

管理，还需要实施“动荡治理”以做好危机准备。公众

逐渐意识到，国家和公共部门不仅能够提出解决方案，

而且最有资格和能力领导公民以应对危机的各种挑战，

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恢复政府公信力。为了保持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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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和机构的信任和信心，公共部门需要将创新融入

未来的治理体系中，该体系要既能处理系统性冲击和动

荡，同时也要保持有效的日常服务交付。以下三项改革

可以支持建立和维护这样的系统。

从顺序思维（正常 - 危机 - 正常 - 危机 - 正常治理）
转变为同步思维（将正常服务交付与持续的危机治理相
结合）。

政府应采取措施，改革公共部门系统和其运营方

式，以便灵活地将日常服务交付与危机治理的关键要素

结合起来。这需要将创新融入人员分配、项目结构和横

向预算等方面，并在机构、部门和国家内部和外部创造

同伴间相互学习的机会。公共行政部门应做好准备，在

获取更丰富和更细化的数据的基础上，参与更复杂的

决策。

实施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治理原则 12 以加
强和维护公众信任。

致力于建设和平包容的社会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

所有人提供司法服务以及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

的机构（可持续发展目标 16）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将拥

有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应对重大危机所需的工具。

联合国制定了 11 项可持续发展有效治理原则，这

些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6（以及所有其他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目标相一致。重点强调责任、问责、有效性

和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中强调的四个关键概念），

从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要实施必要的社会和制度

变革，就需要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和对其合法性的信

念。13 

联合国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制定了各种战略指导说

明，其中提供了大量具体的例子和案例，阐述了前线的

最佳做法。14 联合国通过其年度公共部门奖项来表彰显

著的成就。2022 年的 10 个获奖者——泰国、菲律宾、

乌克兰、巴西、印度、加拿大、沙特阿拉伯、波兰、巴

拿马和爱尔兰——这些国家的创造性实践融合了可持续

发展的有效治理原则，以确保公共服务的包容性和公平

性，并确保公共部门机构的高效治理和迅速响应。15 

在整个社会方法论中实践全政府战略
在公共行政中，横向和纵向的协调、合作和整合通

常会在危机管理中加强，在应对系统性冲击时会变得更

加强大。然而，个人的实践经验未必能提供明确的解决

方案，因为政府系统的结构特征千差万别，在一种环境

下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另一种环境下可能行不通。总体而

言，横向互动需要在在整体社会方法论框架内得到巩

固，而同时全政府方法论应该为纵向互动提供指导。为

了追求共同目标，建立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机制至关重

要。16 应特别关注地方政府并为其提供支持，因为地方

政府与公民关系密切。全政府 / 全社会方法论需要更加

多样和灵活，以促进公共部门内部以及公共部门与私营

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协作治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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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A.	专家关于公共服务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建议

领	 	域 行动要点

治理改革与公共服务交付 • 在法律框架的坚实支撑下，致力于通过提升透明度、增强公众参与以及强化问责机制等方面的创

新举措，进一步加固公共服务交付的制度韧性。

• 为提升体制机制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建议将其稳固植根于各级政府体系之中，从而确保其能够有

效承受政府内部改革倡导者的离职或在危机时刻快速调整政策优先级的能力。

• 各国政府在应对危机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长期战略之间需寻求平衡之道。为此，必须积极推

动基于证据的决策制定，并坚守不遗漏任何群体的原则，不容妥协。

• 各国政府应增强前瞻能力，以预先筹备并有效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冲击。

• 各国政府需在系统层面加强创新能力建设。这要求超越临时性、危机导向的应急措施，将创新理

念深植于决策和公共管理的各个环节。

• 公共机构应高度重视参与式治理和公民监督的作用，以此加强问责机制，即使在疫情等危机期间

也是如此。

• 持续推动最高审计机关和有组织公民之间的合作，以不断提升公共监督、透明度及问责制的水

平。

共同创造 • 各国政府应充分利用疫情所带来的契机，积极推动在共同生产和共同创造方面的创新举措。

• 应积极吸纳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确保政策制定和服务提供能够精准满足公众需求。

• 各国政府需确保共同创造活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系统性相契合，确保合作倡议具备广泛而相互

关联的影响力，从而有助于实现既定的目标。

医疗服务交付 • 各国政府应积极推动远程医疗和数字卫生技术以及其他创新解决方案的应用，对病毒检测和疾病

监测创新进行定期评估与适应性调整，以优化服务提供，扩大医疗保健覆盖面，并有效应对服务

薄弱地区的挑战。

• 各国政府应优先考虑并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以充分利用私营部门的资源、专业知识及基础设

施优势，确保医疗保健服务的有效供给。

• 各国政府应投资并促进卫生人力资源培训在线平台的运用，确保医疗工作者在紧急状况之外也能

实现持续的专业成长，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多级协调和准备工作 • 必须正视并高度关注多层次治理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应当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等危机所带来的国家

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紧张关系。

• 各国政府应积极推动各级治理机构之间的协作与创新文化。

• 政府应采取合作的方式，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关系，以及横向、跨部门的一体化策略整合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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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A. (续)

领	 	域 行动要点

混合式学习模式及其对创新

和绩效管理的影响
• 公共组织应把握疫情期间所赋予的契机，强化其内部员工间的协同合作与使命感，并基于明确的

目标与预期成果对生产力进行重新定位。此种转变将有效增强组织在危机期间及之后的灵活应变

能力，并提升绩效管理效能。

• 组织应确保战略计划的制定充分吸纳员工的观点与建议，以激发其参与热情并增强其使命感。

• 学术领域的专业人员应被积极鼓励发挥创新思维，致力于开发各类工具与应用，以解决组织内部

所面临的特定挑战。

• 学术组织应深刻认识到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巨大推动力，并加大对在线学习系统及平台的投资力

度，以强化教学效果并提升学生参与度。

• 可考虑与私营公司合作获取技术，以克服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并优化资源获取途径。

重新思考现行公共部门的运

作模式
• 各国政府应当积极整合危机创新，构建一个具备弹性且能够应对系统冲击的治理体系，并将疫情

期间成功实施的临时解决方案纳入常规操作标准。

• 在机构框架转型过程中，必须充分考量数字化准备水平、适应能力、采购流程的简化、共同生

产、公众参与度、人员流动性以及有效沟通等因素。

• 鼓励在公共部门内部营造一种倡导创新和解决问题的文化氛围。

• 应建立灵活且透明的程序，以合理分配人力资源、开展招投标工作，并与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

和私营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高效提供服务。

• 应摒弃传统的顺序思维，采取将常规服务提供与危机治理紧密结合的方法，确保两者均得到充分

的关注与资源支持。

• 应采取全政府战略，并与全社会的多元方法相结合，广泛吸纳公民、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

与，共同推动危机管理与决策过程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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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世界公共部门报告》探讨了以下问题：(a)

政府如何重塑与公众和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以增强信

任，并促进更可持续和和平的社会所需的行为变化？ 

(b) 政府如何评估优先事项，并解决自 2020 年以来出现

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的政策权衡？ (c) 政府可以调动

哪些资本和创新来转型公共部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这一最后章节旨在结合研究团队所进行的研究以及

前几章中专家们所做出的论述，总结出关键的信息。 

4.1 节简要概述了在新冠疫情期间和之后公众和社会对

治理目标和实践方面的期望发生的一些变化。4.2 至 4.5

节总结了本报告中所考察证据得出的教训，分为四个主

题：在各个层面上增加参与和投入度；调整公共部门的

运作方式，旨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同时

可以有效应对危机；提高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推进《2030

年议程》并管理危机的能力；以及在“正常”时期保留

新冠疫情流行期间出现的积极变化。该章还就国际社会

如何看待公共机构在执行《2030 年议程》后半阶段提

出了一些思考。有关专家在其报告中提出的具体建议，

请读者参阅前三个章节末尾提供的表格。

4.1 公众和社会对治理目标和实
践方面的期望产生了改变

从很多方面来说，疫情及其负面的经济和社会影

响，揭示和加速了公众与其政府间社会契约中逐渐形成

的紧张关系。这突显了公众与公共机构之间存在极大的

信任问题。在许多国家，公众对治理目标特别是涉及社

会价值观、政府扮演的角色、包容性和参与方面似乎有

着重大转变。报告指出了几个需要关注的领域。

这场疫情给全球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其最有害

的冲击不成比例地影响着那些已经处于劣势地位的个人

和群体身上。社会对公平的期望正在增长——这直接支

持更新社会契约的呼吁，以加强公众与其政府的关系。

当前的报告探讨了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公平一直

是讨论如何向前发展的核心，包括司法管理、税收制度、

公共服务以及更广泛地说，线下和线上对人权的尊重。

随着不平等现象继续加剧和政府财务状况恶化，政

府在困难的政策权衡方面以及更广泛地关于长期社会

选择方面所做决策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目前围绕

紧缩政策进行的讨论，举例来说，是否让那些经历过

2007/08 年金融危机后的情景的人想起当时的情况——

不同之处在于如今许多国家的财务和政策空间比当时受

限得多。各国政府目前面临的备选方案显然还涉及短期

当务之急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长期追求之间的权

衡，因此更加需要与目标相一致的长期愿景和战略。随

着国家与社会关系被重新定义，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

路径上建立共识和合法性至关重要。

在很多情况下，市民也呼吁政府加强问责制。问责

制和透明度在疫情中受到挑战，如《2021 年世界公共

部门报告》中所记录的。

疫情和其他近期的危机提醒我们，解决重大挑战并

实现社会目标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作为。作为公众参与

的先决条件，政府需要保护和扩大公民空间——这是一

种使公众和团体能够参与并行使其公民自由的环境，并

构成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即使在疫情之前，公民空间持

续收缩的趋势已经有所显现，而疫情只是加剧了这一趋

势。言论受限和人权限制导致人们感到沮丧和疏远，损

害了社会契约和对政府的信任，并阻碍了人们参与实现

《2030 年议程》共同努力中所需的投入——而这却是其

成功所必需的要素。

数字技术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使政府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能够继续提供公共服务，并在许多情况

下改变服务提供方式。例如，在封锁措施造成的混乱时

许多国家推动了司法系统数字化进程。信息技术在疫情

期间还扮演了工作和协作平台的关键角色。然而，数字

政府转型也明显凸显出国内外现有的数字鸿沟问题。此

外，数字转型突显出对隐私、言论自由、信息完整性以

及非歧视性等风险，并加深了对监控、隐私保护以及数

据保护问题的担忧，强调线上线下人权之间的联系。法

律法规和监管框架未能跟上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应用的步

伐。因此迫切需要适当的监管措施和监督机制 , 包括在

公共管理领域内进行监管。

综合考虑本报告所强调的趋势以及其他超出本报告

范围的趋势，这些都对现有社会契约构成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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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全面的方法重建和加强社会契约将更好地使社会处

于更有利的地位，以实现更牢固的关系和社会凝聚力，

增强对危机的抵御能力，并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单独靠政府无法重新塑造其与其他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关

系。然而，作为增强公众信任的关键第一步，政府需要

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通过方式方法加强联系，比如促

进透明度、尊重人权、加大公众参与和行使发言权。至

关重要的是，在寻求更多信任的同时，政府也需要表现

出对其他行动者的信任。

根据该报告所做研究和专家所述，下文将从治理和

公共管理方面探讨在疫情期间以及之后与这些趋势相关

的创新和变革，以及用策略解决这些问题的潜力。

4.2 在各层面提高参与和投入度
政府需更具包容性、参与性并能够响应人民需求和

愿望，这是本报告三个主要章节中贯穿始终的思路。例

子说明了在疫情期间如何通过增强参与和投入度产生了

社会效益，并且如何在未来提高整体效果，覆盖所有的

参与形式：从信息到咨询再到参与再到协作最后达到赋

权。* 

准确信息的传播在培养信任、促进参与和投入方面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疫情期间，两个关键问题浮出

水面，即虚假信息和谣言的增加以及危机期间需要适当

的沟通。乌克兰事件后，打击虚假信息和谣言已经成为

国际政策议程上更加重要的事项，并且各级别包括联合

国内部都正在努力遏制这些问题。确保信息完整性的努

力表明了媒体素养以及不同行动者之间合作伙伴关系潜

力的重要性，包括媒体、事实核查组织、其他民间社会

组织和政府。改善政府在危机期间的沟通也是未来进展

的一个重要方向，在这方面更开放和包容性过程很可能

带来更加有效的结果。

咨询、合作和赋权是政府需要采纳并建立决策合法

性所必须秉持的关键原则。例如，在预算决策中吸引主

要利益相关者不仅有助于获得对这些选择的支持，还可

以提高财政成果并增强公共机构信任度。基于透明度、

信息披露、参与度、包容性和可修订性等原则进行的开

放流程的制度化不会自发发生。这需要制度改革以及承

诺、时间和资源投入。在设定愿景目标时以及其他情境

下，公共机构应注意避免（真实或被认为是真实的）象

征主义行为，因为这可能导致人们对参与不再抱有幻

想，并进一步疏远他们与政府之间的联系。

国家和非国家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共同生产和创造的

形式的协作也存在机会，疫情期间出现了许多例子。正

如《2021 年世界公共部门报告》所记录的那样，民间

社会积极支持公共服务的连续性、接触到弱势群体、提

供法律信息和援助、打击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并进行

许多其他干预措施。在某些情况下，合作生产和混合模

式的服务交付成为创新解决方案。在适当条件下，公共

机构、私营部门和组织好市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可以改善

政府对人们需求的响应能力，并帮助社会应对冲击。各

国应评估疫情期间的创新在本国情况下的适宜性和适应

性，确保在公共服务设计中优先考虑边缘化人群的需

求。这些合作需要得到充分法律框架支持，并且它们成

功与否通常取决于政府理解其他参与者参与意愿不同因

素，并为其提供正确激励。

从某种程度上说，赋权是所有参与和投入的类型所

必需的。首先要从重新审视公共部门价值观开始实现这

一原则。直接衍生出来的是保护市民空间以及增加个人

和民间社会监测和监督参与机会——这是加强政府问责

制关键所在。

这次疫情为今后保护公民空间提供了重要的教训。

一些政府为紧急措施设置了护栏，确保这些措施的必要

性、相称性、合法性和非歧视性影响，并让监督机构参

与这些措施的审查。通过采取措施促进公众参与，例如

邀请公众就与疫情有关的挑战和政策提供意见和反馈，

并让民间社会代表参与决策委员会和议会辩论。保护和

平集会自由和保护隐私权是一些政府的重要考虑。民间

社会在监测侵犯人权行为并提高人们对这种行为的认

识、建立网络和联盟、倡导取消刑事制裁、让当地社区

参与以及通过战略诉讼挑战紧急措施方面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  国际公共参与协会的公共参与范围，由国际公共参与协会开发，
有助于界定公众在公众参与过程中的角色角色，在逐步发生的分类反
映着决策受公众影响程度的增加；欲获得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
cdn.ymaws.com/www.iap2.org/resource/resmgr/communications/11x17_p2_
pillars_brochure_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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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改变公共部门的运作模式，使
公共机构能够同时应对危机和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次疫情及其后果促使人们有必要讨论重新思考公

共部门的运作模式。面对公共机构和组织的职能、政策

选择和公共服务提供出现的中断，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

机构需要同时能够预测和应对危机，并继续专注于包括

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内的长期目标。这意味着政府各部门

需要更好地协调和协作，并重新思考公共服务的提供方

式，将重点放在人民、用户和受益人，而不是官僚结构

和流程。

提高公共行政的包容性
在公共机构中的代表权影响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

其所服务公众的公共行政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并赢

得公众信任。特别是，公共行政中的性别平等问题仍然

是一个未完成的议程。适应“新常态”并重新关注公共

行政中的性别平等，需要同时在几个方面采取行动。这

包括牢记疫情前汲取的教训，重新努力采纳和实施数

据、透明度、培训和指导以及指标和配额等特别措施方

面的行之有效的良好做法。还必须评估疫情期间在远程

工作、混合工作、注重工作与生活平衡和心理健康等领

域所作变革的性别影响，并将积极变革巩固和纳入公共

行政未来的性别平等承诺。决策者必须将性别平等置于

未来危机恢复努力的中心，确保妇女充分参与，负责危

机应对和管理的常设机构，并获得领导这些机构的机

会。这些努力应是各国政府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以恢

复势头，使可持续发展目标 5 和 16 能够在 2030 年实现，

并应为使公共行政更包容社会各阶层的其它努力提供信

息。

改变公共管理中的思维方式
将人民置于公共管理行动的中心，需要改变公职人

员的思维方式，这是支持进程变革所必需的。这从实施

《2030 年议程》的最初阶段就已经被认识到，但现在更

加明确。随着公共机构从在疫情期间实施的临时性临时

变化转向可持续的运营模式，现在有机会考虑全面改革

公共行政管理。例如，在司法部门，重要的是围绕人们

经历冲突或不公正的情况组织变革工作；让法官和人权

维护者参与解决方案的设计；采用法律程序，以便尽早

解决问题，并创建非正式的解决争端方法。

更好地把握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权衡
为了更好地处理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出现

的权衡问题，各国政府需要在几个方面取得进展。可持

续发展挑战不能通过技术官僚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它们

需要在《2030 年议程》所反映的价值观和原则的基础上，

就相互冲突的政策考虑达成妥协。有必要围绕政策选择

建立合法性和共识，以促进信任、政策遵守和效率的良

性循环。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作用和权衡进行系统

评估，可以帮助决策者确定创新的政策解决方案，并解

决在特定背景下削弱公共服务效率的系统性瓶颈。政策

权衡问题应以公平和透明的方式处理，用于确定优先事

项和选择的证据基础应公开和透明地沟通。政府至少应

以透明的方式沟通政策优先事项和选择的分配影响。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顺序应具有透明度，并得到

科学支持，并根据风险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作用的评

估提供信息，同时考虑到其动态性和背景性。有必要让

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科学系统更加包容、公平和

社会相关，为此需要让更多的意见、机构、知识来源以

及知识生成和学习方法参与进来。系统建模、情景分析、

战略远见和其他工具可以支持更一体化的优先事项设定

和政策制定，并帮助决策者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挑战，解决技术和环境转型问题。联合国在综合国家财

政框架 （INFFs）方面的工作为各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各部门加强政策协调提供了实际指导。政府能力是各国

应对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有效性的关键决

定因素。未来，发展合作可以在建设此类能力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例如，在国家卫生系统、社会保障系统或危

机应对系统方面。综合国家财政框架可作为一种工具，

使这种国际支持与国家优先事项和需求保持一致。

预算和公共财政管理是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政策

选择优先次序和资源配置的核心和有力工具。预算信息

有助于权衡政策选择。加强公共财政管理系统对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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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支出的效率和公平以及全面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至

关重要。这包括监测预算执行效率，并确保政府按照批

准的预算支出。了解公共支出对可持续发展成果的影响

对于有效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预算标记，将

预算中的财政资源与发展目标和指标联系起来，从而实

现有针对性的资源配置，并为将公共财政决策与发展成

果联系起来提供基础。这种方法使政府能够跟踪和衡量

公共支出的影响，这可能带来改善社会成果。这也使民

间社会和利益相关方能够为预算编制作出贡献，支持监

测和评价，并有助于前瞻性分析和国际比较。

委托进行独立评估（包括通过外部审计）、改善监

测、提高数据和信息的质量和可用性，对于利用这些切

入点系统性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潜力至关重要。

将风险管理纳入公共行政管理的常规程序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凸显了风险管理

的重要性，但也暴露了风险预测和防范方面的弱点。有

效的风险管理可以更好地支持系统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通过加强将风险因素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和指

导结构、投资于风险预测能力、促进更强有力的机构间

合作，以及缩小风险预测与实际防范之间的差距。将风

险管理纳入现有的优先事项制定架构，例如政府中心，

需要解决风险管理系统的差距和克服优先事项制定过程

中的制约因素。国际合作可帮助各国政府推动风险管理

的作用，通过制定政策优先事项、分享良好做法、缩小

影响差距和促进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

推动公共行政管理创新
疫情期间，公职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

有所加强，创新步伐加快。对公共机构的效率、响应能

力和问责制产生积极影响的创新和变革，举例来说，在

数字化准备、公共采购、联合生产和人员流动方面，最

好应该得到保留和巩固，并应该激发进一步的改变。这

需要适当地将最初的临时举措制度化——即将其转化为

公共机构的流程和标准操作程序。这在大多数国家一直

是一个长期挑战。考虑到更长的时间框架，为公共机构

配备预测未来挑战和管理危机的能力，同时仍然履行其

正常职能，需要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系统性方法，以促

进多个组织、利益相关方和部门之间的动态联系。很少

有国家能够做到这些。

管理数字化转型
如前所述，自 2020 年以来加速向数字政府转型创

造了新的机会和好处，但也增加了风险并产生了新的挑

战。政府有机会利用数字转型，将人权、包容和不让任

何人掉队作为核心。在推广“只用数字”的方法来实现

数字政府后，许多国家现在正在转向承认需要综合的混

合服务提供模式，为所有用户，特别是服务不足地区的

用户提供无缝体验。政府应采取“有设计的包容”战略，

并考虑采取有针对性的、本地化的和情境化的方法，因

为并非所有被排除在外的群体都面临同样的障碍。

数字化的加速加剧了监管数字服务和数字技术使用

的紧迫性。相关政策应允许创新在保护用户权利的同时

蓬勃发展，并确保数字服务是安全和公平的，同时考虑

到数字鸿沟日益扩大对最弱势群体的影响。需要制定此

类政策，例如，保护妇女免受自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流行病开始以来日益增加的网络暴力。

调整各级政府间的关系
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协作和协调对危机管理和应对

至关重要。疫情暴露了碎片化的挑战，并凸显了加强多

级治理方法的必要性。疫情期间观察到的各级别政府之

间的关系变化，可以激发人们重新考虑以下关键方面的

体制安排：不同级别政府在具体问题上采取行动的自主

程度、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源分配、协作安排和协

调机制，包括危机管理机制。

4.4  建设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推进
《2030年议程》和管理危机的能力

前几节强调了各国政府有可能在恢复合法性和信

任、促进参与和参与、提高公共行政效率、问责和响应

能力以及改善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取得进展的各个领域。

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需要加强能力建设，不仅在政府

和公共机构内部，而且在其他行为体之间。本节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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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在这方面的一些见解。

加强政府规划和确定优先次序的能力
政府和公共机构有很多机会来提高其规划和确定优

先次序的能力。重要的是培训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如

何使用现有工具来评估权衡和协同作用，包括如何为决

策者提供可采取行动的建议等方面。例如，战略远见和

情景分析可以纳入公务员培训和公共行政管理学校的课

程，以教育下一代公职人员和公务员。人工智能和计

算模型可以通过分析政府支出与发展成果之间的联系，

为落实《2030 年议程》提供支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

公共财政管理也需要能力建设，包括在预算标记等具体

领域。

培养公共行政管理的创新能力
如何从系统的角度促进公共机构的创新，以及成功

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能力、技术和资产，仍有很多需要

探索的地方。关于公共部门创新的常见叙述强调，需要

有适当的监管和基础设施的扶持环境，以及面向创新的

组织文化、思维方式、能力和工具。它们还强调，公职

人员需要适当具备促进创新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特别是

在技术、战略预见、危机管理、适应性、韧性和变革管

理等领域。然而，疫情期间也表明其它因素，例如工作

人员的代理和内在动机以及他们与其他行为者有意义地

接触的意愿，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疫情期间，公共机构必须提出创新的培训方法。

例如，在南非，卫生人力培训需要在在线平台上提供。

政府可以推动这种转型，作为面对面培训的可负担的或

补充替代方案，同时确保包容性地获得能力发展机会。

建设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
尽管本报告侧重于公共机构，但疫情期间一些例子

突出了建设其它利益相关方的能力的持续相关性。这与

本报告的核心——呼吁加强参与和投入参与——是一致

的。例如，为了充分参与和受益于愿景建设计划，利益

相关方需要接受有关根本实质问题和相关工具使用的培

训，以免参与成为形式。在基础层面上，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教育对实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中小学和大学层面

的举措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提高公众的数字素

养和媒体素养——尽早开始，最好是在学校内——是基

础能力发展的一个例子，应该伴随和支持政府开展的更

广泛的能力建设努力。

共享经验和实践 
各国之间的经验和做法交流有助于解决关于哪些措

施有效以及未来应避免哪些措施的知识差距。各国之间

的经验和做法交流有助于缩小知识差距，了解哪些做法

有效，哪些做法今后应避免。跨国专业或民间社会主导

的网络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综合实施的宝贵资源。它

们可以促进个人、组织和有利环境层面的能力建设和协

作。全球和区域网络还可以促进传播和采用分析工具和

模型，以支持政策的一致性和一体化，并鼓励实际使用。

4.5  从危机走向正常：保留和利用
疫情期间出现的积极变化和创新

疫情和其它近期危机促成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

产生积极影响的制度变革，表明危机也可以成为机遇之

窗。然而，在许多领域，一旦危机结束，作为“回到正

常”的一部分，具有积极影响的政策和制度变革就有可

能被丢弃，特别是如果没有认真评估其影响的话。例如，

一些针对公共雇员的新工作场所政策对性别平等产生了

积极影响，但这些影响可能没有得到管理者或决策者的

认可，或者可能被认为不重要，因为他们优先考虑的是

恢复原状。类似的，虽然在疫情期间尝试了不同级别政

府更有效的合作方式，但随着紧急情况的结束迫使所有

行为体回到规定的或传统的工作方式，这些方式可能会

失去吸引力并被放弃。这强调了评价的重要性，以评价

体制创新的绩效，使之能够纠正方向，并将努力集中在

公共行政的有效做法上。

这同样适用于主要通过集体动员、源于重新产生的

共同目标感的合作和个人的内在动机而实现迅速和积

极变革的情况。这反映了正常时期和危机期间的关键区

别。在非紧急情况下，公职人员可能无法尝试或从失败

的创新尝试中学习，也无法了解如何管理与失败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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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他们可能也缺乏探索提供公共服务和利用促进创

新的数据和工具的新方法所需的乐观、影响力和动机。

在危机期间，这一切都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疫

情期间，公共部门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往往背离了普遍

的先入之见，没有等待传统上公认的所有有利因素到位

后进行创新。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保持积极变化，以便在正常时

期继续造福社会。正如报告所列举的例子所反映的，促

进转型和创新需要在不同层面采取有意识的行动，这些

行动涉及个人（包括公共实体及其合作伙伴的工作人

员）、组织和机构，以及有利的环境。如上所述，公共

机构以持久的方式将变革制度化，将其转化为公共行政

标准操作程序的变化，这至关重要，公共组织应对不确

定性和风险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公职人员及其互动

对象的心态和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展望未来，在公共

机构和公共行政中创造一种新的使命感——一种与利益

相关者共享的使命感，一种为真正致力于参与和参与服

务的使命感——是有必要的。

4.6  展望：疫情的教训能否为体制
变革提供信息，以更好地支持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展望未来，在如何转变国家级别的机构以支持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使社会更有抵御危机的能力方面，疫

情时期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 各国政府在应对 2019 年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方面发挥的作用加强了国家作为

社会行为者的合法性和中心地位，这与自上世纪 80 年

代中期以来主导主流经济话语的关于国家作用的极简主

义概念发生了 180 度的大转弯。与此同时，当前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挑战巨大，公共机构与其服务对象之间的信

任水平很低。这种结合为重新思考公共机构如何为人民

服务以及如何能够最好地支持《2030 议程》的进展提

供了明确的机会。鉴于各国在许多领域面临的挑战具有

共性和相互依赖性，这种对话应在国家级别举行，但在

适当情况下也应在国际层面举行。疫情的教训还可帮助

各国政府应对其他紧急情况，例如气候紧急情况，这需

要政策的长期转变和重大的政策选择，并将权利和公正

考虑置于政策决策的中心。

总的来说，各级机构需要变得更加包容和响应迅

速。这包括增强社会不同阶层的权能，包括妇女和青年，

以便为创建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和战略做出有意义的

贡献，包括参与关键的政策选择。必须持续和综合地关

注人权，包括子孙后代的人权，更多地关注制度设计的

变化和快速的技术进步在危机时期和“正常”时期可能

对人权产生的影响。

为了支持《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更快进展，

机构需要更好地装备自己——从充足的资金和人力资源

开始。需要考虑的关键领域包括公共部门识别和管理可

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作用和权衡的能力，更好地将

不确定性和风险纳入关键流程、管理数字转型，更好

地利用预算和公共财政管理支持知情的政策选择，以及

在公共组织内部流程和在服务提供过程中与人的界面中

促进创新并使其制度化。所需的变革不仅限于技术性变

革；它们包括改变公职人员的思维方式和公共机构及具

体组织的规范，以真正重视其他行为者的赋权，参与共

同生产并有效管理参与；将性别平等和人权置于政策和

制度设计的核心；并将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原则提升为公

共服务的核心宗旨。

报告中列举的例子展示了快速、有时甚至是激进的

变革（例如在卫生和司法部门），但也深入探讨了长期

存在的障碍和挑战，这些障碍和挑战往往在疫情期间阻

碍了更大的变革（例如在保护公民空间、非国家行为者

参与决策以及打击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等领域）。虽然

跨部门的全面评估不是本报告的目标，但总体情况并不

是对公共机构进行广泛、系统性转型，从而有助于促

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因此，本报告

强调的许多挑战在未来几年可能仍然具有相关性。可以

开展更多研究，系统地评估哪些部门、政策领域和机构

类型经历了更剧烈或更具破坏性的变化，并评估这些变

化对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潜力。

这种评估应在国家级别进行，因为各国的情况和背景大

不相同，也应在国际层面进行，因为一些部门的快速变

化——例如突发卫生事件期间的新合作机制或处理错误

信息和虚假信息的新方法——可能会影响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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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间出现的一些积极变化可能无法持续下

去，因为政策和进程被拉回到疫情前的“默认”位置。

在某些情况下，公职人员、民间社会和个人的内在动机

可能是疫情推动的许多积极变化背后的决定性因素。疫

情后能否以及如何保持这种动机，现在应该是各国政府

的主要关切。

本报告审查的许多问题目前正在联合国内部得到处

理，其中一些问题是通过作为秘书长报告《我们的共同

议程》的后续行动而启动的政府间进程得到处理。本报

告中的若干专家所述观点突出表明，联合国主导的旨在

处理这些问题的进程的高度期望，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

峰会、全球数字契约、关于未来世代的宣言和未来峰会。

这对联合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它证明了非国

家行为体致力于为这些进程作出贡献并丰富它们，并在

更广泛的意义上证明了人们仍然对多边制度抱有信心，

提醒人们确保这些进程取得有意义成果的重要性。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2023）》探讨了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国家机构和治理创新与变革在推动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新冠疫情及其后续影响可能会进一步阻碍2030 年议程

的进展，并使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中短期内更加难以实现。然而，新冠疫情也引发了政府机构和公共行政

领域的快速创新，对于这些创新，我们可以加以利用。另外，公共机构的内部运作以及它们与外部的互动

方式都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例如，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实现与其他机构和更广泛的社会面的交流。在此背

景下，本报告重点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 各国政府应如何重塑与人民和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以提高自身

可信度并促进更可持续、更稳定的社会所需的变革？政府应如何评估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并解决2020 

年以来出现的政策权衡难题？政府可以调动哪些资源、通过哪些创新来实现公共部门转型并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本报告包含由众多专家撰写的一系列颇有深度的文论（共23 篇），每篇前面有一个简短的概

述。这些专家文论分析了以上三个主要问题，回顾了在不同的背景、部门和政策进程中所观察到的体制

变革，并探讨了那些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积极影响的变革在后疫情时代继续保持的可能性。总体

而言，本报告旨在提示公共部门重视制度变革，因为按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度变革是实现社会

转型的关键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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